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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任务书

填写说明

  一、项目任务书内容原则上要求与申报书相关内容保持一致，不得无故修改。

  二、项目承担单位通过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下载项目任务书，按要求完成签名盖章
后扫描上传到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

  三、签名盖章说明。请分别在单位工作分工及经费分配情况页、人员信息页、签约各方页等地方
按要求签字或盖章，签章不合规或错漏将不予受理。其中，人员信息页要求所有参与人员本人亲笔
签名，代签或印章无效，漏签将不予受理。

  四、本任务书自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各方均应负本任务书的法律责任，不应受机构、人
事变动影响。

  五、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深入推进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经费使
用“负面清单+包干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粤科规范字〔2022〕2号)，2022年度及以后立项资
助的全部省基金项目(包括省自然科学基金、省市联合基金、省企联合基金项目等)均适用“负面清
单+包干制”，项目提交申请书和任务书时无需编制费用明细科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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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任务书

一、主要研究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

本项目以“知识型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为核心主题，深入探讨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潜在的形成机制与

影响后效，并寻找可能的干预策略。纵观现有文献，尚不能回答数字化转型情景下“知识型员工数字化

转型压力如何形成？”“有何影响后效？”“应采取怎样的干预策略？”等重要问题。通过整合工作要

求-资源模型、压力认知评价理论等理论视角，深入探讨知识型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的形成机制、影响后

效及干预策略等研究内容。主要子研究之间内容上密切联系，逻辑上存在递进关系。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

第一，探讨知识型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的形成机制。该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是

否以及如何给知识型员工带来数字化转型压力？”本研究整合身份理论和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数字

化转型如何诱发员工的身份威胁，进而导致知识型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

第二，揭示知识型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的影响后效。该研究的核心问题“员工在面对数字化转型诱发的

转型压力时，如何通过情感反应过程对其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其潜在的边界条件是什么？”本研究主要

依据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捕捉员工面对数字化转型压力时的多重情感反应，以及这些情感反应如何影响

自身的行为倾向。

第三，考察知识型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的干预策略。该研究的核心问题“探讨组织如何构建积极的人力

资源实践，引导员工采取积极主动的压力应对方式，进而缓数字化转型压力的负面效应。最终引导员工

主动融入并积极参与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研究目标总结如下：第一，整合身份理论和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数字

化转型压力潜在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即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的形成机制；第二，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

，剖析员工身份威胁两种情感反应（数字化转型承诺vs数字化转型抵制）的边界条件，进而影响其行为

倾向，即知识型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的影响后效。第三，基于组织与个体交互的视角，揭示数字化人力

资源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成熟度的联合作用对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的调节效应及作用机制，即知识

型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的干预策略。上述研究目标的关系密切关联，逻辑上逐步递进。目标一和目标二

试图揭示数字化转型情景下知识型员工转型压力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后效，既能厘清知识型员工数字化转

型压力产生的根源，又能发掘数字化转型压力影响后效的作用机理，更为寻找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启发

。最后，基于管理层的人力资源实践探讨知识型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的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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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任务书

二、项目预期获得的研究成果及形式

论文及专著情
况

国家统计源刊物以上刊物
发表论文（篇）

4 科技报告（篇） 0

其中被SCI/EI/ISTP收录
论文数（篇）

3 培养人才（人） 5

专著（册） 0 引进人才（人） 0

专利情况(项)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国外专利

申请 授权 申请 授权 申请 授权 申请 授权

      其他 发表实践导向案例成果（2个），参加学术会议（5~6次）

┞irisGenPdf-common-144699┦

3/10

20
23
A1
51
51
10
34
2

10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任务书

三、项目进度和阶段目标

（一）项目起止时间： 2023-11-01 至 2026-10-31

（二）项目实施进度及阶段主要目标: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主要工作内容

2023-11-01 2024-10-31

①在已有文献积累的基础上，对前沿文献进行跟踪，开展文献收集与研究，做

好理论准备；②明确企业数字化转型、员工感知身份威胁、个体数字能力、数

字平台基础、数字化转型压力等主要变量的测量量表，细化总体研究方案，完

善与本项目相关的理论模型构建（6个月左右）；③进行探索性访谈，并收集

第一轮问卷数据。

2024-11-01 2025-10-31

①在数据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模型对相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完

成实证结果的分析与写作（3个月）；②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结果，围绕

本项目所涉及的研究内容撰写实证论文；③选择合适的国内外期刊，完成论文

投稿，争取在本年度发表2-3 篇论文；④将符合要求的研究论文提交参加2025

 年度中国人力资源管理论坛、IACMR、AOM 等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与国内外

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2025-11-01 2026-10-31

①在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并对

退回修改的论文进行修改以及完成计划内的论文撰写与投稿，争取本年度在自

科管理学部认定的重点期刊发表论文2~3 篇（A 类1 篇，B 类1~2篇）；②组

织小型学术研讨会，邀请与本项目主题相关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到申请人依托单

位进行学术研讨，对各项研究内容进行修改、完善与提炼；③撰写项目结题报

告，总结研究经验、准备项目验收，并为今后继续开展研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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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任务书

四、项目总经费及省基金委经费预算

（一）省基金委经费下达总额： （大写）壹拾万圆整；（小写 ）10万元;

（二）省基金委经费年度下达计划：

年度   年2023   年   年   年   年

经费(万元)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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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任务书

五、人员信息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证件号码 年龄 性别 职称 学历
在项目中承
担的任务

所在单位 签名

徐光毅 362321199009094334 34 男 讲师
博士研究

生
项目负责人

华南农业

大学
Yctr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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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任务书

七、任务书条款

  第一条 甲方与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按照《广东省科学技术

厅关于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等）项目管理的实施细

则（试行）》《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管理细则》《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结题工

作规程（试行）》等规定，为顺利完成（ ）年2023 知识型员工数字化转型压力的形成机制、

专项项目（项目编号： ）经协商一致，特订立本影响后效及干预策略研究 2023A1515110342

任务书，作为甲乙双方在项目实施管理过程中共同遵守的依据。

  第二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按任务书规定进行经费核拨的有关工作协调。

2.根据甲方需要，在不影响乙方工作的前提下，定期或不定期对乙方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经费

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或抽查。

3.根据《广东省科研诚信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对乙方进行科技计划信用管理。

  第三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确保落实自筹经费及有关保障条件。

2.按任务书规定，对甲方核拨的经费实行专款专用，单独列账，并随时配合甲方进行监督检

查。

3.经费使用按照广东省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4.项目依托单位应制定经费使用“负面清单+包干制”内部管理制度并报甲方备案。

5.使用财政资金采购设备、原材料等，按照《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

法》有关规定，符合招标条件的须进行招标。

6.项目任务书任务完成后，或任务书规定的任务、指标及经费投入等提前完成的，乙方可提

出验收结题申请，并按甲方要求做好项目验收结题工作。

7.若项目发生需要终止结题的情况，乙方须提出终止结题申请，并按甲方要求做好项目终止

结题工作。

   8.在每年规定时间内向甲方如实提交上年度工作情况报告，报告内容包含上年度项目进展情

况、经费决算和取得的成果等。

9.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提交科技报告及其他材料。

10.利用甲方的经费获得的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应当注明获得“广东省基础与应

用基础研究基金（英文：Guangdong Basic and Applied Basic Research

Foundation）（项目编号）”资助或作有关说明。

11.乙方要恪守科学道德准则，遵守科研活动规范，践行科研诚信要求，不得抄袭、剽窃他

人科研成果或者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论；不得购买、代写、代投论文，虚构同行评

议专家及评议意见；不得违反论文署名规范，擅自标注或虚假标注获得科技计划（专项、基

金等）等资助；不得弄虚作假，骗取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科研经费以及奖励、

荣誉等；不得有其他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12.确保本项目开展的研究工作符合我国科研伦理管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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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任务书

  第四条 在履行本任务书的过程中，如出现广东省相关政策法规重大改变等不可抗力情况，甲方有权

对所核拨经费的数量和时间进行相应调整。

  第五条 在履行本任务书的过程中，当事人一方发现可能导致项目整体或部分失败的情形时，应及时

通知另一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没有及时通知并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六条 本项目技术成果的归属、转让和实施技术成果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分享，除双方另有约定外

，按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法规执行。

  第七条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经双方另行协商订立的附加条款，作为本任务书正式内容的一部分，与

本任务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八条 本任务书一式三份，各份具有同等效力。甲、乙方及项目负责人各执一份，三方签字、盖章

后即生效，有效期至项目结题后一年内。各方均应负任务书的法律责任，不应受机构、人事

变动的影响。

    第九条 乙方必须接受甲方聘请的本项目任务书监理单位的监督和管理。监理单位按照甲方赋予的权

利对本项目任务书的履行进行审核、进度调查，对项目任务书变更、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管理及组织项目验收。

            说明：1.本任务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无需填写的内容，应在空白处划（/）。

                  2.委托代理人签订本任务书的，应出具合法、有效的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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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粤社科规专通〔2023〕31 号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年度

青年项目立项通知书

徐光毅同志：

经专家评审及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审批，您

申报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青年项目《数

字化转型意义认知对员工支持意愿和参与行为影响研究》

获准立项，批准号：GD23YGL33，资助经费 2.0 万元，

第一次拨款 1.4 万元，预留经费 0.6 万元。请于 6 月 28
日前登录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平台认真填写

立项回执，并通过责任单位审核后提交省社科规划专项小

组。

18



2

填写立项回执后，项目申请书即成为立项协议，对项

目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具有约束力。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须对立项协议的履行承担保证责任。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

位须了解和执行以下规定：

1.课题组须学习并遵守《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管理办法》。对于出现违规行为的，省社科规划专项小组

依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进行处理。

2.立项项目经费不再追加。课题组如不接受，省社科规

划专项小组将撤销该项目立项。而立项经费一经接受，课

题组将不得以资助经费不足为由，擅自变更原设计的最终

成果形式和内容。

3.项目经费分两次拨付，预留经费将在项目通过鉴定结

项后拨付。拨款账号、开户行、户名如有变动，须以书面

形式及时告知省社科规划专项小组，以便准确拨款。

4.项目研究过程中，如有变更项目负责人、延长完成时

间、改变成果内容或形式、变更项目管理单位、变更或增

补课题组成员、终止或撤销项目等重要事项，项目负责人

或所在单位必须按要求填写《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及时报省社科规划专项小组审

批。

5.项目成果的鉴定结项由省社科规划专项小组组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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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匿名鉴定制度。项目鉴定结项所需材料及装印要求，详

见“广东社科规划”网站。

6.成果鉴定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

等次。不合格者即未能通过结项，不予拨付预留经费。项

目成果的最终鉴定等级均通过“广东社科规划”网站予以公

布，并通知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以上规定，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应严格遵守。如有

异议，可不接受资助（在回执中注明），立项协议自行废

止。

联系人：冯甜恬

电话：（020）83825078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618 号广东社科中心 B 座 928

室

邮编：510635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

202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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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书编号：2025A04J4595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任务书

项目名称：
人机协同情景下绩效评估公平感知影响机制及

提升策略研究

承担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项目负责人： 徐光毅

计划类别： 基础研究计划

专题名称： 2025年度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专题

支持方向： 青年博士“启航”项目

组织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起止时间： 2025-01-01 至 2026-12-31

主管处室： 引进智力管理处（科技人才处）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制

二〇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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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任务书甲方为广州市科学技术局；乙方为项目承担单位；丙

方为项目组织单位。

2.任务书基于项目申报书转换而成，请按照“广州科技GI（广

州科技大脑）”提示在线填写核实，若存在不填写内容的栏目，请

用“无”表示；任务书中的单位名称应为规范全称，并与单位公章

一致。

3.乙方与合作单位的合作协议自动从项目申报书中读取，如需

变化调整，须待任务书签订后，按要求及时办理重大变更。

4.乙方完成项目任务书在线填写，依次提交丙方和甲方审核确

认后，按要求完成签章。具备电子签章条件的单位，在“广州科技G

I（广州科技大脑）”完成任务书签署；不具备电子签章条件的单位

，经与业务主管处室沟通对接后，可下载电子版项目任务书用A4纸

双面打印装订签章，一式六份报甲方和丙方签章，其中甲方两份丙

方两份，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各一份。

5.涉密项目请在“广州科技GI（广州科技大脑）”下载项目任

务书模板，按保密要求离线填写报送。

6.项目申报书是项目任务书填报的重要依据，未经甲方许可，

乙方不得修改考核指标，调整主要研究内容。项目任务书将作为项

目实施管理、验收结题和监督评估的重要依据。

7.项目任务书中的“备注”，包括重要的必须补充的内容。

8.“广州科技GI（广州科技大脑）”是项目管理过程中重要通

知和文书的电子送达平台，电子送达与书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为确保电子送达渠道畅通，乙方和项目负责人应及时更新维护“

广州科技GI（广州科技大脑）”的单位和个人信息。

9.项目涉及科技伦理、科技安全（如临床研究、生物安全、信

息安全等）和科技保密相关问题的，申报单位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伦理原则，完成相关审查工作；项目负责人在项目任务

书签订环节，须提供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要求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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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件，项目承担单位负责审核批准文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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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人机协同情景下绩效评估公平感知影响机制及提升策略

研究

申请市财政科

技经费
5(万元)

项目

基本

信息

研究期限 2（年）

项目

摘要

针对当前日益盛行的算法决策以及算法决策诱发的公平悖论现象，围绕“

算法介入的绩效评估公平感知”问题，本课题从“人机协同决策”视角剖

析算法绩效评估公平悖论的根源、表现与破解机制。研究内容包括：基于

算法-人类协同视角探讨算法介入的绩效评估的决策模式；根据归因理论

视角剖析算法介入的绩效评估对个体公平感知的影响机制；基于算法与人

类双向赋能视角揭示算法介入的绩效评估公平感知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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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华南农业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0004554165

634

注册时间 1952-01-01 单位类型 高等院校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483号

办公地址

（联系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483号

姓名 夏杰

手机号码 13711345768联系人

电子邮箱 kjcgxk@scau.edu.cn

开户银行 广东广州工行五山支行

开户户名 华南农业大学

项

目

承

担

单

位

银行账号 3602002609000310520

注：如果办公地址（联系地址）等相关信息有变更，项目单位应当在变更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告知我单位变更后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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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负责人信息

姓名 徐光毅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362321199009094334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90-09-09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国 学历 博士研究生

学位 博士
学位授予国家

（或地区）
中国

职务 副系主任 职称 中级

所学专业 企业管理 手机号码 15013159247

办公电话 020-85283551 电子邮箱 xugy199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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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经费信息

本项目总投入：¥（5）万元，其中，市财政科技经费：¥（5）万元，自筹经费：¥（0）
万元。

（单位：万元）

注：本专题纳入“包干制”，市财政科技经费按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包干制”相关规定

执行。

经费下达计划

资金来源 小计 市财政科技经费 自筹经费

2025 5 5 0

总计 5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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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期代表性成果

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内，以该项目作为资助项目获得以下5种情形之

一且经费使用符合规定的，由组织单位审核后通过验收。

（一）项目实施期内，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篇或以上（须标注

资助项目编号）；

（二）项目实施期内，以第一完成人申请或授权专利、软件著作1项或以

上；

（三）项目实施期内，获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或人才项目支持1项或以

上；

（四）项目实施期内，获省级以上科技奖励（含列入获奖团队成员名单）

1项或以上；

（五）项目实施期内，获得职称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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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注

专题补充约定条款：

甲方对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相关责任主体，自作出处理结论之日起，依照法律法

规规定或任务书约定实施惩戒5年，取消相关责任主体申报市科技计划项目、申领

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的资格。

预期代表性成果需在实施期内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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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乙方）及项目负责人承诺书

承诺书

本单位/本人作为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将严格遵守

广州市科技计划管理相关规定，严格履行自身责任，加强对项目组人员及合作

单位的管理，在此郑重承诺：

（一）确保与本项目有关的全部材料真实、合法、有效，未侵犯其他方知

识产权等权利，不存在多头申报、重复申报行为；

（二）严格遵守《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广州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实施项目和经费管理；

（三）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关于科研诚信、科技伦理、科技安全（如临

床研究、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和科技保密的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

及各项规定，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科研诚信、科技伦理、科技安全（如临床

研究、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和科技保密管理，恪守科研道德准则。

如有违反，本单位/本人愿意接受相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包括但不

限于终止项目、停拨经费、核减经费、追回经费，取消一定期限广州市科技计

划项目申报资格，记入科研失信行为数据库，将不良行为向社会公开等。

项目承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日期：2024年12月24日

项目负责人：徐光毅

日期：2024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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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送达确认书

告

知

事

项

1.为便于本项目承担单位（受送达人）及时收到相关通知和文书，请受

送达人知悉项目管理过程中重要通知和文书（如：项目验收结果通知书

、配合结余资金审计通知书、项目终止通知书等）的送达方式是通过“

广州科技GI（广州科技大脑）”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电子送达。

2．确认的送达方式适用于行政执法全过程程序。

3．请受送达人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及时、主动查看平台相应模块，以免

错过相关通知和文书。

4．此电子送达方式，以发送方设备显示发送成功视为送达。但接收方

证明其到达平台的日期与发送方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日期不一致的，以受

送达人证明到达平台的日期为准。

电

子

送

达

受送达人同意：“广州科技GI（广州科技大脑）”是项目管理过程中重

要通知和文书的电子送达平台，电子送达与书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为确保电子送达渠道畅通，受送达人同意“广州科技GI（广州科技大

脑）”作为电子送达平台。

“广州科技GI（广州科技大脑）”网站地址：https://gzsti.gzsi.gov

.cn。

受

送

达

人

确

认

我单位已阅读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接受并确认了上栏送达方式。

受送达人：华南农业大学

2024年12月24日

备

注

第11页 共12页

广
州

市
科

技
项

目
任

务
书

2024-1
2-3

1

31



任务书签署

甲乙丙三方根据《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经费管理办法》《广州市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规定，以及

有关法律、政策和管理要求，签署本任务书。

签订地点：广州市越秀区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甲方）：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局项目经办人：陈良          联系电话：83124036
责任处室负责人：洪雪妍

【市科技局盖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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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benefits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the impact of military exec-
utives on business oper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Using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 and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male sample from the China Labor-forces Dynamic Survey, we discovered that
military servic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ven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Mechanism tests indicated that this positive effect could be
explained by human and polit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formation,
and risk appetite traits. Our supplemental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at exogenous shocks from
the special military-in-business policy strengthened the positiv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whereas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policy and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eakened this effect. Additionally, military entrepreneurs had better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more resilient, persistent, and confident traits. We found no evidence that Chinese veterans
were forced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This study enriches research on the styles and traits of
military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and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assessing and improv-
ing veteran welfare policie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words
military servic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military entrepreneurs, China

Introduction

Entrepreneurship is a vital engine of social progress 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iven the range of positive impacts
of entrepreneurship, scholars have expressed strong interest in its antecedent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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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that motivate such behavior (Mmbaga et al., 2020; Xie et al., 2021; Zhao &
Li, 2022). According to Djankov et al. (2006), the key motivators of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macroenvironmental, sociological,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mong entrepreneurial characteristics, studies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demographic fac-
tors (Brown et al., 2021; Rosenthal & Strange, 2012), work experience (Chatterjee et al.,
2022; Iversen et al., 2016), and personal traits such as the need for achievement, risk atti-
tudes, and self-confidence (Johnson et al., 2018; Kraft et al., 2022; Putninš & Sauka,
2020). Some studies show that prior special experiences may also affec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e.g., Cheng et al., 2021; Démurger & Xu, 2011; F. Qin et al., 2017; Zhao & Li,
2022).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by considering
a particular typ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military service.

Military entrepreneurs and executives ar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China (Gao et al.,
2021; Guo et al., 2020; Luo et al., 2017; Xu et al., 2022; Z. Zhang et al., 2022). Numerous
famous entrepreneurs, such as Zhengfei Ren, founder of Huawei, the world’s largest tele-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manufacturer, have military backgrounds. According to
imprinting theory, as a special life experience, military service may significantly affect indi-
viduals’ thinking patterns and behavioral decisions (Gao et al., 2021; Heinz et al., 2017; Z.
Zhang et al., 2022). For instance, Gao et al. (2021) found that firms with militar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CEOs) take on mor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cause military services instill prosocial values such as duty, self-discipline, and a sense of
community. Studies have also examined the benefits of military service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cLaughlin et al., 2008; Zhao et al., 2023),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Benmelech & Frydman, 2015; Eynde, 2016; Hou et al., 2020), and social networks
(Laanapere et al., 2018; C. Zhang, 2015). Therefore, those with military service are more
likely to accumulate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Additionally, entrepreneurs tend to acquire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supports through military social networks (Hou et al., 2020;
Linda, 2009). Based on the role of military service in people’s decision-making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we infer that military service contributes to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Related literatur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streams. The first stream focuses on asses-
sing the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on socioeconomic status, such as income, employment,
health, and well-being (e.g., Angrist, 1990; Angrist & Krueger, 1994; Hou et al., 2020; Zhao
& Guo, 2022). However, some scholars disagree about the welfare effects of military experi-
enc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literature emerges from scholars who found positive rewards
for American youth who were enlisted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e.g., Angrist & Krueger,
1994; De Tray, 1982; MacLean & Kleykamp, 2021). However, this changed during the
Vietnam War: military service resulted in an earnings penalty (e.g., Angrist, 1990; Rosen &
Taubman, 1982; Teachman & Call, 1996). Moreover,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suggest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are negligible (Bauer
et al., 2012; Grenet et al., 2011). Imbens and van der Klaauw (1995) find that Dutch mili-
tary service lowers post-discharge earnings. Recent research on Chinese veterans suggests
declining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life satisfaction (Diamant & O’Brien, 2015; Zhao &
Guo, 2022), others reveal an income premium for military service, particularly for rural
families (Hou et al., 2020; C. Zhang, 2015). Thus, we explored the living status of veterans
in China,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The second stream of the literature on military service is management, where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military executives on business operations (e.g., Benmelech
& Frydman, 2015; Gao et al., 2021; Luo et al., 2017; Malmendier et al., 2011; Z. Zhang
et al., 2022).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ersonal traits and management styles of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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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s. For instance, based on risk attitudes, military executives may tend to be aggres-
sive (Guo et al., 2020; Malmendier et al., 2011; Wansink et al., 2008) or conservative
(Bamber et al., 2010; Benmelech & Frydman, 2015). Additionally, debates continue on
whether military executives are overconfident (Malmendier et al., 2011). These characteris-
tics affec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 various ways (de Blasio et al., 2021; Gu & Qian,
2019; Kihlstrom & Laffont, 1979; F. Zhang et al., 2021). Notwithstanding widespread
scholarly interest in the impact of military executives in the unique context of entrepre-
neurship in China,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military service translates into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Furthermore, recent studies focu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Kerrick et al., 2014; Polin & Ehrman, 2020; H. Wang et al., 2023;
Xu et al., 2022). For example, Kerrick et al. (2014) evaluated the effects of an entrepre-
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on military veterans’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networking
frequency. Xu et al. (2022) highlighted that military entrepreneur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self-sacrifice and can better participate in poverty reduction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these studies do not provide direct evidence on whether military service influences entre-
preneurial choices. Additionally, while extensive research implies that military service is
likely to be associated with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hip (e.g., Eynde, 2016; Malmendier
et al., 2011; Polin & Ehrman, 2020; Wen et al., 2023; C. Zhang, 2015), other studies sug-
gest that military service inhibits survival entrepreneurship by increas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state-owned units (H. Wang et al., 2023). Under China’s current military
service system, only a few retired military officers are entitled to job placement after reach-
ing the required number of years of service. Ordinary conscripts do not work in the public
sector after discharg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military encourage them to find jobs or
engage in entrepreneurship. In addition to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perspectives, the conflict-
ing findings may be because underlying endogeneity issues are not well addressed, given
the non-random nature of military service (e.g., Angrist, 1990; Bedard & Deschênes, 2006;
Benmelech & Frydman, 2015). Valid causal inferences can assist us in identifying the
potential entrepreneurial traits of Chinese veterans and assessing the welfare status of mili-
tary entrepreneurs. This can provide more useful insights for policies to promote veterans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without universal mandatory military service, two selection effects influence
causality estimates: self-selection, where individuals choose military service based on personal
traits, family circumstances, and societal factors.1 The second is the troop-screening effect.
Only individuals who undergo physical examinations and political screenings are likely to be
enlisted in China’s military (Hou et al., 2020; Zhao & Guo, 2022). Therefore, considerable
heterogeneity may exist between veterans and non-veterans. Drawing on previous literature
(e.g., Angrist, 1990; Bedard & Deschênes, 2006; Hou et al., 2020; Johnston et al., 2016), we
utilized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IV) method to ident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 China. Our main IV was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the 1998 China Flood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disaster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Chinese military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and vital role in combating such
large natural disasters (Chen, 2016). The image of Chinese soldiers as fearless in fighting
floods and protecting disaster victims was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people, which may
have inspired children to join the army.2 Moreover, although natural disasters occur
randomly (de Blasio et al., 2021), given their possible association with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Boudreaux et al., 2022; Dutta, 2017), we conducted several exclusion restriction
tests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IV (Acemoglu et al., 2001; Miguel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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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ing the small proportion of women in the Chinese army (Hou et al., 2020; C.
Zhang, 2015; Zhao & Guo, 2022), we used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male sample from
the China Labor-forces Dynamics Survey (CLDS) in the main specification. Military ser-
vice significantly boost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is driven by enhanced human and
political capital,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and risk appetite. Exogenous shocks, like
the military-in-business (MIB) policy, strengthen this effect, while policies such a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ccession weaken it.
However, no evidence exists that Chinese veterans are forced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
ship. Conversely, veteran entrepreneurs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employers, engage in
formal entrepreneurship, and earn a higher business income. Together,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ur estimates support the perspective that Chinese veter-
ans have bett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greater risk appetite traits.

Our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are fourfold. First, this study expands the literature
on the role of early life experiences in economic behaviors. The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on
CEO behavior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Benmelech & Frydman, 2015; Gao et al., 2021;
Guo et al., 2020; Malmendier et al., 2011; Xu et al., 2022; Z. Zhang et al., 2022). However,
the effect of this special experience on career choice behaviors remains largely unexplored.
Considering the imprinting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
ture by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
vior. Second, we provide new evidence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We indicate that a particular type of personal experience—military service—substantially
affect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Thus, we enrich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the entrepre-
neurship literature and reveal the effect of personal experience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e.g., Cheng et al., 2021; Démurger & Xu, 2011; F. Qin et al., 2017; Salvato et al., 2020;
Zhao & Li, 2022). Third, we elucidate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military service influences
entrepreneurial participation, which has been neglected i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Kerrick
et al., 2014; Polin & Ehrman, 2020; Xu et al., 2022). Military service enhances hu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capital, along with risk tolerance. This study offers fresh insights into
military service’s positive effects on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highlighting mechanisms
behind these effects. Last,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Chinese veterans lacks consistent
findings in existing literature (e.g., Hou et al., 2020; H. Wang et al., 2023; Wen et al., 2023;
C. Zhang, 2015). Based on the IV approach, we demonstrate the welfare effect and the
reality that military services create more advantages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This
study offers novel and robust evidence for this positive effect.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Hypothesis Development

Here, we explore the potential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cluding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
ital, political capital, and risk attitude, which may explain why military service affects entre-
preneurial behavior.

Human Capital

Military service boosts human capital through improved physical fitness, beneficial for
entrepreneurship. Studies show it fosters healthy lifestyles among veterans, enhancing their
overall well-being (MacLean & Elder, 2007). The overall physical health of veterans is gen-
erally improved by military science-based training and medical care,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the ‘‘healthy soldier effect’’ (McLaughlin et al., 2008; Zhao et al., 2023). Addi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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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members frequently have better access to social benefits and medical resources
after retirement, which may enhance their health status (Angrist, 1998). Being physically
fit makes it easier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ship (Hatak & Zhou, 2021; Nikolova, 2019).

Second, military service can also contribute to mental health. Under the military train-
ing system, military service imprints a strong sense of integrity, loyalty, self-sacrifice, and
confidence (Benmelech & Frydman, 2015). Some psychologists have investigated personal
traits associated with military service, such as self-discipline, resilience, and risk-taking
(Elbogen et al., 2013; Malmendier et al., 2011). Additionall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arly
military experience shapes CEO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isk appetite and
overconfidence, enabling them to make judgments with ease under pressure or during crises
(Benmelech & Frydman, 2015; Koch-Bayram & Wernicke, 2018). Therefore, we infer that
military entrepreneurs are better prepared to manage the demanding or risky situations
that arise during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Third, numerous scholars have emphasiz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on
individual skills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e.g., Angrist et al., 2011; Bound & Turner, 2002;
Hou et al., 2020). Although individuals are removed from the formal education system
upon enlistment, they acquire a wide range of military and non-military skills through mili-
tary training (Bauer et al., 2012; Eynde, 2016). These training practices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veterans to pursue entrepreneurship (Unger et al., 2011). Additionally, the
military offers continuous training programs and conduc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at
enhance individuals’ cognitive abilities (Eynde, 2016; Hou et al., 2020). Veterans have pre-
ferential access to vocational training, which may help them engage i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Based on this discussion,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Hypothesis 1: Military servic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due
to enhanced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involves membership in a group that collectively owns resources.
Entrepreneurship heavily relies on social capital, necessitating entrepreneurs to cultivate
diverse social resources and maintain strong relationships (Estrin et al., 2013). In relational
societies like China, social capital derived from networks and trust is vital (C. Wang et al.,
2015), enhancing entrepreneurs’ success rates (Klyver & Arenius, 2022). Notably, over-
coming credit constraints i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in entrepreneurship (Hurst & Lusardi,
2004). The informal credit offered by social networks alleviates credit constraints in entre-
preneurship, a vital aspect in China, where formal financial exclusion is prevalent (Kinnan
& Townsend, 2012). In addition to financial support, social networks aid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sharing, which can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provide entrepreneurs
with access to additional market information and opportunities (Gu & Qian, 2019;
Kinnan & Townsend, 2012).

In addition to civilian social capital, veterans have ample military social capital
(Laanepere & Kasearu, 2021). Military units offer great potential for creating high-value
and easily convertible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Thus, individuals with military service
tend to have better access to high-quality and plentiful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than
civilian-related social capital (Laanapere et al., 2018). Veterans can form close ties with
their comrades, officers, and fellow veterans, thereby creating military social networks
(Hou et al., 2020). These networks offer veterans crucial information channe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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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erience in entrepreneurship (Linda, 2009). Lengthy collective experiences in
military service foster strong emotional bonds among service members, reinforcing veter-
ans’ military-related social networks and signaling positively in the entrepreneurial market
(De Tray, 1982; Hou et al., 2020). However, extended military engagement can diminish
connections to local social networks, potentially reducing civilian-related social capital,
including support from famil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Zhao & Guo, 2022). Sever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military service may negatively affect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marriage (e.g., Heerwig & Conley, 2013; Zhao & Guo, 2022). Therefore, we derived the
second hypothesis as follows:

Hypothesis 2: Military servic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because of sufficient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rather than civilian-related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Capital

Political capital is another route to entrepreneurship, in addition to human and social capi-
t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political capital can affect individuals’ entrepreneurial actions
in transitional countries (Brown et al., 2021; Zhou, 2009). Entrepreneurs leveraging politi-
cal capital gain advantages beyond monetary returns, accessing policy insights, public
resources, and social connections (Z. Liu, 2003). They excel in building networks facilitat-
ing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rucially supports
the util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political capital in entrepreneurial endeavors (Wei,
2022). Owing to China’s ongoing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the prevalence of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business operations, entrepreneurs frequently spend considerable time and
effort dealing with the government (Jia et al., 2021). Importantly, the cost of financing
through official channels is high in China’s underdeveloped capital markets (J. Zhang &
Wong, 2008). However, those with political influence tend to acquire credit (Shi, 2022),
which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entrepreneurship.

Numerous studies have emphasized that the military has strong political attributes and
that military service helps veterans accumulate political capital. Increasing political con-
sciousness among military personnel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political training are partic-
ularly important for some recruits (Leal, 1999). In China, military personnel are educated
extensively in military political knowledge, developing political literacy to cultivate their
loyalty to the country and army and to create a sense of service to the party, country, and
people. Thus, military service is frequently considered a quasi-political credential in China
(Hou et al., 2020). Veterans receive additional political resources because of their military
status, which in turn translates political capital into commercial advantages (Li et al.,
2007). Additional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ncouraged veterans to engage in entre-
preneurship to reduce resettlement pressures. Government-led special support programs,
such as credit support, tax incentives, and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are integral compo-
nents of veterans’ political capital (Zhao & Guo, 2022). Based on this discussion, we pro-
pose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Hypothesis 3: Military service is conducive to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politic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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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ttitude

We also examined the mechanisms of risk attitudes. The imprinting theory indicates that
experiences in a sensitive period, such as military service during youth, may shape individu-
als’ personality traits, values, and behaviors (Benmelech & Frydman, 2015; Guo et al.,
2020; Luo et al., 2017).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ong-term strict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the army, soldier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qualities suitable for thriving in the army envi-
ronment (H. Wang et al., 2023). Generally, people tend to exhibit a high level of risk-taking
and can handle high-risk situations after experiencing military life (Malmendier et al.,
2011; Wen et al., 2023). The high degree of heroism cultivated by the army leads to veter-
ans’ risk-seeking characteristics. They are confident in addressing highly stressful situations
because of the military’s promotion of risk-taking and hustle-loving attitudes (Guo et al.,
2020; Wen et al., 2023). Thus, veterans typically have a good spirit of risk-taking amidst
the uncertainty related to entrepreneurship (Heinz et al., 2017). Several management stud-
ies support the notion that ex-military CEOs frequently exhibit a high appetite for risk
when making decisions and that their enterprise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greater financial
leverage (Guo et al., 2020; Malmendier et al., 2011). Thus, military service and risk appetite
formation may be strongly associated.

Post-retirement, the risk tolerance developed during military service persists and shape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Entrepreneurship demands risk acceptance due to market uncer-
tainties. Studies consistently link entrepreneurship with risk-taking; Kihlstrom and Laffont
(1979) suggested risk-averse individuals opt for employment, while those less risk-averse
pursue entrepreneurship. Subsequ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 risk-taking mindset can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zeal (e.g., de Blasio et al., 2021; Moss et al., 2015; Vereshchagina
& Hopenhayn, 2009). Other studies emphasize the benefits of entrepreneurial risk-taking,
such as scale expansion, enhanced innovation,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 (Putninš &
Sauka, 2020; Rank & Strenge, 2018). Similarly, we believe that the risk-seeking characteris-
tics of individuals trained by the army encourag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erefore,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Hypothesis 4: Individuals with military service are likely to be entrepreneurs because they
tend to have higher risk preferences.

Data and Variables

Data Source

Data were sourced from two waves of the CLDS. This large,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micro-survey was conducted by the Center for Social Survey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2016 and 2018.3 In the 2016 wave, the sample covered 29 provinces in China, including
401 villages and communities, 14,226 households, and 21,086 individuals (10,022 males).
The 2018 wave included 7,864 male respondents. In addition to its main focu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ition of the Chinese labor force, this database offers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C. Y. Liu et al., 2019; F. Zhang et al., 2021) and military ser-
vice.4 Specifically, the CLDS provides the specific year of veteran enlistment and retire-
ment, allowing us to use exogenous shocks to observe change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Thus, the CLDS offers the advantage of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in China. Moreover, the military is predominantly
male,5 and female observations are typically disregarded in prior literature (e.g., Ang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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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Johnston et al., 2016; C. Zhang, 2015; Zhao & Guo, 2022); therefore, we considered
only the male sample in the main results.

Variable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In the CLDS database, respondents’ employment status was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employee, self-employed, employer, farming, and jobless.
Following previous literature (e.g., Cheng et al., 2021; C. Y. Liu et al., 2019; F. Zhang
et al., 2021; Zhao & Li, 2022), we considered those who are currently self-employed and
employers as entrepreneurs and set the explained variable Entrepreneurship to 1. All other
statuses were regarded as non-entrepreneurship and set to 0. Additionally, the CLDS data-
base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pas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We analyzed the entrepre-
neurial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which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during the survey period. Therefore, Pas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was considered the
main alternative explained variable. Supplementary data on entrepreneurial outcomes,
including income, startup frequency, and intentions, are analyzed to enhance our under-
standing of how military service influences entrepreneurial outcomes in China.

Military Service.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Military, was measured by whether the respon-
dent had military service. Following previous literature (e.g., Angrist, 1998; Bedard &
Deschênes, 2006; Benmelech & Frydman, 2015; Wen et al., 2023), if the respondent had
been in the military, Military was set to 1 and 0 otherwise. Since 1949, China has experi-
enced disarmament and small-scale conflict. Such changes in nationally induced military
requirements imply that the likelihood of individuals enlisting differs across the years.
Supplemental Figure A1 depicts the propor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for different birth
cohorts, based on the CLDS database.

As aforementioned, the CLDS surveys veterans’ years of enlistment and discharge. This
information allowed us to determine the age at enlistment and discharge and the number
of years of service. Considering that length of servic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job pla-
cement benefits received by veterans in China, we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potential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the job placement policy on veteran entrepreneurship. This infor-
mation also facilitated our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xogenous shocks on veter-
an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Supplemental Figures A2 and A3 illustrate the military
service ratio and male military entrepreneurs by years of enlistment and retirement,
respectively.

Instrumental Variable. As mentioned above, the IV was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floods in 1998. In contrast to infancy (0–5 years),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re
critical periods for the retention of permanent memories and character formation (Usher
& Neisser, 1993). Thus, childhood is defined as the period between the ages of 6 and 17.
Although 29 provinces were affected by the floods, Jiangxi, Hunan, Hubei, and
Heilongjiang were the most affected provinces. Therefore, the assignment rules for our IV,
China Floods in 1998, were as follows. A value of 1 was assigned if the respondent resided
in one of the four disaster-affected provinces and was between the ages of 6 and 17 years
during the floods, and 0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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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Variables. Controlling for individu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helps mitigate the
selective bias of military service,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pre-enlistment exogenous variables
(Hou et al., 2020; Zhao & Guo, 2022). Specifically, we controlled for age, schooling,6 hukou
at birth,7 parents’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e.g., farmers or military personnel),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during childhood, and siblings. These variables may be related to individuals’
decisions to join the military. For example, a parent’s military service is likely to influence
their child’s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curren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Intergenerational
career transmission is particularly prevalent in China. Controlling for these factors would
help us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causal effects between military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Supplemental Table A1 provides pertinent definitions of the above variables.

Mediating Variables. Several mediating variable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CLDS database.
First, based on the health and skills dimensions, we selected six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self-rated health, hurt, chronic diseases, mental health impairment,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s,
and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The second category measured social capital and included
local friends with lending money, social interaction, and introducing business from comrades-
in-arms. The first two measured civilian-related social capital, while the third served as a
proxy for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Third, three variables were used to measure politi-
cal capital: party membership, previous employment in government sectors, and policy sup-
port. Finally,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risky financial assets were constructed as proxy
variables for risk preference. Specific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ons are presented in
Supplemental Table A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upplemental Table A3 present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the main variables. After
cleaning and screening, the final sample consisted of 12,889 male observations.
Approximately 6.20% of the respondents had military service experience, and 15.05%
were currently engaged in entrepreneurship. Standard t-tests suggested differences between
veterans and non-veterans. A total of 18.40% of veterans and 14.83% of non-veterans
engaged in entrepreneurship, wi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mean values. This preliminarily
suggests that veterans are more likely than non-veterans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ship,
implying the positive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in China. Subsequently, vet-
erans’ pas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and futur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ir non-veteran counterparts. The average age of veterans who joined the
military was 18.8197 years, the average age of service was 5.0814 years, and the average
years of enlistment and discharge were 1986 and 1989, respectively. The t-test statistics for
most of the control variabl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urther indicating that controlling
for these variables is necessary to mitigate potential endogeneity.

Supplemental Table A2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means of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between veterans and non-veterans. Regarding human capital, veterans have better physi-
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higher rates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T-test statistics revealed that, compared to non-veterans, veterans had a higher
average self-rated health score of 0.2781 points, lower mean mental health impairment
index of 0.7844 points, and higher percentage points of 6.91 and 6.90 in professional certif-
icates and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experienc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in Panel B show
that veterans have better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but are not at a disadvantage con-
cerning civilian-related social capital. Regarding political capital, the propor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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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terans with party membership was 43.80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with government sector employment experience was 7.49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enjoying entrepreneurial policy support was 26.29 percentage
points greater. These observations strongly support the polit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Finally, the t-tests implied that the veterans had a stronger risk
appetite. Additionally, supplemental Table A4 present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explained, explanatory, and control variables. We discovered that the coefficient between
Military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providing preliminary evidence
for our inferences.

Endogeneity and Methodology

To accurately captu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sufficient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potential endogeneity issues. Military service
has two selection effects. On the one hand, because military enlistment is not mandatory
for all male citizens in China (unlike South Korea and Singapore), joining the military is
self-selective for individuals (Zhao & Guo, 2022; Zhao et al., 2023). Enlistment decisions
were related to physical fitness,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For
instance, previous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in China, rural individuals with poorer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re more likely to enlist access to more social resources (Hou et al., 2020;
C. Zhang, 2015). Additionally, individuals with aggressive personalities and risk prefer-
ences may have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join the military (Callen et al., 2014). Both initial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risk p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urren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Kihlstrom & Laffont, 1979; Kraft et al., 2022; Zhao & Li, 2022).

On the other hand, troop selection behavior may also interfere with our estimates
because of strict screening mechanisms for military personnel (Hou et al., 2020). Generally,
conscripts with better physical conditions, higher political literacy, and who fulfill special
military requirements are more likely to pass medical examinations and tests (Hou et al.,
2020; McLaughlin et al., 2008; C. Zhang, 2015). Consequently,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suc-
cessfully enter the military as soldiers. If individuals who meet the enlistment criteria have
greate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e.g., greater risk appetite, better physi-
cal fitness, and better political literacy), using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approach
may lead to a bias in the estimates.

To mitigate the bias introduced by these selection effects, we attempted to control for
some individual and family factors before joining the military, as shown in Supplemental
Table A1. However, we could not fully control these variables because of the availability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Thus, we used an IV approach to further mitigate these endo-
geneity issues. Some related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of draft lot-
teries to select IVs (e.g., Angrist, 1990; Angrist & Krueger, 1994; Bauer et al., 2012; Card &
Lemieux, 2001; Johnston et al., 2016), whereas others have captured exogenous variations
in military service at the birth cohort level (Bedard & Deschênes, 2006; Hou et al., 2020;
Imbens & van der Klaauw, 1995; Zhao & Guo, 2022). However, similar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re lacking. Studies have implied that birth cohor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Cheng et al., 2021; Marquis & Qiao, 2020). By
contrast, we considered natural disasters as a direction for selecting potentially plausible
IVs (de Blasio et al., 2021).

During peacetime, the military assumed a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In China,
the military is an indispensable force in the fight against natural disasters (Che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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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natural disaster experiences and individual enlistment decisions may be related to the
unique Chinese context. Specifically, the main IV was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flooding
in China in 1998. Regarding correlation, individuals who experienced the floods during
childhood were likely to have been rescued by the military during the disaster, which may
have inspired them to join the military. As emphasized earlier, the Chinese floods of 1998
were one of the most widespread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 and Chinese soldiers sacrificed
their lives to save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Military heroes involved in flood relief have
earned widespread respect and emulation, particularly among childre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represent critical stages for recogni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preser-
ving permanent memories, and forming character (Usher & Neisser, 1993). Consequently,
individuals at these stages are more likely to join the military in adulthood to help disaster
victims because of their role-modeling and recognition effects.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exclusion, natural disasters occur naturally and randomly. The
1998 China Floods were a force majeure event for individuals. However, floods unexpect-
edly create exogenous shocks to children’s decisions to join the military during adulthood.
Nevertheless, as noted in the literature, one potential threat is the link between natural dis-
asters and entrepreneurship (Boudreaux et al., 2022; Dutta, 2017; Salvato et al., 2020),
which may result in the IV being insufficiently exogenous. This concern was ruled out in
two ways. First, some scholars have found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of natural disas-
ters are short-term (e.g., 1–2 or 1–3 years) and do not exist in the long run (Boudreaux
et al., 2023; Oh & Oetzel, 2011). Additionally, some studies have argued that this effect
relies on other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or conditions, such as foreign aid or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Boudreaux et al., 2022, 2023). This implies that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natu-
ral disasters may not exert a lasting influence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in adulthood.
Thus, theoretically, these studies support our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xogenous nature
of IV.

Second, we attempt to eliminate the possibility that IV influences entrepreneurial beha-
vior through other paths. As shown in column (1) of Supplemental Table A5 in the
Appendix, the coefficient of IV China Floods in 1998 is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implying
that this IV is likely to affec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nly through military service after
adding baseline controls. Moreover, following Acemoglu et al. (2001) and Miguel et al.
(2004), we excluded other potential paths for this IV to affec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and satisfy the exclusion restriction constraint. Considering tha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natural disasters may indirectly affec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through three main
channels—human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and risk preferences (Bernile et al., 2017;
Boudreaux et al., 2022; de Blasio et al., 2021), we further regressed IV on these variables
based on the CLDS database. Columns (2) to (9) of Supplemental Table A5 reveal that
the coefficients of IV remain non-significant, except for column (2). This suggests that,
apart from education,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floods in 1998 was also
statistically uncorrelated with other variables related to human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and risk appetite. As shown in Supplemental Table A2, education was adequately con-
trolled for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oretical and statistical evidence, we proved that this
IV satisfies the exclusion restriction constraints. Thus, we are confident in the reliability of
causal identific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V estimations, as evident in the empirical
results (Young, 2022).

Another potential threat is selectivity in reporting military service information. As
shown in Supplemental Table A3, not all veterans reported their years of enlistment or
retirement. Thus, we are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an incentive exists for se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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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Therefore, self-reported military information may be influenced by the respon-
dents’ current occupation and income status, particularly their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is adverse selection process may have led to endogeneity. To address this potential
threat, we empirically tested whether current entrepreneurial status and income affect self-
reported military service information using a military subsample. As shown in
Supplemental Table A6, none of the coefficients of the main variables are significant in
either panel. These results ensured data quality and ruled out the special self-selection
problem.

To clar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we employ an endogenous bivariate probit model (EBPM) with the IV in the baseline
results. This is because our primary explanatory and explained variables are dummies in
the main specifications (Han & Vytlacil, 2017). Consequently, we generated the mixed-
process recursive model shown below, which incorporates probits for both entrepreneur-
ship and military service.

Entrepreneurship�it =a0 +a1Militaryit +a2Xit + lp + ut +mit ð1Þ

Entrepreneurshipit =
1 if Entrepreneurship�it . 0;
0 otherwise

�
ð2Þ

Military�it =b0 +b1Zip +b2Xit + lp + ut + eit ð3Þ

Militaryit =
1 if Military�it . 0;
0 otherwise

�
ð4Þ

where Entrepreneurship�it is a latent variable representing whether respondent i engaged in
entrepreneurship in survey year t, and whether respondent i in year t had military service
experience, which is indicated by the dummy variable Militaryit. We refer to this group of
control variables as Xit. As mentioned, the inclusion of some exogenous pre-enlistment
control variables helps reduce potential endogeneity. lp and ut denote the province and
year fixed effects, respectively. Military�it is a latent variable that depicts the continuously
changing inclination of person i to join the military.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the 1998
China flood is IV, as expressed by Zip in equation (3). mit and eit are the random distur-
bance terms.

Results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Using a male sample from the CLDS, we examined the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on entre-
preneurial behavior in China. Table 1 presents the baselin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 columns
(1) and (2), the results obtained using the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LPM) and probit meth-
ods show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military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Although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our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the potential endo-
geneity issues cannot be ignored.

The last two columns in Table 1 report the results of EBPM with an IV. In column (3),
the first-stage results show that our IV China Floods in 1998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ilitary service at 1% significance level. This suggests that the correlation assumptions of
the IV estimation are satisfied and that no weak IV problem exists (Hou et al., 2020).
Additionall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m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dicating sel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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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s from unobserved factors affecting military service. Thus, adopting the EBPM is more
appropriate. Column (4) reports the second-stage results. The coefficient of Military
remain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suggesting that military service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entrepreneurship by 30.20 percentage points or increases entrepreneurship by 0.2036 stan-
dard deviations. Compared with studies explor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g., Cheng et al., 2021; N. Qin & Kong, 2021; F. Zhang et al., 2021; Zhao & Li,
2022), we believe that our baseline results are relatively compelling regarding both eco-
nomic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Moreover, the absolute values of the coefficient of Military in the IV estimates are
greater than those in columns (1) and (2) of Table 1, and the intergroup differences are
presented in Supplemental Table A3.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is the local average treat-
ment effect specific to the IV approach (Angrist & Pischke, 2008; Zhao et al., 2022), which
may cause an overestimation of the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However, the use of IV methods did not affect the causal inferences. Nevertheless, our
baseline results imply that military service helps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
China.

Military Service and Pas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As emphasized earlier, our baseline results focus only on curren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and may ignore pas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8 For instance, there may be a temporal gap
between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Here, we replaced the core explained
variable Entrepreneurship with Pas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We employed three meth-
ods—LPM, Probit, and IV estimates—to explore whether military service promotes pas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s Table 2 shows,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for Military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all columns,9 indicating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are not affected by changes in how the explained variable is measured. Notably,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military imprinting has a persistent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beha-
vior, further supporting our initial findings.

Table 2. Military Service and Pas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Variables
(1) (2) (3)

LPM Probit IV (EBPM estimates)

Military 0.0524***
(0.0154)

0.0538***
(0.0138)

0.2455*
(0.1264)

Baseline control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2,889 12,889 12,889

Note. Columns (2) and (3) report the marginal effects for probit regressions. Column (3) shows the second-stage

results. The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LPM =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IV = instrumental variable; EBPM = endogenous bivariate probit model; FE = fixed effect.

***,**, and * denote significance levels of 1%, 5%, and 10%,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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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ustness Checks

To illustrate the reliability of our baseline results, we conducted several robustness tests,
including using alternative identifications, adding additional control variables, removing
special observations, and subsample analysis by region prone to floods. In Supplemental
Tables A7 to A11 in the Appendix, we find that most of the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support
our baseline estimates, except for column (4) of Supplemental Table A10. This is primarily
because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veterans in China is small, which interferes with our sta-
tistical inferences after adding the female sample.

Mechanism Tests

To test our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we further examined the following mechanisms: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capital, and risk preferences. These mechanism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imary specifications and are based on a male sample.

Human Capital. According to Hypothesis 1, military service may influence two major
aspects of human capital: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entrepreneurial skills. Based on
the CLDS questionnaire and prior research (e.g., Johnston et al., 2016; L. Liu & Zhang,
2018), we constructed six variables to measure human capital. The four health variables
were self-rated health, hurt, chronic diseases, and mental health impairment. Additionally,

Table 3. Military Service, Human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IV Estimations).

Variables
(1) (2) (3) (4) (5) (6)

Self-rated

health Hurt

Chronic

diseases

Mental health

impairment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Panel A. The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on human capital

Military 0.3019***

(0.0636)

20.1394

(0.3752)

20.2092***

(0.0609)

20.0345**

(0.0153)

20.1226

(0.1425)

0.0131*

(0.0079)

Observations 12,884 12,881 7,398 12,882 14,884 14,887

Panel B. Mediation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Military 0.2902**

(0.1141)

0.3034***

(0.1129)

0.3862***

(0.1110)

0.2575**

(0.1132)

0.3071***

(0.1128)

0.1793**

(0.0887)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0.0143***

(0.0035)

20.0075

(0.0109)

20.0257

(0.0173)

20.0330***

(0.0077)

20.0126

(0.0089)

0.0947***

(0.0090)

Observations 12,884 12,881 7,398 12,882 14,884 14,887

Note. In Panel A, the explained variables in columns (1) through (6) are, in order, the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shown in

the header of Table 5. In Panel B, these variables, in turn, serve as mediation variables and are written as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is Entrepreneurship in all columns). In columns (1) and (4), the endogenous treatment

effects model (ETEM) is used in Panel A, as self-rated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impairment are regarded as continuous

variables. In columns (2), (3), (5), and (6), the EBPM is employed in Panel A, which reports the marginal effects for

second-stage results, as these four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are binary. The EBPM is employed in all columns in Panel B,

reporting the marginal effects for second-stage results. The baseline control variables and year and province FEs are

added in all regressions. The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IV = instrumental variable; EBPM = endogenous bivariate probit model; FE = fixed effect.

***,**, and * denote significance levels of 1%, 5%, and 10%,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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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variables—professional certificates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were used to mea-
sure the respondents’ entrepreneurial skills.

As shown in Table 3, the results obtained using the IV method suggest that military ser-
vic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elf-rated health, chronic diseases, and mental health.
In Panel A of column (1), the self-rated health scores increased by 0.3019 points.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previous studies highlighting the ‘‘healthy soldier effect’’
(MacLean & Elder, 2007; McLaughlin et al., 2008; Zhao et al., 2023). However, no signifi-
cant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for Military in column (2). This may be because the CLDS
database provides information only on work-related injuries. The results in column (3) sug-
gest that military service reduces the likelihood of chronic diseases, re-emphasizing the posi-
tive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on physical health. Additionally, the coefficient ofMilitary in
column (4)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ndicating that veterans may have better mental health
status in China. This estimate is similar to the findings of previous studies (Elbogen et al.,
2013), indicating that military services contribute to enhancing mental health.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on entrepreneurial skills, we present the IV esti-
mation results in columns (5) and (6) of Table 3. We discovered that although no associa-
tion existed between military service and occupational credentials, individuals with military
service experience were more likely to receive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Given the potential
social disconnection during military servic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roops often organize
vocational and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to assist veterans in better adapting to civilian soci-
ety in China.

To rigorously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s, we included these mediating variables in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Panel B of Table 3 presents the results obtained using EBPM.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elf-rated health contributed to entrepreneurship and that chronic
diseases and mental health impairments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several previous studies explor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e.g., L. Liu & Zhang, 2018;
Zhao & Li, 2022). Notably, when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result in Table 1 (0.3020),
the coefficient of Military decreases by 3.91% and 14.74% in columns (1) and (4), respec-
tively.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olds.10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in the last column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on entrepreneurship, consistent with existing literature
(e.g., Cheng et al., 2021; Djankov et al., 2006; Marvel et al., 2016). With the inclusion of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the coefficient of Military became 0.1793, a decrease of 40.62%.
This finding strongly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military service promotes entrepreneur-
ship through training channels.

In summary, our results provide supportive evidence for Hypothesis 1 that military ser-
vice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because of improvements in
human capital. Particularly, joining the military boosts men’s mental health and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receiving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which further explains the entrepre-
neurial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in China.

Social Capital. As discussed in Hypothesis 2, there may be two opposing intermediating
mechanisms between military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a relative disadvantage
for veterans in civilian-related social capital and a relative advantage in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Based on the CLDS and previous studies (Estrin et al., 2013; F. Zhang et al.,
2021), we selected two variables to measure respondents’ civilian-related social capital: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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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with lending money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Moreover, concerning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we constructed a proxy variable Introducing business from comrades-in-arms.

Table 4 presents the IV results for testing the social capital channel. In columns (1) and
(3), we discovered that the coefficient on Military is nega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former column. This aligns with our hypothesis that Chinese veterans may face
challenges regarding civilian-related social capital. To further test this negative effect, we
selected two other social capital variables related to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from friends and start-up capital from relatives or friends,11 using the CLDS
database. The results in Supplemental Table A12 further illustrate that military service
weakens the accumul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related civilian social capital.

Moreover, in column (2), the coefficient of Military decreases slightly to 0.3005 after
the addition of the mediating variable, suggesting that although Chinese veterans have not
accumulated sufficient civil society capital, it has a small mediating effect on entrepreneur-
ship. The results in column (5) indicate that military service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troducing businesses from comrades-in-arms, offering preliminary evidence of
the enhancement of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through military service (Hou et al.,
2020). Furthermore, as shown in column (6),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for veteran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is approximately 15.23% as the coeffi-
cient of Military shifts from 0.3020 to 0.2560. Therefore, our estimates provide suggestive
evidence for Hypothesis 2, that higher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mong Chinese veterans
may be influenced by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Capital. Subsequently, we explored whether political capital promotes entrepreneur-
ial behavior among Chinese veterans. Several variables were selected to measure political
capital.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identity, the dummy variable Party member-
ship was included (C. Zhang, 2015). Second, a binary variable—Previous employment in

Table 4. Military Service,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IV Estimations).

Variables
(1) (2) (3) (4) (5) (6)

Civil-related social capital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Local friends with

lending money

Entrepreneur

ship

Social

interaction

Entrepreneur

ship

Introducing

business from

comrades-in-arms

Entrepreneur

ship

Military 20.3017**

(0.1527)

0.3005***

(0.1123)

20.0027

(0.0055)

0.3020***

(0.1129)

0.0138***

(0.0027)

0.2560*

(0.1378)

Social capital variables 0.0119*

(0.0070)

0.00005

(0.0069)

0.1491**

(0.0614)

Baseline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2,889 12,889 12,889 12,889 12,889 12,889

Note. Except for column (3), the EBPM is used in other columns to report the marginal effects of second-stage results.

The ETEM is used in column (3), as Social interaction is a continuous variable. The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IV = instrumental variable; FE = fixed effect; EBPM = endogenous bivariate

probit model; ETEM = endogenous treatment effects model.

***,**, and * denote significance levels of 1%, 5%, and 10%,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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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ectors, representing a strong political association for individuals (Burt &
Opper, 2020)—was constructed. Third, regarding supportive policies for entrepreneurship,
the continuous variable Policy support was included.

Table 5 show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for the political capital mechanisms. The IV estima-
tions in column (1) suggest that military service i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respondents’ party membership,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in Chinese settings (Hou
et al., 2020; C. Zhang, 2015). As column (3) shows, military servic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employment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Chinese veterans have advantages
in public-sector hiring because of their preferential national treatment. Some veterans are
placed directly in government sectors (Zhao et al., 2023); however, even if they do not meet
job placement requirement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work in government sectors by relying
on their military service’s quasi-political credentials (Hou et al., 2020). Moreover, column
(5) shows that military service enables individuals to utilize policy support for entrepre-
neurial behavior.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previous mediating effect tests, we added each of these
mediating variables to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The results from the IV method are reported
in columns (2), (4), and (6) of Table 5. Party membership was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negligible. Party membership is a
political identity that represents weak political capital and has little relevance to commer-
cial behavior in China (Chen et al., 2012). Additionally, previous employment in the gov-
ernment sector and policy support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entrepreneurship—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Román et al., 2013)—with mediating effects of 19.24%
and 6.13%, respectively. In summary, our estimates offer supportive evidence for
Hypothesis 3, that military service contributes to entrepreneurship by enhancing political
capital.

Risk Attitude. The last mechanism tested was risk appetite. Hypothesis 4 proposes that mili-
tary service is likely to increase veterans’ risk preferences, which in turn helps promote

Table 5. Military Service, Politic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IV Estimations).

Variables
(1) (2) (3) (4) (5) (6)

Party

membership

Entrepreneur

ship

Previous

employment

in government

sectors

Entrepreneur

ship

Policy

support

Entrepreneur

ship

Military 0.1684***

(0.0084)

0.3001***

(0.1138)

0.0288***

(0.0041)

0.2439***

(0.0057)

0.2298***

(0.0443)

0.2835**

(0.1158)

Political capital variables 0.0017

(0.0101)

0.0337**

(0.0145)

0.0694***

(0.0096)

Baseline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2,889 12,889 12,889 12,889 12,889 12,889

Note. The EBPM is employed in all columns, reporting the marginal effects of second-stage results. The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IV = instrumental variable; FE = fixed effect;

EBPM = endogenous bivariate probit model.

***,**, and * denote significance levels of 1%, 5%, and 10%,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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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risk appetite is not appropriately measured in the CLDS data-
base. Based on data availability, we select two risk-appetite-related proxy variables: com-
mercial insurance and risky financial assets. Social, medical, and pension insurances are
ubiquitous in China. Thus, respondents may be more risk-averse if they purchase commer-
cial medical and pension insurance (Cutler et al., 2008). Moreover, purchasing risky finan-
cial assets entails the risk of losing money, indicating a greater risk preference (Wen et al.,
2023; Zhao & Li, 2022).

Table 6 reports the results for risk preference using the IV method. The estimated coeffi-
cient on Military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n column (1), while i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
column (3).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Chinese veterans have a greater risk appetite, consis-
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Guo et al., 2020; Malmendier et al., 2011; Wen et al., 2023).
We also analyz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isk appetite. Columns (2) and (4) show that com-
mercial insuranc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entrepreneurship and that risky
financial assets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These results
emphasize the positive role of risk appetite i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de Blasio et al.,
2021; Kihlstrom & Laffont, 1979; Moss et al., 2015; Vereshchagina & Hopenhayn, 2009).
Furthermore, although the estimates imply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isk preferences
exists, this effect does not seem to be evident. Specifically, the coefficients on Military
decrease by only 3.74% and 0.40%, respectively, suggesting that risk preference may not
be the core channel for stimulating entrepreneurial enthusiasm among Chinese veterans.

In summary, individuals with military service tend to take risks and thus have a greater
possibility of engaging i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than non-veterans. However, in the
Chinese setting, our estimates also show that the risk-appetit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service do not dominat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Heterogeneity Effects

In Supplemental Table A13 of the Appendix, we explore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on entrepreneurship in several ways. First, regarding the types of veterans, we found a

Table 6. Military Service, Risk Prefer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IV Estimations).

Variables
(1) (2) (3) (4)

Commercial
insurance Entrepreneurship

Risky
financial assets Entrepreneurship

Military 20.3684***
(0.0511)

0.2907**
(0.1177)

0.1617***
(0.0365)

0.3008***
(0.1108)

Risk preference variables 20.0238**
(0.0095)

0.0284**
(0.0141)

Baseline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2,809 12,809 12,741 12,741

Note. The EBPM is employed in all columns, reporting the marginal effects of second-stage results. The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IV = instrumental variable; FE = fixed effect;

EBPM = endogenous bivariate probit model.

***,**, and * denote significance levels of 1%, 5%, and 10%,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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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group of non-placement veterans and
conscripts. As they are not directly placed in the public sector after discharge, they may prefer
entrepreneurship over finding a job and becoming entrepreneurs (Hou et al., 2020). Second,
regarding entrepreneurship types, military service is more conducive to stimulating employer-
based and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ukou and
age, similar to previous literature (Card & Lemieux, 2001; C. Zhang, 2015), the entrepreneur-
ial dividend of military service is more visible among rural and older age groups. Additional
details are provided in Supplemental Appendix C.

Supplemental Analysis

Supplement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First,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exogenous shocks
influence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in China. Specifically, we selected
three exogenous events: the MIB policy,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WTO accession.
The results in Supplemental Tables A14 to A16 in the Appendix show that the MIB policy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whereas the exogenous
shock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policy and WTO accession weaken this effect.
Second, regarding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Supplemental Table A17 reveals that mili-
tary entrepreneurs have a higher entrepreneurial income, entrepreneurial frequency, and
propensity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future. Moreover, veterans are not forced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 China. Finally, as prior research has found an
income premium effect for Chinese veterans (Hou et al., 2020; C. Zhang, 2015), we sought
to explain whether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could account for this premium. In
Supplemental Table A18, the IV estimates provided supporting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entrepreneurship is one way to improve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Chinese veterans.
Further details on the supplemental analysis are provided in Supplemental Appendix D.

Conclusions

Main Findings

We explored the impact of military service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using a sample of
men from the CLDS database. 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endogeneity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self-selection and troop screening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in China, we selected child-
hood experiences of the 1998 China Floods as the IV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 To safe-
guard the exogeneity of the IV, we rigorously tested the exclusion restrictions.
Additionally, we excluded the problem of reverse self-selection of self-reported military-
related information from the CLDS database.

Our primary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our baselin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ilitary service promote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in China. Based on the IV estimates,
we argue that military service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engaging in entrepreneurship by
30.20 percentage points, equivalent to a 0.2036 standard deviation increase. The primary
effect remained unchanged when the explained variable was replaced with past entrepre-
neurial behavior. Our baseline results were obtained through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including the use of alternative identifications and databases, the addition of additional
control variables, and the exclusion of special observations. By employing an alternative to
natural disasters, we discovered that military service contributes to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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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we explore the impact of military service on participation in entrepreneurship.
Mechanistic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 positiv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could be explained by human and polit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formation, and risk-averse attitudes. Enhanced mental health, entrepreneurial train-
ing,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and prior employment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predo-
minantly account for this positiv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wit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isk
preference being negligible. Moreover, although male Chinese veterans have deficiencies in
civilian-related social capital, this does not lead to entrepreneurial disadvantages.

Third, heterogeneity analyses revealed that non-placed, compulsory, rural-born, and
older veterans exhibit higher motivation to pursue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Moreover,
military service helped promote employer-based entrepreneurship as well as formal and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By contras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military service on formal
entrepreneurship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Finally, through analyses of exogenous shock effects, we found that the special MIB pol-
icy strengthened the positiv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whereas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policy and WTO accession weakened this effect. Additionally, mili-
tary entrepreneurs have better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are more resilient and confident
about re-entrepreneurship after a failure. This may explain the income premium effect
among male veterans. Finally, we found no evidence that Chinese veterans are compelled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ship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job opportunitie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irst,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mprinting by linking
prior military service experience with individuals’ participation in entrepreneurship. Some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the imprinting effect of past experiences on entrepre-
neurial behaviors, such as adverse childhood (Cheng et al., 2021; Zhao & Li, 2022), immi-
gration (Démurger & Xu, 2011), and overseas experiences (F. Qin et al., 2017).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how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experiences shape an individual’s personality
as a predictor of the propensity for entrepreneurship. For example, Cheng et al. (2021)
suggested that children experiencing adversity often develop self-reliance, resilience, resour-
cefulness, and risk-taking, which correlate to entrepreneurial tendencies. By exploring early
life experiences within the military context, we indicated that the propensity for entrepre-
neurship is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human and political capital accumulated by veterans in
military life but also to the excellent traits of risk appetite, perseverance, and self-
confidence developed by military imprints. Our findings provide novel insights regarding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of particular experiences and advance imprinting theory.

Second, we supplemented the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behavior and welfare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s. Our findings question prior research suggesting that military service leads
to impaired welfare and life difficulties for Chinese veterans (e.g., Diamant, 2011; Diamant
& O’Brien, 2015; H. Wang et al., 2023). Specifically,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China,
the military is a lucrative status symbol that can offer various unique resources to veterans,
such as political and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Wen et al., 2023; C. Zhang, 2015; Zhao
et al., 2023). Based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we also provide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income premiums received by Chinese veterans. Moreover, considering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udretsch et al., 2022), our research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incentives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50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9(1)

58



Third, several managemen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military executives on
business operations. However, debates continue on the risk attitudes of military executives
regarding whether they are aggressive (Guo et al., 2020; Malmendier et al., 2011; Wansink
et al., 2008) or conservative (Bamber et al., 2010; Benmelech & Frydman, 2015). Using the
IV method, we discovered that military service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supporting the idea that it makes individuals more aggressive and willing to take
risks (Guo et al., 2020; Malmendier et al., 2011; Wen et al., 2023). Additionally, the beha-
vior of veterans who re-enter business after failure shows that they may be more resilient
and confident and have richer psychological capital.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an
early military career can shape and reinforce several excellent traits such as risk-taking,
hard work, a fearless spirit, and self-confidence (Gao et al., 2021; Xu et al., 2022), which
further translate into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We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can be explained primarily by human
and polit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Therefore, enhancing releva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may encourage more veterans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Feasible measures include strengthening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enhancing political literacy, and establishing more official veteran organizations to
strengthen ties between comrades in arms.

We discovered that civilian-related social capital cannot explain the favorable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on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Some veteran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
tions to the country’s in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revival; however, they lost their local
social networks owing to military service. Moreover, unemployed veterans and regular con-
scrip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entrepreneurs. Thus, more policy support should be provided
to veterans to compensate for their social capital and encourage entrepreneurship. Specific
support could be considered, such as providing more entrepreneurial information, more
favorable interest rates on business loans, and tax breaks for veteran entrepreneur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only the special MIB policy reinforc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while both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policy and WTO accession weakened this positive effect. This finding
implies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joining the military in China may decrease with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ence, from an entrepreneurial per-
spective, the benefits of military service are relatively disadvantageou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higher education. Thus, additional support from the military, local governments, and
society is necessary for entrepreneurship. For example, more soldiers should have access to
militar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curricula should be enhanced in terms of
civilian-military integration, knowledge, and skill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First, information on military service was limited to a database. We canno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ype and place of service, as well as ascertain the type, rank, or mode of dis-
charge (Hou et al., 2020; Z. Zhang et al., 2022). However, although this concerns the
employment placement of veterans, we identifie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ngth of ser-
vice. Conducting a rigorous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veterans’ entrepreneurial beha-
viors may be challenging because employment placement policies vary acros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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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our estimates ar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that cannot be extended to a specific
type (e.g., volunteers) or service members from a specific military branch (e.g., artillery or
armed police forces). Scholars could construct a more complete database through a special
social survey of Chinese veterans to supplement and extend our findings.

Second, further studies o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re required. First, the measure-
ment of certain mechanism variables should be optimized. For instance, a potential prob-
lem with the two proxy variables for risk attitude is that a particular group of veterans
may enjoy additional social security measures (Zhao et al., 2023), which may decrease their
incentives to purchase additional commercial insurance. Moreover, owing to database
limitations, some mechanism variables, such as military-related social capital, were not
adequately measured. Moreover, some channels, such as physical capital and liquid assets,
were not fully reflected. As mentioned in section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in
Supplemental Appendix A, military personnel in China receive monetary compensation
upon retirement depending on their performance, military rank, and length of service.
Some veterans receive a one-time allowance. Military service may also contribut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Angrist & Krueger, 1994; Maclean & Kleykamp, 2021).
Physical capital is the foundational ele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Thus, future research
could design, administer, and survey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key concepts to exam-
ine their roles in military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ird, our IV may have limitations because flood regions are conditional and selective,
and individuals may have different exposures to floods. Thus, the IV group was not rando-
mized. We ruled out exclusion restriction constraints in multiple directions, and some
major pathways were statistically represented as non-disturbing in our study design.
However, we acknowledge that we cannot fundamentally and completely eliminate other
channels through which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the 1998 China Floods influenced entre-
preneurial behaviors in theory. Nonetheless, we believe that these channels are less disrup-
tive. In addition,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validity of IV estimates under the
high leverage regression and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excluded instruments (Young,
2022). Subsequent research could design a theoretically and statistically exogenous IV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on entrepreneurship.

Fourth, we used only a male sample, and some conclusions may not hold true for
females. However, this does not imply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of military service
do not apply to women. Theoretically, women and men do not differ in their accumulation
of human, social, or political capital. Therefore, to a certain extent, our theoretical analysis
had no gender preferences and applies to all veterans. As more surveys focusing on veter-
ans (particularly female veterans) are being conducted, our theoretical assertions may be
validated using female samples.

Finally,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traditional empirical method within the current ex-ante
hypothesis framework rather than utilizing an abductive approach (King et al., 2021). As
the general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both military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re
already well established, developing, and defining new hypotheses is challenging.
Additionally, it is important to explain the variations i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from multi-
p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herefore, our hypotheses do not follow a single mechanism.
Future studies involving similar topics may adopt a question-driven approach (Berry
et al., 2021). For instance, an abductive approach can present a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explain why a plausible relationship exists. Subsequent studies might attempt to use an
inductive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of military im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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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See Supplemental Appendix A for relevant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n China’s military service.
2. A summary of the China Floods in 1998 is also presented in Supplemental Appendix A.
3. We used the third and fourth waves of CLDS data in 2016 and 2018 because some key variables

and information were missing in the first two waves, especially some core mediating variables in
the mechanism tests.

4. Although other databases, such as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or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provide information on military service, they do not
include detailed or complete informa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5. In the raw data from the CLDS 2016 and 2018 waves, only 26 female observations had military
service, representing 0.14% of the female sample and 0.07% of the full sample. Nevertheless, we
would include female observations in the robustness tests (as shown in Supplemental Table A10
in the Appendix).

6. Note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tell whether educational experience precedes or follows military service.
Realistically, some veterans have already completed their education when they joined the military
and no longer receive regular education even after discharge (Hou et al., 2020). However, some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may obtain higher education while serving, particularly by attending a
military academy (Zhao et al., 2023). In China, attending military school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for soldiers to be promoted. Therefore, we included Schooling in the control vari-
able set to ensure that the education-related variable is a pre-enlistment variable.

7. In China, the hukou is a public certificate book in which natural persons are registered and certi-
fied by households. The recorded information includes name, date of birth, kinship, and mar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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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It is the basic legal document that determines the legal status of a natural person as a civil
subject in China. In this study, hukou is classified as rural and non-rural hukou.

8. Pas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were not considered within the main specification because we
could not determine the specific past years of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respondents using the
CLDS database. Therefore, using this explained variable in the baseline regressions may chal-
lenge our mechanism testing.

9. The first stage of the EBPM is consistent with column (3) of Table 1 and is not shown in Table 2.
10. The mediating variable Chronic diseases has a high number of missing values. We found a coeffi-

cient of 0.4111 (p\ .01) for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baseline results after excluding these missing
values. Thus, even though the coefficient of Chronic diseases is insignificant in column (3) of Panel
B, there could be a potential mediating effect as the coefficient ofMilitary decreases.

11. These two variables target entrepreneurs in the CLDS questionnaire, implying that they are fully
covariant with the core explained variable Entrepreneurship. Therefore, they cannot be used as
mediating variables. Here, we provided only indirect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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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ard, K., & Deschênes, O. (2006). The long-term impact of military service on health: Evidence

from World War II and Korean War veter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1), 176–194.
Benmelech, E., & Frydman, C. (2015). Military CEO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7(1), 43–59.
Bernile, G., Bhagwat, V., & Rau, P. R. (2017). 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

loving: Early-life disasters and CEO behavior. Journal of Finance, 72(1), 167–206.
Berry, H., Kaul, A., & Lee, N. (2021). Follow the smoke: The pollution haven effect on global sour-

c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42(13), 2420–2450.
Boudreaux, C. J., Jha, A., & Escaleras, M. (2022). Weathering the storm: How foreign aid and insti-

tutions affect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following natural disaster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6(6), 1843–1868.
Boudreaux, C. J., Jha, A., & Escaleras, M. (2023). Natural disasters,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untry governanc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60(4), 1483–1508.
Bound, J., & Turner, S. (2002). Going to war and going to college: Did World War II and the GI Bill

increas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returning veteran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4),

784–815.

54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9(1)

62



Brown, A., Meriton, R., Devinney, T., Kafouros, M., Gerardo, F. S., & Bhandal, R. (2021). Migrant

human and political capitals value in entrepreneur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emerging markets.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17(2),

665–692.
Burt, R. S., & Opper, S. (2020).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disconnection: Still a success factor for Chi-

nese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4(6), 1199–1228.
Callen, M., Isaqzadeh, M., Long, J. D., & Sprenger, C. (2014). Violence and risk preference: Experi-

mental evidence from Afghanist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1), 123–148.
Card, D., & Lemieux, T. (2001). Going to college to avoid the draft: The unintended legacy of the

Vietnam Wa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2), 97–102.
Chatterjee, I., Shepherd, D. A., & Wincent, J. (2022).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and well-being at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7(4), 106222.
Chen, G. (2016). Military forces in China’s disaster management. In Chen, G. (Ed.), The politics of

disaster management in China: Institutions, interest group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pp. 81–92). Pal-

grave Macmillan.
Chen, G., Sun, Y., Newman, A., & Xu, W. (2012). Entrepreneurs, organizational memb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30(8), 873–889.
Cheng, Z., Guo, W., Hayward, M., Smyth, R., & Wang, H. (2021).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the pro-

pensity for entrepreneurship: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6(1), 106063.
Cutler, D. M., Finkelstein, A., & McGarry, K. (2008).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and insurance mar-

kets: Explaining a puzzle of insur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2), 157–162.
de Blasio, G., De Paola, M., Poy, S., & Scoppa, V. (2021). Massive earthquakes, risk avers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7(1), 295–322.
De Tray, D. (1982). Veteran status as a screening dev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1), 133–142.
Démurger, S., & Xu, H. (2011). Return migrants: The rise of new entrepreneurs in rural China.World

Development, 39(10), 1847–1861.
Diamant, N. J. (2011). Conspicuous silence: Veterans and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war memory i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45(2), 431–461.
Diamant, N. J., & O’Brien, K. J. (2015). Veterans’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41(3),

278–312.
Djankov, S., Qian, Y., Roland, G., & Zhuravskaya, E. (2006). Who are China’s entrepreneurs? Amer-

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348–352.
Dutta, S. (2017). Creating in the crucibles of nature’s fury: Associational diversity and loc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fter natural disasters in California, 1991–2010.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

terly, 62(3), 443–483.

Elbogen, E. B., Wagner, H. R., Johnson, S. C., Kinneer, P., Kang, H., Vasterling, J. J., Timko, C., &

Beckham, J. C. (2013). Are Iraq and Afghanistan veterans us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s? New data

from a national random-sample survey. Psychiatric Services, 64(2), 134–141.
Estrin, S., Mickiewicz, T., & Stephan, U. (2013).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s: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na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7(3), 479–504.
Eynde, O. V. (2016). Military service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Evidence from colonial Pun-

jab.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1(4), 1003–1035.
Gao, Y., Wang, Y., & Zhang, M. (2021). Who really cares about the environment? CEOs’ military

service experience and firms’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siness Ethics, the Environ-

ment & Responsibility, 30(1), 4–18.
Grenet, J., Hart, R. A., & Roberts, J. E. (2011). Above and beyond the call. Long-term real earnings

effects of British male military conscription in the post-war years. Labour Economics, 18(2),

194–204.

Zhao et al. 55

63



Gu, W., & Qian, X. (2019). Does venture capital foster entrepreneurship in an emerging market. Jour-

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01, 803–810.
Guo, S., Zan, B., Sun, Y., & Zhang, M. (2020). Effects of top managers’ military experience on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of Chin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53, 119909.
Han, S., & Vytlacil, E. J. (2017). Identification in a generalization of bivariate probit models with

dummy endogenous regressor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1), 63–73.
Hatak, I., & Zhou, H. (2021). Health as human capital in entrepreneurship: Individual, extension,

and substitution effects on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5(1),

18–42.
Heerwig, J. A., & Conley, D. (2013). The causal effects of Vietnam-era military service on post-war

family dynamic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2(2), 299–310.
Heinz, A. J., Freeman, M. A., Harpaz-Rotem, I., & Pietrzak, R. H. (2017). American military veteran

entrepreneurs: A comprehensive profile of demographic, service history, and psychosocial charac-

teristics.Military Psychology, 29(6), 513–523.
Hou, B., Liu, H., & Wang, S. X. (2020). Returns to military service in off-farm wage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59, 101361.
Hurst, E., & Lusardi, A. (2004). Liquidity constraints, household wealth,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

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2), 319–347.
Imbens, G., & van der Klaauw, W. (1995). Evaluating the cost of conscription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13(2), 207–215.
Iversen, J., Malchow-Møller, N., & Sørensen, A. (2016). Success in entrepreneurship: A complemen-

tarity between schooling and wage-work experienc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7, 437–460.
Jia, R., Lan, X., & Miquel, G. P. (2021).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Parental background and govern-

ment intervention determine who owns busines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1, 102670.
Johnson, S. L., Madole, J. W., & Freeman, M. A. (2018). Mania risk and entrepreneurship: Overlap-

ping personality trai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32(2), 207–227.
Johnston, D. W., Shields, M. A., & Siminski, P. (2016). Long-term health effects of Vietnam-era mil-

itary service: A quasi-experiment using Australian conscription lotteries. Journal of Health Eco-

nomics, 45(1), 12–26.
Kerrick, S. A., Cumberland, D., Church-Nally, M., & Kemelgor, B. (2014). Military veterans march-

ing towards entrepreneurship: An exploratory mixed methods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

agement Education, 12(3), 469–478.
Kihlstrom, R. E., & Laffont, J. J. (1979). A general equilibrium 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firm forma-

tion based on risk aver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4), 719–748.
King, A., Goldfarb, B., & Simcoe, T. (2021). Learning from testimony 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manag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6(3), 465–488.
Kinnan, C., & Townsend, R. (2012). Kinship and financial networks, formal financial access, and risk

re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3), 289–293.
Klyver, K., & Arenius, P. (2022). Networking, social skills and launching a new business: A 3-year

study of nascent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6(5), 1256–1283.
Koch-Bayram, I. F., & Wernicke, G. (2018). Drilled to obey? Ex-military CEOs and financial miscon-

duc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9(11), 2943–2964.
Kraft, P. S., Günther, C., Kammerlander, N. H., & Lampe, J. (2022). Overconfidence and entrepre-

neurship: A meta-analy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verconfidence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Jour-

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7(4), 106207.
Laanapere, T., Truusa, T. T., & Cooper, L. (2018). Military legacy: Use it or lose it? Estonian Journal

of Military Studies, 2018(6), 22–51.
Laanepere, T., & Kasearu, K. (2021). Military and civilian field–related factors in Estonian reservists’

military service readiness. Armed Forces & Society, 47(4), 690–709.

56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9(1)

64



Leal, D. L. (1999). It’s not just a job: Military service and Latin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21(2), 153–174.
Li, H., Liu, P. W., Zhang, J., & Ma, N. (2007). Economic returns to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ese twins. Economic Journal, 117(523), 1504–1520.
Linda, Y. (2009). Self-employment in urban China: Networking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China Eco-

nomic Review, 20(3), 471–484.
Liu, C. Y., Ye, L., & Feng, B. (2019).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ntrepreneurial tran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2(3), 681–696.
Liu, L., & Zhang, Y. (2018). Does non-employment based health insurance promote entrepreneur-

ship? Evidence from a policy experi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6(1),

270–283.
Liu, Z. (2003). The economic impact and determinants of investment in human and political capital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1(4), 823–849.
Luo, J. H., Xiang, Y., & Zhu, R. (2017). Military top executives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Evi-

dence from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4(3), 725–755.
MacLean, A., & Elder, G. H., Jr. (2007).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life cours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

ogy, 33, 175–196.
MacLean, A., & Kleykamp, M. (2021). Generations of veterans: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contemporary era.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5(1), 83–110.
Malmendier, U., Tate, G., & Yan, J. (2011). Overconfidence and early-life experiences: The effect of

managerial traits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ies. Journal of Finance, 66(5), 1687–1733.
Marquis, C., & Qiao, K. (2020). Waking from Mao’s dream: Communist ideological imprint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5(3), 795–830.
Marvel, M. R., Davis, J. L., & Sproul, C. R. (2016). Human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0(3), 599–626.
McLaughlin, R., Nielsen, L., & Waller, M. (2008). An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military service on

mortality: Quantifying the healthy soldier effect. Annals of Epidemiology, 18(12), 928–936.
Miguel, E., Satyanath, S., & Sergenti, E. (2004). Economic shocks and civil conflic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4), 725–753.
Mmbaga, N. A., Mathias, B. D., Williams, D. W., & Cardon, M. S. (2020). A review of and future

agenda for research on identity in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5(6), 106049.
Moss, T. W., Neubaum, D. O., & Meyskens, M. (2015). The effect of virtuous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s on microfinance lending and repayment: A signaling theory perspective. Entrepreneur-

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9(1), 27–52.
Nikolova, M. (2019). Switching to self-employment can be good for your healt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4(4), 664–691.
Oh, C. H., & Oetzel, J. (2011). Multinationals’ response to major disasters: How does subsidiary

investment vary in response to the type of disaster and the quality of country governance? Strate-

gic Management Journal, 32(6), 658–681.
Polin, B. A., & Ehrman, C. M. (2020). The cur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service and entrepre-

neurial intentions in Israel. Armed Forces & Society, 46(3), 43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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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will reach the end of their life cycle with the fast growth of
electric vehicles. Since the recycling of retired electric vehicles batter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light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energy saving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recycling (EVBR)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involvement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there are many potential barriers in the process of EVBR, and analyzing
these barriers can significantly help the recycling management of waste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towards a
circular economy. Although the literature has focused on analyzing obstacles to implementing reverse logistics
for electric vehicle lithium battery recycling from a manufacturer’s perspective,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analyzing barriers to EVBR from a multi-stakeholder perspective. This paper thus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barriers
to EVBR from a multi-stakeholder point of view, identify the main barriers affecting battery recycling, and
analyze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nd hierarchies between these barriers. Based on expert opinions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wenty major barriers to EVBR and uses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ling (ISM)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nd hierarchies between the barriers, and finally classifies the bar-
riers to EVBR into a seven-level structural model. Furthermore, matriced impacts corises-multiplcation appliance
classement (MICMAC) analysis is applied to categorize the identified barriers to EVBR, and the twenty barriers
are final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dependent barriers, linkage barriers, and driver barri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oretical insights, manageri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nd measures to overcome EVBR
barriers based on the results, which show that the lack of more appropriate incentives is a major barrier to EVBR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battery
recycling policies, and will also help relevant stakeholders and governm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se barriers
and adopt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address them.

1. Introduction

The transport sector has long been a major carbon emitter (Awan
et al., 2022; Feng et al., 2021). However, the world has yet to find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carbon emissions, which have been on the declin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reas such as industry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years (e.g. 2021–2022), but have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in the
transport sector (IEA, 2023a). Reducing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is thus crucial to the achievement of carbon
neutralit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 circular economy (Yang et al., 2023). In
recent years, electric vehicle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much attention
from a growing number of academics and industries due to their proven
superio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Driven by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and policy incentives, electric vehicle devel-
opment has progressed significantly (Liu et al., 2023; Xu et al., 2023).
For exampl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maj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developed various incentivized policies to develop electric vehi-
cles, which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their rapid spread (Kester et al.,
2018; Zhang et al., 2017).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electric vehicle
sales data, over 10 million electric vehicles were sold worldwide in 2022
(IEA, 2023b). The rapid growth of electric vehicles has undoubtedly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Zhang et al., 202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ircular economy, widespread adop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and electri-
fying the transport sector are key measures to achieving carbon re-
ductions in transport (Andwari et al., 2017; Isik et al., 2021; Zha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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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aoka, 2021).
As the popularity of electric vehicles explodes, another major chal-

lenge is managing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recycling (EVBR) to cope with
the large volumes of retired batteries. As we all know, once the waste
battery is discarded in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t has an incalculable
impact on the ecosystem and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public health (Du
et al., 2022). To reduce the ecological pollution caused by batteries,
recycling batteries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Yang et al.,
2021). Recycling end-of-life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thus has the po-
tential to deliver hug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Qiao et al.,
2019, 2021; Shafique et al., 2022). However, the current rate of EVBR is
not very high (Woollacott, 2021). Moreover, battery recycling is a
complex and challenging issue that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stake-
holders including manufacturers, consumers, battery technology de-
velopers, recyclers, dismantlers, downstream users and policy makers
(Dong and Ge, 2022). Consequently, battery recycling is not just the
business of recyclers, but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stakeholders, which
makes the EVBR a challenging endeavor (Bhuyan et al., 2022).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blems with EVBR, such as recycling technology and
safety, which limit the large-scale recycling of batteries (Kang et al.,
2023; Yu et al., 2022). Meanwhile, many academics and industry
stakeholders are call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battery
recycling system that takes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sectoral
approach, including the fields of engineering, economics, environ-
mental science and systems science. The most recent studies have been
dedicated to designing EVBR supply chain networks (Sasikumar and
Haq, 2011; Tadaros et al., 2022), auctions for battery recycling (Feng
et al., 2024; Xu et al., 2022), and battery recycling subsidies (Gu et al.,
2017; Li et al., 2020). However, there has been little discussion of the
key factors which have an impact on EVBR to date.

To promote EVB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untries worldwide
have formulated EVBR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encourage and regu-
late battery recycl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King and Boxall, 2019; Ren
et al., 2023; Sun et al., 2021; Yang et al., 2022). For instance, the Eu-
ropean Union has established a clear battery recycling system to pro-
mote a circular economy.1 China has also formulated a series of battery
recycling policies, including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battery
recycling business and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related to battery recy-
cling (Tian et al., 2014). While these policies have been an important
driver of battery recycling, however, research to analyze the barriers to
EVBR is challenging because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battery recycling, which requires background knowledge in materials
science, logistics, management science, ecology, etc. For example, a
recycler may also need expertise in materials science, logistics, etc. to
ensure safe battery recycling. On the other hand, EVBR involves stake-
holders like regulators, consumers, recyclers, battery engineers and
manufacturers, which add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battery recycling
issue. To achieve efficient recycling of electric vehicles batteries,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barriers and develop effec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overcome them. To this end,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barriers to EVBR is an interesting and valuable
research topic.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are given as follows: i) What are the key batteries that affect
EVBR? ii) What ar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nd hierarchies that exist
between these barriers? And iii) What measures should stakeholders
adopt to improve battery recycling in response to these barriers?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investigating the barriers to EVBR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policy and decision making. The purpose of this
work is thus to determine the key barriers to EVBR, to identify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and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using an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 and to provide managerial insights. To
answer research question one, this paper identifies potential twenty
barriers to EVBR through literature and expert opinion. To answer

research question two,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bar-
riers through the ISM method, which has been extensively adopted for
the analysis of barriers, For example, the barrier analysis of green lean
implementations (Cherrafi et al., 2017), barrier analysis in the energy
sector (Ansari et al., 2013), barrier analysis in the supply chain (Agrawal
et al., 2019), barriers to the adoption of industry 4.0 technologie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enna et al., 2022), and barriers to digital
adoption in manufacturing (Senna et al., 2023). Finally, this paper ap-
plies the MICMAC (matriced impacts corises-multiplcation appliance
classement)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he impacts and dependencies be-
tween the barriers and to provide management and practical insights.
Besides, this paper proposes measures to overcome the barrier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to answer research question three.

A summary of the key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is provided below.
First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barriers to the battery recycling process
and identifies potential barriers to EVBR through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Secondly,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hi-
erarchy between barriers through the ISM approach, classifies the
identified barriers by the MICMAC method and provides relevant
stakeholders such as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academia with
important insights on how to overcome these potential barriers. Thirdly,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barriers to
EVBR for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consumers, environmental or-
ganization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which helps researcher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cycling of waste batteries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and facilitate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of battery recycling. Although this paper is orientated to-
wards China,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methodology are also appli-
cable to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dedicated to improving the recycling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and can also help them to identify potential
barriers so that they can formulate effec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achieve the transition to a circular economy.

The rest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is study is set out below.
A review of related research is presented in Section 2. Section 3 iden-
tifies barriers to EVBR, identifies the hierarchy between barriers by the
ISM method and determin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barriers via the
MICMAC methodology. Section 4 provides a discussion of key finding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manageri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Section 5
draws conclusions,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some interesting and valu-
a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2.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ection will review the work related to this paper from two as-
pects. The first one is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EVBR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application of ISM methodology.

2.1.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recycling related studies

EVBR is crucial in helping to develop and promote a circular econ-
omy, and the focus for the red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lies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use of recyclable
battery materials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battery recycling rate.
Increasing the recycling rate of batteries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literature. For example, Tang et al. (2018)
applied a game theory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s on EVBR, and concluded that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an promote EVBR. Lin et al. (2023) presented
four regulatory options for EVBR, and used a game-theoretic model to
explore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different scenarios from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Li et al. (2022) investigated four
joint recycling strategies for waste batteries by applying game theory
based on the manufacturer’s perspective, and provided the optimal
strategy selection condition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Zhao et al.
(2022) studied three various EVBR pricing strategies in the context of
having subsidies and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at subsidies can promote1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PE-2-2023-INIT/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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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BR. Furthermore, there is also literature dealing with designing net-
works for EVBR. For example, Wang et al. (2020) discussed EVBR
network design from a manufacturer’s perspective, considering three
strategies for battery recycling, remanufacturing, and disposal, and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waste batteries, logistics costs, and carbon
taxes are key factors affecting battery recycling. Liu et al. (2021)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remaining battery capacity on recycling, con-
structed two mathematical planning models, and argued that uncer-
tainty in remaining battery capacity has a considerable affect on the
supply chain. Hu et al. (2022) developed a EVBR network model that is
able to deal with both the facility locations and vehicle travelling paths
problem, and validated the model with real cases. Li et al. (2023)
analyzed the decision problem of EVBR systems from a cross-network
cooperation perspective and developed a mixed-integer planning
model, and the study’s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proposed mathe-
matical planning method is beneficial for the reduction of the cost of
recovery.

The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advantages of EVBR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several studies. For instance, Qiao et al. (2019)
investigated the wide range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advantages
of battery recycling, arguing that as battery recycling continues to scale
up,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advantages will be particularly
strong. Pražanová et al. (2022) reviewed the potent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battery recycling and found that there is a
dearth of literature analyzing current EVBR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Lima et al. (2022) studied the key factors impacting the
economics of EVBR, arguing that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EVBR are
compromised by the lack of volume recycling. Yu et al. (2022)discussed
the affect of policy upon battery recycling and the economic and envi-
ronmental effects of battery recycling, and summarized some of the
challenges facing battery recycling and made recommendations, but did
not systematically analyze and identify the barriers to battery recycling.
Jiang et al. (2021) argued that the economic benefits are better realized
by the stepwise utilization of batteries than by simply recycling the
metallic materials of the batteries. Tripathy et al. (2023) discussed the
key drivers of electric vehicles lithium battery recycling and assessed
them in terms of their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The literature highlighted the need and importance of recycling lithium
batteries in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terms; however, it did
not investigate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cycling of lithium
batteries.

Recently, literature has been published that examin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cycling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from various per-
spectives. Dong and Ge (2022) investigated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battery recycling from a consumer perspective. Huang et al. (2022)
surveyed the effects of policy on the willingness to purchase electric
vehicles, and the study found that battery recycling policies are
conducive to increasing sales of electric vehicles. Zeng et al. (2015)
found that regulation, recycling models and recycling technologies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battery recycling. Chen et al. (2019) discussed
thre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battery recycling, namely changes in
raw material price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battery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 conditions, and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great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cademia and industry to continu-
ously improve EVBR. Lander et al. (2021) developed a techno-economic
framework for recycling batteries to make EVBR economically viable
and concluded that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recycling batteries rely on
transport distances, labour costs and the technological approach used to
recycle. Beaudet et al. (2020) discussed the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challenges of battery recycling before concluding with policy recom-
mendations, but did not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identify
the main barriers to battery recycling. Tang et al. (2023)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battery recycling, and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recycling price has a
noteworthy effect on the recycling rate. Tripathy et al. (2022) discussed
the factors promoting battery recycling from a technical,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n advanced
recycling business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battery recycling
rate.

These studies have lai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pro-
motion of EVBR and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on battery recycling. For
example, literature on the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merits of
EVBR has emphasized the need of batteries recycling. Recycling man-
agement practices for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are shifting from a single
model to sustainable systems management. This requires additional ef-
forts by battery material developers, technologists, consumers, manu-
facturers, policymakers and others to improve battery recycling. With so
many stakeholders involved, identifying the key barriers to battery
recycling is critical to policy development and business practice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is close to Azadnia et al. (2021), but does not
have the same research topic as Azadnia et al. (2021). Azadnia et al.
(2021) focused on the key barrier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EVBR
reverse logistics, wherea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r-
riers to EVBR. More importantly, this paper identifies broader barriers to
EVBR through expert opinion and literature. In contrast to the afore-
mention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barriers to
recycling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which may pave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refin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practices.

2.2. Application of ISM methodology

The ISM method is widely used in barrier analysis because of its
hierarchical modelling technique characteristics (Mathivathanan et al.,
2021; Vasanthakumar et al., 2016). For example, Nandal et al. (2019)
applied the ISM to determine the key barrier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lar energy. Chen et al. (2022) discussed the barriers to the imple-
mentation of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s and identify the hierar-
chy between these barriers through the ISM methodology. Balci and
Surucu-Balci (2021) and Singh et al. (2023) investigated the barriers
to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and identified the structural relation-
ships between these key barriers using ISM and MICMAC methods.
Attiany et al. (2023) explored the main barriers to the adoption of In-
dustry 4.0 and analyzed the 10 barriers screened through the ISM and
MICMAC methodologies, and finally identified 8 key barriers. Menon
and Ravi (2021) investigated the obstacl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electrical industry and identified 11 barriers based on expert
opinion and literature, then applied ISM and MICMAC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hierarchy of barriers and analyzed these barriers in detail.

Recently, literature on barriers to waste recycling has been pub-
lished. For instance, e-waste management barriers (Kumar and Dixit,
2018; Singhal et al., 2019), and reverse logistics barriers in construction
waste management (Wu et al., 2022). Chauhan et al. (2018) applied the
ISM methodology and the decision-making trail and evaluation labora-
tory (DEMATEL) methodology to determine the key barriers to waste
recycling and found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ha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waste recycling. Oluleye et al. (2022) performed a
structured review of the barriers to circular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waste, categorized these barriers and then applied the ISM methodology
to identify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arriers. Jaisue et al.
(2023) investigated the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aste-to-energy
projects in Thailand, categorized the screened barriers into six di-
mensions: social, economic,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nd finally identified the key barriers as coming
from the low volume of waste and poor waste management through the
ISM and MICMAC methods. Wang et al. (2023) constructed an inte-
grated decision framework model based on ISM, DEMATEL and
maximum mean de-entropy algorithm for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
agement barriers.

Much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ISM and MICMAC methods to identify the hierarchy and in-
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barriers. Howev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structured analysis methods of ISM and MICMAC are widely used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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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fields, there has been less research to date on the investiga-
tion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nd hierarchies between the barriers to
EVBR.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ISM and MICMAC methods are applied
to identify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that screen out barriers to
EVBR.

2.3. Research gap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gaps have been identified herein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above literature.

First, most existing EVBR research were concerned with: i) the eco-
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EVBR; ii)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iii) the network design for EVBR. These
literatures, which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are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for a further study of the EVBR.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the
barriers to the EVBR from a variety of relevant stakeholders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that has been neglected in the literature to
date. Although there is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analys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EVBR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re is a lack of literature
that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barriers to bat-
tery recycling from a circular economy perspective. To this en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rriers to EVBR to contribute to battery recycl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 because EVBR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stakeholders, the
need to identify the key barriers to EVBR perceived by these participants
is not an easy task. Although Beaudet et al. (2020) discussed the drivers
for lithium battery recycling in terms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Bhuyan et al. (2022) explored seventeen barriers and
enablers to lithium battery recycling in five dimensions: economic, so-
cial,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cal, and policy and regulatory, these
factors do not fully represent the barriers to EVBR. Therefore, there is a
ne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barriers to EVBR an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rriers so that reasonable measures can be
developed to address the key barriers. Literature on this is limited,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EVBR barriers
through the ISM and MICMAC methods to fill this research gap.

3.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The aim of this section is to identify potential barriers to EVBR, and
analyze the possible hierarchy between these barriers through the ISM
and MICMAC methods.

3.1. Identifying barriers to EVBR

Power battery recycling involves knowledge from many fields,
including battery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and reg-
ulations,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elect ex-
perts from different field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ssessment. This is
because firstly, experts from different fields have differen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erspectives, which can help to fully understand all as-
pects of power battery recycling, including technical feasibility, envi-
ronmental impacts, compli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economic benefits, etc. Secondly, by bringing together experts from
different fields to conduct the assessment, they can synthesise th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f all parties and more comprehensively assess
the factors of power battery recycling. Finally, experts from different
fields have profou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and experience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and can provide professional suggestions on issues
related to power battery recycling to ensure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accuracy of the assessment. To make the selected barriers to battery
recycling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this paper invites three
academic experts, two experts from battery recycling companies, one
expert from the power batt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e expert from
a governmental department, and one electric vehicle owner to form an
assessment team for barriers to power battery recycling.

The reasons for choosing experts from different fields to form the
assessment team on barriers to power battery recycling are as follows: 1)
academic exper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have in-depth
knowledge of power battery recycling technologie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2) experts from battery recycling companies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actual operations and can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assessment by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actual operational situa-
tion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3) Power battery manufacturing in-
dustry experts understan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materials of
power batteries, and can provide professional opinions on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batteries in the assessment; 4) experts from
government departments understand relevant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and can guide the assessment team to conduct the assessmen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ensure the compliance
of the assessment work; and 5) electric vehicle owners, as end-users, can
provide practical needs and feedback on issues related to power battery
recycling, which will help the assessment team to be closer to users’
need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Barriers to EVBR that were considered to be very important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the literature and comments from the group discus-
sions.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barriers are given below.

3.1.1. Lack of regulatory pressure from government and society (B1)
Although exist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en effective in

promoting battery recycling,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Yu et al., 2022). Lack of regulatory pressure from
government and society may lead to inadequate battery recycling (Ciez
and Whitacre, 2019). The rise of electric vehicles has brought about a
large demand for the use and renewal of batteries, while the recycling
and disposal of batteries are related to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nvi-
ronmental issues. Without regulatory pressur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relevant enterprises may not have sufficient motiv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battery recycling. These enterprises may not
consider themselves obliged to invest in battery recycling technologies,
infrastructure and recycling networks to improve battery recycling.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of EVB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involves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community to ensure that EVBR receives adequate
attention and response.

3.1.2. Lack of pressure from the market and demand (B2)
Given the relative newness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market, the battery

recycling market is still in a developmental stage (Feng et al., 2024; Xu
et al., 2022). Although the market share of electric vehicles is growing
rapidly, it is still relatively small, especially compared to the market for
traditional fuel vehicles. As a result, the need to recycle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is also relatively low. Moreover, the challenge of identifying
adequate market applications for the materials obtained through the
recovery and reuse process poses obstacles to recycling efforts. Conse-
quently, the absence of market pressure and demand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impediment to battery recycling.

3.1.3. Lack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B3)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can propel the EVBR market towards sustainable
growth. Although the public’s concern about the finite nature of re-
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has spawned a demand for circular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 is still a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the public who lack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King and
Boxall, 2019; Zhou et al., 2007). On the one hand, a majority of the
public still lack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lications of EVBR, hindering their ability to make meaningful con-
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notable deficiency
in educational initiatives, leading to public confusion regarding the
proper methods for recycling and disposing of bat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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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Safety issues during storage and disassembly of batteries (B4)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are usually high-voltage batteries, in which

electrical energy is stored in abundance (Meng et al., 2022). Safe man-
agement of batteries during storage and disassembly is very important. If
a battery is damaged or operated incorrectly, it can result in
short-circuiting, uncontrolled chemical reactions, and other hazards
that increase the risk of fire and explosions. Furthermore, batteries
contain toxic chemicals such as lithium, nickel, and cobalt, which can be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if not handled properly.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prevent these substances from leaking and
causing pollution to safeguard th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As
battery recycling involves safety issues, battery recycling requires strict
safety measures and handling methods, increasing the complexity and
cost of the recycling process.

3.1.5. Lack of efficient collection channels for waste batteries (B5)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in battery recycling for electric vehicles is

the lack of effective collection channels for waste batteries (Islam et al.,
2022). As the product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market for recycling used battery resources is
not yet perfect, this has led to insufficient recycling channels for used
batteries.

3.1.6.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technology (B6)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face certain techn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recycling process due to their complex chemical structure and material
composition (Sun et al., 2015; Yun et al., 2018). Due to the diverse range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it is essential to tailor recycling technologies
to suit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type. Despite ongoing tech-
nological advancements, many enterpris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actively investigating novel recycling methods, including chemical,
physical, and thermodynamic processes, as well as the exploration of
new materials. However, a significant obstacle remains in the form of
the lack of mature and cost-effective recycling technologies, hindering
progress in this field as battery recycling methods are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3.1.7.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standards (B7)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ndard system of EVBR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circular economy (Zeng et al., 2015).
Enhancing the standard system can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treamlining
the recycling process and methods, boosting recycling efficiency, and
minimizing resource wastag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needs
the formulation of a unified recycling standard, including the type of
recycling, recycling conditions, recycling process, etc. Meanwhile,
assessment indicators and methods for power battery recycling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cluding capacity loss of batteries, secondary utilization
rate, material recovery rate, etc., in order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recycling (Yu et al., 2013). Although 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begun to formulate relevant recycling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VBR, which helps to
establish more stringent and unified recycling standards, the current
im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standards have also brought obstacles to
battery recycling.

3.1.8. Lack of transparent price mechanism for waste battery recycling
(B8)

The lack of a transparent price trading mechanism further limits
EVBR (Feng et al., 2024). This is primari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EVBR
market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with an imbalance in
the demand and supply relationship. As a result, the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lacks standardization and transparency. Furthermore, the
remaining capacity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is crucial for battery
valuation; however,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assess the
degree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degradation and there is a lack of
compliant companies that assess battery performance. More

importantly, there is a notable absence of a transparent pricing mech-
anism in the waste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recycling market. Illicit op-
erators exploit this gap by engaging in competitive bidding, offering
inflated prices to gain market share. Consequently, this practice drives a
surge of waste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towards informal recycling en-
terprises (Xu et al., 2022). These enterprises often reduce the cost of
treating batteries at the expense of polluting the environment, which
further aggravates ecological damage.

3.1.9.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business model (B9)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recycling main body, there are four main

modes of EVBR, namely: battery producer-based mode, vehicle
manufacturer-based mode, the third-party recycling mode and the in-
dustrial alliance recycling mode. Nevertheless, the technical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EVBR and the absence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consistent demand in the recycling market present obstacles for the
recycling industry in developing a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More
importantly, EVBR involves battery manufacturers, battery transporters,
consumers, vehicle producers, downstream ladder utilization com-
panies, recyclers and battery dismantlers, and there is no relatively
mature business model yet, everything is still being explored (Reinhardt
et al., 2019).

3.1.10. Lack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capability (B10)
Lack of sustained innov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limiting factor for

EVBR. Recycling batteries involves the dismantling, treatment and reuse
of batteries, which needs to be supported by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Wu et al., 2023). However, existing recycling technologies
are still in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face certain challenges,
including high recycling costs, low recycling efficiency, and complex
recycling processes. Business managers need to have sufficient man-
agement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further invest more
money and management into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mproved recycling processes, development of new recycling materials
and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For example, some companies are
exploring innovative models like battery trade-in and leasing to drive
the sustainable advancement of EVBR. These efforts have helped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in EVBR technologies, and
enhance recycling efficiency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3.1.11. Lack of more appropriate incentive policies (B11)
Recently,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 have implemented policies to

incentivize battery recycling, such as offering tax incentives and
providing subsidies to recycling businesses. However, further improve-
ment and refinement of incentive policies are needed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EVBR (Sun et al., 2015). Effective incentive policie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promoting EVBR. For example, mandatory recycling
regulations that requires vehicle owners to recycle their waste batteries
when they replace them, to ensure that the batteries are disposed of
correctly.

3.1.12. Lack of synergy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keholders (B12)
EVBR involves multiple stages and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cluding

battery manufacturers,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recycling companies,
and waste battery processors. As the recycling process may involve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in different segments, it leads to difficulties in
reaching an agreement among all parties, affecting synergy and coop-
eration (Salim et al., 2019). EVBR involves issues such as resource reus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quires unified standards and policy
support. However, there are currently differences in standards and
policies across regions and a lack of unified guidance and norm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stakeholders to synergize and cooperate under a common
framework. Moreover, EVBR involves a complex supply chain and in-
formation flow, but at present, information sharing is relatively poor,
and there is a lack of timely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parties. This information asymmetry makes it difficult for all parti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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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effective decisions, lim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ynergy and
cooperation.

3.1.13. Lack of harmonized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the battery production
industry (B13)

EVBR is also challenged by the lack of harmonized technical stan-
dards. Due to the fast-growing electric vehicle market, different manu-
facturers use different types, sizes and chemistries of batteries, which
lead to inconsistent technical standards in the recycling process. The
lack of harmonized recycling standards may lead to inefficiencies in
recycling, increased cost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absence of
uniform standards, it is also difficult for recyclers to judge the perfor-
mance and lifespan of different brands of battery products, and it also
creates an unfair situation for competition between companies.

3.1.14. Lack of cluster benefits (B14)
Effective waste recycling management requires economies of scale

and clustering benefits (Zhang et al., 2019). By the same token, EVBR
suffers from a lack of cluster benefits. On the one hand, th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for EVBR are not mature enough, resulting in high
recycling costs; on the other hand, owing to the relatively small siz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s market, the number of batteries recycled at present
is small,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orm a large-scale recycling industry
chain. Efficient EVBR relies on economies of scale, and industrial clus-
ters can facilit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se economies. Therefore, until
economies of scale in EVBR are achieved, the absence of cluster benefits
will continue to be a barrier to EVBR.

3.1.15. Insufficient number of formal battery recyclers (B15)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of battery recycling and the need for

specialized equipment and technical support have resulted in a rela-
tively small number of recyclers (Sun et al., 2015). Furthermore, the
number of qualified recyclers is further low due to reasons such as
batteries are dangerous goods, the technical difficulty of recycling and
the relatively low market demand.

3.1.16. Inconvenient dismantling of batteries (B16)
The inconvenience of removing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also poses a

challenge for their recycling (Tripathy et al., 2022).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typically consist of a large amount of battery modules, which
must be disassembled to recycle retired batteries (Harper et al., 2019).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intricate structure of batteries, disassembly is a
challenging task that necessitates specialized equipment and expertise,
which adds to the complexity and cost of the operation.

3.1.17. Lack of effective battery recycling management experience (B17)
Experience in battery recycling management is very useful for EVBR.

However,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experience in the management of
battery recycling (Azadnia et al., 2021), but it is beginning to attract
attention. Effective experience in managing battery recycling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to recycle resources. Because
having rich experience in battery recycling management can help
establish a perfect recycling network and recycling system, it can
maximize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and pro-
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1.18. Lack of support from top management (B18)
A key barriers to EVBR is the lack of support from top management in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Tripathy et al., 2022). Top management
can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and resources, as battery recycling re-
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recycling facilities, the purchase of recycling
equipment,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ll of which
require significant investment. In addition, top management can also
promote 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break down information barriers,
thereby promoting co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mong all
parties and accelerating the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of recycling

technologies.

3.1.19. Costs and benefits (B19)
EVBR involves the process of recovering and treating used batteries,

which includes collection, sorting and remanufacturing. Besides, recy-
cling batteries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recycling
system, including collection, storage, sorting and transport. All these
links require substantial financial support. As the current quantity of
battery recycling is small, it is difficult to creat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refore the issue of the cost and benefits of battery recycling has
become a major barrier that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EVBR towards
a circular economy (Zhou et al., 2007).

3.1.20. Lack of widespread publicity on battery recycling (B20)
Many public currently hav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EVBR and related policie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widesprea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market share of
electric vehicles is still small compared to that of fuel vehicles, and
hence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publicity on EVBR. In addition, the rela-
tively small and dispersed target population may result in less effective
publicity. However, extensive publicity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raise
awareness and raise the importance of battery recycling.

3.2. Study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To achieve the stated research goals, this study uses a hybrid meth-
odology based on ISM and MICMAC. Potential barriers to EVBR were
first identified through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survey and experts
opinion, and then the ISM was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structured self-
interaction matrix (SSIM), and a hierarchical map between the barriers
to battery recycling was constructed (Yadav et al., 2020). Finally,
MICMAC is used to categorize these barriers for further recommenda-
tions, and the framework structure of the methodology herein is given in
Fig. 1.

Step 1.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main barriers to implementing
EVBR,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expert opinion, as
outlined in Section 3.1.
Step 2. Experts ident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rriers
through multiple rounds of discussions and determined the SSIM. In
the SSIM, this paper uses capital letters V, A, X, and O to expr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rrier i and barrier j. The symbols are
expressed with the following meanings: 1) V denotes that barrier j is
affected by barrier i; 2) A denotes that barrier i is affected by barrier j;
3) X indicates that barrier i and barrier j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4) O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effect between barrier i and barrier j.
Step 3. Determine the reachability matrix on the basis of step 2 by
representing the symbols in the SSIM with the numbers 0 and 1. The
rules for assigning numerical values corresponding to each letter are
as follows: 1) In SSIM, if cell (i, j) is represented by the letter V, then
the cell (i, j) is assigned the value 1 and cell (j, i) is assigned the value
0; 2) In SSIM, if cell (i, j) is represented by the letter A, then the cell
(i, j) is assigned the value 0 and cell (j, i) is assigned the value 1; 3) In
SSIM, if cell (i, j) is represented by the letter X, then the cell (i, j) and
cell (j, i) is assigned the value 1; and 4) In SSIM, if cell (i, j) is rep-
resented by the letterO, then the cell (i, j) and cell (j, i) is assigned the
value 0.
Step 4. Level partitions of barriers to EVBR. The reachability sets and
antecedent sets can be used to obtain the level partitions of EVBR
barriers. Then find the intersection sets of the reachability sets of
barrier and antecedent sets of barrier. In ISM, the barrier with the
same reachability sets and the intersection sets is considered to be a
level 1. Barriers in level 1 are then eliminated and the iteration
continues to obtain the second level of barrier classification and so
on until all the barrier classifications are found.
Step 5. Determine the hierarchical directed graph between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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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 Apply the MICMAC method to categorize the EVBR barriers
based on the driver and dependency capability relationships in the
reachability matrix.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is shown in Section 3.4.

3.3. Calculation process of the ISM method

This section describes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of the ISM method and
identifies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VBR barriers and
draws a directed graph of the barriers.

3.3.1. Structured self-interaction matrix
The eight experts evalu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arriers

and applied the symbols V, A, X, and O to construct the adjacency ma-
trix, i.e. SSIM, according to the introduction in step 2, and the results are
given in Table 1. The assessment team meets as a group to identify
specific goals for consensus to ensure that everyone is work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expert team then discusses and debates in a
conference-style manner, sharing ideas, making suggestions, and
communicating different opinions; and ultimately, the expert team is
required to vote on the assessment to determine the outcome of the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inority rule.

3.3.2. Reachability matrix
The symbols in Table 1 are used to build the initial input adjacency

matrix A according to the assignment rule in Step 3, as shown in Table 2.
Based on the initial adjacency matrix A in Table 2, the initial reachable
matrix IR is obtained by adding it to the unit matrix I, i.e. IR = A+ I, and
then the Boolean algebra rules are used to multiply the matrix IR until
two matrices of neighbouring idempotents are equal, and the matrix
with the lowest idempotent among the equal matrices is the reachability
matrix. The final reachability FR matrix is derived by calculating the
initial reachable matrix, i.e. FR = IRn = IRn+1, as shown in Table 3.
Besides, driving power (DRP) and dependence power (DEP) were

Fig. 1. Study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adopted in this paper.

Table 1
Structured self-interaction matrix for EVBR barriers.

B20 B19 B18 B17 B16 B15 B14 B13 B12 B11 B10 B9 B8 B7 B6 B5 B4 B3 B2

B1 O V A O O O O O O A V V O V O O O X O
B2 O V A O O O V O V O O V O O V V O A
B3 X O O O O O O O O O O V O O O O O
B4 O V O O X O O A O O O O O A A O
B5 O X O O O A O O O A O X V O O
B6 O V A O V V O A O A A V O X
B7 O V A O O O O A O A A V O
B8 A O O O O O O O O O O V
B9 O V O O O O O O X O A
B10 O V A A O O O O O O
B11 O V V V O V V V V
B12 O V A A O A X O
B13 O O O O V O O
B14 O V O A O O
B15 A O O O O
B16 O V O O
B17 O V X
B18 O V
B1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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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d for each barrier in Table 3. The sum of rows for each barrier is
DRP, while the sum of columns is DEP.

3.3.3. Level partitions of barriers
According to step 4, the final level partitions of EVBR barriers ob-

tained are shown in Table 4.

3.3.4. Hierarchical directed graph
After obtaining a hierarchical level of the EVBR barriers, a directed

graph can be used to represent the structure of these barriers, as shown
in Fig. 2. The hierarchy of EVBR barriers consists of seven levels, and
there is an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barriers. The top level con-
tains seven barriers, which are lack of efficient collection channels for
waste batteries (B5), lack of transparent price mechanism for waste
battery recycling (B8),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business model
(B9), lack of synergy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keholders (B12), lack of
cluster benefits (B14), and costs and benefits (B19). These barriers a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ed by other barriers. In the ISM hierarchy
diagram, the levels downwards represent the causes of the previous
level. In this paper, the lowest level barrier is lack of more appropriate

incentive policies (B11).

3.4. Classification of barriers by using MICMAC method

The EVBR barriers were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he DEP and DRP
values for each barrier in Table 2, as shown in Fig. 3. Twenty barrier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however, none of the barriers were
autonomous barriers. The second quadrant is the dependent barriers,
indicating that the barriers have a high dependency force and a low
drive. The third quadrant is the linkage barriers, indicating barriers have
a high dependency force and a high drive. The fourth quadrant is the
driver barriers, indicating barriers have a low dependency force and a
high drive. The categorization results in Fig. 3 are important for practice
as stakeholders can be better guided to develop sound measures based
on the drivers and dependencies of these barriers.

4. Discussion

This section discusses the description of results, comparison with
other method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managerial and practical

Table 2
Initial adjacency matrix for EVBR barriers.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1 0 0 1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B2 0 0 0 0 1 1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1 0
B3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B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B5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B6 0 0 0 1 0 0 1 0 1 0 0 0 0 0 1 1 0 0 1 0
B7 0 0 0 1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B8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B9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B1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B11 1 0 0 0 1 1 1 0 0 0 0 1 1 1 1 0 1 1 1 0
B12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B13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B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B15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B16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B17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1 0 0 0 1 1 0
B18 1 1 0 0 1 1 0 0 0 1 0 1 0 0 0 0 1 0 1 0
B19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2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Table 3
Final reachability matrix for EVBR barriers.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DRP

B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1* 1* 1* 0 0 1 1* 16
B2 0 1 0 1* 1 1 1* 1* 1 0 0 1 0 1* 1* 1* 0 0 1 0 12
B3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1* 1* 1* 0 0 1* 1 16
B4 0 0 0 1 1* 0 0 1* 1* 0 0 1* 0 1* 0 1 0 0 1 0 8
B5 0 0 0 0 1 0 0 1 1 0 0 1* 0 1* 0 0 0 0 1 0 6
B6 0 0 0 1 1* 1 1 1* 1 0 0 1* 0 1* 1 1 0 0 1 0 11
B7 0 0 0 1 1* 1 1 1* 1 0 0 1* 0 1* 1* 1* 0 0 1 0 11
B8 0 0 0 0 1* 0 0 1 1 0 0 1* 0 1* 0 0 0 0 1* 0 6
B9 0 0 0 0 1 0 0 1* 1 0 0 1 0 1* 0 0 0 0 1 0 6
B10 0 0 0 1* 1* 1 1 1* 1 1 0 1* 0 1* 1* 1* 0 0 1 0 12
B1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0
B12 0 0 0 0 1* 0 0 1* 1 0 0 1 0 1 0 0 0 0 1 0 6
B13 0 0 0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0 0 1* 0 12
B14 0 0 0 0 1* 0 0 1* 1* 0 0 1 0 1 0 0 0 0 1 0 6
B15 0 0 0 0 1 0 0 1* 1* 0 0 1 0 1* 1 0 0 0 1* 0 7
B16 0 0 0 1 1* 0 0 1* 1* 0 0 1* 0 1* 0 1 0 0 1 0 8
B17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1 1* 1* 1 1 1 1* 18
B18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1* 1* 1* 1 1 1 1* 18
B19 0 0 0 0 1 0 0 1* 1* 0 0 1* 0 1* 0 0 0 0 1 0 6
B20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1* 1 1* 0 0 1* 1 16
DEP 6 7 6 13 20 11 11 20 20 7 1 20 2 20 12 13 3 3 20 6

Note: * represents the transitive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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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s, and measures to overcome the barriers.

4.1. Description of results

As shown in Fig. 2 and Table 4, barrier B11 (lack of more appropriate
incentive policies) is at the bottom of the EVBR barriers, which is a
strong confirmation that policies are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pro-
moting battery recycling. Thu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EVBR policy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rrier B11 has an
impact on barriers B17 (lack of effective battery recycling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B18 (lack of support from top management), for

example, incentive policies can help top management to further realiz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to recycle batteries, and then
push top management to invest more resou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attery recycling technology, recycling standards and recycling system.
Barrier B18 has a direct impact on barrier B1 (lack of regulatory pressure
from government and society), because if the top managers of the gov-
ernment and companies are strongly supportive of the battery recycling
business, then the government is likely to be supportive of the regulation
of the battery recycling business and companies will be interested in
further regulating the battery recycling business. Furthermore, barrier
B3 (lack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affects barrier B2
(lack of pressure from the market and demand), and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the public also has a major impact on EVBR, as the envi-
ronmentally aware public tends to recycle batteries through a formal
channels, which increases the battery recycling rate.

Barriers B6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technology) and B7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standards) have a high dependency
and driving force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 other barriers, while other
barriers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 barriers B6 and B7. This is because the
difficulty of dismantling batteries can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safety of dismantling improved by having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technology and recycling standards. Batteries are a hazardous material
that can explode or burn if they are not dismantled properly, and
companies are usually required to make a more economic investment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a hazard.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et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technologies and standards.

As shown in Fig. 3, there are no barriers in the first quadrant with
weak dependencies and weak drivers, which further confirms that the
barrier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system and a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ithin the first level of barriers in Fig. 2, deci-
sion makers need to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barriers B5 (lack of
efficient collection channels for waste batteries), B8 (lack of transparent
price mechanism for waste battery recycling), B9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business model), B12 (lack of synergy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keholders), B14 (lack of cluster benefits) and B19 (costs and benefits).

Table 4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of EVBR barriers.

Levels Barriers to EVBR

Frist level Lack of efficient collection channels for waste batteries (B5)
Lack of transparent price mechanism for waste battery recycling (B8)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business model (B9)
Lack of synergy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keholders (B12)
Lack of cluster benefits (B14)
Costs and benefits (B19)

Second level Safety issues during storage and disassembly of batteries (B4)
Insufficient number of formal battery recyclers (B15)
Inconvenient dismantling of batteries (B16)

Third level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technology (B6)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standards (B7)

Fourth level Lack of pressure from the market and demand (B2)
Lack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capability (B10)
Lack of harmonized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the battery production
industry (B13)

Fifth level Lack of regulatory pressure from government and society (B1)
Lack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B3)
Lack of widespread publicity on battery recycling (B20)

Sixth level Lack of effective battery recycling management experience (B17)
Lack of support from top management (B18)

Seventh
level

Lack of more appropriate incentive policies (B11)

Fig. 2. Hierarchical directed graph of EVBR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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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 barriers in the fourth quadrant of Fig. 3, such as B1, B2,
B3, B10, B11, B13, B17, B18 and B20, are considered to be critical
barriers to the achiev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VBR, as they
have a strong driving force that can effectively influence other barriers
and therefore require special attention from various stakeholders.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model
for identifying potential barriers to EVBR, and although the methodol-
ogy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has been applied to other fields, there is little
literature that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barriers to EVBR from
multiple stakeholder subjects. For example, Sasikumar and Haq (2010)
examined the barriers to battery recycling in the reverse supply chain.
They identified ten potential barriers to battery recycling in reverse
logistics from an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perspective, of which
the lack of political will barrier is similar to the lack of more appropriate
incentive policies (B11) barrier mentioned in this paper, and they also
identified lack of political will is a key barrier affecting battery recy-
cling,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nd other
barriers also share similarities with the barriers mentioned in this paper,
such a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costs and benefits (B19); lack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lack of widespread publicity on battery
recycling (B20); lack of knowledge and lack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B3).

4.2. Comparison with other methods

Biswas and Gupta (2019) applied the DEMATEL methodology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rrier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Raj et al. (2008) applied the ISM methodology to
identify barrier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
tems and identified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arriers. Kamble
et al. (2018) and Dixit and Kumar (2024) employed ISM and MICMAC
methodologie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barrier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y 4.0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Kazancoglu et al. (2024)
explored barriers to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identified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rriers using ISM and MICMAC techniques. Most
of this literature has been studied using the ISM approach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that the ISM approach has: 1) the ISM approach is

interpretive due to the use of group opinions to determine the correla-
tion between different barriers; 2) the ISM approach is relational as well
as structural, allowing for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o be obtained from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s; 3) the ISM is a modelling approach
that allows for the graphical visual presen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arious elements, which makes it easy to understand and
communicate; and 4) the ISM approa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system and analys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arious elements, which help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key elements. Furthermore, the MICMAC technique is used to identify
factors of high influence within the system and to conduct comprehen-
sive assessments and analyses. It is able to identify high-impact factors
within the system, help identify key factors and carry out effectiv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Hence, the ISM and MICMAC techniques
used in this paper to identify potential barriers to EVBR can provide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es that can help guide
practical operations and decision-making.

4.3.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Circular economy is an economic model focused on resource recy-
cling that achieves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reducing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waste generation; and EVBR is the collection,
reuse or reprocessing of used batteries to achieve resource recycling.
However, there are barriers to EVBR and this work is the first to study
the barriers to EVBR and use ISM and MICMAC methods to analyz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rriers, thu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EVBR
regarding barrier analysis and adds to the literature on barrier analysis.
This paper further clarifies the barriers to EVBR and paves the wa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arge-scale battery recycling, thus making this paper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ture promoting EVBR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a circular economy.

Many scholars have applied the theory of ISM and MICMAC methods
for barrier analysis, and this literature confirms the effectiveness and
scientific validity of ISM and MICMAC methods for barrier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show that overcoming barriers B1, B2, B3, B10, B11,
B13, B17, B18 and B20 can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EVBR, and this study confirms the scientific validity of the ISM and
MICMAC methodologies in terms of portraying hierarchical and influ-
en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rriers. Furthermore, before this paper,
Tripathy et al. (2022) was one of the few contributions that discuss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EVBR at th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s; and Tripathy et al. (2023) discussed the key
drivers of lithium battery recycling for electric vehicle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and dimensions. However their
study focuses more on the factors that drive EVBR, and we explore the
barriers to EVBR that have been discussed more broadly. As a result, this
paper provides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barriers to the implementa-
tion of EVBR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Azadnia et al. (2021) identified eight barrier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verse logistics for electric vehicles lithium batteries in from a
manufacturer’s perspective, which are important for EVBR, however,
due to the large number of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EVBR, some po-
tential barriers were not identified. In this paper, twenty barriers to
EVBR have been identified through extensive expert discussions and
literature revie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arrier B11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EVBR, whereas Azadnia et al. (2021) identified market and
social barriers, which directly affect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reverse logistics of lithium batteries, whereas the study
in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lack of more appropriate incentive policies as
a key barrier affecting EVBR. This is because the policy on EVB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rket.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demand can be promoted by the formulation of an
EVBR policy by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can provide economic in-
centives, such as subsidies and tax breaks, to attract compan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VBR business.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establish a

Fig. 3. MICMAC analysis for EVBR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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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EVBR industry chain by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and syn-
ergistic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vehicle manufacturers, battery pro-
ducers, recycling enterprises and reprocessing enterprises. This will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 sharing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refore, the EVBR policy can guid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4.4. Measures to overcome the barriers

Given the complexity and significance of EVBR, 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more effec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Overcoming these bar-
riers necessitates collaborative efforts from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academia.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t of measures from three
distinct perspectives –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academia – to over-
come these barriers.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the first is to formulate clear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standardize the process and criteria for recycling used
batteries. On this basis,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and economic in-
centives to further encourage electric vehicle manufacturers and recy-
cling compani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battery recycling. In addition,
setting up a dedicated fund or subsidy scheme to suppor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ecycling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upgrading is
an incentive measur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guide and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recycling system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battery recycling enterprises and related
industrial chains. More importantl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als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enforcement to ensure that battery re-
cyclers comply with regulations and perform their social re-
sponsibilities. I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that training and education
provided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enhanced publicity and
awareness can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aste battery
recycling industry.

At the industry level, battery recyclers and manufacturers have
increased their investment in setting up specialized EVBR management
teams and providing training and guidance to improve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skills. Enterprises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D of
EVBR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EVBR through
improved recycling methods and equipment, 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enterprise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awarenes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take EVBR as part of thei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a
closed-loop battery recycling chain.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s and improve the R&D and
application level of battery recycling technology, but also enhanc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afety protection during the battery
recycling process, and formulate strict battery recycling standards and
control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safety
hazards during the recycling process ar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In
addition, enterprises can also consider providing consumers with in-
centives for recycling batteries, such as recycling points and coupons, to
mobilize consumers to participate in battery recycling. More impor-
tantly, enterprises should establish convenient battery recycling chan-
nels, such as through e-commerce platforms, electric vehicle
manufacturers and other channels, to facilitate consumers to send back
or send out used batteries.

At the academic level, academics should, on the one hand, devote
themselves to researching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to reduce the cost
of recycling, such as improving the recycling process,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recycling, and lowering the cost of recycling equipment; on
the other hand, improving the reuse rate of batteries after recycling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academics’ attention. Meanwhile, re-
searchers should continue to explore how to extend the battery life by
improving the battery design, and how to use the recycled materials in
the manufacture of new batteries to achieve a higher recycling rate. In
addition, academia should join forces with industry in a concerted effort

to find safer and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high-temperature pro-
cessing technologies to reduce potential contamination. Another
important research is that academics should explore the promotion of
IoT, big data and other technologies in battery recycling to achiev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The results of academic
research are important for overcoming barriers to EVBR and are ex-
pected to provide more feasible and sustainable solutions for the EVBR
industry in the future.

4.5. Manageri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Barrier B11 (lack of more appropriate incentive policies) is crucial
for EVBR to move towards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as it will
have a long term profound impact on the other barriers. To overcome
this barri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policies and regu-
lations. For example, 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courages the recy-
cling and utiliz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by proposing a series of
supportive policies, such as financial support, tax incentives and subsidy
policies, aim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VBR; 2) China has
implemented a battery recycling responsibility system, which requires
electric vehicle manufacturers to use recyclable batteries that comply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 vehicles put on
the market, and at the same time assume the battery recycling and
disposal responsibilities; and 3) China encourag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battery recycling network to achieve full coverage of the battery recy-
cling system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recycling stations, recycling
networks and recycling channels, etc.,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feasibility of battery recycling. The enactment of these policies has
largely facilitated EVBR, however, as the market develops, more effec-
tive policies need to be developed to further realize economies of scale in
battery recycling.

In practice,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barriers B17 and B18, as lack of
effective battery recycling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lack of support
from top management ma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VBR in terms
of funding, policy, technology, markets and other aspects, limiting its
scale-up and efficiency. For example, top management is often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fund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out top
management support, EVBR may face insufficient funding, leading to
limit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recycling systems. Lack
of top management support may not only lead to a lack of development
and enforcement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us reducing
support and regulation of EVBR, but also to a lack of professional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guidance, making the scale and efficiency of
EVBR limited. Furthermore, top management is usually closely associ-
ated with marketing and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Lack of top man-
agement support may lead to lack of marketing and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limiting the popularity and promotion of EVBR in the
market. He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op management support and pro-
fessional management experience should be focused on in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VBR.

5. Conclusi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barriers to EVBR from a stakeholder
perspective, identifies twenty major barriers affecting battery recycling,
and classifies these barriers into seven levels of structural modelling
using the ISM methodology, thus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recycling of electric vehicles
batteries, and revealing the root causes and key influences that lead to
the recycling barriers. In addition, by applying the MICMAC analysis
method, the twenty identified barriers to EVBR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dependency barriers, linkage barriers and driving
barriers. More importantly, this paper provides measures for govern-
ments, enterprises and academics to overcome EVBR barriers, imple-
ment responsible EVBR management, and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ic vehicles industry while promoting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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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spite some progress in EVBR
management,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compared to the re-
quirements of a circular economy. In addition, overcoming EVBR bar-
riers requires more efforts from all parties as they are interconnected.

While this paper has uncovered key findings on barriers to EVBR,
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ation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Firstly,
although the ISM approach effectively illustrates the connections be-
tween EVBR barriers, the absence of quantitative impact relationships
may restrict the depth of analysis in this paper. Therefore, exploring
alternative methods to quantify these relationships in future studies
would be particularly valuable. Secondly, as recycling technologies,
channels, and standards continue to advance, the barriers to EVBR may
evolve over time. This suggests that the barriers to EVBR could vary
across different time periods, underscoring the need to update this 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Thirdly, the study data relied on subjective judg-
ments from experts in diverse fields. Considering the weighting factors
assigned to these experts in future studies could enhance the validation
of results. Moreover, conducting empirical studies to delve into the
primary barriers to EVBR may offer a more engaging avenue fo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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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With the increasing global presence of Chinese firms, the number of Chinese expatriates has increased. 
Concurrently, academic interest in identifying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atriates and 
host country nationals (HCNs) has grown. Howeve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HCN subcategori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fferentiated Chinese expatri
ate–HCN interactions and potential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 practices on 
this dynamic. We conducted a single case study and collected data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33 
Chinese expatriates.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Chinese expatriates interacted differently with different HCN 
subcategories. Specifically,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HCN employees (customers) were need-oriented (utilitarian- 
oriented).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had a double-edged effect on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process. Overall, 
this study offers a nuanced and highly contextualiz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expatriate–HCN in
teractions and role of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in facilitating this process.

1. Introduction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progressed, numer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expatriate assignments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Ado, Wanjiru, & Su, 2021). These studie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expatriates originating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Gonzalez-Loureiro, 
Kiessling, & Dabic, 2015; He, An, & Berry, 2019; Nadeem & Mumtaz, 
2018). However, less is known about the experiences of expatriat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mainland China, despite being an eco
nomic superpower with unprecedented interac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Fang & Faure, 2011; Kozhakhmet & Nurgabdeshov, 2022; 
Zhong, Zhu, & Zhang, 2015), and being increasingly active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Yao, 2014; He et al., 2019). Under China’s 
“going out” and “The Belt and Road” policies, Chinese investors have 
established many enterprises worldwide via FDI. With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ese MNEs (CMN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managers are working abroad as expatriates (Lin, Li, & Roelfsema, 2018; 
Nadeem & Mumtaz, 2018; Panda, Pradhan, & Singh, 2022).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culture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expatriates’ 
adjustment in foreign countries; thus, it is worthwhil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of Chinese expatriates (He et al., 2019; 

Jannesari & Sullivan, 2022).
Cross-border interactions are not isolated but are situated within 

cultural contexts that influence social interactions, which are crucial for 
expatriate adjustment (Morrison, Chen, & Salgado, 2004). 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country of origin, significantly affect adjustment 
outcomes (Waxin, 2004). Previous research on Western expatriates may 
not generalize to other cultural contexts, as management practices are 
culturally contingent (Kim & Slocum, 2008; Hofstede, 2007). Specif
ically, the literature on Western expatriates is not directly applicable to 
Chinese expatriates due to the unique cultural emphasis on guanxi, or 
interpersonal networks, which is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Chinese 
collectivism (Guo, Rammal, Benson, Zhu, & Dowling, 2018; He et al., 
2019). This cultural dimension distinctly influences the Chinese work
place, setting it apart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work and social 
dynamics (Chuang, Hsu, Wang, & Judge, 2015). Furthermore, commu
nication barriers, particularly between expatriates and host country 
nationals (HCNs) significantly impact relationship quality (Van Bakel, 
van Oudenhoven, & Gerritsen, 2015; Fee, Heizmann, & Gray, 2017; 
Shen & Kram, 2011). The communication styles of people in most 
Western countr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low-context cultures empha
sizing explicit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 communication styl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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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eople are characterized by high-context cultures emphasizing 
implicit communication, as suggested by Hall (1976). Hence, deci
phering implied meanings or engaging in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holds significant esteem within Chinese cultural norms (Fang & Faure, 
2011).

Expatriates, as a special category of newcomers, are typically so
cialized through interpersonal and group-based interactions (Batistič & 
Kaše, 2022), which help them acquire information and learn the ropes 
(Jokisaari & Vuori, 2018). HCNs are a specific and important source of 
interact that offer a scope for cultural learning and flow of resources for 
expatriates, such as social support (Kang & Shen, 2018; Osman-Gani & 
Rockstuhl, 2008; Toh et al., 2012),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atriate success (Johnson, Kristof-Brown, Van Vianen, De Pater, & 
Klein, 2003). Indeed,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scholars are increas
ingly interested in identify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atriates and HCNs (e.g., Arman & Aycan, 2013; Bruning, 
Sonpar, & Wang, 2012; Toh & DeNisi, 2007; Toh & Srinivas, 2012; Van 
Bakel, 2019; Varma, Budhwar, & Pichler, 2011).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primarily concentrated on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factors, such 
as personality (Caligiuri, 2000; Johnson et al., 2003) and social cate
gorization (Arman & Aycan, 2013; Varma et al., 2011), to understand 
the determinants of HCNs’ willingness to assist expatriates. However, 
there is a paucity of research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expatriat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wards HCNs (Van Bakel, Gerritsen, & Van 
Oudenhoven, 2014; Van Bakel, 2019).

Additionally, the nature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expatriates and 
HCNs has been underexplored (Guo, Rammal, & Pereira, 2021; Mahajan 
& Toh, 2014; Takeuchi, 2010), and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these 
interactions vary among different subcategories of HCNs and how they 
relate to expatriate adjustment. I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HCNs within 
MNEs, Michailova, Fee, and DeNisi (2023) revealed that few studies 
have explicitly addressed or even acknowledged the differences among 
HCNs. Given that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are context-dependent, 
expatriates’ behaviors are expected to differ based on situational con
texts (Ward, 2008). To obt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expa
triate–HCN interactions, a broader and more diverse range of HCNs need 
to be examined (Michailova et al., 2023). Thus, uncovering the differ
ences between HCNs and what these differences might mean for the 
expatriates who interact with them are important research questions.

Moreover, the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at predict HCNs’ willingness 
to help expatriates have been largely neglected (Shen, Kang, & Dowling, 
2018), as have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at shape expatriat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wards HCNs. This gap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rganization-assigned expa
triates (OEs) receive considerable support from their parent company 
when joining an overseas subsidiary, such as relocation services or local 
housing (Guo et al., 2021). In particular, CMNEs’ expatriation man
agement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grated monetary and spiritual 
incentives (i.e., ways of satisfying people’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through non-material or non-financial means to stimulate good 
behavior), centralized control, and collective support (Rui, Zhang, & 
Shipman, 2016). The organization’s HRM practices and work culture 
may influence OEs’ interactions with HCNs (Mahajan & Toh, 2014). 
Recen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expatriate bubble” or “simulated 
home” model, developed by CMNEs, mimics the home country’s layout 
and cultural elements. This approach effectively reconstructs the work, 
living, an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expatriates, 
thereby addressing their adjustment challenges and influencing the in
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HCNs (He et al., 2019; 
Huang, Liu, Zhao, He, & Ding, 2022).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e of HRM 
practices on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is crucial, as understanding 
this can help MNEs develop and implement more effective HRM prac
tices to enhance expatriate success.

This study partially addresses this need by meticulously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different HCN sub
categories, and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HRM practices on this 

dynamic. HCNs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ubcategories. We only 
focus on the locals with whom expatriates come into contact because of 
their work activities: local colleagues and customers. Meanwhile, our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are three-fold. First, this study extends our 
knowledge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by utilizing an under-researched 
sample of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providing detailed explanations of 
the rarely studied but inspiring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Second, it ex
amines the under-researched yet import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
nese expatriates and different HCN subcategories, thus providing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why and how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are 
context specific. Third, it considers how the parent company’s HRM 
practices influence Chinese expatriates’ differentiated interactions with 
HCNs. Interestingly, we discover that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can 
inadvertently play a detrimental role. Despite the intention to foster 
interactions, certain HRM practices may undermine expatriates’ in
clinations to engage, thereby diminishing the frequency of their in
teractions with HCNs.

2. Literature review

2.1. The dynamic nature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Expatriates are generally senior managers or professionals hired by 
an MNE’s headquarters in their home country and assigned to perform 
tasks in overseas subsidiaries for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He et al., 
2019; Vlajčić, Caputo, Marzi, & Dabić, 2019). Black and colleagues had 
conceptualized adjustment as the degree of perceived psychological 
comfort with the new environment or specific facets of one’s life abroad 
(Black & Stephens, 1989; Black, Mendenhall, & Oddou, 1991)—that is, 
exclusively in term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Black et al. (1991) devel
oped their “comprehensive model of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however, 
they left the nature of the adjustment largely unexplored other than 
establishing adjustment as having three facets—that is, general, work, 
and interaction adjustment. Black et al.’s (1991) seminal paper and 
subsequent studies have certainly advanced our knowledge. However, 
only replicating studies which incorporate factors that are statistically 
derived rather than theoretically grounded limit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research area (Hippler, 2000; Stahl & Caligiuri, 2005; Thomas & 
Lazarova, 2006).

Haslberger, Brewster, and Hippler (2013) positioned expatriate 
adjustment within the wider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extended the 
concept of adjustment beyond the “degree of perceived psychological 
comfort”, and focused on the structure of adjustment. Adjustment is 
viewed as a three-dimensional person-environment (P-E) relationship 
involving cognition, emotions, and behaviors. Each dimension is 
assessed against standards of adequacy, which are partly set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partly set internally by the expatriates. The 
P-E relationship indicates that adjustment involves balancing external 
(demands) and internal (needs), with the environment dictating the 
external standards, as highlighted by Takeuchi (2010), and the expa
triate setting the internal standards (for more details, see Haslberger 
et al., 2013). By integrating these elements, one can develop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P-E relationship model offers a valid and insightful approach for un
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 Ex
patriates engage in complex interactions with various facets of their 
environment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Thus, 
this study employs Haslberger et al.’s (2013) ideas to explore expatriate 
experiences during interactions with HCNs. A clearer elucidation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is crucial to 
assist expatriates in navigating their experiences and identifying effec
tive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ir adjustment. By investigating the in
teractions of Chinese expatriates with local colleagues and customers in 
both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contexts, this study can offer valuable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is context.

The nature of the P-E relationship is inherently dynam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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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al (Haslberger et al., 2013). Expatriates may be more inclined 
to meet external standards (such as environmental demands) in certain 
domains (e.g., workplace activities) compared to others (e.g., beliefs and 
norms), where strongly held values might prompt a deliberate choice 
not to adjust. Any on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n adjustment inevitably 
overlooks nuanced aspects. Expatriates are not merely adjusted or un
adjusted to their new environment. Instead, expatriates vary in their 
understanding,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interactions with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any P-E interaction include the 
individual,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in which the 
interaction takes place, necessitating adaptive behavior. Additionally, 
acculturation research calls on scholar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 
process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Expatriates’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can be assessed through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to both their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Berry, 1980). These strategies are based on the inter
section of two basic issues that all acculturating individuals must 
address (Berry, 1980): maintaining their group’s culture and identifying 
with their home country; and engaging in daily interactions with HCNs 
(Berry & Hou, 2016). The generally positive or negative orientations 
towards these issues intersect to define four ways of acculturating: 
“assimilation,” whereby expatriates have an exclusive link with the 
foreign culture. “Integration” involves a strong link with both groups 
and maintain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through dual 
engagement. “Marginalization” occurs if expatriates link with neither 
group. “Separation” occurs if expatriates have an exclusive link with 
their home group (Berry & Hou, 2016).

While Berry (1980) clearly describes the state of each strategy, how 
individuals arrive at these states or whether they always have a single 
choice in a given situation, or whether they change over time or by 
situation remains unclear (Ward, 2008). Sam and Berry (2010) argue 
that the four strategies are dynamic and not necessarily final outcomes, 
as they can vary with situational factors. They suggest that altern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resistance, and the creation of innovative cohabita
tion methods, are available to counteract homogenizing effects and 
adapt to change. These outcomes necessitate further investigation. 
Haslberger et al. (2013) also emphasize the need for research to 
encompass the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al components of 
adjustment to more accurately capture the expatriate experienc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is 
crucial for expatriates to better manage their experiences. In response to 
these research gap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
nese expatriates (internal) and HCNs (external) across various contexts 
to elucidate the nuanced dynamics of their interactions.

2.2.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For many MNEs, appointing expatriate manager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tegrate foreign subsidiaries into their operational networks, 
implement global strategies, and compete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He 
et al., 2019; Guo et al., 2018). Thus, expatriates must cope with work
place differences brought by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Horak & Paik, 
2023; Wang, Vu, Freeman, & Donohue, 2022), and face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Ren, Shaffer, Harrison, Fu, 
& Fodchuk, 2014). Expatriates frequently encounter challenges in host 
countries due to their unfamiliarity with local business customs and 
norms, as well as a lack of robust networks within the host country’s 
business community (Fang, Samnani, Novicevic, & Bing, 2013; Wang 
et al., 2022). These factors can lead to inefficiencie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ir operations (Caligiuri & Bonache, 2015).

Given the substantial costs associated with expatriation, the success 
of expatriate assignments is crucial for organizations (Fu, Hsu, Shaffer, 
& Ren, 2017). Consequently, numerous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determinants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Bhaskar-Shrinivas et al., 2005; 
Han, Sears, Darr, & Wang, 2022).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is 
impeded by communication barriers that extend beyond linguistic 

differences (Li, Zhao, & Han, 2020). Positive interactions with HCNs are 
essential for expatriate adjustment, with some researchers considering 
them to be pivotal in the adjustment process (Kubovcikova & van Bakel, 
2022; Silbiger, Barnes, Berger, & Renwick, 2021). HCNs can act as so
cializing agents and provide assistance, social support, and friendships 
to expatriates in foreign subsidiaries (Kang & Shen, 2018; Toh et al., 
2012). HCNs can play an important liaison role by acting as effective 
conduits of knowledge between expatriates, and various parties within 
and across foreign subsidiary boundaries in host countries (Vance et al., 
2009; Vance et al., 2014). HCNs also play a pivotal role within MNEs’ 
foreign subsidiaries in competing in and responding to local markets 
(Harzing, 2001), and improving subsidiary performance (Law et al., 
2009). Indeed, expatriates learn the norms and rules of their roles pri
marily through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coworkers, supervisors, and 
customers (Farh, Bartol, Shapiro, & Shin, 2010; Liu, 2021; Song, Varma, 
& Zhang, 2021). Thus, fostering relationships with HCNs is helpful for 
expatriates to integrate into new environments (Mendenhall & Oddou, 
1985; Wang, Feng, Freeman, Fan, & Zhu, 2014) and host units (Varma, 
Pichler, Budhwar, & Kupferer, 2012).

HCNs clearly play a crucial role in expatriate adjustment. Indeed, 
scholars are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identifying the factors that in
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atriates and HCNs (e.g., Arman & 
Aycan, 2013; Toh & DeNisi, 2007; Toh & Srinivas, 2012; Van Bakel, 
2019; Varma et al., 2011). Nevertheless, understanding how expatriates 
interact with different HCN subcategories remains under-explored 
(Michailova et al., 2023; Takeuchi, 2010; Van Bakel, 2019). With 
some exceptions (e.g., Olsen & Martins, 2009; Farh et al., 2010; Toh 
et al., 2012), these studies tend to focus on how expatriates seek infor
mation or advice from HCN coworkers, and the association of these 
behaviors with expatriate adjustment.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expatriates may have a broader network of interactions that extends 
beyond interactions HCN coworkers. This network includes regular 
engagement with HCN customers, for example. Research by Bruning 
et al. (2012) has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business partners and has highlighte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ties can lead to different adjustment outcomes. Their distinction be
tween ties with friends and colleagues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 tendency in studies to overlook the diversity 
within the HCN group.

Michailova et al. (2023) reviewed research on HCNs in MNEs over 
five decades, and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future research to seriously 
address HCN differenc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xpatriates. How
ever,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has examined how expatriates interact 
with the different HCN subcategories. Notably, due to the different roles 
that local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play in the assignment, expatriates 
will clearly have different expectations and requirements from them, 
and may adopt different strategies when they come into contact with 
different HCNs. Moreover, although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nteractions 
with HCNs are critical to expatriate adjustmen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process. Thu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exploring how expatriates interact with different HCN subcategories 
from a dynamic process perspective.

2.3. Expatriate adjustment in Chinese MNEs

Expatriate management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s on MNE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explor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ir expatriate 
workforce and global staffing policies (Ado et al., 2021; 
Gonzalez-Loureiro et al., 2015; Hack-Polay & Mahmoud, 2021; Harvey, 
Speier, & Novecevic, 2001). The term “expatriate” often implies a racial 
bia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whiteness”, which is perceived as 
invisible compared to other racial groups (e.g., Hof, 2021; Richardson, 
2022). The literature on expatriate adju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limita
tion in the generalizability, particularly when findings from Western 
expatriates are applied to culturally diverse populations (Kim & Slocum, 
2008; Liu, Sekiguchi, Qin, & Shen, 2024). Research o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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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triates is notably scarce compared to the extensive work on White 
expatriates (Gao, Liu, & Zou, 2013),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under
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capital utilization across Eastern 
and Western contexts (Bruning et al., 2012; He et al., 2019). Hofstede 
(2007) underscores the complexity of culturally specific management 
frameworks, suggesting that Western-centric literature may not be 
entirely applicable to Chinese expatriates. The unique cultural concept 
of guanxi further distinguishes Chinese social and professional in
teractions from those of other cultures (Nadeem & Mumtaz, 2018; 
Chuang et al., 2015), underscoring the imperative for effective HRM to 
comprehend the cultural context.

Social affect and cognition are more intertwined in Chinese than in 
American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Chua, Morris, & Ingram, 2009). 
Chinese culture prioritizes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s, as 
opposed to the Western focus on individualism and personal gain 
(Chuang et al., 2015). This is large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onfu
cianism, which promotes collective values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Hofstede, 2001). Collectivist societies, such as China, rely on long-term, 
in- depth relationships where subtle cues are crucial for communication 
(Thomas, Au, & Ravlin, 2003). In contrast, Western individualism is 
characterized by low-context communication and personal interests 
(Fang & Faure, 2011). Research by Gao and colleagues (1996; 1998; 
Triandis, 1994) has identified fiv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mplicitness (hanxu), listening-centerednes (tinghua), 
politeness (keqi), insider communication (zijiren), and 
face-consciousness (mianzi).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well-documented 
in the Chinese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literature (Blackman, 1996; 
Fang, 2006; Faure, 1999; McGregor, 2005). The profou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exploring the adjustment of expatriates within CMNEs.

Previous research on Chinese expatriates, while valuable, has pri
marily focused on specific groups, such as those from Hong Kong 
work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lmer & Shiu, 1999; Selmer, 
Ebrahimi, & Li, 2000a; Selmer, Ebrahimi, & Li, 2000b), or on “overseas 
Chinese” more broadly (Selmer, 2002). However, these studies often 
overlook the diversity among Chinese expatriates. Despite a shared 
ethnic origin, mainland Chinese expatriates differ from overseas Chinese 
due to their unique backgrounds, which can affect their adjustment, as 
seen in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cultural and ethnic ties (Richardson & 
Ng, 2021). There remains a significant research gap concerning main
land CMNEs’ expatriates (Zhu, De Cieri, Fan, & Zhang, 2014; He et al., 
2019; Liu et al., 2024), which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In addition, HRM practices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According to Mahajan and Toh (2014),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the dynamic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in MNEs. Under
standing these contextual factors is crucial for organizations to develop 
effective HRM practices that enhance expatriate programs. Expatriates 
encounter numerous challenges in unfamiliar cultural settings (He et al., 
2019), and require substantial support during their adjustment (Farh 
et al., 2010). Organizational support can mitigate job uncertainty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Hippler, Caligiuri, & Johnson, 2014) and foster 
trust in the workplace (Hutchings, French, & Hatcher, 2008). Without 
such support, expatriates may struggle to feel connected to the organi
zation and assimilate into foreign subsidiaries (Zhang, Li, Zhou, & Zou, 
2018). CMNEs have been shown to offer vital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o their expatriates (He et al., 2019; Huang et al., 2022). 
Research on the HRM of CMNEs is emerging, with studies indicating that 
expatriate influence on subsidiary performance is mediated by subsidi
ary autonomy (Tao, Liu, Gao, & Xia, 2018). Huang et al. (2022) found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rovided in a simulated home effectively 
aids Chinese expatriates in adjusting to work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Liu 
et al. (2024) introduc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complex 
dynamics between expatriates and host-country employees, examining 
the double-edged effects of expatriates’ boundary-spanning roles with 
data from 177 expatriate–host-country coworker dyads in CMNEs. 

Building on thi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organizational HRM prac
tices affect the varied interactions of Chinese expatriates with 
host-country nationals.

In summary, this literature review integrates two theoretical area
s—expatriate adjustment and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into one 
coherent framework. Based on this, the following general questions 
guide this study:

RQ1: How do mainland Chinese expatriates interact with different HCN 
subcategories to adapt to working overseas?

Here, we explore how they interact with local coworkers and cus
tomers to adapt to the foreign workplace.

RQ2: How do the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influence their in
teractions with HCNs?

Here, through a detailed description, we examine the role of orga
nizational HRM tactics in shaping expatriates’ differentiated in
teractions with different HCNs subcategories.

3. Methodology

In management domains with a strong cross-cultural emphasis, a 
qualitative design is considered the most appropriate, as it allows the 
researcher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both of what individuals experi
ence and how they interpret their experience” (Bluhm, Harman, Lee, & 
Mitchell, 2011, p. 1870). We apply the narrative case study method to 
develop a nuanced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nese expa
triates interact with HCNs, and how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affect 
this process. Case studies typically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com
plex phenomena and contribute to our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Gioia, 
Corley, & Hamilton, 2013). Unique cases particularly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greater insights into social phenomena (Graebner, 2007). They 
provide a nuanced, contextually tailored comprehension of intricate 
phenomena, which can help enhanc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guide prac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Consequently, we choose 
distinctive and illuminating instances of expatriate management to have 
more insightful research findings. Initially, several prospective com
panies were identified for our selection pool. Following a meticulous 
assessment, we ultimately chose Company A for the reasons elaborated 
in the subsequent sections.

3.1. Research context

Company A has an extensive business encompassing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telligent terminals, cloud computing, and the Internet-of- 
Things, among other domains. The company not only prioritizes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D but also ventures into pioneering busi
ness models while continuously exploring novel operational methods. 
Committed to open collaboration globally, Company A collaborates with 
partners worldwide to build a smarter, interconnected world. To fulfill 
this vision, Company A has established branches and subsidiaries across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sia Pacific, Latin America, and other 
regions, thus creating a global footprint that bolsters its international 
presence while enabling proximity and catering to diverse regional user 
needs. It is committed to expanding its international market through 
talent output and provides a particularly information-rich context for 
the specific purpose of this study.

We select expatriates from Company A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for 
several reasons. First, it has an extensive organizational coverage and 
numerous expatriates. By the end of 2021, its nearly 20,000 Chinese 
employees were stationed worldwide. Second, Company A has rich 
experience in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Exploring this unique case has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s it can provide a deep un
derstanding of Chinese expatriate groups and offer insights for other 
enterprises. Finally, Company A can provide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sufficient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topic. Our exploratory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adjustment of Company A’s expatriat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HCNs and that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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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affect this process. These factors provide us with insights 
into our research questions.

3.2. Data collection

Chinese expatriates from Company A were contacted through the 
first author’s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contacts were 
expanded using the snowball technique. A total of 50 potential in
terviewees were contacted, but some declined to participate due to lack 
of time. The number of interviews was determined by information 
redundancy and saturation,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istic 
inquiry (Lincoln & Guba, 1985). A total of 33 respondents (details of the 
sample are presented in Table 1) participated, covering a range of 
management levels, including senior, middle, and lower-level managers. 
On average, the respondents were young (average age = 32 years), with 
nearly 76 % having worked abroad for more than one year. The 
assignment locations mainly covered Europe, the Americas, Africa, and 
Asia. Company A has a high ratio of male to female employees; more
over, influenced by the family-oriented mentality of Chinese women, the 
number of female employees sent abroad is relatively small (only 21 %). 
The interviewees consented to having their interviews recorded, tran
scribed, and extracted anonymously for this study.

We discussed and determined the specific interview times, locations, 
and formats with the respondents. Considering the long distance and 
high cost of overseas research, we used WeChat video interviews besides 
face-to-face interviews. Interviews ranged from 40 to 150 min depend
ing on the interviewees’ schedules and their informativeness. We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topic to the respondents or sent them an inter
view outline (see Appendix I) in advance to ensure that they understood 
the research and were well prepared for it.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topic using open-ended questions. The 
interviews were organized around these issues, and follow-up questions 
were asked if any new concepts or themes emerged. All authors received 

rigorous training in interview techniques to ensure their effectiveness. 
All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Chinese. We recorded the interviews 
after obtaining permission from the interviewees. Subsequently, all in
terviews were transcribed verbatim. Throughout the coding of the 
transcribed texts and secondary data, the first author also wrote research 
memos. Interviews and related data collection were stopped when no 
new concepts or opinions emerged.

3.3. Data analysis

Data analysis involved three-level coding, that is, open, axial, and 
selective coding (Strauss, & Corbin, 1998) —followed by Gioia’s first- 
and second-order coding processes (Gioia et al., 2013). This approach 
was deemed appropriate because of its systematic coding process, which 
facilitated the inductive analysis of large amounts of data. Open coding 
involves breaking down the data, assigning concepts, and categorizing 
them through continuous comparison to reveal and organize the ideas 
and meanings contained within the data. Next, axial coding aims to 
identify, explore, and establish connections among categories. Finally, 
selective coding aims to extract the core category, systematically link it 
with other categories, depict the overall behavioral phenomenon in a 
“story line” format, and concretize their relationship (Strauss, & Corbin, 
1998).

The first author began first-order coding by reviewing interview 
transcripts and archival data, and identifying “thought units,” which are 
words, lines, or passages, representing a fundamental idea or concept 
(Patvardhan, Gioia, & Hamilton, 2015). They selected, categorized, and 
labeled direct statements (i.e., first-order, informant-centric codes) that 
other authors could assemble into more theoretical perceptions (sec
ond-order, researcher-centric themes), which all authors could later 
condense into more general theoretical concepts (aggregate di
mensions). The first author read each interview transcript several times 
and coded it “sentence by sentence” and “paragraph by paragraph.” A 

Table 1 
Demographics of the participants.

Anonymous code Age Position Dispatch location Dispatch time Interview time(mins)

M1 32 Supply chain specialist Brazil 4.5 years 120
M2 27 Operation manager Egypt 2 years 120
M3 29 Sales manager Iran 8 months 66
M4 30 Sales manager Angola 2 years 73
M5 31 Operation manager Indonesia 2 years 40
M6 33 Supply chain specialist South Africa 9 months 90
F1 28 Operation manager Algeria, Tunisia 1.5 years 60
M7 36 Training manager Mexico 3.5 years 104
F2 35 HR Supervisor Austria 1 year 87
M8 33 Sales executive Austria 2 years 40
M9 35 Operation quality Denmark 3 years 40
M10 40 Sales director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7 years 100
M11 34 Finance supervisor Austria 3 years 58
M12 34 Product manager Philippines 4 years 40
M13 37 Supply chain specialist Iraq 4 years 132

F3 34 Finance supervisor Germany 4 years
M14 27 Operation manager Cameroon 6 months 60
M15 26 Technical services Malaysia 1 year 73
F4 30 HR supervisor Nigeria 2 years 45
M16 34 HR director Ghana, Nigeria 5 years 43
M17 31 Service supervisor Mexico, Nigeria 3 years 80
M18 36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Nigeria, America 8 years 56
F5 33 Finance director Uzbekistan, Turkey 8 years 63

M19 35 Customer manager Germany, Turkey 8 years
M20 32 Customer manager Ghana 3.5 years

M21 32 Product manager Sri Lanka, Thailand 7 years 64
M22 30 Technical services New Zealand 6 months 120
F6 25 Business manager South Africa 7 months 40
M23 40 Finance director Columbia 6 months 150
M24 35 Patent Engineer America 3 years 38
M25 32 Product manager Thailand 6 months 40
M26 26 Technical services Malaysia 6 months 73
M27 30 Business manager Kenya 2 years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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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representing a theme or concept was assigned to any content that 
reflected the same meaning. Codes with common or similar elements 
were merged to form major categories. This process involved decom
posing and reorganizing all collected data to classify and visualize the 
ideas and meanings contained in the data through constant comparison.

The second-order analyses involved axial coding, which comprised 
synthesizing and clustering of first-order codes into higher-order 
themes. Axial coding aims to logically establish linkages among cate
gories that emerged from the open-coding process. A hierarchical 
framework (Table 2) was developed by linking different categories to 
aggregated dimensions. Finally, selective coding was performed. 
Consequently, propositions or statements which interrelate the cate
gories were generated, and the database was reviewed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provide explanations (Creswell, 2007, p. 
161).

All authors contributed to finalizing the themes, thereby minimizing 
the potential bias from a particular researcher’s interpretations, back
ground knowledge, and beliefs (Whittemore, Chase, & Mandle, 2001). 
When concepts or categories with incomplete connotations, unclear 
logic, or conflicts appeared during the data analysis, all three authors 
jointly tested them through repeated comparisons, continuous 
trade-offs, or data recall. All authors checke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coding results with the original data to ensure accuracy.

Table 2 
The hierarchical framework of coding.

Aggregated 
dimensions

Second-order codes First-order codes Selected empirical evidence

Differentiated social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uilding with local 
colleagues shows a “need 
orientation”

Interact frequently and change 
management style at work

There is a lot of working contact with local employees, constantly explore in 
the practice of expatriate management, and improve professionalism through 
constant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employees, so as to make the management 
of local employees more effective.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local colleagues, eliminate ambiguity and 
adopt SMART principles.

Communicating only when 
there is a need in private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local private is superficial. 
Overlap only at work, less contact outside work. 
Communicate only when necessary. 
Seldom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stablish a good frie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people, and only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people when necessary.

Seeking information Ask locals for information when they get confused. 
Communicate with local employee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local culture. 
Consult local people for related information. 
Learn about the local culture by interacting with local employees.

Asking for language help Ask a local colleague for language help is common. 
Seek language support from local colleagues in daily life.

Relationship building with local 
customers shows a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Contacting with local customers 
frequently

Managers interact with local clients frequently. 
Regular contact with local customers is common. 
More contact with local customers.

Interacting with local customers 
with purpose

Managers communicate with local customers with a purpose. 
Managers specialize in maintaining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customers. 
Local clients are willing to contact Chinese expatriates. 
Communicating with customers is a task and must be touched. 
Make a conscious effort to “connect” with customers. 
Account managers specialize in maintain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s.

Dealing with local customers in 
flexible ways

Avoid sensitive topics such as religion and politics when interacting with local 
customers, and talk about topics gradually broader with familiarity. 
Overseas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China 
and needs to be adjusted. 
The Chinese side is very flexible and changes its strategy in time to cope with 
different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upportive 
organizational 
tactics

The organization promotes active 
integration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interaction

Organize team building activities from time to time to promote exchanges and 
cohes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local sides. 
Each department has some money for you internally as a team building. 
All people’s working language must be English, and promote the Chinese side 
to communicate with local employees.

Bridging expatriates and local 
staff in post setting

Because it is a Spanish-speaking area, the customer’s English ability is limit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local staff to visit the customer. 
In general, many of our departments are Chinese + local collocation, the 
Chinese side speaks English, and the local communication with customers 
speaks Spanish.

Outcomes of 
interacting

Western standard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Catering to the local way of 
oper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companies must study local laws and management models 
and strive to conform to local norms.

Following the home 
organization’s business 
philosophy

In the specif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superiors and subordinates, or 
project operation, there will certainly be a deep shadow of Chinese culture.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Local employees follow local 
management style

Chinese employees are used to obeying authority, so the management style is 
more simple and rough, and direct discussion and implementation can be done. 
However, local employees in Europe pay more attention to personal thinking, 
so management must be more convincing and convince local employees in a 
suitable way before implementation. 
Due to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under the host country’s laws, local 
employees are not allowed to publicly criticize them, at most, they are only 
gently reminded in emails.

Chinese expatriates follow 
domestic management style

The Chinese staff still follow the way of the head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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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Credibility and trustworthiness

Although the respondents were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s, none chose to this option due to the time- 
consuming nature of the task. Despite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mem
ber checking, we maintain that our study was not compromised by the 
absence of interviewee transcript reviews. As Thomas (2017, p. 37)
notes,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routine member checks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r trustworthines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ensure our study’s credibility and trustworthiness, we adhered to 
the criteria outlined by Creswell and Miller (2000) for qualitative 
studies: triangulation and peer review.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views, we 
collected data from various sources, including internal online forum 
articles, publications, and related books from the case company. These 
textual materials were manually organized, read, and coded to facilitate 
triangulation.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data, we 
cross-checked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ions for meaning and accuracy by 
asking participants to confirm the key segments of their interview 
quotations (Ado et al., 2021). Discrepancies in coding opinions were 
resolved through discussions with the other research team members 
until consensus was reached. To confirm our findings, after the init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l, some interviewees were invited to comment 
on whether the final story was in line with their situation. Moreover, 
presenting multiple direct quotes from our interviews, as we have done 
here, also enhances not only credibility but also “allows others to assess 
how transferable the findings are” (Krefting, 1991, p. 220).

3.5.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is study strictly adhered to the ethical principles guiding qualita
tive research, ensuring that each respondent’s rights and dignity were 
respect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Before initiating the interviews, 
we provided each participant with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tudy, 
and outlined its objectives, methods, and expected outcomes. We 
emphasized that participation was entirely voluntary, and that no in
dividual would be coerced or pressured to participate. To further safe
guard the respondents’ rights, we informed them that they had the 
option to interrupt or withdraw from the study at any time without any 
adverse consequences. All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was removed from 
the transcripts and replaced with pseudonyms to protect the confiden
tiality of the participants.

4. Findings

We present our analyzed interview data under three findings: 
differentia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HCNs in the 
host country;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and their role in the inter
action process; and outcome of their interplay.

4.1. Differentia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HCNs

Th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chose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s with 
HCNs to facilitate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ir overseas workplaces and 
adopted diverse strategies, as detailed below.

Need-oriented interaction with local colleagues. Most respondents in 
Company A frequently interacted with their local colleagues because of 
their shared goals and the need for cooperation. Much of their local 
knowledge came from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col
leagues. However, outside work-related needs, their interactions were 
limited. Thus, most respondents exhibited a clear “need-orientation” 
while establishi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local colleagues and only 
reached out to them when they had specific needs. On the one hand,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with local colleagues created an “us 
versus them” mentality, resulting in interactions that were primarily 
task-oriented and limited to work-related matt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jority of local employees tended to marry young, leading to a 

distinct demarcation between their family and work lives. Consequently, 
interactions beyond the workplace were limited. Additionally, the 
temporary nature of Chinese expatriates’ residence in these regions 
discouraged them from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the local social fabric. 
The following opinions expressed by respondents further supported 
these observations. 

M12: “In the Philippines, I primarily engage with local colleagues 
within the confines of my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with limited 
interaction outside of work.”

M2: “Our company has more local employees than Chinese expatri
ates. We usually work with them, and we get along well with local 
colleagues. But we don’t have a lot of contact on weekends or outside 
of work, and we only date occasionally in private. When I interact 
with local colleagues outside of work, I only communicate with them 
when I need to, rather than actively as a long-term social 
relationship.”

M14: “Due to my demanding schedule, I have limited contact with 
individuals outside of the local workforce and consequently lack the 
time to fully engage with them. It is evident that there are minimal 
opportunities for immersion into the local life, and typically, we have 
little desire for integration.”

Working abroad presents a unique challenge. Nearly 90 % of the 
respondents indicated that their overseas assignments are highly 
demanding, often necessitating extended working hours, thereby 
limiting their personal time. Furthermore, engaging with local em
ployees outside the workplace can be challenging. M17, currently sta
tioned in Mexico, commented, “Working overseas is significantly more 
taxing than domestic work. I regularly work until 11 p.m. every day, with my 
schedule filled with numerous phone calls and meetings from morning to 
night.” This sentiment was echoed by th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Additionally,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colleagues in the work
place require Chinese expatriates to constantly adapt their working 
styles and strive for a more professional approach in their management 
techniques to better integrate them into local working practices.

With numerous overseas subsidiaries, Company A maintains a high 
entry threshold for local hires. These employees typically possess 
advanced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primarily communicate in En
glish. Linguistically, Chinese is considered a high-context culture, while 
English falls into the low-context category. High-context communica
tion involves rich and simple words that convey implicit meanings and 
often relies on non-verbal cues. Conversely, low-context communication 
emphasizes both clarity and specificity. Chinese individuals often 
communicate indirectly and tactfully, leaving room for further inter
pretation. However, when Chinese expatriates interact with local em
ployees, cultural differences can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s owing to the 
ambiguous or tacit understanding among Chinese individuals. Many 
respondents echoed these concerns. 

M18: “When it comes to Chinese employees, they are familiar with 
all aspects, so mutual understanding is rather easy,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say anything specifically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
pany policies. But local employees need more guidance, or show very 
specific tasks to them.”

M10: “Chinese employees know each other, they know what the job 
means, how urgent it is, and even how important it is, based on your 
tone of voice. But foreigners are different. You have to tell them 
clearly.”

M2: “If you’re talking to local employees, you have to be direct. They 
would not read between the lines, and if you talk to them in a 
roundabout way,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communicate.”

M1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cal employees and us is that they 
have a clear boundary between work and life, have a stronge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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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ork, and are more inclined to do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pro
cedure and by the rules.”

According to M11, the local employees’ work style places greater 
demand on Chinese expatriate managers in Company A. Unlike their 
casual, extensive, and flexible approach in China, they must adopt a 
more structured and planned methodology abroad. Consequently, Chi
nese expatriates proactively endeavor to comprehend the local work 
culture and accordingly adjust their conduct, aiming to promote busi
ness progress.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expatriates share a consensus that 
domestic management tends to be informal and adaptable, whereas 
overseas operations require strict adherence to local work schedules and 
systems. Therefore, Chinese expatriate managers need to elevate their 
professional standard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the clarity in the work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The following quotes offer deeper insights 
into this. 

M21: “In managing local staff, I believe that work arrangement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without excessive interference. Unlike in 
China where leaders may request immediate assistance at any 
time—potentially disrupting one’s own workflow—such practices 
are not conducive to professionalism. Since our company recruits 
college graduates among its local workforce,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
lish clear work goals and requirements from the outset.”

M10: “The fact that local staff predominantly speak English indicates 
their receptiveness towards Western culture and professionalism, 
which means tha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necessitates certain 
skills on our part. For instance, when delegating tasks to these em
ployees, specificity regarding goals and processes is crucial. So that 
the local staff will feel that you are professional, willing to commu
nicate with you, and he will be very invested in doing things. So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working habits and professionalize 
ourselves a bit. This is important!”

The diversified overseas workplace and corresponding higher man
agement requirements required Chinese expatriate managers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adopt a more fine-grained approach. The 
English-languag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different working norms 
and methods required more specific an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Vague management methods which worked for Chinese employees were 
ineffective for local employees, who instead required clear assignments,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planning. Chinese expatriates were advised 
to follow the “SMART principle” (namely, Specific, Measurable, Action
able, Relevant, Time-based) in their management based on local employee 
characteristics. Additionally, Chinese expatriates worked hard to learn 
the local management mode, laws, and work norms, and respected local 
employees’ working habits. This require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hange and learn in prac
tice. Finally,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employees needed to be 
outspoken and clear to overcome work obstacles. In this new culture, job 
adjustments required Chinese expatriates to spend more time and en
ergy to actively interact with local employees.

Meanwhile, the situation was different outside work. In general, 
Chinese expatriates had limited contact and superficial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colleagues during their leisure time.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s 
were primarily restricted to seeking information and language consul
ting, with little effort expended towards establishing long-term or 
deeper social relationships. Private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colleagues 
were infrequent, with most respondents preferring to associate with 
fellow expatriates. As M8 described, this preference can be attributed to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which resulted in different leisure 
activities and hobbies.

Private interactions were minimal and mostly confined to company- 
organized team-building activities. The frequency of contact with local 
colleagues outside of work is described as “occasional” by M4, who 
emphasized this twice. Nearly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indicated that 
they primarily interacted with local colleagues to overcome language 

barriers. Conversations with M2, the sales manager in Iran, and M3 and 
F1, the product managers in Egypt and Algeria, respectively, revealed 
that the privat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local 
colleagues were primarily limited to language consulting or information 
seeking. These interactions were driven by necessity rather than the 
desire to establish social relationships. Below are representative quotes. 

M21: “It is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deeply with local staff, partly for 
language and cultural reasons. It’s hard to talk deeply about any
thing other than work. English is easy to use at work, but it is really 
difficult to talk about life topics, such as where the local food is good, 
which place is interesting, when the local people talk to you about 
these things, you have no idea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 Or what he 
says about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or relatives and friends, you can’t 
figure out who he’s talking about.”

M8: “We communicate in English at work. None of us can speak the 
local language, so we rarely talk about personal matters with local 
employees, which is also related to language skills. For using our own 
language, that is, Chinese, we can talk about more personal matters, 
such as society, weather, customs, sports and hobbies. But you might 
not talk about that too much with local employees.”

M5: “In general, if you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local employees 
deeply and freely, just like Chinese employees, I think it is still 
relatively difficult. Since you don’t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other people’s history, geography, culture, politics, etc., you may not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so deeply.”

In summary,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expatriates engage in frequent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local colleagues during work hours, and are 
willing to adapt to local working practices and communication styles. 
However, communication outside the workplace tends to be limited. 
Due to individual and cultural disparities, most respondents maintain a 
relatively superficial level of private communication and contact, and 
are reluctant to work on comprehending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local 
culture and social fabric. Consequently, their interaction with local 
colleagues manifests as a blend of active accommodation of work- 
related activities (assimilation) and tendency to maintain a separate 
existence in private (separation), reflecting a strong orientation towards 
fulfilling specific needs.

Utilitarian-oriented interaction with local customers. Expatriate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he successful execution of MNEs’ international opera
tions. They are sent abroad to aid their companies in market expansion, 
which requires fostering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s. Indeed, 
Company A’s cultur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ustomers. The 
parent organization assigned many Chinese employees abroad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customer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Many 
respondents reported frequently interacting with local customers with 
the explicit goal of building strong connections. One of Company A’s 
core cultural values is being “customer-centered.” In numerous 
speeches, its founder ha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stomers. The 
Company A’s employees are asked for remaining “infinitely close to 
customers” and orienting themselves towards customers rather than 
toward their supervisors. The company places high value on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s. Whether their objective is to 
develop new markets or maintain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existing 
customers, the respondents’ jobs require that they spare no effort to 
implement these core values through their actions. They are more 
engaged with local customers than with their local colleagues and more 
inclined to cultivate long-term friendships rather than purely profes
sional relationships. M18, who had years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experience, contrasted the differences in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cus
tomers and colleagues. 

“There are many interactions with the local customers, we need to 
interact with the customers.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us
tomers. I often go to customers’ homes and participate i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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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affairs. However, there is less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em
ployees in private, it is relatively rare, for meals or sometimes for 
company events.”

In the process of maintaining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customers, 
most respondents primarily catered to customer preferences, adjusted 
their behaviors, and made efforts to meet customers’ needs. M17, who 
worked in Mexico as a service solutions specialist for many years, dis
cussed how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foreign customers. He empha
si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overseas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e flexibility of Chinese expatriates in adjusting their customer rela
tionship management strategies after interacting with and learning from 
locals. 

“In terms of maintain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 the wine and gift 
culture are obvious in China. But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 wine 
culture is actually not that obvious. The local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y be more about mutual trust. For example, I have done business 
with you, from which both of us have made profits. So, I would like to 
cooperate with you again next time. It is not how many drinks do two 
people have to close the deal. But people can change. The leader who 
has been doing customer relations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is actually 
very flexible, and once he finds that the approach [used to effective 
in China, however it] doesn’t work [abroad], he will change his 
strategy very quickly. But in fact, he will still keep the Chinese 
thinking shadow.”

Certain respondents indicate that overseas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is not significantly distinct from domestic customer rela
tionship management,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striking a chord 
with one’s preferences.” An accomplished Chinese expatriate, M24, 
concisely notes,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arkets share a funda
mental principle: resonating with [the] target audiences. However, in
dividuals vary, their preferences differ, and market experience is crucial in 
gauging the right approach.” The fundamental divergence lies in cultural 
differences. Given the diverse assignment locations of Chinese expatri
ates, coupled with substantial cultural disparities across regions,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local customers may 
vary, necessitating careful discernment. M4, an overseas sales manager, 
has extensive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customers, and briefly outlines the 
distinctions among customers in Afric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M19, assigned to work in three different countries, concurred. 

M4: “Many clients in Africa are willing to accept ‘small bribes’, and 
some of them who are less senior will ask for things, such as mobile 
phones. While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legal restrictions 
on these, they are more professional, eating and drinking with us can 
be normal, but expensive gifts cannot be sent [to them]. We can 
accompany clients to watch football games, go to the bar, which is 
common.”

M19: “German and British clients demonstrate a high level of pro
fessionalism in their work…It is my personal observation that Eu
ropeans take great pride in their cultural and economic 
advancements…Engaging with high-end European customers can be 
more challenging due to their preference for professional in
teractions such as workshops, meetings, and technical exchanges. In 
contrast, the Turkish business culture resembles that of China’s 
where socializing over drinks or engaging in personal activities 
precedes discussions about business matters.”

The primary revenue stream for the case company is from the 
overseas market, necessitating a robust approach for cultivating and 
maintaining a local clientele. However, challenges arise in engaging 
with these local customer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sensitive religious 
matters. M21 shared personal experiences with clients, noting that while 
discussions naturally deepen as familiarity grows, sensitive topics, 
particularly religion, are avoided whenever possible. They adopt a 
respectful approach towards the customers’ beliefs in all interactions 

with them. In fact, some respondents reported embracing their clients’ 
religions to foster stronger bonds, even if this entailed a degree of pre
tension at times. Notably, with religions such as Islam, language barriers 
can pos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establishing meaningful contact with 
customers. Still, the interviewees strived to overcome these obstacles. 

M4: “In the Middle East, if our Chinese employees and customers say 
they like Islam, they are happy to tell you about Islam. Some em
ployees just pretend to be Islamic and get on well with customers.”

M2: “In fact,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work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which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China’s culture, especially the reli
gion. For instance, in North Africa, my place of work, the region is 
home to Islamic nations that exhibit a greater degree of xenophobia 
and where the language differs from our own. Arabic is the mother 
tongue, and English is not spoken in many parts of it. I think it’s more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customer relationships in Islam, Muslim 
areas.

Overall,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customers are a crucial necessity for 
expatriates. As one respondent stated, “there is a demand, we must interact 
with them.” Therefore, expatriates’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customers are 
more active and involve continuous follow-ups, observations, and 
meeting customer needs to establish long-term cooperative relation
ships. To “meet the needs of customers and achieve their ideals,” in
teractions with customers are comprehensive, in-depth, and consciously 
proactive. We found that most respondents exhibited a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when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customers.

In summary, in this case company, the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local employees vary across different 
situations. Expatriates frequently collaborate with local colleagues on 
shared projects, aiming to achieve common objectives efficiently. To 
demonstrate professionalism, they adapt their work habits and man
agement strategies internally. During leisure time, however, their in
teractions with local colleagues are limited.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local employees are primarily “need- 
oriented”, focusing on project collaborati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consultation. The expatriates themselves determine the 
scope of these interactions. Internally, Chinese expatriates assess what 
adjustments are necessary and proc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adapta
tions. When interacting with local customers, they adopt distinct tactics, 
often guided by a “utilitarian-orientation” rooted in win-win coopera
tion and mutual benefit. They strive to maintain harmonious relation
ships with customers, as mandated by their headquarters, which is 
crucial for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ir assignments. When faced 
with specific demands or interests, expatriates demonstrate a proactive 
approach in collaborating with local business partners. This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is deem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xternal host 
society, particularly those of local customers.

4.2.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and their role in the interactions 
process

Company A implemented several HRM practices to promote Chinese 
expatriates’ integration into foreign subsidiaries and achieve the ex
pected outcomes of their assignments.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fore being sent abroad, the case company provided cross-cultural 
training for Chinese expatriates, including information on overseas 
matter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enable them to gain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overseas work and some ability to cope 
with challenges. In the first three to six months of their assignments, the 
company assigned mentors to Chinese expatriates to provide business 
and personal guid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tutorial system” hel
ped them quickly socialize in the overseas subsidiaries. As M11 stated, 
“It was easier to solve problems when there was someone you could ask for 
help or guidance than doing it on your own.” Regular group study 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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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of improving employees’ ability to adapt to 
overseas assignments and promote their socialization. “The company has 
regular learning requirements, such as annual, quarterly, and monthly online 
learning. Our company does not rest on the last Saturday of each month but 
instead summarizes the whole month to help staff improve themselves,” said 
M7. Overseas subsidiaries have also implemented measures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staffs. For example, 
they encouraged or required Chinese expatriates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M7: When I was in Thailand, the CEO asked everyone to work in 
English! In fact, the CEO’s English is very poor! But that’s what 
makes our executives great…This [the CEO’s courage to challenge 
his weakness and encourage English communication] is a role model 
[to the assigned expatriates in Thailand] and really strengthens the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staffs. Our company has launched multi
ple training courses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local employees, to enhance the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of 
managers and employees, and build a diverse team with mutual 
trust.

In addition, overseas subsidiaries organize team-building activities 
to promote staffs cohesion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working atmo
sphere.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the company seeks to reduce the 
distance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local employees so that 
everyone can communicate, interact, and quickly integrate into the or
ganization. This enables them to focus on common goals and work 
together towards the organization’s interests. 

M9: The whole office is slowly integrated. When new local em
ployees come in, we will introduce the organization to them one by 
one about [the] company’s valu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Every year, 
each department will have some money for team building activities. 
And there’s a birthday party every month, then at Christmas it’s the 
custom that all employees in Denmark get involved in a Christmas 
party.

Although the company made significant efforts to promote commu
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local employees, the effect 
was not as good as expected. Most people still preferred to stay within 
their comfort zones, resulting in a seemingly integrated group that was 
actually “distinct.” M7, who once worked in Mexico, shared: 

“In terms of leisure activities, local employees like to dance and 
Chinese people like to drink! At one annual meeting, only the Mex
icans danced in the middle, while the Chinese all sat around outside. 
The company then put in a raffle to keep people around longer. In 
fact,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integrate Chinese and local people together 
because there are still too many cultural differences.”

Company A has consistently developed and enhanced the working 
and living environments for its overseas subsidiaries, ensuring ample 
logistical support for Chinese expatriates. However, this also hinders 
Chinese expatriates from interacting with locals by weakening their 
desire and reducing opportunities for contact during their leisure time.

Bridging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locals in tandem assignment. Company 
A’s foreign subsidiaries have established an “intermediary” bridging 
mechanism to facilitate smoother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expa
triates and locals. This mechanism manifests in two ways: “local 
bridging” and “Chinese bridging.” Local bridging, wherein local em
ployees serve as translators during meetings and visits with local cus
tomers, is common in non-English-speaking areas. Due to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among some local customers and a lack of profi
ciency in local languages among Chinese expatriates, local employees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 business and proficient in English are often 
enlisted as intermediaries for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ddi
tionally, Company A hired Chinese employees who spoke minor lan
guages to specialize in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in non- 
English-speaking areas. F1, who worked in Algeria, provided a 

detailed description about the related situations: In French-speaking 
areas, local employees acted as translators for communication be
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local customers. 

F1: The customer speaks French, and the local staff can speak En
glish, French and Arabic. We transfer the tasks to the local staff, so 
that he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customer. If the customer doesn’t 
understand something, he will translate it for us and we will answer 
it. Every time we take extra care to double check. If the transmission 
is wrong, how many people’s efforts will be wasted!

This is one example of similar situations described by several re
spondents. For example, M14 described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ng 
with local customers (primarily Spanish speakers) during an assignment 
in Latin America. The customers spoke limited English. Hence, visits 
were conducted with local employees. As it was difficult for local cus
tomers to change their language habits, English and Spanish were often 
mixed during business communication, making the translation role of 
local employees very important. 

M14: Another problem was that the local client’s English was not 
very good, so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Usually speaking 
in English at the beginning, after a little while, it was off track. 
Finally, the local staff directly communicated with the customer in 
Spanish, and then asked me in English where they don’t understand, 
and I spoke to him in English, and he replied to the customer in 
Spanish.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barriers, the company has 
adjusted its staffing arrangements by implementing tandem assign
ments. Typically, a Chinese principal and local deputy are assigned to 
the same position, en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bridging mech
anism while minimizing the impact of language barriers on work pro
cesses. “You have no problem communicating at work. However, there may 
be some problems when talking to clients or local staff about family matters,” 
said M21. Besides the work itself, maintaining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customers requires familiar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deep, compre
hensive communication. In these situations, local employe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erefore, the “Chinese expatriate + local” staffing 
arrangement promotes the smooth workflow. 

F4: For example, a Chinese manager with a foreign manager is good 
for promotion. Because Chinese expatriates still have some barriers 
in term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so on. It is better for two people to 
match, so it will work more smoothly.

M17: In general, many of our departments a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locals. [The] Chinese speak English, and the locals 
speak Spanish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clients. That is ok. I heard 
that a lot of countries have a Chinese with a local model.

In addition, local bridging personnel can function as adept local 
employees, effectively serving as the “glu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Differences in working behaviors and habits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due to cultural imprinting through long-term accumu
lation, and cannot be fully learned and integrated into overseas opera
tions in a short period. Therefore, local employees with high business 
skills and rich experience are selected to manage or influence other lo
cals. This approach reduces the costs and yields superior results. M16, a 
senior human resource manager in West Africa, refined the company’s 
main practices. This highlights the case company’s global localization 
strategy of “managing foreigners with foreigners.” When connections in 
a network are strong and reliable, trust may be transferred from one 
entity to another. 

M16: Because local employees know more about the local market 
and customers, they will be asked to do some related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ee management, we will invite experienced 
local people to be lecturers for the induction training of local em
ployees. In addition, we will invite them to attend awards and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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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That is to say, when there are many local residents, we are 
willing to let local people with higher position and better prestige to 
communicate.

Chinese bridging is exemplified by Chinese expatriates who act as the 
“middlemen” between their Chinese expatriate supervisors and the local 
workforce. Although Company A’s managers are currently required to 
have a certain level of English proficiency, in the early internationali
zation phase, their English ability was weak and many now hold high 
positions. Therefore, to better convey the company’s ideas, thoughts, or 
tasks, they often choose to inform their Chinese expatriate subordinates 
first, who then pass on the information to the local employees. 

M17: Now, many supervisors may have been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and then transferred overseas. Some of them may be weaker in En
glish, so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directly deal with local employees. 
Like our former supervisor, he basically asked me to pass on a lot of 
things to the local staff. Moreover, he did not manage many local 
employees. He may be in charge of the general direction. If he 
thought that the local staff did not do well, he asked me to remind 
them. Anywa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Chinese employees may be 
smoother,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local employees and 
supervisors is less.

In summary, an effective strategy has involved the utilization of in
termediaries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processes. 
This approach has been particularly beneficial in bridging gaps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local customers, often through the use of local 
employees as translators. Similarly, intermediaries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integrating overseas subsidiaries with local employees, serving as 
a cohesive element. Additionally, Chinese expatriate supervisors have 
effectively managed local staff through their Chinese expatriate sub
ordinates who act as intermediaries, thereby ensuring smoother opera
tional integration. To clearly and visually present our findings, we have 
developed a conceptual model illustrating the “intermediary” bridging 
mechanism (see Fig. 1).

4.3. The outcomes of the interplay

Influenced by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Chinese expatriates’ 
working behaviors or modes conform to the host country’s basic norms 
and rules, which is more inclined to adopting the assimilation strategy. 
However, their business philosophy remain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ir 
home country’s culture, which makes them more inclined to adopt the 
separation strategy. This resulted in a situation we refer to as “Western 
standards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Company A advocates continuous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advanced Western enterprises; how
ever, this is based on its own fundamental business philosophy. Working 
processes, standards,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can all be learned from the 
West; however, these are merely behavioral changes. The “brains” of 
most interviewees remain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and 
thinking patterns. 

M11: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we adapted to overseas, but the whole 
architecture still operated according to its par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e must study the local laws and management modes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o establish a subsidiary here. But in terms 
of culture,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that particularly catered to the 
locals. There will be a deep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pe
cific communication in person to person, superior to subordinate, or 
project operation.

Although Chinese expatriates adjusted their working styles to meet 
overseas standards, this only applied to local employees. Domestic 
policies were followed for managing other Chinese staffs, resulting in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Most interviewees provided detailed de
scriptions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methods, overtime work, legal 
awareness, and so on. M1, who was assigned to Brazil as a supply chain 

specialist, emphasized that the company was “more polite” to local 
colleagues and fully respected them due to their strong awareness of 
legal rights protection. Meanwhile, there was “not as much fuss” with 
Chinese employees. M9, a mid-level director of quality operations, also 
described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practices. 

“Because Chinese employees were used to bowing to authority, the 
management to them is simple and rough, and it is OK to discuss and 
implement the task directly. However, local employees in Europe 
focus on personal thinking, so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nvincing them in a reasonable way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tasks. 
Due to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host country’s laws, 
local employees cannot be criticized openly and can only be gently 
reminded in emails at most. However, for Chinese employees, we still 
followed the way in domestic. Leaders can criticize at will, scold as 
you wish, without as much scruple”.

M17 expressed similar views and emphasize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foreign employees were the differing expectat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both sides.

5. Conclusions and discussions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mainland Chinese expatriates interact with 
different HCN subcategories in a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on their interactions. An in- 
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rich qualitative data reveals the following 
three findings. First, Chinese expatriates interacted differently with 
different HCN subcategories: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employees 
(customers) were need-oriented (utilitarian-oriented). Second, organi
zational HRM practices exerted a double-edged effect on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process. In the short term, it facilitated expatriate–HCN in
teraction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efficient fulfillment of assignment 
tasks. However, in the long term, it may hinder expatriates’ compre
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ity. Fin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Chinese expatriates demonstrated both 
separation and assimilation in their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which 
can be explained by China’s cultural context.

5.1.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This study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by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and role of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in facilitating this process. It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CMNEs’ expatriate 
management. First, it extends the expatriate adjustment literature in 
several ways. First and foremost, it delves into the intricate dynamics of 
Chinese expatriates’ interactions with different HCN subcategories. 
Specifically, we differentiate between local colleagues and customers in 
various scenarios, which has been largely overlooked in previous works 
(Osman-Gani & Rockstuhl, 2008; Wang & Varma, 2018; Michailova 
et al., 2023). Thus, we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tailored stra
tegies adopted by Chinese expatriates when engaging with these distinct 
HCN subcategories. We find that Chinese expatriates prioritize 
task-focused relationships with local colleagues, as they are driven by 
the imperative to mitigate task uncertainty stemming from limited local 
knowledge. Conversely, they strive for stronger social bonds with local 
customers, demonstrating long-term commitment, which is a hallmark 
of Chinese culture that emphasizes relationship-building prior to 
collaboration. This “be friends first, then do business” approach un
derscores the centrality of relationship-building in the Chinese business 
context and is consistent with prior research (Guo et al., 2018). Addi
tionally, echoing prior studies on expatriate adjustment (Haslberger 
et al., 2013) and acculturation (Sam & Berry, 2010; Ward, 2008), we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recognizing the dynamic and interactive 
nature of expatriates’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with the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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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We highlight the dynamic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thus supplementing the theoretical liter
ature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HCNs’ perception of expatriates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as demonstrated by prior research (Varma et al., 2011; Yamao, 
Yoshikawa, Choi, & Toh, 2020). Our study underscores the crucial role 
of Chinese expatriates’ attitudes towards HCNs in shaping their inter
action behaviors. These attitudes lead Chinese expatriates to categorize 
HCNs, and form in- and out-groups based on cultural aspects and HCN’s 
role in their work. This further substanti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uanxi culture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Guanxi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Dong & Liu, 2010), and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in the context of business and social relation
ships (e.g., Yang, 1994). The strength of guanxi largely influences the 
delineation between the in-group and out-group within an organization 
(Li, Xin, Tsui, & Hambrick, 1999).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Chinese 
expatriates cultivate different guanxi with different HCN subcategories 
to facilitate task accomplishment and enhance work effectiveness.

Neverthel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CNs, we should engage in a 
more critical reflection on our findings. Some studies suggest that ex
patriates receive more support from HCNs when they perceive the 
former as in-group members (e.g., Leonardelli & Toh, 2011; Peltokorpi, 
2020). Thus, HCNs’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should be 
critically examined, particularly given the observation that Chinese 
expatriates prioritize work-related interactions and prefer socializing 
with their compatriots (Toh & Srinivas, 2012). Neglecting these factors 
can hinder expatriates’ effor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aimed at promoting expatriate and organiza
tional success (Michailova et al. 2023). The potential negative conse
quences of need- or utilitarian-orien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HCNs should also be critically assessed. Given that local 
employees constitute the largest group of MNE workers and are critical 
stakeholders (Ando & Paik, 2013; Singh, Pattnaik, Lee, & Gaur, 2019), 
MNEs cannot overlook their significance. The knowledge and capabil
ities of local employees are vital to MNEs’ success in their host locations 
(Varma et al., 2016a). While the literature often suggests that expatri
ate–HCN interactions can bring numerous benefits (e.g., Kang & Shen, 
2018; Vance et al., 2014), expatriates themselves often fail to capitalize 
on these opportunities (Van Bakel, 2019).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se findings and underscore the need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Second, this study provides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double-edged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on Chinese expatriates’ 
adjustment. Positively, the organization’s tutorial system, cross-cultural 
training, and other related measures have created a friendly climate 
conducive for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Hutchings et al., 2008; 
Zhang et al., 2018). Interestingly, we discovered that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can inadvertently play a detrimental role, which has 
rarely been mentioned or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literature.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some HRM practices adopted by the case com
pany, such as intermediary bridging mechanisms and logistical support, 
may not be universally beneficial for expatriates’ general adjustment 
and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The intermediary bridging strategy is 
similar to the shadow management strategy adopted by Japanese MNEs 
in the mid-1980s when they invested abroad (Wong, 1996). Wong 
(1996) reported that some Japanese MNEs adopted a dual employment 
structure, whereby a small number of expatriates were sent from 
headquarters and local employees were hired to work in different de
partments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However, the intermediary bridging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present case company tends to rely on Chinese 
expatriates to manage and control the business, and adopt an ethno
centric approach to staffing its overseas subsidiaries. Sonesh and DeNisi 
(2016) showed that that ethnocentrism among expatriates can lead to 
HCNs being categorized within the out-group. This categorization also 
creates a less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HCNs around expatriates, 
resulting in lower role clarity and social support (Pichler, Varma, & 
Budhwar, 2012).

If HCNs regard expatriates as out-group members, the former may 
not be willing to share information with and may even intentionally 
withhold information from the latter (Peltokorpi, 2010, 2020; Pelto
korpi & Vaara, 2014; Van Bakel, 2019). The perceived cultural incon
gruence and lower relative standing of host country managers are the 
proximal determinants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which can negatively 
impact their work engagement (Lee, Bae, Lee, & Choi, 2019; Ljubica, 
Shaffer, Tin, & McKouen, 2019). Hitotsuyanagi-Hansel, Froese, and Pak 
(2016) argued that inter-group collisions between HCNs and expatriates 
may encourage the loss of HCNs due to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Thus, in the long-run, this is detrimental to expatri
ate–HCN interactions and even more to retaining the local workforce. 

Fig. 1. An “intermediary” bridg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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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bly, the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case 
company appears to have further entrenched the binary distinction be
tween Chinese and local identities, and warrants more in-depth discus
sion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e case company provided excellent logistical support, 
even acting similar to an “expatriate bubble” in some places. Local 
experience and diverse social networks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boundary-spanning activities, which, in turn, can enhance expatriates’ 
adjustment (Au & Fukuda, 2002; Wang & Varma, 2018). However, the 
“expatriate bubble” can weaken expatriates’ willingness to integrate 
locally and reduc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from the locals (Hendrickson, 
Rosen, & Aune, 2011; Huang et al., 2022). Limited interactions with 
HCNs can also hinder knowledge transfer, causing expatriates to miss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bout local practices, consumer behaviors, and 
regulations from HCNs. Consequently, the international workforce’s 
potential may remain under-utilized, which may be detrimental to 
CMNEs’ internationalization. Moreover, the “expatriate bubble” can 
further reinforce group boundaries between expatriates and local em
ployees. This can negatively affect foreign subsidiaries (Kang & Shen, 
2018), such as reducing HCNs’ helping behaviors and lowering orga
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Pichler et al., 2012; Varma et al., 2016a). 
When HCNs disidentify with their MNE, they develop negativ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wards the MNE and other organizational members 
(Dukerich, Golden, & Shortell, 2002; Froese & Xiao, 2012; Gamble & 
Huang, 2008; Knight & Haslam, 2010). This may involve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failure to provide assistance or even engaging in 
passive-aggressive behavior, thus preventing expatriates from inte
grating in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and performing their work effec
tively. Therefore, our findings offer substantial insights into the role of 
HRM practices in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Third, this study contributed the limited literature on Chinese ex
patriates and the literatur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We find that 
Chinese expatriates adopt a combination of separation and assimilation 
strategies in their cross-cultural engagement. Assimilation is more 
effective at the technical level, whereas separation is more prominent in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This nuanced picture of expatriates’ 
adjustment highlights the complex, dynamic,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their interaction processes, indicating that their choices are not always 
limited to a single approach in a given situation. Chinese expatriate 
managers blend host-country management practices with their own 
cultural philosophies and effectively navigat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scenarios, demonstrating the adaptabi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expatriates can sustain implicit communication and extensive 
management among themselves. When working with HCNs, they adapt 
their communication style to be more objective and transparent, while 
also incorporating foreign/Western refined management practices, such 
as professionalism in supervisor-subordinate relationships. Thus, our 
work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balancing local and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echoing previous findings (Fang, 1999; Faure & Fang, 2008) on 
China’s cultural paradox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which have been 
strengthened in the globalized era.

As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become more global, dynamic, and 
competitive, contradictory demands are intensifying (Smith & Lewis, 
2011). Fang and Faure (2011) significantly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of 
understanding the paradoxical and continuously evolving nature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yles to attain success in commercial ventures 
when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entities. Although this 
Confucian-oriented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yle remains meaningful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rofessionals, the 
paradox inherent in Chines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as rarely been 
researched (Fang & Faure, 2011). Our study builds on this foundation 
and contributes to the extant literature through a detailed case study 
demonstrating the paradox of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styles 
inherent in Chinese business practices, enabling us to gain a more pro
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is paradox within Chinese culture.

We further analyze the plausibility of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Chinese expatriate 
managers cope well with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tricacy, diversity, 
and dynamism by reflecting o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ies, which 
has also been highlighted by Ma and Tsui (2015), and Lin et al. (2018). 
Chinese philosophy, fundamentally rooted in the concept of “both-and” 
instead of “either-or” (see more details in Chen, 2002; Fang, 2006), finds 
inspiration in the dialectical interplay between yin and yang. The Yin 
Yang philosophy underscores that human beings, organizations, and 
cultures intrinsically crave variation and harmony for their sheer exis
tenc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Fang, 2003). Drawing upon this phil
osophical foundation, Chen (2015) posits “boundary wisdom” is the 
cornerstone of successful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which can be ach
ieved through proactive engagement and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encompassing acknowledgment, recognition, acceptance, and integra
tion of diverse cultural elements. To nurture this boundary wisdom,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must be recognized as a dynamic and 
continuous process. In turn, this requires individuals to continually learn 
and adapt in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 and challenges (Chen, 2015). 
We observe a growing convergence of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and communication styles within the case company, particularly 
during dynamic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Thus, we contribute to the 
expatriate adjustment literature by examining a relatively 
under-explored cohort of Chinese expatriates. It also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boundary wisdom”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by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cross-cultural dynamics and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adjustment.

5.2.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irst, organizations have a double-edged effect on expatriate 
adjustment, whereby expatriates’ socialization is sel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development, expatriates only need to perform 
well in their overseas work and do not necessarily need to integrate 
deeply into local life. Therefore, balancing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
tion may benefit both MNEs and expatriates.

Second, enterprises should ensure that the appropriate personnel are 
placed in the appropriate positions to perform the specified tasks. 
Increasing the “bridging”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locals has been effective and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
ence for other enterprises to construct their own expatriate management 
systems. In particular, companies must select international talent pro
ficient in multiple languages and familiar with multicultural back
grounds. For instance, companies can focus on China’s overseas students 
and overseas Chinese to construct an international talent recruitment 
system. This is because they are not only deeply versed in Chinese cul
ture but also well-acquainted with local cultures and working practices, 
possessing substantial advantages in language proficiency.

Finally, stakeholders must be made mor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and how these benefits can be 
utilized (Varma, Budhwar, Katou, & Matthew, 2016b). Organizations 
should strengthen connections between expatriates and local colleagues. 
Further, involving HCNs in decision-making can boost their commit
ment to the organization. Regular channels for feedback and sugges
tions, such as local advisory boards, can make them feel valued. 
Leadership, particularly expatriate managers, should be trained to act as 
cultural ambassadors and communicate organizational values and goals 
while respecting local customs. These practices can help to build a 
shared identity between HCNs and expatriates.

5.3. Limita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s

First,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is a two-way process. HCNs can also 
learn about the expatriates’ home countries and gain insights into their 
experiences (Toh & DeNisi, 2007). Obtain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from 
those around expatriates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expatriates’ 
socialization process (Fu et al., 2017). Further, reflecting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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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of social desirability, exploring the expatriate–HCN in
teractions from Chinese expatriates’ perspective alone may bias the re
sults. For example, Chinese expatriates may downplay local employees’ 
role because of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upbringing, or may have a 
biased understanding of local people. However, we only explored in
tera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expatriates; therefore, ho
mologous bias was inevitable. Future research can incorporate data from 
the host population (e.g., asking local colleagues to report their in
teractions with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willingness to contribute to 
Chinese expatriates’ adjustment)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sightful picture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Second, the purpose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is to establish social 
networks and seek support to complete overseas assignments better. Our 
findings not only help address research gaps but also lay a foundation for 
new research endeavors. Yet, much remains to be understood and can be 
gained by drawing o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paradigms to inform our 
models. This study only explored how the two parties interacted but 
lacked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socialization outcomes.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among expatriates are often aimed at creating high- 
quality interactions. The definition of high-quality interactions and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m require further exploration.

Finally, Chinese expatriates’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host country’s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For 
example, our data suggest that Chinese expatriates interact more 
extensively and deeply with local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n 
with those in Africa. Other contextual factors, such as the host country’s 
level of development, cultural similarities between expatriates and HCN 
coworkers, cultural distance between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al context, may also impact Chinese expatriates’ in
teractions with HCNs (Mahajan & Toh, 2014). Future research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on expatriat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 and rol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haping 
expatriates’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stakeholders. Give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llected data,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s may be a valuable 
future research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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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Interview questions

1. Introduction/basic information: 
Name (Pen name or code name may be used)： 
Gender： 
Age： 
Assigned location： 
Assigned time： 
Position during the assignment：

2. The basic interview questions

(1) When and where did/do you work overseas? Could you please 

talk about your detailed expatriate experiences?
(2) What is your position in the representative office (namely, the 

subsidiary company) during the expatriation? Could you please talk 
about your work responsibilities?

(3) Who do you normally interact with overseas? And how you 
mainly interact with them? Could you please give some detailed 
examples?

(3) How often do you contact with the local employees in the over
seas workplace? And outside of work? How is the private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employees?

(4) How many foreign friends are close to you? Why is that? 

(5) Could you please talk about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local 
and Chinese employees? What is the reason? Illustrative

(6) Could you lease talk about the company’s localization strategy?
(7)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the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problem you face in detail? Illustrative
(8) Are there cross-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local employees and 

Chinese expatriates within the company? If so, please give some 
examples.

(9)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measures your company has 
taken to avoid cross-cultural conflicts? Examples can be given.

Data availability

The data that has been used is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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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istič, S., & Kaše, R. (2022). Emergence and persistence of work relationships in early 
socialization: contrasting inter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s.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31(6), 894–907.

Berry, J. W. (1980).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In In. A. Padilla (Ed.), 
Acculturation: Theory, Models and Findings (pp. 9–25). Boulder: Westview. 

Berry, J. W., & Hou, F. (2016). Immigrant acculturation and well-being in Canada. 
Canadian Psychology, 57(4), 254–264.

Bhaskar-Shrinivas, P., Harrison, D. A., Shaffer, M. A., & Luk, D. M. (2005). Input-based 
and time-based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meta-analyt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2), 257–281.

Black, J. S., Mendenhall, M., & Oddou, G. (1991). Toward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an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2), 291–317.

Black, J. S., & Stephens, G. K. (1989). The influence of the spouse on American expatriate 
adjustment and intent to stay in pacific rim overseas assignmen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5(4), 529–544.

Blackman, C. (1996). Negotiating commercial agreements in China: a discussion of 
Australian perceptions and strategies. In In. J. Selmer (Ed.),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in China (pp. 24–30). Hong K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luhm, D. J., Harman, W., Lee, T. W., & Mitchell, T. R. (2011).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management: a decade of progres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8(8), 
1865–1891.

Bruning, N. S., Sonpar, K., & Wang, X. (2012). Host-country national networks and 
expatriate effectiveness: a mixed-methods stud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3(4), 444–450.

Caligiuri, P. M. (2000). Selecting expatriates for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son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st national contact and cross- 
cultural adjustmen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40(1), 61–80.

Caligiuri, P., & Bonache, J. (2015). Evolving and enduring challenges in global mobility.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1(1), 127–141.

Chen, M. J. (2002). Transcending paradox: The “middle way” perspectiv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 179–199.

Chen, G. M. (2015). Theorizing global community as cultural home in the new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46, 73–81.

Chua, R. Y. J., Morris, M. W., & Ingram, P. (2009). Guanxi vs networking: distinctive 
configurations of affect- 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in the networks of Chinese vs 
American Manag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0(3), 490–509.

B. He et a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34 (2025) 102448 

14 

9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8


Chuang, A., Hsu, R. S., Wang, A. C., & Judge, T. A. (2015). Does West “fit” with East? In 
search of a Chinese model of person–environment fi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2), 480–510.

Creswell, J.W. (2007),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2nd ed.), Sage, Thousand Oaks, CA.

Creswell, J. W., & Miller, D. (2000). Determining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into Practice, 39(3), 124–130.

Dong, K., & Liu, Y. (2010).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in China.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17(3), 223–243.

Dukerich, J. M., Golden, B. R., & Shortell, S. M. (2002).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dentity, and image on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s of physicia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7(3), 
507–533.

Fang, T. (1999). Chinese business negotiating style. Thousand Oaks, CA: Sage.
Fang, T. (2003). A critique of Hofstede’s fifth national culture dimen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3(3), 347–368.
Fang, T. (2006). Negotiation: The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Business Industrial Marketing, 

20(1), 50–60.
Fang, T., & Faure, G. O. (2011). Chinese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 Yin Yang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5(3), 320–333.
Fang, T., Samnani, A. K., Novicevic, M. M., & Bing, M. (2013). Liability-of-foreignness 

effects on job success of immigrant job seeker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48 
(1), 98–109.

Farh, C. I., Bartol, K. M., Shapiro, D. L., & Shin, J. (2010). Networking abroad: a process 
model of how expatriates form support ties to facilitate adjust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5(3), 434–454.

Faure, G. O. (1999).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negotiation: The Chinese case. Group 
Decision and Negotiation, 9(3), 187–215.

Faure, G. O., & Fang, T. (2008). Changing Chinese values: keeping up with paradox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7(2), 194–207.

Fee, A., Heizmann, H., & Gray, S. J. (2017). Towards a theory of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capacity development: the experiences of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NGO expatriates 
in Vietna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36–2061.

Froese, F. J., & Xiao, S. (2012). Work values,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3(10), 
2144–2162.

Fu, C., Hsu, Y. S. A., Shaffer, M., & Ren, H. (2017).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self- 
initiated expatriate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Personnel Review, 46(2), 182–204.

Gamble, J., & Huang, Q. (2008).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Chinese employees in 
foreign invested fi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9(5), 
896–915.

Gao, L., Liu, X., & Zou, H. (2013). The role of human mobility in promoting Chinese 
outward FDI: a neglected fact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2(2), 437–449.

Gao, G., & Ting-Toomey, S. (1998). 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with the Chinese. 
Thousand Oaks: Sage.

Gao, G., Ting-Toomey, S., & Gudykunst, W. B. (1996).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In In. M. H. Bond (Ed.),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pp. 280–293).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oia, D. A., Corley, K. G., & Hamilton, A. L. (2013). Seeking qualitative rigor in 
inductive research: notes on the Gioia methodology.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6(1), 15–31.

Gonzalez-Loureiro, M., Kiessling, T., & Dabic, M. (2015). Acculturation and overseas 
assignments: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49(6), 239–250.

Graebner, E. (2007).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1), 25–32.

Guo, Y., Rammal, H. G., & Pereira, V. (2021). Am I ‘In or Out’? A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to studying expatriates’ social networks and adjustment in a host country contex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36, 558–566.

Guo, Y., Rammal, H. G., Benson, J., Zhu, Y., & Dowling, P. J. (2018).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China: expatriates’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guanx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7(2), 455–464.

Hack-Polay, D., & Mahmoud, A. B. (2021). Homesickness in developing world expatriat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Germa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5(3), 
285–308.

Hall, E. (1976).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Doubleday. 
Han, Y., Sears, G. F., Darr, W. A., & Wang, Y. (2022). Facilitating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dispositional predictors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53(9), 1054–1096.

Harvey, M., Speier, C., & Novecevic, M. (2001). A theory-based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global human resource staff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2(6), 898–915.

Harzing, A. W. (2001). Who’s in charge? An empirical study of executive staffing 
practices in foreign multinational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40(2), 139–158.

Haslberger, A., Brewster, C., & Hippler, T. (2013). The dimensions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52(3), 333–351.

He, B., An, R., & Berry, J. (2019).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social capital: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expatriates. Cross Cultural &Strategic 
Management, 26(1), 67–92.

Hendrickson, B., Rosen, D., & Aune, R. K. (2011). An analysis of friendship networks, 
social connectedness, homesickness, and satisfaction level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5(3), 281–295.

Hippler, T. (2000). European assignments: international or quasi-domestic?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4, 491–504.

Hippler, T., Caligiuri, P., & Johnson, J. (2014). Revisiting the construct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measure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44(3), 8–24.

Hitotsuyanagi-Hansel, A., Froese, F., & Pak, Y. (2016). Lessening the divide in foreign 
subsidiaries: the influence of localization on th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turnover intention of host country national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5(2), 
569–578.

Hof, H. (2021). Intersections of race and skills in European migration to Asia: Between 
white cultural capital and ‘passive whitenes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4(11), 
2113–2134.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fstede, G. (2007). Asian manag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4(4), 411–420.

Horak, S., & Paik, Y. (2023). Informal network context: deepening the knowledge and 
ext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social network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4(12), 
2367–2403.

Huang, H., Liu, H., Zhao, X., He, H., & Ding, Y. (2022). How simulated home influences 
Chinese expatriates: the partial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Employee Relations, 44(6), 1290–1317.

Hutchings, K., French, E., & Hatcher, T. (2008). Lament of the ignored expatriate. Equal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27(4), 372–391.

Jannesari, M. T., & Sullivan, S. E. (2022). Leaving on a jet plane? The effect of 
challenge–hindrance stressors, emotional resilience and cultural novelty on self- 
initiated expatriates’ decision to exit China. Personnel Review, 51(1), 118–136.

Johnson, E. C., Kristof-Brown, A. L., Van Vianen, A. E. M., De Pater, I. E., & Klein, M. R. 
(2003). Expatriate social ties: Personality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for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ection and Assessment, 11(4), 277–288.

Jokisaari, M., & Vuori, J. (2018). Leaders’ resources and newcomer socialization: the 
importance of delegation.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33(2), 161–175.

Kang, H., & Shen, J. (2018).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host-country national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ward expatriates: what we do and do not know.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8(2), 164–175.

Kim, K., & Slocum, J. W. (2008).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expatriate assignment 
effectiveness: The case of US-based Korean expatriate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3 
(1), 109–126.

Knight, C., & Haslam, S. A. (2010). Your place or min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comfort as mediator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anagerial control of workspace 
and employees’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1(3), 
717–735.

Kozhakhmet, S., & Nurgabdeshov, A. (2022). Knowledg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expatriates: managing Chinese MNEs in Kazakhst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8(2), Article 100919.

Krefting, L. (1991). Rigor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assessment of trustworthi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45(3), 214–222.

Kubovcikova, A., & van Bakel, M. (2022). Social support abroad: How do self-initiated 
expatriates gain support through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31(1), Article 101894.

Law, K. S., Song, L. J., Wong, C.-S., & Chen, D. (2009).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uccessful loc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0(8), 1359–1373.

Lee, K. P., Bae, J. Y., Lee, B. H., & Choi, J. H. (2019). The acculturative stress of host 
country managers working at MNC subsidiaries: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4(4), 387–398.

Leonardelli, G. J., & Toh, S. M. (2011). Perceiving expatriate coworkers as foreigners 
encourages aid: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procedural justice together improve inter- 
group cooperation and dual ident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1), 110–117.

Li, J., Xin, K. R., Tsui, A., & Hambrick, D. C. (1999). Building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 leadership teams in Chin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34(1), 52–68.

Li, J., Zhao, Y., & Han, X. (2020). Would you work abroad? The effect of English 
proficiency on Chinese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accept international assignment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9(2), Article 101669.

Lin, L., Li, P. P., & Roelfsema, H. (2018).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es in inter- 
cultural leadership: the case of Chinese expatriate managers in the Dutch context. 
Cross Cultural Strategic Management, 25(2), 299–336.

Lincoln, Y.S., & Guba, E.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Sage Publications, Beverly Hills, 
CA.

Liu, Y. (2021). Expatriates’ dual commitment: a serial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of 
workplace friendships and adjustment. Personnel Review, 51(6), 1690–1706.

Liu, T., Sekiguchi, T., Qin, J., & Shen, Y. X. (2024). Expatriates’ boundary-spanning: 
double-edged effects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4-00690-x

Ljubica, J., Shaffer, M., Tin, S., & McKouen, K. (2019). A model of the dark side of 
expatriate–host country natio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Global Mobility, 7(2), 
137–156.

Ma, L., & Tsui, A. S. (2015).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es and contemporary 
leadership. Leadership Quarterly, 26(1), 13–24.

Mahajan, A., & Toh, S. M. (2014). Facilitating expatriate adjustment: The role of advice- 
seeking from host country national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9(4), 476–487.

McGregor, J. (2005). One billion customers: Lessons from the front line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Mendenhall, M., & Oddou, G. (1985). The dimensions of expatriate acculturation: A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0, 39–47.

Michailova, S., Fee, A., & DeNisi, A. (2023). Research on host-country nationals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e last five decades and ways forward.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8(1), Article 101383.

B. He et a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34 (2025) 102448 

15 

9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1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2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3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4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5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3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69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0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1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2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2
https://doi.org/10.1057/s41267-024-00690-x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4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5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6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7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8
http://refhub.elsevier.com/S0969-5931(25)00061-7/sbref78


Morrison, E. W., Chen, Y. R., & Salgado, S. R. (2004).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newcomer 
feedback seeking: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ng Kong. Applied 
Psychology, 53(1), 1–22.

Nadeem, S., & Mumtaz, S. (2018). Expatriates adjustment through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of Chinese expatriates working in Pakistan. Cross Cultural Strategic 
Management, 25(4), 642–669.

Olsen, J., & Martins, L. (2009). The effects of expatriat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adjustment: a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48(2), 
311–328.

Osman-Gani, A. M., & Rockstuhl, T. (2008).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for expatriate adjustment and performance in overseas 
assignments: implications for HR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Review, 7(1), 
32–57.

Panda, M., Pradhan, R. K., & Singh, S. K. (2022). What makes organization-assigned 
expatriates perform in the host country? A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in the 
India-China contex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42, 663–673.

Patvardhan, S. D., Gioia, D. A., & Hamilton, A. L. (2015). Weathering a meta-level 
identity crisis: forging a coheren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 an emerging field.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2), 405–435.

Peltokorpi, V. (2010).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foreign subsidiaries: the influence 
of expatriates’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petenci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6(2), 176–188.

Peltokorpi, V. (2020). Host country national employees’ prosocial behavior toward 
expatriates in foreign subsidiaries: a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9(2), Article 101642.

Peltokorpi, V., & Vaara, E. (2014). Knowledge transfer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roductive and counterproductive effects of language-sensitive recrui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5), 600–622.

Pichler, S., Varma, A., & Budhwar, P. (2012).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social 
categorization of expatriates in Ind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3(5), 915–927.

Ren, H., Shaffer, M. A., Harrison, D. A., Fu, C., & Fodchuk, K. M. (2014). Reactive 
adjustment or proactive embedding?: multistudy, multiwave evidence for dual 
pathways to expatriate retention. Personnel Psychology, 67(1), 203–239.

Richardson, C. (2022). It’s all in the past: How do colonial legacies between host and 
home countries affect the expatriate experience? Journal of Global Mobility, 10(1), 
36–54.

Richardson, C., & Ng, K. H. (2021). No place like home? Self-initiated expatriates in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9(3), 506–528.

Rui, H., Zhang, M., & Shipman, A. (2016). Relevant knowledge and recipient ownership: 
Chinese MNCS’ knowledge transfer in Afric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1(5), 
713–728.

Sam, D., & Berry, J. (2010). Acculturation wh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meet.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4), 472–481.

Selmer, J. (2002).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djustment of Western vs. overseas Chinese 
expatriate manager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5(1), 41–50.

Selmer, J., Ebrahimi, B. P., & Li, M. (2000a). Corporate career support: Chinese mainland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5(1), 5–12.

Selmer, J., Ebrahimi, B. P., & Li, M. (2000b). Adjustment of Chinese mainland vs. 
Western business expatriates assigned to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21(7), 553–565.

Selmer, J., & Shiu, L. C. (1999). Coming home? Adjustment of Hong Kong Chinese 
expatriate business managers assigned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3), 447–465.

Shen, J., Kang, H., & Dowling, P. J. (2018). Conditional altruism: Effects of HRM 
practices on the willingness of host-country nationals to help expatriat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57(1), 355–364.

Shen, Y., & Kram, K. (2011). Expatriates’ developmental networks: Network diversity, 
base, and support functions.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16(6), 528–552.

Silbiger, A., Barnes, B. R., Berger, R., & Renwick, D. W. (2021). The role of regulatory 
focu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ultural distance–Adjustment relationship for 
expatriate manager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22, 398–410.

Singh, D., Pattnaik, C., Lee, J. Y., & Gaur, A. S. (2019). Subsidiary staffing, cultural 
friction, and subsidiary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Korean subsidiaries in 63 
countrie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58(2), 219–234.

Smith, W. K., & Lewis, M. W. (2011). Toward a theory of paradox: a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of organizing.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2), 381–403.

Sonesh, S. C., & DeNisi, A. S. (2016). The categorization of expatriates and the support 
offered by host country nationals. Journal of Global Mobility, 4(1), 18–43.

Song, H., Varma, A., & Zhang, Y. (2021). Motivational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expatriate talent adjust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moderation effects of 
cultural dista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4(2), 
344–368.

Stahl, G. K., & Caligiuri, P. M. (2005). The effectiveness of expatriate coping strategi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ultural distance, position level, and time on the international 
assign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0(4), 603–615.

Strauss, A.L., & Corbin, J.M.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2nd ed.). Sage.

Takeuchi, R. (2010). A critical review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research through a 
multiple stakeholder view: progress, emerging trend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36(4), 1040–1064.

Tao, F., Liu, X., Gao, L., & Xia, E. (2018). Expatriates, subsidiary autonomy and the 
oversea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of MNEs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9(11), 1799–1826.

Thomas, D. R. (2017). Feedback from research participants: are member checks useful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14(1), 23–41.

Thomas, D. C., Au, K., & Ravlin, E. C. (2003). Cultural variation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4(5), 451–471.

Thomas, D. C., & Lazarova, M. (2006). Expatriate adjustment and performance: a critical 
review. In In. G. K. Stahl, & I. Björkman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p. 247–264).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Toh, S. M., DeNisi, A. S., & Leonardelli, G. J. (2012). In Connie Wanberg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The perspective of host country 
nationals in socializing expatriates: The importance of foreign-local relations (pp. 
230–24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oh, S. M., & DeNisi, A. S. (2007). Host country nationals as socializing agents: a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8(3), 281–301.

Toh, S. M., & Srinivas, E. S. (2012). Perceptions of task cohesiveness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ncrease trust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host country nationals and 
expatriate coworkers in Oman.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7(4), 696–705.

Triandis, H. C. (1994). Culture and Social Behavior. NewYork: McGraw-Hill. 
Van Bakel, M. (2019). It takes two to tango: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expatriate-local interaction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0(21), 2993–3025.

Van Bakel, M., Gerritsen, M., & Van Oudenhoven, J. P. (2014). Impact of a local host on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expatriat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5(14), 2050–2067.

Van Bakel, M., van Oudenhoven, J. P., & Gerritsen, M. (2015). Developing a high quality 
intercultural relationship: expatriates and their local host. Journal of Global Mobility, 
3(1), 25–45.

Vance, C. M., Andersen, T., Vaiman, V., & Gale, J. (2014). A taxonomy of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of the host country national local liaison role in global knowledge 
management.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56(2), 173–191.

Vance, C. M., Vaiman, V., & Andersen, T. (2009). The vital liaison role of host country 
nationals in MNC knowledge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48(4), 
649–659.

Varma, A., Aycan, Z., Budhwar, P., Pichler, S., Uygur, U., & Paluch, R. (2016a). Host 
country nationals’ support to expatriates: an investigation in Turke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10(6), 605–623.

Varma, A., Budhwar, P., & Pichler, S. (2011). Chinese host country nationals’ willingness 
to help expatriates: the role of social categorization.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53(3), 353–364.

Varma, A., Budhwar, P., Katou, A., & Matthew, J. (2016b). Interpersonal affect and host 
country national support of expatriates. Journal of Global Mobility, 4(4), 476–495.

Varma, A., Pichler, S., Budhwar, P., & Kupferer, S. (2012). Expatriate-local interactions: 
an investig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7(7), 75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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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部分职业被公众“污名

化”，致使从业者对自身工作角色持有矛盾心理。本文对

广东、湖北、江西省 17 家医院、福利院、养老院的 50

名护工和 14 位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多次实地跟踪访谈，借

助扎根理论方法做出以下发现 ：（1）护工群体经历“矛

盾职业认同被动期→矛盾职业认同震荡期→矛盾职业认

同主动期”3 个阶段，最终实现与矛盾和谐共生 ；（2）被

动期护工采取污名回避与抵抗、认命以及离职等适应不

良策略，震荡期护工同时采取适应性（意义重塑、自我提

升、心理资源自构）和适应不良策略（分离、成为黑陪），

主动期护工则采取接受、环境建构、角色延伸等适应性

策略 ；（3）护工矛盾职业认同潜在矛盾张力来自个体、组

织和职业三个层面。尽管生存需求、公司压榨和职业污

名这三类“压倒性”张力在客观上难以消除，但护工主

观上收获权力感、意义感、胜任感等可有效缓解客观性

矛盾张力 ；（4）医院、老乡圈子以及护工的个性特征是推

动矛盾职业认同演进的重要动力。本文通过探讨护工矛盾

职业认同演进、不同阶段应对策略及其矛盾张力变化，不

仅揭示了护工矛盾职业认同动态演化规律，也为完善底层

工作群体管理提供了实践启示。

关键词  非体面工作；职业污名；矛盾职业认同；护工；

动态演化

引言

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凡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职

业应无高低贵贱之分。[1] 然而，部分职业因有悖于社会

关于“洁净”的标准而饱受质疑。[2] H u g h e s 较早提出非

体面工作的概念。[3] 公众眼中的“污损形象”诱使从业

者产生严重的身份认同威胁，普遍面临“你怎么能从事

这种工作”的质疑。[4,5] 这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身心健康，

还可能导致组织低效运行。[5,6] 因此，深入探讨非体面工

作从业者（以下简称“从业者”）身份认同问题，帮助和

引导其构建有尊严的职业身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

现实意义。

然而，学界长期存在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与不认同

的研究争议，[7] 这隐喻着他们的职业认同状态可能极为复

杂。[6] 由于外部污名和自身限制，他们对自身职业或多

或少持有矛盾心理，[5,8,9] 这种认同和不认同兼而有之的

认同状态称为矛盾职业认同。[10] 矛盾视角有可能破解以

往研究争议，然而相关研究仍存在几点不足 ：其一，已

有关于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的研究仅止步于现象揭示或

概念探讨；[8,11] 其二，矛盾职业认同的悖论属性促使个

体有意识地克服认知冲突，以趋向于内在和谐，[10] 而这

一动态重组过程并未充分讨论 ；[12] 其三，一旦承认矛盾

职业认同动态性，则需突破“非此即彼 ( E i t h e r / O 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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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思维，探讨个体与矛盾和谐共生的可能性。[13]

基于此，本文以护工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从业者

矛盾职业认同的动态演化过程。理论上，基于矛盾视角

揭示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的形成及其动态演化过程，有

助于解决现有研究分歧 ；实践上，为管理者完善底层工

作群体管理提供启发，使组织更加清楚怎样的制度设

计能够引导从业者构建有尊严的职业身份。

一、研究背景

1. 非体面工作及其从业者职业认同困境

非体面工作是指社会所必需，但被认为不干净、有

损身份的、道德败坏的或情绪受损的任务或职业。[4] 本

文所关注的护工群体，主要涉及身体和社交两个层面的

肮脏属性。[14,15] 其中，身体肮脏是护工在照顾病患时接

触排泄物等造成。社交肮脏则指护工容易与雇主形成

主仆关系。非体面工作本质上是一种职业污名，即外部

群体的一种刻板印象。[1,16] 职业污名作为一种客观力量，

抑制护工积极自我意识的形成。[14]

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困境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

题，[5,8,17,18] 他们往往会同时呈现出认同与不认同的身份

叙述。[19]Ashfor th 等较早提出矛盾职业认同的理论猜想，

认为职业污名致使从业者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威胁，但这

也可能形成“强”的群体文化，使从业者采取积极污名

应对策略，进而形成矛盾职业认同。[5] 而 K r e i n e r 等则

认为普遍职业污名与积极防御策略的共同作用会导致从

业者矛盾职业认同。[8] 个体可以通过“自我与工作切割”

和“自我与工作融合”来减缓自身的认知失调，[7] 这可能

是从业者面对“职业认同困境”的自我调和策略。然而，

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一个建构和重组的动态过程，矛盾职

业认同无法长期处于认同与不认同均等的状态。[12] 一旦

考虑到矛盾职业认同的动态性，则需进一步考察组织和

个体力量的干预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矛盾职业

认同的动态演化过程及其背后的推动力量。

2. 悖论理论视角下的矛盾职业认同

以往研究大都基于“非此及彼”思维探讨从业者身份

认同问题，主要涉及社会认同理论、[5,7,8] 资源保存理论、[20]

认知失调理论等。[21,22] 部分学者试图基于“矛盾”视角

探讨此问题，但大都将矛盾职业认同视为认同和不认同

的简单组合，并未深入剖析矛盾职业认同的构成要素及

其演化机制。[8,10] 悖论理论为理解个体矛盾心理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视角。[13,23] 本文拟基于悖论视角，考察从业

者矛盾职业认同及其演化过程。

悖论源于相互依赖要素间的持续矛盾，并存在于作

用方向相反要素间形成的张力关系中。[13,24] 张力 (Tension)

反映了个体所面对的无法相容诉求的程度，是构成悖论

理论的核心概念。[13] 悖论现象会同时出现在组织战略和

个体心理层面。[13,23,25-28] 就本研究而言，首先，从业者

对非体面工作的认知具有悖论属性，矛盾张力使得从业

者对自身工作角色持有矛盾心理。[5,8,18] 从业者时常在职

业价值与职业污名之间摇摆。[29] 其次，根据悖论理论，

环境因素和个体认知会对矛盾张力产生影响，[13,30] 即引

致矛盾职业认同的矛盾张力存在多方角力，而多方角力

的力量变化可能催生不同的矛盾职业认同状态。最后，

从业者的行动策略符合悖论理论导向下的策略出路，即

接受、分化或整合迭代的应对策略。[13] 现实的压力使得

从业者仍需维继这份工作，不认同或远离工作自我会产

生认知失调。[31] 因此，从业者会采取矛盾的调和策略，

以应对工作过程中的矛盾体验。[32 ,33]

二、研究方法

1. 样本选择

本研究实地走访了 17 家医院、福利院及养老院，

共访谈 50 名护工（受访人信息见表 1）。走访单位覆盖

不同规模、类型（医院、养老院等）以及不同地区（广东、

江西、湖北）。访谈对象覆盖不同从业时间（1 至 25 年）、

科室（产科、外科等）、职责（专培、普陪）以及不同性

别的护工。本文所采访的护工受到护理公司和医院的双

重管理，以 50 岁左右的中年女性为主。

表1  访谈护工信息
访谈对象
编号 性别 工作类型 访谈时长/min 科室 年龄/年 工作年限

F1 女 普通陪护 42 产科 54 7

F2 女 普通陪护 44 外科 55 6

…… …… …… …… …… …… ……

F49 女 一对一陪护 32 高干病区 53 26

F50 女 一对一陪护 30 高干病区 50 22

注 ：信息根据案例数据整理。F ：女性 ；M ：男性

2. 数据收集

（1）访谈准备：进行访谈前，初步拟定了访谈提纲。

提前与医护或管理人员取得联系，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

进入医院进行访谈。进入访谈现场后，由医护引荐，在

获得护工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访谈并录音。

（2）深度访谈 ：访谈多在晚间护工相对空闲的时间

进行，访谈地点为病房外走廊或休息间。访谈由几位作

者共同完成，包括一对一和多对一。访谈结束后现场给

护工 20 元红包奖励，再由医护人员引导下一位护工受访。

每位护工访谈持续约 15-60 分钟，除个别护工因工作中

断访谈，绝大部分访谈时间在 30 分钟以上。总访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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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约 30 小时，共获得访谈稿约 22.6 万字。

（3）三角验证 ：在对护工进行访谈的同时，本研究

还对 6 位医护人员以及 8 位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见表

2）。这些人与护工朝夕相处，能提供护工不了解或不愿

透露的信息，与护工访谈相互印证。在数据收集和分析

过程中，本研究还收集了新闻报道、调查研究等二手资

料，进一步确认了护工工作情况。例如，以往新闻报道

护工群体的老乡圈子在从业者进入护工职业、工作适应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本研究访谈资料吻合，形

成三角验证（见表 3）。
表2  访谈医护与管理人员基本信息

访谈对象编号 工作类型 访谈时长/min

N1 妇科护士 35

N2 高干综合病区护士长 36

…… …… ……

S7 护理公司管理人员 47

S8 护理公司管理人员 45

注 ：信息根据案例数据整理。N ：护士 ；S ：管理人员

表3  材料汇总

类型 来源 内容

一手数据
护工深度访谈 50 位护工的深度访谈，以及访谈时记录的观察

材料
医护与管理人员访谈 6 位医护人员以及 8 位管理人员的访谈

二手数据 新闻网站、知网等
公开渠道检索

包含新闻报道（7 份）、调查研究（11 份）和网
络护工访谈视频（8 个）

3. 分析策略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34] 使用 Ma xQDA 2020 软

件通过自下而上的编码过程，逐步归纳出从业者矛盾职

业认同的动态演化模型。[35] 

本文的编码策略包含以下四步。（1）选定两位作者

作为主要的编码员。在访谈录音转录后，两位编码员先

通读所有材料，形成初步理解。（2）进行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由两位作者共同完成。作者在第一次实地访

谈后共同对访谈数据进行编码，以统一基本的编码单

位。每次访谈后，两位作者背对背编码分别给材料贴标

签（见表 4）。在标签的基础上，作者将内涵相近的标签

提炼为初始概念。编码工作每进行一到两天核对双方编

码，初次编码的一致性约为 90%，少数不一致编码由几

位作者共同讨论（见表 5）。（3）进行轴心性编码。研究

人员不断“往返”于文献与访谈材料间，不断添加、修

改以对应初始概念。这些概念部分来源于既有文献，部

分来源于对访谈材料的总结。（4）研究人员依据在 71

个初始概念基础上得到的 35 个概念（A A1-A A35，见

表 6）进行选择性编码。在职业矛盾等 14 个范畴基础上，

最终明确了以“矛盾职业认同”为核心，护工“被动矛盾

职业认同→矛盾职业认同震荡→主动矛盾职业认同”的

动态演化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该演化过程并不是一个

必然的线性过程，包含了护工离开职业岗位、停留在某

一阶段或职业认同减少的可能性。

表4  开放式编码：贴标签

代表性访谈材料举例 标签示例a（x）

F7
（a62-a77）

……刚开始，还是有一点不适应（a70），因为屎尿那
些（a71），后来慢慢的习惯了（a72），也适应这种生
活环境都适应了（a73） ……

a70 初期不适应工作
a71 接触排泄物

a72 逐渐习惯工作
……

注 ：此表仅做例举，下同

表5  开放式编码：概念化

标签汇总a（x） 初始概念A（x）
a71 接触排泄物 a132 帮病患吸痰 a163 给病患通便…… A1 身体肮脏
a78 服侍老年人 a136 给病患喂饭 a184 给病患擦身…… A2 社交肮脏
…… ……

三、研究发现

1. 矛盾职业认同演化三阶段

分析材料后发现，护工从始至终都呈现出矛盾职业

认同的状态，但会先后历经三个阶段（例如护工 F27）。

（1）被动期矛盾职业认同形式及矛盾应对策略

①  被动矛盾职业认同 ：难以认同又不得不认同

在第一阶段，尽管护工表达了对自身工作的认同，

但护工对职业的态度具有强烈的消极色彩。例如，护工

F21 认为：“像我的孩子永远不会干这样的工作……以前

我一个人没有文化，为了生存只能做这样的工作。”

在材料中，本文发现第一阶段的若干显著特征。其

一，从业者因自身条件限制，“只能认同”（F47） 自身是

护工的事实。其二，护工认为自己的职业选择出于无奈，

而自己也“只能做这样（指护工）的工作”（F21）。这种无

奈暗含着对工作的抗拒。在访谈中，该护工明确表示不

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从事护工工作。在认同扩展模型中，

矛盾认同被看作高度认同和高度不认同的结合。[10] 但与

A sh for t h 等的观点不同，[10] 本文此处所识别的矛盾职业

认同中不认同成分大于认同成分。因此在从业初期护工

群体呈现出不认同与认同二者兼有，且以不认同为主的

矛盾职业认同。本文将其定义为被动矛盾职业认同。

②  被动期矛盾应对策略 ：污名回避、污名抵抗、

长期从业抉择

在矛盾职业认同被动期，由于护工的职业不认同占

主导地位，护工将采取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被动地应。

其中，最常见的适应不良策略是污名回避，包括回避职

业话题和抹除工作特征。[32] 护工预见到暴露职业身份后

可能会遭受歧视，因此在工作场所外经常隐瞒所从事的

职业。例如，护工 F47 在外出时“不好意思穿”工服。

由于护工工作被亲友认为是“下贱的事”（F14），不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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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谈到工作时只表示自己在医院工作。

当职业污名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避免时，护工被迫

采取污名抵抗策略，通过责备、疏远污名者的方式对抗

职业污名。[32] 护工 F1 说到：“有的人（家属）看不起我……

你有本事就不要请我。”

访谈得知，一些雇主对待护工态度恶劣，“好像我

是机器一样”（M5），因此护工在面对雇主歧视时态度强

硬，甚至以罢工相威胁。

在矛盾职业认同被动期，护工  （特别是年轻从业者） 

的流失率较高。与年长的护工不同，年轻从业者的条件

更好、职业选择更多，因此“两三天就走了”（F39） 的情

况屡见不鲜。据管理人员  （S5） 描述 ：“每天来面试的有

7、8 个人，但最终留下来的每月只有 5、6 个。”

事实上，仅有极少数人在被动期内决定继续从事护

工工作。部分护工经过现实评估，发现护工已经是相对

理想的就业机会，才忍受职业污名和工作压力选择长期

从业。例如，护工 F15 说：“我就是缺文化，我干其他的，

好不到哪里去啊。”

认命是一种消极的接受，指护工承认自身不足并对

现实逆来顺受。[32] 访谈中，处于矛盾职业认同被动期的

护工悲观地认为自身难以改变从事非体面工作的命运。

此时护工缺乏主动做出改变的想法，并将工作条件改善

寄希望于运气。

（2）震荡期矛盾职业认同形式及矛盾应对策略

①  矛盾职业认同震荡 ：认同与不认同交替主导

护工选择长期从业后进入矛盾职业认同震荡期。

此阶段，护工矛盾职业认同向积极方向转变，并且职业

认同与不认同交替主导。本文将其定义为矛盾职业认同

震荡。

许多护工表示，随着工作的深入，自己更加认同这

份工作。“刚开始我是拒绝的，我不喜欢这份工作。后

来我第一个（病患）让我挺有信心的（F45） 。”

由访谈材料可知，护工与病患之间“互相需要”（F45） 

的互惠关系，以及护工对工作的适应都淡化了护工工作

的消极面，促使其职业认同状态发生积极转变。虽然护

工对自身职业的态度有所改观，但导致其难以认同的消

极因素依然存在。例如，护工 F7 谈到自己认同状态的

变化：“别人骂起来的时候也就觉得很自卑。病人认可你，

那自己当然开心。”

对长期从业者而言，工作中时常遇到的负面事件都

会反复触发其职业不认同。因此护工认同和不认同交替

主导的震荡状态可能会持续存在，使护工对自身职业长

期抱有复杂的感情。例如，从业 17 年的护工 F4 说到：“现

在我觉得心里好累，但我还是喜欢这份工作。”

②  震荡期矛盾应对策略

a. 适应性策略 ：心理资源自构、自我提升、意义重塑

震荡期的护工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职业认同感，因此

会建构积极资源来应对工作中的消极因素。

首先，护工不但要满足病患、医院和护理公司的要

求，还需要额外耗费资源应对污名压力。正如护工 F18

所说 ：“人如果是心累了你就很难恢复过来。”为了应对

心理资源损耗，震荡期护工会在工作中主动构建心理资

源。资源自构是指护工积极恢复心理资源的策略，闲聊

是其中之一 ：“真的是好烦、好累的时候，跟个老乡聊聊

天就很开心（F16）。”除此之外，护工还会通过带病患“走

一下，陪他们聊聊天”（F4） 的方式，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

表6  编码结构表

对应初始概念A（x） 概念AA（x） 范畴 类属
A1 身体肮脏、A2 社交肮脏 AA1 肮脏工作性质

X1 职业矛盾

矛盾职
业认同
被动期

A3 本地人歧视、A4 家里人歧视 AA2 职业污名
A5 年龄劣势、A6 学历劣势、A7 技能劣势 AA3 应职劣势

X2 个体矛盾
A8 生存需求、A9 子女需求 AA4 谋生压力
A10 人力不足、A11 缺少保障、A12 抽成过高 AA5 公司压榨

X3 组织矛盾
A13 平台要求达标、A14 医院要求满意 AA6 工作要求
A15 被迫从事护工但不允许子女从事、
A16 被迫从事护工但没脸面

AA7 难以认同又
不得不认同

Y1 被动矛盾
职业认同

A17 回避职业话题、A18 隐瞒工作身份 AA8 污名回避
Z1 被动阶段

护工策略A19 疏离病患、A20 反驳污名 AA9 污名抵抗
A21 离职、A22 认命 AA10 长期从业抉择
A23 不再感到尴尬、A24 不再感到肮脏 AA11 工作脱敏

X4 震荡阶段
矛盾力量

矛盾职
业认同
震荡期

A25 工作方法自主性、A26 工作流程自主性 AA12 工作自主性
A27 获得家属 / 病患尊重、A28 获得医护尊重 AA13 他尊获得
A29 职业认同与职业不认同交替主导 AA14 既认同又不认同 Y2 矛盾职业

认同震荡A30 开始认同工作 AA15 职业认同转变
A31 聊天放松、A32 休息恢复 AA16 心理资源自构

Z2 震荡阶段
护工策略

A33 培养耐性、A34 精进技能 AA17 自我提升
A35 职业意义重塑、A36 社会意义重塑 AA18 意义重塑
A37 社交场域划分、A38 空间分离 AA19 分离策略
A39 对公司不满、A40 脱离公司 AA20 成为黑陪
A41 影响病患、A42 影响医生 AA21 权力感

X5 主动阶段
矛盾力量

矛盾职
业认同
主动期

A43 对自己的意义、A44 对社会的意义 AA22 意义感
A45 技能胜任、A46 沟通能力胜任 AA23 胜任感
A47 显露出认同但心底里不认同、
A48 工作中认同职业但工作外隐瞒职业

AA24 显露认同
隐藏不认同

Y3 主动矛盾
职业认同

A49 无视歧视、A50 接受现实 AA25 接受职业
Z3 主动阶段

护工策略A51 自行调解矛盾、A52 提出改进意见 AA26 环境建构
A53 承担医护角色、A54 虚拟亲缘关系 AA27 角色延伸
A55 集中培训护工、A56 现场指导护工 AA28 专科培训

W1 院方治理

阶段演
进催化

因素

A57 院方调节护患矛盾、A58 调换护理对象 AA29 矛盾调解
A59 院方激发护工潜能、A60 灌输亲情观念 AA30 激发潜能
A61 老乡传授护理技能、A62 老乡传授工作
经验 AA31 传授技能

W2 老乡圈子A63 老乡互相诉苦、A64 老乡互相慰藉 AA32 分担痛苦
A65 工作互相帮助、A66 生活互相扶持、
A67 互相肯定 AA33 互帮互助

A68 积极面对困难、A69 对未来抱有希望 AA34 乐观
W3 个性特征

A70 体谅病患难处、A71 换位思考 AA35 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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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恢复损耗的身心资源。护工只有通过在长时间工作的

空隙休息恢复，才能有足够的心理资源持续面对繁重的

工作。

其次，为了应对工作要求，护工会采取自我提升策

略精进自身的知识技能。自我提升指护工积极提高工作

技能和改进服务态度。以护工 F18 为例 ：“医生和护士

在询问病人状况，如果你用心的话还可以学一些护理知

识。”一般而言，护工只需遵从医嘱照料病患，无需了

解病人的治疗过程。但访谈中护工开始意识到自身不足，

将工作视作学习机会，主动学习医护知识，提升工作技

能。同时，他们的工作态度也在发生转变。例如，F2 意

识到了耐心在工作中的重要性 ：“一开始心里也烦，但我

们自己不能不耐烦了。”通过自我提升，护工能够更加自

如地应对工作。

最后，护工采取意义重塑策略获得职业意义感。

意义重塑指通过创造意义或重新评价职业来赋予职业

积极的意义。例如，访谈中受访者提到工作的社会意

义，证明职业的正当性 ：“那些家属他很忙的，没有时

间赶过来。然后病人有人照顾，她自己恢复就会比较快

（F27）。”此外，护工还会强调职业对自己的价值。如护

工在访谈中突出工作比较“自由”（F8）的特点，让其得

以平衡家庭和工作。通过以上适应性策略，护工得以维

持长期从业状态。

b. 适应不良策略 ：分离、成为黑陪

与此同时，工作中消极因素会激起职业不认同，导

致护工采取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分离策略指护工有选

择地对少部分人公开职业身份，而对大部分人保密。[36]

医院内的医护与护工长期相处，了解护工的价值和艰辛。

病患与护工互相需要，因此护工在医院内较少遭遇歧

视，在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缓冲，[33] 也为分离提供了条件。

在访谈过程中，许多资深护工认为和病人相处“很开心” 

（F3）。但当被问起在医院外是否会谈论自己工作时，护

工则表示自己“不会和别人聊太多”（F2）。

面对护理公司“压榨”和生存需求的双重压力，部

分护工会选择成为黑陪，脱离护理公司私下承接护理

业务。管理人员 S8 介绍到 ：“黑陪有些以前也是我们护

工……有些护工就为了节省开支（转为黑陪）。”此类护

工在长期从业过程中掌握了丰富的工作技能，而且还与

病患、家属和其他护工等建立了牢固的人际关系，这是

他们成为黑陪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护工各阶段

策略选取是一个更新迭代的过程。在震荡期，护工同样

可能采取污名回避、污名抵抗等策略。

（3）主动期矛盾职业认同形式及矛盾应对策略

①  主动矛盾职业认同 ：显露认同隐藏不认同

有少数护工对职业表现出高度认同，同时也隐晦

地流露出职业不认同。本文将认同显露与不认同隐藏共

存的职业认同状态称为主动矛盾职业认同，认为这部分

护工处于矛盾职业认同主动期。此阶段，护工无视脏污

工作环境和污名压力的负面影响，对自身工作表现出极

高热情。但同时又不愿向身边人提起自己的工作（F41）。

访谈显示，主动期护工会积极维护自身的职业身份，甚

至以职业为荣，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护工“很骄傲”（F27）。

相较于震荡期，护工职业不认同以更加隐晦的方式表现

出来。例如，护工 F27 表示这份工作“很有意义”，自己

“很认可”这份工作，并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克服内心的

“障碍”，打破自己与病患间的“隔阂”。但当被问到“是

否觉得工作有点肮脏”时，她却抹去眼角的泪水。调整

情绪过后，护工 F27 继续向本文作者讲述病患有多么需

要自己。

可见，访谈给护工提供了一个跳出职业身份的机会。

当护工以局外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职业时，才重新意

识到工作不体面，流露出隐藏的职业不认同。

②  主动期矛盾应对策略 ：环境建构、角色延伸、

接受

如前所述，职业认同促使护工采取适应性应对策

略，[37] 主动期护工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策略。  

a . 环境建构的行动策略。环境建构指护工主动建构

有益于自身工作的社会环境，[38] 包括人际关系和工作环

境的改善。例如，护工 F16 描述到 ：“有个病人家属投

诉（到）公司……但是我把道理跟他说清楚，后来他就

不说什么。”主动期的护工会更加聚焦于解决问题，而

不是一味地回避或抵抗。通过开诚布公地与雇主沟通，

缓和与雇主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护工还积极改造工

作环境，例如主动提出使用对讲机改善沟通方式（F35）。

b . 角色延伸策略。主动期的护工会扩展职业身份的

边界，赋予自己更加积极、正面的形象。有的护工将自

己比作“半个医生”（F43），通过赋予自己医生身份的方

式进一步提高工作意义感。除此之外，访谈中护工最常

提到的是将病患看作家人对待，将自身角色从下人转变

为病患的亲人。例如，护工 F33 这样说道 ：“反正病人

给我，就是我们的父母。你（病患家属）就不要想别的，

把他全给我就行了。”

c. 接受策略，即护工接受并坦然面对职业矛盾张力。[23]

接受与认命都意味着从业者承认自己的护工身份。但与

认命不同，采取接受策略的护工能意识到职业的两面性，

坦然面对工作。例如，护工 F43 表示 ：“那个脏是你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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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愿喽。想挣这个钱就不要觉得辛苦。”主动期的护工意

识到非体面工作中矛盾张力将持续存在，因此护工能够

接受工作并不是“完美的”（M6）。采取接受策略的护工

不再将工作视为一种负担，而是看作自己“分内的事情”

（F28）。同时，在面对污名压力时，他们会“不理别人的

看法”（F24），以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应对污名。

2. 矛盾职业认同背后的多方角力

根据前文分析，护工从业者会经历矛盾职业认同被

动期、震荡期和主动期，每一阶段的认同状态以及应对

策略都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主要是护工各阶段面对的

矛盾张力不同。分析发现，护工主要面临来自职业、组织

及个体三方面的矛盾张力，且矛盾张力存在阶段性差异。 

（1）被动期矛盾张力

①职业矛盾张力

职业矛盾张力来源于非体面工作以及职业污名。以

护工 F26 为例 ： “病人拉屎拉尿都是要我们来搞的……

在别人的眼里我们做护工就是最下流的。”由于不少病

患都丧失了自理能力，护工需要处理病患的排泄物、体

液等，许多刚入职的护工难以适应，“自己都觉得想吐”

（F39）。护工不仅要承受生理上的肮脏，护理病人也让

他们觉得自己“很低下”（M9）。例如，护工 F49 认为有

的人说话“很直接”，甚至曾病患表示“我饿死都不干

（护工）。”作为外来务工人员，护工遭受本地人歧视的

现象常有发生。“现在像广州这些人的话，他们这些有

钱的人就说你（为什么）干的这行工作啊？  （F15）”

②  组织矛盾张力

组织矛盾张力来源于管理方的高工作要求以及护理

公司对护工的压榨。医院对护工的要求以病患满意为标

准，但缺少明确指标。护士 N2 提到 ：“你也不用跟我讲

你给他（病患）冲了多少次凉啊，或者干了啥东西。标

准就掌握在我、在病人的脸上。”而护理公司对护工的

要求更为简单，“只要没有被病患投诉”（F48）。虽然护

理公司的要求不高，但由于护理公司收取管理费用却不

给予相应的福利保障，护工对公司的管理怨言颇多。此

外，护工常常超负荷工作，一位护工通常需要照顾 3 个

以上的病患。已经离开公司的护工 F36 抱怨道 ：“公司

250 元中要抽 60……像他那个公司里面，另外一个（护

工）看几个（病患）……然后公司根本就没有任何保险。”

③  个体矛盾张力

对大部分护工而言，选择这份工作既是受限于自身

条件，也是迫于生活压力的无奈选择。一位有两个女儿

的单亲护工表示：“反正你为了孩子……有文化我肯定也

不想干，我们干的是最底层的活（F15）。”

通过资料收集和访谈发现，护工普遍学历低，年龄大，

并且缺少职业技能。因此在护工看来，自己“只能做这个

活”（F48）。而护工工作入职门槛较低，已经是相对宝贵的

工作机会。同时，由于强烈的家庭动机和养家糊口的需要，

他们不得不继续从事护工工作。例如，护工 M59 表示自

己的儿子还没结婚，所以“我只能还能赚点钱”。

（2）震荡期矛盾张力变化

进入矛盾职业认同震荡期，护工从业一定时间后，

较好地实现工作脱敏，并获得工作自主性和他尊，从而

有效缓解职业、组织以及自身三方面的矛盾张力。

①  工作脱敏

工作脱敏指护工不再感到肮脏的过程。[4] 工作脱敏

既是护工长期从业基本的条件，也是护工必然经历的过

程。例如，护工 F29 表示：“有时正在吃饭的过程中（病

患）拉大便，我们要马上处理。现在已经适应了，洗干

净了就继续去吃饭。”

非体面工作给新入职的护工带来了心理和生理的强

烈冲击，让许多护工“接受不了”（M20），这也加快了筛

选从业者的过程。许多护工表示，“一开始觉得有些恶

心”（F37），但随着从业时间增加，逐渐消除了生理和心

理上的厌恶，“已经习惯了”（F27）。

②  工作自主性

工作自主性指护工能够自由安排工作方式和流程。[39]

由于护理公司或医护并不能监督每一位护工，因此在培

训并掌握工作技能后，护工能够获得较高的工作自主性。

例如，一位照料孕妇的护工说到 ：“就是病人需要哪一

方面，就要帮他在哪一方面去做（F45）。”

由于顾客病情、身体状况、性格和需求存在差异，

每一个病患的护理需求各不相同，这要求护工要根据病

患需求进行个性化护理。许多资深护工在工作中形成了

一套自己的工作流程 ：“首先干什么，后面干什么，这些

我们都得自己知道（F13）。”

③  他尊获得

一方面，病患因为护工精心照料得以加速康复，家

属也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家属不能每时每刻监控护

工的工作，“怕你（护工）对我老头子有什么不好”（N2）。

因此护工在工作中也能得到病患和家属的尊重。正如一

位护工的描述 ：“有些人说（家属）‘阿姨，你这份工作

也是慈善工作（F33）。’”

护工在工作收获他尊后，会向患者提供额外高质量

的服务，与患者、家属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工作中的

互惠提高了护工的职业认同。[15]

④  震荡期新增力量与原有张力的对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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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工作脱敏让护工不再因工作身心不适，缓解

了其职业矛盾张力。其次，护工获得他尊一方面表明护

工的工作质量达到了病患要求。例如，护工 F40 说到：“有

的病人一开始不好，但后面慢慢做好，也尊重你。”因

此在满足患者要求后，工作要求引起的矛盾张力得以缓

解；另一方面尊重也将护工和病患置于更加平等的地位，

缓解了社交肮脏引起的矛盾张力。例如，护工 F22 描述

到 ：“互相尊重嘛。”最后，护工获得工作自主性表明护

工受到的监管减少，这让护工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灵活

处理工作，缓解了工作要求带来的矛盾张力。

（3）主动期矛盾张力变化

迈入矛盾职业认同主动期，护工在主观上进一步获

得权力感、意义感以及胜任感等对抗矛盾张力的积极力量。

①  权力感

权力感指护工在工作中能够影响他人的感受。[40] 护

工在工作过程中的权力感来自照顾社会地位更高的病

患。例如，一位护工这样描述自己照顾一位领导的情形：

“2004 年，那个时候他是不起的人物，好多博士来看他

（F50）。”

此外，护工在工作中有时相当于“半个医生”。不

少家属由于工作繁忙，“完全放手”（F13）将病患托付给

护工照料。由于护工与病患接触最为密切，往往更了解

病患情况。因此，医生和护士不仅“也会问护工的意见”

（F12），甚至护工还能够影响医生的诊断。因此，护工

在工作中获得了权力感。

②  意义感

意义重塑是从业者解释和理解自身职业价值的有

效途径。访谈中，护工这样理解工作对病患的意义：“病

人不舒服的时候，我能帮到他，那就是有意义的（F28）。”

通过意义重塑，护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对病患的重

要意义，在工作中体验到更强烈的意义感。护工不仅意

识到工作对病患的重要性，还关注到工作对社会的意义。

例如，护工 F15 认为：“我们（护工）对这个社会是最有

用……没有我们病人也没法生存。”

意义感让护工更加明确自己的工作目的，由于个体

有构建积极自我意识的倾向，[5] 意义感提升了护工对自

身职业的认同感。

③  胜任感

胜任感指个体感知到胜任工作的能力和信心。[41] 护

工对自身能力的信心来源于长年积累的从业经验 ：“我

们要会拍背，家属没有我们拍的舒服……我都拍了十多

年了，这能比吗？（F19）”

丰富的工作经验让护工应对工作轻松自如，因此护

工能够克服工作要求的张力。这种经验不断累积，最终

变为护工自如照料病人的能力。例如，护工 F49 这样描

述自己如何应对病患 ：“有那些脾气暴躁的，到了我手里

就好了……不是开玩笑，得有一套把病人搞定。”

此时，护工形成了一套应对病患的成熟方式，有自

信也有能力处理“难搞的病人”（F33）。

④  主动期新增力量与原有张力的对抗过程

在矛盾职业认同主动期，护工收获的权力感、意义

感以及胜任感可以进一步缓解职业、组织以及个人三方

面的矛盾张力，实现护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和谐共处。

胜任感和权力感表明护工基本上克服了应职劣势和工作

要求的矛盾张力。而护工在工作中获得的意义感则在主

观上与职业污名、生存需求和公司压榨这三类  “压倒性”

矛盾张力形成对抗。例如，护工 F33 认为工作“就好像

做善事一样”。首先，“做慈善”“有意义”意味着护工

在工作中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而不只是为了解决温

饱问题，削弱了生存需求的矛盾张力；其次，将工作理

解为慈善也意味着护工精神需求的满足，削弱了公司压

榨带来的矛盾张力；最后，工作过程中体验到的意义感

是对职业污名的有力回击。因此，护工在主动期能够对

自身职业表现出较高的认同。

3. 矛盾职业认同三阶段演化助力

从上文可知，绝大部分护工在被动期离职，部分护

工长期处于震荡期，只有少数护工能进入主动期。这说

明护工进入主动期既有护工自身因素，也包含了外部力

量的干预。

（1） 被动期→震荡期 ：院方助力与老乡圈子推动

在被动期，老乡圈子和医院在护工技能学习和适应

工作方面提供帮助，削弱矛盾张力的负面影响，推动护

工由被动期向震荡期转变。具体而言，在护工由被动期

向震荡期转变的过程中，得益于医院技能培训和老乡间

技能传授，两种方式共同让护工掌握技能并更好地适应

工作。护士 N2 这样介绍到 ：“有些护工不太（懂得）配

合的，所以我就要培训到她。”

但院方和护理公司的培训通常并不足够。老乡间既

会传授自己总结的工作技巧，也会传授与患者、医生、

公司打交道的经验。护工 F27 讲述老乡如何帮助她快速

适应工作 ：“他（老乡）教别人的时候不保留，你进入状

态也就更快了。”

在护工掌握工作所需的技能后，既能更加自如地应

对工作要求，也能满足病患护理需求，从而获得病患的

尊重。同时，也只有当护工具备独自护理病患的能力后，

才可能获得工作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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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还扮演了冲突调解者的角色。例如，护士 N3

描述对护工的管理：“如果家属觉得这个阿姨不合格，我们

会找阿姨谈话，告诉她有这么一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做。”

医护的调解减少了护工与病患之间的摩擦，缓解了

工作要求和非体面工作带来的矛盾张力，也帮助护工更

好地适应工作。

除此之外，当工作遇到困难时，紧密的老乡圈子为

护工分担了痛苦，提供了精神慰藉。例如，护工 F43 讲

述了老乡对她的帮助 ：“在老乡那里，相互倾诉，大家都

是这样，也就慢慢可以接受。”

由于工作时间长，并且绝大多数时候只能与病患相

处，同科室的老乡是护工为数不多的倾诉对象。许多护

工在工作不如意时，都会“向老乡吐苦水”（F23）。因此，

老乡圈子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为护工分担了工作中的苦闷。

（2） 震荡期→主动期 ：院方赋能、老乡圈子催化与

护工个性特征

护工进入主动期的显著标志是对工作形成了明显的

正面感知。护工由震荡期迈入主动期的过程中，院方赋

能和老乡圈子支持增强了护工适应性策略的积极效果。

首先，院方积极激发护工能量。正如护士 N2 所言：“一

个人她是有能量的！看看你的能量有没有发挥出来！”

护士 N2 要求护工对待病患“像父母一样”。这进一

步促进了护工在主动期延伸自己的角色，与病患及家属

建立虚拟亲缘关系。让护工将病患当作家人看待不仅提

高了护工的服务质量，还帮助其寻找到工作的意义。

其次，护工由震荡期向主动期转变的过程中，老乡

圈子发挥了催化作用。老乡在工作中互相帮助，生活上

互相照应，增强了护工意义重塑、心理资源自构等适应

性策略的积极作用。例如，护工 F25 讲述了工作上遇到

问题时老乡对他的帮助 ：“我们老乡都是互相帮忙，有什

么困难都是互相帮忙。”

并且，老乡在交流过程中互相肯定职业意义，“他们

都说这份工作是积德，帮好多人”（F22）。老乡间互动增强

了护工的意义感和胜任感，也有助于护工进入主动期。

最后，护工个性也是决定其能否迈入主动期的关键

因素。访谈发现，处于主动期的护工普遍表现出乐观或

同理心等积极的个性特征。例如，护工 F8 讲到自身境遇：

“我得过乳腺癌。医生说你开心快乐，你就多活一两年。

我现在有八九年了……我是对人好，对我自己好。”

从材料可以看出，乐观的护工能用积极的心态面对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并保持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而

具有同理心的护工则更能够换位思考，更加清楚地认识

到自身工作对病患的意义。例如，护工 F18 说道 ：“看

到老人家的背影……虽然帮不到大忙，但感觉就比较触

景生情，触动到自己。”

富有同理心的护工对病患的无助和困难更加感同身

受，也更愿意额外付出努力帮助病患。因此，同理心较

高的护工更可能感受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也能够体谅病

患的难处。例如，护工 F46 在照顾无理取闹的病患时

这样说道：“有的（病患）刚做完手术不能动，非常娇气，

特别都是女人。”

在院方赋能、老乡圈子催化以及护工积极个性特征

的共同作用下，护工采取的适应性策略产生了更强的意

义感、胜任感和权力感，共同推动护工迈入矛盾职业认

同主动期。

综上，在主客观力量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被动

矛盾职业认同→矛盾职业认同震荡→主动矛盾职业认

同”的动态演化过程（如图 1）。

四、结论与讨论

1. 理论意义

（1）本研究基于“矛盾”视角探讨护工职业身份认

同这一议题，发现护工从始至终都呈现出矛盾职业认同。

这突破既往研究“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20-22] 破解从

业者要么认同要么不认同的研究争议。同时，本研究也

回应 K r e i n e r 等呼吁关注从业者的矛盾心理，护工在多

重矛盾张力的职业认同过程，恰恰折射出从业者真实的

职业认同状态。[8] 此外，以往研究大都将矛盾职业认同

视为反常的认同状态，[10,42] 本文发现矛盾职业认同是从

业者面对“职业认同困境”时的自我调和策略，具有潜

在的积极影响。

（2）本研究基于“过程”视角探究护工矛盾职业认

同的动态演化规律，还原了护工身份认同的动态演化本

质。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一个动态重组的过程，[12] 而矛盾

职业认同具有趋向内在和谐的动力。[10] 以往研究仅仅揭

示了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是否及为何存在，[8,18] 未能进

一步探讨矛盾职业认同的变化过程。本文剖析护工矛盾

职业认同的动态过程，发现引致矛盾职业认同背后的矛

盾张力存在多方角力，而多方角力的力量变化以及矛盾

张力的互动演化可能催生不同的矛盾职业认同状态，并

将其识别为矛盾职业认同被动期→震荡期→主动期三个

不同阶段。这既还原了从业者身份认同的动态本质，也

揭示了其在矛盾职业认同状态下的自我和解过程。

（3）本研究通过对护工三阶段差异化矛盾应对策

略的剖析，揭示了从业者不同职业认知状态下的行为反

应。相关研究表明对不同工作阶段的从业者采取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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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策略，可以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工作。[33] 而各阶段悖

论产生的独特张力，意味着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的应对

策略也可能存在阶段差异性。以往研究大都考察特定情

景下矛盾张力的应对策略，[13,25] 本文发现护工应对策略

呈现由被动期的适应不良策略，到震荡期兼具适应不良

和适应性策略，再到主动期的适应性策略变化过程，从

业者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化的应对策略。这丰富了学界

关于矛盾应对策略的认识。同时，本研究发现从业者放

弃在矛盾对抗力量中的持续挣扎，接受与矛盾共生，这

是解决矛盾问题的长久之计。这也恰恰呼应到中国“阴

阳文化”和谐共存的精髓，矛盾演化结果并不必然是一

方战胜另一方，还有可能与矛盾和谐共生。

（4）本研究基于“悖论”视角揭示护工矛盾职业认

同动态演化背后的多方角力，也即矛盾张力，深化学界

对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演化动力的根源性认识。以往研

究在组织框架内分析矛盾张力，局限于组织和个体之间

的对抗。[13,25] 本文发现在职业污名的情境中，职业本身

凸显为一个重要的张力来源，与组织、个体张力并存且

形成对抗。此外，以往研究大都聚焦于探讨矛盾张力的

成分与结构，未能深入探讨不同主体下矛盾张力的相互

对抗角逐过程。[13] 本文发现尽管职业污名等客观性矛盾

张力难以克服，但护工在主观上收获权力感、意义感、

胜任感等，对客观性矛盾张力形成了有效缓冲。而且医

院人性管理、老乡圈子支持以及护工的积极个性特征是

推动阶段演进的重要动力。矛盾张力的变化与主客观力

量共同推动了护工矛盾职业认同的动态演化。

2. 实践启示

（1）对于管理者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弱化从业者面

对的客观矛盾张力，同时强化其对抗矛盾的力量。组织

可以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提升他们的工作权力感，并进

一步完善工作设计，合理分配任务与人员配置，提高护

工的工作自主性。此外，管理者不仅要对护工进行工作

技能方面的培训，还应对其进行人际关系技能方面的培

训，打造护工与雇主（病人 / 家属）的良好关系，提高

雇主对护工的信任和尊重。

（2）在不同工作阶段，护工呈现出差异化的矛盾职

业认同特征。处在被动期的护工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冲突

和挣扎。处在主动期的护工尽管无法完全消除矛盾张力，

但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与矛盾和谐共处。对于管理者

而言，可以针对矛盾职业认同阶段性特征采取相应的管

理策略，尽量缩短矛盾职业认同被动期和震荡期。对于

长期从业的护工，则应提供更多工作支持和情感支持，

引导其构建有意义的职业身份。

（3）护工群体总体会经历被动期、震荡期、主动期

三个动态演化阶段，如何推动护工矛盾职业认同阶段转

变至关重要。研究发现组织的人性化管理和老乡圈子

的社会支持是推动护工矛盾职业认同阶段演进的重要动

力。管理者可以充分发挥老乡圈子情感连接和技能传授

作用，让护工更好地适应工作。此外，护理公司作为护

工的派遣单位，需要在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方面为护

工提供更多的组织支持。

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1）样本的外推范围问题。本文的研究对象集中于

护工群体，确保了在单个群体样本上的理论饱和。然而，

护工工作只涉及身体和社交两方面的脏污属性，但具备

不同脏污属性的非体面工作者可能存在反应差异，[43,44]

采取

图1   矛盾职业认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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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差异性的反应在中国情境中可能更加明显。例如，

C h a n 等认为中国人对艰苦工作具有很强的忍耐力。[45] 因

此，中国人可能更能接受涉及身体、社交肮脏属性的工

作，甚至将从事这类非体面工作视作对家庭做贡献的重

要体现。而中国突出的“面子”文化，容易将非体面工作

与个人“面子”结合起来。[46] 这种“丢面子”的心理体验，

最可能出现在涉及道德肮脏的从业者身上。因此，通过

对不同类型的职业进行对比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加有价

值的研究结论。（2）样本选取缺少病患及家属。本文的

受访对象以一线护工和相关管理人员为主。考虑到病患

大多卧病在床，并且进入现场访谈有违医院“安全规定”

（S8）。因此，医院并未准许对病患进行访谈。此外，病

患家属多数时候不在医院陪同，因此难以访谈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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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 with Scissors: A Study on the Dynamic Evolu-
tionary Process of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
tion of Non-decent Workers
	 Wang Hongli1, Li Zhen1, Xu Guangyi2, Guo Zisheng1, Liu 
Shanshi1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Occupations are a product of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re should b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high and low occupation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human society. However, some occupations have 

been questioned because they run counter to society’s standards of 

cleanliness. Despite the important social value of such occupations, 

the tarnished image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poses a serious identity 

threat to workers. They commonly face the questioning of “how can 

you do this kind of job” from the dominant values of society, which 

not only affects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inefficient functioning of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is-

sue of the identity of non-decent workers and to help and guide them 

to build a dignified occupational identity.

The long-standing academic controversy over the study of occupa-

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disidentification among non-decent work-

ers, implying that their occupational identity states can be extreme-

ly complex, an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be at either end of a conscious 

choice of identification or disidentification. Non-decent workers 

are more or less ambivalent about their occupations, and this stat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both identification and disidentification is 

known as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However, most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non-decent workers stops at revealing the phenomenon and does 

not examine in depth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ambiv-

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non-decent workers, and it is 

not yet clear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ge of the non-decent 

workers’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eir coping strate-

gies, the inherent tens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non-decent workers’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 下转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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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the human-bot collaboration patterns from the microscopic hu-

man-bot attributes, and uses process mining, Interaction effect testing 

and other methods to test the model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gnitive attributes of humans and the perceptual attributes of 

bots can 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human-bot collab-

oration patterns. In details, humans` cognition ability, bots` intelligence 

level and perception ability all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equential 

human-bot collaboration patterns, while humans` cognition structure 

plays a negative role; humans`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cognition abili-

ty, bots` perception ability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cyclic 

human-bot collaboration patterns, while bots` intelligence level does 

not work; (2) in all types of human-bot collaboration patterns, there is 

an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humans 

and the perceptual capabilities of bots; (3) task complex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bot attributes and the formation of 

collaboration patterns. In both types of cyclic patterns, task complexity 

strengthens the influence of human knowledge structures on the for-

mation of collaboration patterns, while weakening the relation of bots` 

intelligence level or perception ability.

This study provide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factors and mecha-

nisms affecting collaboration patterns i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sce-

narios.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human-bot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within OK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irical research. Furthermore, 

by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ased on human-bot attributes, 

it enriches the study of collaboration patterns within OK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bot complementary. It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ies related to human-bot complementary in the field of OKC 

human-bot collaboration research.

Practicall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ifferent attributes of humans and 

bot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collaboration pat-

tern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ew management insights for human-bot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n OKC. OKC can encourage users to update 

their knowledge structures through learning. This enables them to con-

tribute more novel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wisdom 

within the community. Besides, OKC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intelligent and perceptive bots. These bots can collaborate more 

effectively to complet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ask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reveals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bot attributes. It also finds that task complexity influences the impact 

of these attributes on human-bot collaboration patterns. Accordingly, 

measures can be developed to optimize the makeup of human-robot 

teams so that OKC can then recommend suitable tasks based on the 

distinct attributes of humans and bots.

Key Words  Online Knowledge Community; Knowledge Society Con-

struction; Human-Bot Collaboration Pattern; Human-Bot Interaction

( 上接第 88 页）

This study takes hospital caregiv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order to 

reveal the complex occupational identity status of non-decent work-

ers. We conduct multiple cross-regional field follow-up interviews 

with 50 caregivers and 14 related managers and,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revealed that: (1) Caregivers will go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regarding of their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passive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

tion shock” and “active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finally achieve an occupational cognition stat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contradictions; (2) In the passive stage, they will 

adopt the maladaptive strategy and show the tendency to escape and 

resist stigma, accept reluctantly and turnover; in the shock stage, 

they will take adaptive strategies (such as meaning construction, 

self-impro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maladaptive strategies (such as separation and  being illegal) at the 

same time; and in the active stage, caregivers will conduct adaptive 

strategies such as acceptance,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role ex-

tension; (3) The main contradiction tension is from individual, orga-

nization and occupation, the latter two of which is hard to eliminate 

but could be moderated by resources they obtain form work such as 

job autonomy, respect from others and job meaning; (4) Hospitals, 

hometown circles and caregivers’ personality traits are important 

sources of motiva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stages. The humane management of the hospital and 

the support of the hometown circle facilitates a better adaptation of 

the caregiver to the job, while personality traits such as optimism 

and empathy help to reshap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ccupation. 

Our research reveals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caregivers’ ambiv-

alent occup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im-

proving the management for the base labor groups. Theoretically, 

revealing the formation of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non-decent workers and their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paradoxical perspective can help to resolve the divergence of 

existing studies. Practically, it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manager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the underclass workgroups, so that 

the organizations can be more clear about what kind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can guide practitioners to construct a dignified occup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Non-decent Work; Occupational Stigma;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Caregiver; Dynamic Evolu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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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视角下非体面工作感知对冲突体验
及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

王红丽１　徐光毅２　李　振１　郭圣乾３
（１．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２．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悖论理论，通过分析５３０份医院护工数据，重点探讨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
职业认同的关系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能够激发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家庭动
机；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的交互作用对冲突体验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冲突体验会进一步
诱发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矛盾职业认同；冲突体验在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的交互作用
和矛盾职业认同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关键词：非体面工作；收入水平；家庭动机；冲突体验；矛盾职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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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非体面工作是指那些被社会所贬低或不喜

欢，但对社会正常运转却必不可少的任务或职

业，主要涉及身体、社交和道德等方面的脏污特
质［１］。例如，照料病人的医院护工、捍卫生命最

后尊严的入殓师等。随着ＡＳＨＦＯＲＴＨ等［２］开

拓性的文章发表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

注非体面工作。国内关于非体面工作的研究近

年也逐步兴起，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

系［３～６］。从现实情况而言，非体面工作具有十分
重要的社会价值，但在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边

缘化地位，存在严重的供需失衡问题［５］。以护
工这一典型的非体面工作为例，根据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有超过４　０００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按失能老人与护工３∶１的国际配置标准推算，

护工需求量超过千万，但现有养老护理从业人

员仅３０万，存在巨大的供给缺口。非体面工作
脏污的工作环境和职业的污名压力所引致的身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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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威胁，是导致求职者抗拒、从业者离职的
重要原因［５，７］。由此，当一类职业对改善社会福

利如此重要却存在巨大缺口时，如何引导和帮
助从业者构建有尊严的职业身份成为亟待解决

的问题。

职业是个体进行自我定义的关键要素，非

体面工作对从业者身份认同影响一直是学界关

注的热点问题［２，７～９］。然而，现有研究关于非体
面工作从业者职业认同或不认同存在长期争

议，尚未达成一致结论［５］。为了回应相关的研
究争议，部分学者指出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身份

认同的过程较为复杂，使其很难处于有意识的

认同或不认同选择的两端，对自身工作角色或
多或少持有矛盾心理［２，１０，１１］。矛盾职业认同是

指从业者对自身职业兼具认同和不认同，或认
同职业某一方面而不认同其他方面，反映了个

体对自身职业的复杂情感［１２］。然而，已有关于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的研究大都止

步于理论探讨阶段，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形成过

程及作用机制尚不明晰。基于此，本研究旨在
探讨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如何形成

及其隐性作用机理。总体而言，该问题的探讨
具有较为重要的研究意义：理论上，能基于全新

视角剖析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复杂的职业认知；

实践上，则有助于引导从业者构建有尊严的职
业身份。

悖论与悖论理论提供了一个可用于探索相
悖作用机制的独特视角［１３］。根据ＳＭＩＴＨ等［１４］

的研究，悖论起源于相互依赖的要素间的持续

性矛盾，并存在于从相反方向相互作用的要素
形成的张力关系中。张力是对立要素冲突的结

果，也是构成悖论理论的核心概念［１４］。本研究
认为悖论理论可用于解析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

盾职业认同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一方面，由
于职业污名的普遍存在，非体面工作从业者难

以构建积极的自我意识并获得社会确认，致使

他们存在较高的职业不认同［８，９］；另一方面，受
制于自身条件的约束以及维持生计的需求，从

业者不得不嵌入在非体面工作之中，他们通常
很难不认同自身的工作［１５］。家庭动机是指个体

为了家庭利益而付出努力的意愿［１６］，高家庭动
机的个体更希望从工作中获取资源来支持家

庭。此外，高收入将激发从业者为家庭做贡献

的意愿和动机，他们也更可能意识到自身工作
的意义和价值［１７］。当非体面工作从业者面对高

收入和家庭动机的刺激时，他们可能会产生冲
突性的工作体验，进而陷入“难以认同又不得不

认同”的认同困境［１７］。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在
收入水平和家庭动机的共同作用下，非体面工

作从业者可能会因身份张力而诱发冲突体验，

而冲突体验将进一步导致从业者的矛盾职业认
同。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基于悖论理论，从非体

面工作从业者身份张力视角出发，探讨非体面
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的交互作用是否会诱发冲

突体验，进而导致矛盾职业认同。本研究的结

果有助于厘清非体面工作感知影响矛盾职业认
同的内在机理，以期在弥补现有研究不足的基

础上，为相关组织的管理者完善底层工作群体

的管理实践提供有益指导。

２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２．１　悖论理论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

认同

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悖论在非体面工作领
域中的运用［１１，１８］。根据悖论理论，悖论是相悖

要素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其结果主要表现为张

力［１４］。非体面工作从业者通常会面临显著的身
份张力，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会将职业视为

自身重要的身份标识，并渴望社会认可他们职

业或工作的价值。然而，非体面工作及其从业
者经常遭致社会污名，难以获得社会认可［１７］。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实际上是一类被“污名

化”的职业群体，即社会将非体面工作“委托”给
某些群体，但社会却对这些群体及其从业者“污

名化”［２，４］。职业污名压力使得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难以构建积极自我意识并获得社会确认，因

此，非体面工作感知可能会引发从业者的职业

不认同，进而导致消极的工作结果（如离职倾
向、退缩行为等）［８，９］。然而，群体身份意识会使

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的群体，同时也认识

到因群体成员身份而带来的情感和价值［１８，１９］。

当从业者敏锐地意识到自身职业所遭受的污

名，他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寻找职业的积极意义

和价值［２０］。由此，非体面工作从业者时常处于
职业污名与职业价值之间的摇摆中［１７］，他们的

身份认同过程也较为复杂［２］。相较于单一的职

业认同或职业不认同，矛盾职业认同更能反映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真实的职业认知状态［１０］。

２．２　收入水平对家庭动机的影响
在非体面工作情境中，大部分从业者受迫

于家庭生计的压力和养家糊口的诉求，而不得

不选择从事该类工作［５］，因此，收入是影响该群
体从业者工作动机和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鉴

·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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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本研究首先探讨收入对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家庭动机的激发作用；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探讨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的交互作用
对冲突体验及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

工作收入的增加是让家庭受益的重要方
式［１６］。对于高家庭动机的个体而言，他们更有

可能从工作中获取资源来支持他们的家庭［１５］。

当个体面临迫切的家庭生计需求时，他们将专
注于获得外部奖励，此时将触发可控形式的家

庭动机［１５］。以护工群体为例，该群体大都会因
此工作可以缓解家庭生计压力而选择长期从

业。然而，不同收入水平的护工所呈现出的家

庭动机存在较大差异。过低的工作收入并不足
以给家庭提供额外经济支持，仅能维持自己生

存需求，因此，低收入水平难以激发护工的家庭
动机。相反，收入水平较高的护工可以有效缓

解家庭经济压力，并给家庭提供有效的支持。

此时，从业者更可能意识到自身工作对于家庭
的意义和价值。

鉴于此，本研究推断高收入水平更可能激
发个体的家庭动机。具体而言，当个体收入过

低时，其很难通过自身工作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这可能会削弱个体的家庭动机。反之，当个体
收入较高时，更可能激发其为家庭做贡献的动

机。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收入水平与家

庭动机正相关。

２．３　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的交互作用
对冲突体验的影响

以往关于身份管理的研究表明，关注特殊
组织或职业身份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例如，分

析深陷危机的组织形象［２１］，探讨存在身份认同
危机的职业意识［２，２２］。由于人们通常会寻求从

积极的角度看待自己［２］，因此，职业是个体构建
积极自我和存在价值的核心要素［２３］，而职业污

名带来的身份认同威胁会引发一系列负面结

果［５，９］。鉴于非体面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不好的
或有违社会道德规范的，相关从业人员也被视

为污名的化身，即被成为“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２］。由于污秽的工作条件与消极的社会评

价阻碍了非体面工作从业者构建积极的自我意
识，该群体普遍存在较高的职业不认同［８，９］。由

此，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容易产生自我与职业分

离的认知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当进一步考察非体面工作

从业者的工作动机后，从业者自我与职业的关
系可能会发生变化［２４］。具体而言，本研究引入

家庭动机这一重要个体动机因素，考察非体面
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的交互作用对个体身份张

力的影响。个体为家庭做贡献的意愿提供了一
种强大的动力来源，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表

现［１５］。本研究推断，尽管非体面工作从业者难
以通过自身职业构建积极的自我概念，但高家

庭动机个体可能将自身工作视为维持家庭生计

必不可少的经济来源。此时，他们会努力从更
加积极的角度看到自身所从事职业的意义和价

值。例如，家政护理从业人员（如护工、住家保
姆等）认为自身工作为家庭利益而做出“牺牲”，

以突显自身的价值并塑造良好的职业形象［２５］。

由此，对于高家庭动机的从业者而言，尽管工作
的污名压力使其难以构建积极的职业身份认

同，但他们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工作缓解家庭经
济压力，以彰显个体在家庭中的价值。此时，从

业者可能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冲突境地，即职业

污名压力使从业者难以认同自身职业，但为了
维持家庭生计而不得不选择长期从业。换言

之，当从业者的身份威胁与从业需求无法实现
平衡协调便会产生身份张力，而这会进一步诱

发个体的冲突体验。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　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的交
互作用对冲突体验有正向影响。

２．４　冲突体验与矛盾职业认同
相关研究表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对职业

身份或多或少持有矛盾的态度［２，１０］。矛盾职业
认同反映了从业者对自身职业身份的复杂情感
（如对职业的某些方面喜欢而对其他方面不

满）。由此，冲突性或撕裂性的情况与矛盾认同
密切相关［２６］。冲突体验是指职业身份与个体身

份之间难以兼容的要求而产生的冲突性心理体
验［２７］，而身份张力是产生冲突体验的重要原

因［１３］。本研究推断，当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经历
冲突体验后，会进一步产生矛盾职业认同。

就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而言，他们常常同时
呈现出认同和不认同的身份叙述。ＴＹＬＥＲ［２８］

将非体面工作描述为“贱斥劳动”，即这类工作

同时伴随着吸引力和排斥力。换言之，非体面
工作从业者常常对其工作保持模棱两可的认同

状态［２，１０］。以医院护工为例，脏污的工作环境和
职业的污名压力阻碍了从业者构建积极的自我

概念。但是当从业者从客观实践发现，受限于

自身条件的约束和养家糊口的需要，他们不得
不继续从事护理病人的工作。本研究认为，这

些冲突体验会使从业者对自身职业产生矛盾心
理。即护工可能会因工作环境的脏污和社会的

·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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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而对自身职业产生厌恶心理，但他们也可
能因家庭生活状况的改善而彰显了自身的价值
和职业的意义。当个体的冲突体验越明显，他
们越可能对自身职业产生矛盾情绪。类似地，

相关研究也发现角色内冲突、职业工具性、身份
不一致等具有冲突性质的变量都与矛盾认同密
切相关［１２，２６］。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３　冲突体验对矛盾职业认同有正向
影响。

２．５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如前文所述，假设２提出非体面工作感知

与家庭动机的交互作用对冲突体验有正向影
响，假设３则提出冲突体验对矛盾职业认同有
正向影响。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推断冲突体
验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的交互作用与
矛盾职业认同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具体而
言，当从业者家庭动机较高时，非体面工作感知
会诱发冲突体验，并进一步产生矛盾职业认同。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４　冲突体验在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家
庭动机的交互作用以及矛盾职业认同的关系中
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１。

图１　理论模型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以华南、华中及华北地区的在职医

院护工为调查对象。在选择被试之前，课题组
成员首先对华南地区多家医院的５０余名护工
进行访谈，以深入了解护工工作的实际情况。

访谈中发现，护工普遍认为他们的工作并不很
体面，社会大众会低看他们的职业。但部分资
深护工也会主动表达对自身工作的态度和看
法，并不忌讳讨论职业的不体面问题。大部分
护工对自身工作持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即
尽管并未完全认同自身工作，但也认为护工工
作有其意义和价值，为了生活也愿意长期从业。

由此，本研究基于非体面工作情境，聚焦于从业
者“矛盾职业认同”这一核心议题。

为了尽量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本研
究采用两阶段的“时滞”研究设计收集问卷调查

数据。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通过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问卷发放尽量利用护理公司人力资源

培训、线上或线下集体会议的契机，由事先协调
联系好的管理者向护工发放纸质问卷或电子问

卷，每位受访者在填答完问卷后会获得２０元的
“红包”奖励。调研的实施过程分为以下两个阶

段：①第一阶段，由被试人填写非体面工作感

知、冲突体验、收入以及人口统计变量的调查问
卷；②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完成两周后开始，

由课题组邀请上一阶段完成问卷填答的被试继
续参与调研，此阶段问卷调查的变量包括家庭

动机、矛盾职业认同。在剔除不满足配对要求

或答案呈现明显规律的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来
自华南、华中和华北地区８家医院的５３０份多

阶段匹配的有效问卷。在有效样本中：性别方
面，以女性为主，占９４．９１％；年龄方面，总体年

龄偏大，以４０～６０岁为主，３０岁及以下占

０．１９％、３１～４０岁占１０．９４％、４１～５０岁占

４９．２５％、５１～６０岁占３９．４３％、６１岁及以上占

０．１９％；学历方面，总体学历偏低，以中小学为
主，小学及以下占２１．１３％、初中占７０．００％、高

中或中专占８．６８％、大专及以上占０．１９％；工
作年限方面，总体上工作经验比较丰富，１年以

下占６．６０％、１～５年占３８．８７％、６～１０年占

３１．７０％、１１～１５年占１４．３４％、１６年及以上占

８．４９％。

３．２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所有测量量表均来源于国内外权

威文献使用过的成熟量表，并通过采取严格的

翻译－回译程序以保证所使用的量表在中国情
境中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所有量表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点量表，１～５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的感知分值。

（１）非体面工作感知　该变量的测量采用

ＬＡＩ等［２９］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并得到相关研究的实证检验。原始量表涉

及身体、社交和道德“肮脏”３个维度，根据被试
为医院护工的调研实际，本研究主要保留身体
“肮脏”和社交“肮脏”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共４
个题项，如“我的工作会接触一些脏的东西”等。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为０．９２５。
（２）家 庭 动 机 　 该 变 量 的 测 量 采 用

ＭＥＮＧＥＳ等［１６］开发的量表。该量表评估了被

试为其家庭利益而工作的程度，共５个题项，如
“养家糊口对我来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等。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为０．８６７。
（３）收入水平　在衡量被试收入水平方

·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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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１＝“４　０００元及以下”、２＝“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０
元”、３＝“７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元”、４＝“１０　００１元及
以上”。医院护工的收入相对偏低，４　０００元及
以下占３７．５５％、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０元占５２．０８％、

７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占１０．１９％、１０　００１元及以上占

０．１９％。
（４）冲突体验　该变量的测量采用 ＭＩ－

ＲＯＮ－ＳＰＥＫＴＯＲ等［２７］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共

４个题项，如“尽管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我
不得不从事这份工作”等。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为０．８５３。
（５）矛盾职业认同　该变量的测量采用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等［１２］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包括３
个题项，如“我对护工这个职业有很复杂的感
情”等。本研究中，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为

０．８５３。
（６）控制变量　参照相关研究，本研究将

被试的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
量。对控制变量的编码如下：性别方面，１＝男、

２＝女；年龄方面，１＝“３０岁及以下”、２＝“３１～
４０岁”、３＝“４１～５０岁”、４＝“５１～６０岁”、５＝
“６０岁及以上”；学历方面、１＝小学及以下、２＝
初中、３＝高中或中专、４＝大专及以上；工作年
限方面、１＝“１年以下”、２＝“１～５年”、３＝“６～
１０年”、４＝“１１～１５年”、５＝“１６年及以上”。

４　实证分析与结果

４．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
区分效度是指不同的构念在实际测量中是

否有明显的区分，本研究使用 Ｍｐｌｕｓ　８．３软件，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非体面工作感知、

家庭动机、冲突体验、矛盾职业认同这４个变量
的区分效度（见表１）。此外，本研究还采用误
差相关法［３０］，将非体面工作感知题项两两打包。

由表１可知，相较于其他３个模型，四因子模型
的拟合效果最好（χ

２／ｄｆ＝２.２８４、ＣＦＩ＝０.９７３、

ＴＬＩ＝０.９６７、ＲＭＳＥＡ ＝０.０４９、ＳＲＭＲ＝
０．０３６），说明研究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Ｎ＝５３０）

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四因子模型
（Ａ、Ｂ、Ｃ、Ｄ）

　２２３.８３０　９８　 ２.２８４　０.９７３　０.９６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６

三因子模型
（Ａ＋Ｂ、Ｃ、Ｄ）

６７６.９６０　１０１　 ６.７０３　０.８７８　０.８５５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５

二因子模型
（Ａ＋Ｂ＋Ｃ、Ｄ）

１　５１５.９０５　１０３　１４.７１８　０.７００　０.６５０　０.１６１　 ０.０９７

单因子模型
（Ａ＋Ｂ＋Ｃ＋Ｄ）

２　６３２.０７０　１０４　２５.３０８　０.４６３　０.３８０　０.２１４　 ０.１６２

注：Ａ代表非体面工作感知，Ｂ代表冲突体验，Ｃ代表矛盾职业认同，Ｄ 代
表家庭动机，＋代表合并。

　　由于调查数据来源于同一被试，为了控制
同源方差对数据质量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多阶
段时间滞后的研究设计收集问卷数据，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共同方法偏差。同时，本研究还
通过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因子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同
源方差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时，共生成４个
因子，解释了６９．３４％的变异，第一个因子解释
了３６．１７％的方差变异，都在可接受的范围
内［３１］。由此，可判断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
的同源方差问题。

４．２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

数矩阵见表２。由表２可知，所有变量的相关
系数均在合理范围之内，最大相关系数为

０．５０３，且ＶＩＦ 最大值为１.２９７，可以初步判断
变量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由表２还可知，非
体面工作感知与冲突体验（ｒ＝０.４５２，ｐ＜
０.０１）、矛盾职业认同（ｒ＝０.４０８，ｐ＜０.０１）为显
著正相关；冲突体验与矛盾职业认同为显著正
相关（ｒ＝０.５０３，ｐ＜０.０１）；家庭动机与冲突体
验为显著正相关（ｒ＝０.１５６，ｐ＜０.０１）；收入水
平与家庭动机为显著正相关（ｒ＝０.０１９，ｐ＜
０．０５）。上述结果为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２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Ｎ＝５３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性别 １．９４９　 ０．２２０

２．年龄 ３．２７７　 ０．６６５ －０．０９７＊

３．学历 １．８７９　 ０．５４０ －０．０２０ －０．１４３＊＊

４．工作年限 ２．７９２　 １．０４６ －０．００５　 ０．２２７＊＊ －０．１８８＊＊

５．收入水平 １．７３０　 ０．６４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８ 　０．１５８＊＊

６．非体面工作感知 ３．５２３　 １．１６５ －０．０１０ －０．１３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８　 ０．１０７＊ ０．９２５

７．家庭动机 ４．３９６　 ０．５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１＊ ０．１４５＊＊ ０．８６７

８．冲突体验 ３．９２７　 １．０６４　 ０．０１８ －０．１４４＊＊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７　 ０．１４２＊＊ ０．４５２＊＊ ０．１５６＊＊ ０．８５３

９．矛盾职业认同 ３．７０８　 １．２１５　 ０．０２７ －０．２０７＊＊ ０．１３４＊＊ ０．１０５＊ ０．２５１＊＊ ０．４０８＊＊ ０．２４９＊＊ ０．５０３＊＊ ０．８５３

注：＊、＊＊分别表示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对角线数值为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下同。

·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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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假设检验
本研究主要借鉴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等［３２］提出

的方法检验研究假设：①采用ＯＬＳ回归分析的
方法检验收入对家庭动机的影响，并检验感知
非体面工作和家庭动机交互作用对冲突体验的
影响，即检验假设１和假设２；②检验冲突体验
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即检验假设３；③采用
蒙特卡洛的方法检验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交互作
用是否通过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即
检验假设４。

首先，本研究采用ＯＬＳ回归分析的方法检
验收入对家庭动机的影响（见表３）。表３中，

由模型２可知，收入对家庭动机交乘项有显著
正向影响（β＝０.０７０，ｐ＜０．０５）。由此，假设１
得到支持。然后，进一步采用ＯＬＳ回归分析的
方法检验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交互作用
对冲突体验的影响（见表４）。表４中，由模型４
可知，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的交乘项对
冲突体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０.２２８，ｐ＜

０．０１）。为更直观呈现家庭动机的调节效应，本
研究还绘制了家庭动机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冲
突体验关系的调节效应图（见图２）。由图２可
知，在家庭动机更高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
与冲突体验呈显著的正向关系（β＝０.４９８，ｔ＝
９.９２９，ｐ＜０．００１）；当家庭动机更低的情况下，

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冲突体验的正向关系更弱
（β＝０.２６３，ｔ＝５.１４６，ｐ＜０．００１）。由此，假设２
得到支持。

表３　收入水平对家庭动机的回归结果（Ｎ＝５３０）

类别
家庭动机

模型１ 模型２

性别 －０．０３０（０．１０３） －０．０２６（０．１０３）

年龄 －０．０６２（０．０３５） －０．０５８（０．０３５）

学历 －０．００２（０．０４３） －０．００８（０．０４３）

工作年限 ０．０１７（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０．０２３）

收入水平 ０．０７０＊（０．０３６）

Ｆ　 ０．８１３　 １．４３０

Ｒ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表４　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交互作用、收入水平对冲突体验的回归结果（Ｎ＝５３０）

类别
冲突体验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性别 ０．０３３（０．２０９） ０．０８０（０．１８８） ０．０５１（０．１８６） ０．０５９（０．１８５）

年龄 －０．２２２＊＊（０．０７１） －０．１１８（０．０６５） －０．１１５（０．０６４） －０．１１０（０．０６４）

学历 ０．１６１（０．０８７） ０．０７８（０．０７９） ０．０７８（０．０７７） ０．０６７（０．０７７）

工作年限 ０．０３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９（０．０４１） －０．０１５（０．０４１） －０．０２９（０．０４１）

非体面工作感知 ０．４００＊＊＊（０．０３６） ０．３８６＊＊＊（０．０３６） ０．３８０＊＊＊（０．０３６）

家庭动机 ０．２３７＊＊（０．０８１） ０．２２２＊＊（０．０８１）

非体面工作感知×家庭动机 ０．２４０＊＊＊（０．０６９） ０．２２８＊＊（０．０６９）

收入水平 ０．１３４＊（０．０６５）

Ｆ　 ３．７１１＊＊ ２８．４０３＊＊＊ ２３．３７０＊＊＊ ２１．１１０＊＊＊

Ｒ２　 ０．０２７　 ０．２１３　 ０．２３９　 ０．２４５

注：＊＊＊表示ｐ＜０．００１，下同。

图２　家庭动机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冲突体验关系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中，家庭动机通过冲突体验为中介
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调节作用
检验见表５。表５中，由模型４可知，冲突体验

对矛盾职业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０.４１４，

ｐ＜０．００１）。由此，假设３得到支持。蒙特卡洛
分析结果显示：在家庭动机高的情况下，非体面
工作感知通过冲突体验对矛盾职业认同的间接
效应显著（估计值＝ ０．２１０，９５％置信区间
［０．１４９，０．２７５］）；在家庭动机低的情况下，非体
面工作感知通过冲突体验对矛盾职业认同的间
接效应显著（估计值＝０．１１１，９５％置信区间
［０．０６２，０．１６７］）。这两组间接效应差值显著
（Δｂ＝０．１１７，９５％置信区间 ［０．０４８，０．１９１］）。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显著（系数＝０．０９６，９５％置
信区间 ［０．０３７，０．１６０］），而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家庭动机的交乘项对矛盾认同影响并不显著。

由此，假设４得到部分支持。

·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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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家庭动机通过冲突体验为中介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调节作用（Ｎ＝５３０）

类别
矛盾职业认同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性别 ０．０４５（０．２３２） ０．０９０（０．２１５） ０．１１８（０２０７） ０．０９４（０．１９２）

年龄 －０．４１７＊＊＊（０．０７９） －０．３１８＊＊＊（０．０７４） －０．２８６＊＊＊（０．０７１） －０．２４１＊＊＊（０．０６７）
学历 ０．３０６＊＊（０．０９６） ０．２２７＊（０．０９０） ０．２０７＊（０．０８６） ０．１７６＊（０．０８０）

工作年限 ０．２１２＊＊＊（０．０５０） ０．１７４＊＊＊（０．０４７） ０．１３４＊＊（０．０４６） ０．１４６＊＊＊（０．０４３）
非体面工作感知 ０．３８４＊＊＊（０．０４１） ０．３４３＊＊＊（０．０４０） ０．１８６＊＊＊（０．０４１）
家庭动机 ０．４０３＊＊＊（０．０９０） ０．３１１＊＊＊（０．０８５）

非体面工作感知×家庭动机 －０．０１３（０．０７７） －０．１０７（０．０７３）

收入水平 ０．３３１＊＊＊（０．０７２） ０．２７６＊＊＊（０．０６８）
冲突体验 ０．４１４＊＊＊（０．０４５）

Ｆ　 １２．２０３＊＊＊ ２８．８５４＊＊＊ ２５．１５５＊＊＊ ３５．０９０＊＊＊

Ｒ２　 ０．０８５　 ０．２１６　 ０．２７９　 ０．３７８

５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由于大部分非
体面工作从业者存在家庭生计的压力和养家糊

口的诉求，因而收入水平能有效激发他们的家庭

动机；②家庭动机作为个体职业选择重要依据，

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工作体验。由此，非体面工

作从业者的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的交互

作用对冲突体验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冲突体验会
进一步诱发矛盾职业认同；③冲突体验在非体面

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的交互作用和矛盾职业认

同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上述研究发现为理
解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提供了新的

理论视角。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①以往关于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职业身份的研究大都基于
“非此即彼”的思维，得出从业者要么职业不认
同要么职业认同的研究结论［８，９］。本研究提出

了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的新视角，

这为剖析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复杂职业认知状态
提供新的思路。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身份认同

过程较为复杂，很难处于有意识的认同或不认

同选择的两端，他们对职业身份或多或少持有
矛盾的态度［２，１０］。相较于单一的职业认同或职

业不认同，矛盾职业认同更能反映非体面工作

从业者真实的职业认知状态［２］。本研究重点探
讨了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的形成机制，

并响应了相关文献的倡导［２，１０］，为理解非体面工
作感知对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提供了更

多的经验证据。②以往研究大都基于负面心理

机制（如低自尊、相对剥夺感、牵连家人污名
等）［３，４］，探讨非体面工作感知对个体身心福祉

和绩效表现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基于悖论理论

及其身份张力视角，探讨了非体面工作感知对
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机理。在家庭动机

和职业污名压力的双重影响下，非体面工作从
业者往往会陷入一种“难以认同又不得不认同”

的身份张力之中，这种身份张力将诱发护工冲
突体验并最终导致矛盾职业认同。ＫＲＥＩＮＥＲ
等［１０］通过整合社会身份认同和制度正当化两个
冲突性的理论视角，提出了非体面工作从业者

矛盾职业的理论命题。本研究发现，非体面工
作感知经由冲突体验这一路径影响从业者矛盾

职业认同的作用机制，这进一步丰富了非体面

工作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理论研究框架，也
为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提供了实证

支持。③家庭动机作为个体职业选择的重要依
据，会对个体工作体验和工作结果产生重要影

响［１５］。本研究通过引入家庭动机这一重要边界
条件，以及收入水平对家庭动机的激发作用，揭

示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冲突
体验之间关系的发生条件。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家庭动机的交互作用会诱发该类人群的冲突体

验，并最终导致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本研究
基于家庭动机这一视角，剖析了引致非体面工

作从业者身份张力的隐性机理。此外，少数研
究发现经济或生计压力是个体家庭动机重要影

响［１５，１６］，大部分非体面工作从业者都存在强烈
的养家糊口诉求和家庭生计压力。为此，本研

究进一步明晰了收入水平对非体面工作从业者
家庭动机的影响效果，揭示了收入报酬对底层

工作群体工作动机以及身份认同过程的影响。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主要在于：非体面工作
对于社会正常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其

工作特殊性使从业者感到低社会地位和污名压
力，从而导致冲突性工作体验和矛盾职业认同，

并引发了一系列身心健康问题［５］。由此，探讨
如何削弱从业者在工作过程中的非体面工作感

知及其负面影响至关重要。鉴于此，首先，管理
者可以制定适当的组织干预策略，以帮助非体

·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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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工作从业者更好地应对污名压力，引导其构
建有意义的职业身份。例如，定期对相关从业

者进行培训，并积极传递职业的社会价值。管
理者还可以通过有效的沟通交流来帮助从业者

理解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这既可以提高他们的

工作技能，也能让非体面工作从业者以更加积
极地眼光看待自身的工作角色，并采取积极的

污名应对策略。其次，本研究发现收入水平能

够有效激发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家庭动机，且
大部分此类群体都有强烈的养家糊口诉求。高

家庭动机的从业者更可能努力工作，甚至将从

事非体面工作视为承担家庭责任的重要表现，

以突显工作对于自身家庭的意义。由此，组织

应该提高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福利待遇与工资

保障，签订稳定的劳动合同，促使他们更加认可
其工作岗位，愿意长期留在组织中工作。最后，

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家庭动机的交互作用对医院

护工的冲突有正向影响，并进一步导致从业者
的矛盾职业认同。除了基于从业者个人或群体

视角寻找应对工作污名的方法，还需重视构建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社会支持资源，尤其是来
自家庭的关怀和支持。为此，本研究建议加强

来自从业者家庭或亲友的关怀和疏导。一方

面，可以缓解职业污名对从业者身心的危害；另
一方面，可以激发从业者的家庭动机，使其更能

认识自身工作之于家庭贡献的意义。从社会层

面而言，还应加强职业平等宣传，树立“劳动无
高低贵贱之分”的价值理念，这有利于从根本上

降低职业污名的负面影响。

６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①受访者以医院
一线护工为主，学历水平普遍较低。他们受限

于自身条件约束与生计压力，不得不从事护理

病人的非体面工作。这为本研究探讨非体面工
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对

象。然而，许多高声望职业群体也可能存在污
名化的问题，他们对自身职业的态度和看法也

值得关注。由此，未来研究可补充其他非体面

工作从业者的数据样本，以验证本研究结论在
其他情境中的适用性。②尽管采取了时间滞后

的研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共同方法偏差

的问题，但由于本研究的相关变量测量采用被
试自陈的方式，仍可能造成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虽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

差问题并不严重，不会对相关检验结果造成较
大影响，但未来研究中，还可以考虑通过实验法

或延长变量测量时间间隔的方法，以更加全面、

准确地估计变量间的因果关系。③虽然重点探
讨了外部收入水平和个体工作动机在非体面工
作对从业者身份认同影响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然而，相关研究发现组织支持、团队导向领导等
组织因素也会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的负面影
响。未来研究中可将相关变量也纳入到分析框
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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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郭恺）

通讯作者：徐光毅（１９９０～），男，江西上饶人。华南农业

大学（广州市　５１０６４２）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

方向为非体面工作、身份管理、领导力等。Ｅ－ｍａｉｌ：ｘｕ－

ｇｙ１９９０＠１６３．ｃｏｍ

·０２５·

管理学报第２０卷第４期２０２３年４月

122



 

 

 

123



 

 

 

 

 

 

 

124



 

 

 

125



 

 

 

126



第 １ 期 （总第 ３８７ 期）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３８７）
Ｊａｎ． ２０２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３－０５－２４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与 ＡＩ 创造力共舞”（７２３７２０４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欲去还休：

‘矛盾’视角下‘肮脏’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前因、后效及动态演化过程研究” （７２１７２０４７）；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十四五”规划 ２０２３ 年度一般课题“城市舆情治理在粤港澳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机制研究—重大风险事件中的

舆情特征及引导”（２０２３ＧＺＹＢ２３）；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夹缝求生：‘肮脏’工作从业者职业认同困境及悖论思

维导向下的矛盾职业身份认同研究”（２０２２Ａ１５１５０１１１５３）；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人工智能主客观角色地位差

异与人机交互协作态度的多重路径研究—基于地位感知视角”（２０２３Ａ１５１５０１０７１８）
作者简介： 王红丽，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非体面工作、零工经济与算法控制研究；徐光毅（通讯

作者），男，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非体面工作研究；李振，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非体面工作、算法控制等研究。

主动抑或回避？ 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

王红丽１ ，徐光毅２ ，李　 振１

（１． 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２．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 基于压力转换理论，文章考察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对非

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调节机制，以及污名应对策略对调节机制的中介作用。通过对

５３０份医院护工问卷分析发现，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关系都具有调

节作用，即当护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较高时，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

关系更弱。污名应对策略中介了组织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作用。研
究发现在理论上深化对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干预策略的认识，实践上也能为管理者

完善底层工作群体管理提供启发。
关键词： 非体面工作感知；矛盾职业认同；多重支持资源；污名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 ２１５４（２０２４）０１ ００３７ １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４１３４ ／ ｊ． ｃｎｋｉ． ｃｎ３３⁃１３３６ ／ ｆ． ２０２４． ０１． ００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Ｎｏｎ⁃Ｄ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ｌｉ１，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ｙｉ２， ＬＩ Ｚｈｅｎ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４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４２，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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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ｎｏｎ⁃ｄ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ｗｅａｋｅｒ ｗｈｅｎ ｃ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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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一、 引　 言

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凡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职业应无高低贵贱之分［１］。然而，在长期的社会实践

中，部分职业因其脏污属性而被公众“污名化”，在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２］。中国人习惯将其同

个人的“面子”结合起来［３］，因为能否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关乎从业者及其家人的脸面［４－５］。非体面工作

（又称“肮脏”工作）是指那些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但被社会公众所贬低或不喜欢的职业，涉及身

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社交（ｓｏｃｉａｌ）、道德（ｍｏｒａｌ）或情绪（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等层面的脏污特质［６］。本文所关注的护工群

体，主要涉及身体和社交两个层面的脏污［７］。其中，身体肮脏是护工在护理病患时接触体液、排泄物或带

菌环境等，由于护工的工作环境相对肮脏，从而在生理上产生不舒适感。社交肮脏则主要源于护工在工作

过程中容易与雇主形成主仆关系，如遭致病人或家属的责骂、刁难时，护工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在非体面工

作情景中，从业者常常因社会偏见而面临严重的身份威胁，这不仅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导致组

织低效运行［２，８］。职业是个体进行自我定义和存在价值感的核心要素［９－１１］，探讨非体面工作感知对从业者

职业身份认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身份认同过程较为复杂，很难处于有意识的认同或不认同选择的两端，对自身工作

角色或多或少持有矛盾心理［８，１２－１３］。矛盾职业认同是指从业者对自身职业兼具认同和不认同，或者认同职

业的某方面而不认同其他方面［１４］。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和 Ｋｒｅｉｎｅｒ［８］认为职业污名致使从业者面临着严重的身份认同

威胁，但工作的肮脏污名也有助于形成“强”的职业或群体文化，这会刺激从业者采取职业意识形态（ｏｃｃｕ⁃
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和社会权重（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等主动型的污名应对策略，在这两种对立力量的共同作用

下致使从业者产生矛盾职业认同。Ｔａｌｌｂｅｒｇ 和 Ｊｏｒｄａｎ［１５］基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动物收容所工作人

员所面临的身份张力，他们在动物照料与动物杀戮之间时常持有矛盾心理。王红丽等［１６］认为，受制于自身

家庭动机或外部有限工作机会，职业污名压力会诱发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冲突体验，并进一步导致矛盾职

业认同。然而，对于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关系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１７－１９］。例如，Ｌａｉ 等［１０］

的研究结果表明，非体面工作的污名压力使得从业者面临严重的身份失调，导致从业者存在普遍的职业不

认同。Ｄｅｅｒｙ 等［１１］通过混合研究方法则发现，通过构建社交关系、工作自主性、工作意义感等机制，非体面

工作从业者也能保持较高的职业认同。现有关于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研究所得出的不同

结论不仅阻碍了相关理论的发展，也使得实务界无法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来建立污名压力的预防与治理

机制。基于此，本文将重点探索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中的调节因素，以进一步厘清其影响

的边界条件。
为了回应这个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多重支持资源及两类污名应对策略（积极应对和回避应对）在非体

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中的作用。由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通常难以获得外界的支持和理解，他们

能否有效应对污名压力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丰裕的压力应对资源［６，２０］。以往研究大都基于从业者自身的视

角，探讨非体面工作对从业者身份认同的影响以及他们采取的污名应对策略［２１－２２］。实际上，组织管理者和

外部社会也会影响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污名应对方式［６］。其中，组织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资源，不仅

会影响从业者污名应对策略的选择［２３－２４］，也可以有效地缓解污名压力对从业者的负面影响［１０，２５］。此外，护
工群体大都以老乡圈子为工作纽带，老乡支持作为一种特殊的关系资源，可以帮助护工更好地适应工

作［２６－２７］。而家庭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资源，是护工得以长期安心工作的精神支柱［２８－２９］。本文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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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老乡支持及家庭支持视为护工最重要的支持性资源，并探讨其在护工应对污名压力过程中所发挥的

作用。此外，根据压力转换理论，个体拥有的资源会影响其应对策略的选择［３０－３１］，而不同应对策略将进一

步影响个体对压力源认知和行为反应［３２－３３］。因此，在多重支持资源调节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

关系的过程中，污名应对策略可能是一种重要的中介机制，其中的作用机理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基
于此，本文不仅将深入考察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和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作用，还将构建被

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３４］，分析多重支持资源的调节作用是否通过污名应对策

略而实现。
有鉴于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第一，通过引入多重支持资源作为调节变量，有助于厘清非体面工作

感知对矛盾职业认同的作用边界。第二，通过考察两种污名应对策略在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

系中的调节作用，可以比较不同污名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有助于推进现有理论的发展及指导管理实践。第
三，深入探讨多重支持资源如何通过污名应对策略对从业者在非体面工作压力情境下的职业认知反应产

生影响，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多重支持资源调节作用的发生机制。

二、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 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

压力源是指“唤起压力应激过程的刺激物” ［３５］，而工作压力源容易导致员工生理或心理发生变化，进
而出现功能偏差的状态［３６－３７］。根据压力转换理论，在压力情景中，个体会对压力源进行初级评价（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即评估压力源与自身的相关和威胁程度，并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反应［３１］。对于非体面工作

从业者而言，职业污名所引致的非体面工作感知是一种显著的工作压力源，会对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产生重

要的影响。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常常对他们的职业保持一种模棱两可的认同状态，身份认同的这种模糊机制称为

矛盾职业认同［８，１３］。主要可能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职业的污名压力使得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很难在

工作领域构建积极的自我概念［８］，严重的身份认同威胁阻碍了从业者职业认同的形成［１０，３８］；另一方面，非
体面工作从业者通常很难不认同自身的职业，因为迫于生计压力使他们不得不选择长期从业，而不认同或

远离工作中的自我容易产生认知失调［３９］。因此，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常常陷入“难以认同又不得不认同”的
两难境地。不仅如此，当个体具有强烈的内在工作动机时（如家庭动机、工作使命感等），非体面工作感知

可能会诱发从业者的冲突体验，并进一步导致矛盾职业认同［１６］。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非体面工作感知正向影响矛盾职业认同。

（二） 多重支持资源的调节作用

压力转换理论认为，对刺激物的心理评估决定了压力源的严重程度，而这种认知评价及其后果会受到

个体应对资源的影响［３１］。相关研究表明，积极的组织因素会改变从业者对自身职业的认知，将注意力聚焦

于工作的积极方面，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关系［４０－４１］。这些因素通常称为压力修正

因素或压力缓冲变量。此外，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具有保存、保护以及获取资源的倾向。在压力情境中，
个体会积极获取新资源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资源损失情景［４２］。对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而言，尽管他们难以

获得社会的支持和理解［４３］，但可以通过多重支持资源的构建来应对污名压力［２０］。本文认为，组织支持、老
乡支持、家庭支持是护工重要的支持性资源，将在非体面工作感知影响矛盾职业认同过程中起缓冲作用。

首先，就组织支持而言，组织支持意味着组织能赋予从业者更多的资源支持［４４］，这让他们能够更加从

容地应对外界对自身职业的歧视［４５］。此外，组织支持会提升工作中的自我形象，并增强情感和认同导向的

组织承诺［４６］。当组织形成相互支持的组织文化或领导鼓励员工关注群体互动和群体目标时，会提高员工

群体凝聚力和群体意识［４７］。这有助于从业者对工作角色形成积极的感知，并最终塑造有意义的职业身

份［４０］。因此，在高组织支持的环境中，护工可能仅仅将职业污名视为社会的偏见而非对自我形象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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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组织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资源，可以有效缓解污名压力对从业者的负面影

响［６，１０，２５］。相反，对于低组织支持而言，从业者难以改变不利环境或应对工作压力，容易对自身职业形成消

极的认知，进而加剧他们的矛盾职业认同［４３］。
其次，就老乡支持而言，老乡圈子作为中国情景的特殊产物，在从业者压力应对、工作适应以及身份管

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２６－２７］。以医院护工为例，他们大都以老乡圈子为纽带，老乡支持作为一种特殊的

情感和关系资源，可以帮助护工更好地适应工作，且能更积极地应对污名压力。换言之，当护工遭遇外界的

偏见和歧视时，老乡能在工作中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应。因此，老乡支持有助于增强内部凝聚力，以更

加积极的眼光看待自身职业，进而缓解非体面工作感知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
最后，就家庭支持而言，家庭是影响个体工作动机的重要因素［２８，４８］，尤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对

于个体有着突出的意义［４９－５０］。大部分护工都是背井离乡，由农村进入城市从事护理工作。因此，家庭支持

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资源［２９］，是护工得以长期安心工作的精神支柱。当护工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不顺心的

事情时，他们往往会向家人倾诉和寻求安慰。对于低家庭支持而言，从业者既无法获得社会的理解，又不能

获得家庭亲人的支持，这将进一步加剧从业者对自身职业的负面认知，进而强化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

业认同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文推断当护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较高时，不仅可以提升护工的污名压力应对能

力，还可能改变他们对自身职业的负面认知，甚至重塑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并进一步弱化自身的矛盾心理。
换言之，多重支持资源将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对护工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ａ：组织支持调节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关系。当护工感知高组织支持时，非体面

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减弱。
Ｈ２ｂ：老乡支持调节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关系。当护工感知高老乡支持时，非体面

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减弱。
Ｈ２ｃ：家庭支持调节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关系。当护工感知高家庭支持时，非体面

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减弱。

（三） 污名应对策略的作用机制

根据压力转换理论，个体对压力源进行初级评价后，将进入次级评价（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即评估自

身的压力应对资源，并决定采取何种压力应对策略降低压力源的负面影响［３１］。下文主要关注次级评价阶

段，包括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对污名应对策略的直接影响、污名应对策略在非

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中的调节作用、多重支持资源通过污名应对策略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

职业认同产生间接调节作用。
１． 多重支持资源与污名应对策略。职业污名所引发的非体面工作感知是一种典型的工作压力源，对从

业者身心健康和绩效表现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从业者将采取何种应对策略来处理非体面工作的污名

压力？应对是指“在压力情景下个体对环境的反应和处理方式” ［５１］。尽管存在多种应对策略的分类方

式［５２］，但积极应对策略和消极应对策略最能反映其本质区别［３２，５１］。积极应对策略是指个体采取问题解决

的积极方式消除压力环境［３１］，而消极应对策略则指个体采取假想情况得到解决等消极方式回避压力

源［５２］。在非体面工作情境中，也有学者将污名应对策略划分为主动应对和回避应对两种类型［５３－５４］。应对

策略是基于一定压力情景产生，并反映个体对压力的反应程度［３１］。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资源是个体衡量和

评估压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资源决定了个体如何应对压力情景［４２］。换言之，护工所具备的支持资源可能会

影响其对污名应对策略的选择。
具体而言，在非体面工作情景中，从业者的压力应对资源主要涉及工作、关系、情感等资源［６］。组织支

持是影响从业者如何应对污名压力的重要因素［２３］，当组织赋予个体更多的资源和情感支持时，即使遇到

挫折、压力等消极事件，从业者也可能倾向于进行积极的解读，并采取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６］。此外，部分

特殊的关系网络也有助于从业者更好地适应工作，如熟知他们工作的家庭成员、维系情感纽带的老乡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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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这些“内部人”对于个体有着突出的意义［４９－５０］。换言之，老乡支持、家庭支持这些特

殊的支持性资源对护工污名应对策略的选择亦具有重要影响。
在高支持性的环境中，意味着护工能从组织中获得较多的资源支持，也能从老乡圈子和家庭中获得更

多的情感支持。丰富的支持资源有助于护工保持乐观的心态，降低污名压力对自身的负面影响［１０，５５］。此
时，护工可能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自身工作，重塑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并倾向采取积极主动的污名应对策

略［６］。再者，积极组织氛围有助于护工形成高凝聚力的职业群体［５６］。当护工难以获得外界的支持和理解

时，也可以借用这种集体资源来宣泄情绪，并形成“社会缓冲带”，这有助于他们采取主动型污名应对策

略，减少对污名压力的消极应对［２２］。在低支持性的环境中，护工常常需要独自面对工作压力。他们难以获

得社会外界的支持和理解，也难以获得组织、老乡及家庭的资源和情感支持。此时，护工往往只能采取污名

内化、外群体偏好等消极回避的方式应对污名压力［２１，５４］。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３ａ：组织支持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正相关，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负相关。
Ｈ３ｂ：老乡支持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正相关，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负相关。
Ｈ３ｃ：家庭支持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正相关，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负相关。
２． 污名应对策略的调节作用。前文集中讨论了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如何影

响护工污名应对策略的选择，当护工采取不同的污名应对策略，会进一步改变压力源与从业者认知反应之

间的关系［３０，３３］。本文推断，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关系也会受到护工污名应对策略的影响。
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指从业者采取有效的方式应对不利的环境，主要包括赋予职业积极的意义、内群

体偏好等方式［５３］。在污名压力的影响下，采取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的从业者将积极调节自身行为与认知

反应［６］。具体而言，赋予职业积极的意义有助于护工转变观念，认识到自身职业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

（例如，从事护工工作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帮助病患恢复健康等），这可以降低非体面工作感知对自我评

价的贬损［５７－５８］。此外，内群体偏好意味着护工更愿意用群体身份来进行自我定义，他们对所属职业群体会

形成更加积极的认知。借助这种内群体身份，可以提高群体凝聚力，帮助护工更好应对工作的污名压

力［２１］。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可以削弱非体面工作对从业者自我认知的负面影

响［５４］。综上可见，采取主动型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意味着护工可能重塑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减少对自身职

业的负面认知，将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对矛盾职业认同的正面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ａ：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在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中起调节作用。当从业者采取主动型污

名应对策略时，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减弱。
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指个体采用心理或情感上逃避的方式应对污名压力，主要包括污名内化和外群

体偏好等方式［５３］。本文认为采取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可能会强化非体面工作感知对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

影响。资源保存理论认为，采用回避型应对策略的个体在压力面前处于弱势的地位［５９］。因为消极回避应对

需要个体持续投入资源，有限资源的消耗会削弱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并加剧压力源对个体的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污名内化指被污名者认同自身或群体被施加的污名，污名内化是从业者无力反抗的被迫选

择［２２］。非体面工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在一定社会环境较为稳定，护工可能会合理化污名来为自己的

无力反抗进行辩解［１３］。另外，有关群际关系的研究表明，“污名化”群体由于对内群体的评价相对较低，因
此对内群体会产生排斥感，这会进一步强化自身职业的负面认知［６０］。在非体面工作的情境中，外群体偏好

意味着从业者对外界偏见的默许［６１］。此时，他们会试图离开现属群体并加入更有利的群体，这将进一步强

化护工的矛盾心理。综上可见，采取回避型的污名应对策略，意味着护工可能强化或接受社会的偏见，增加

对职业的负面认知，将强化非体面工作感知对矛盾职业认同的正面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ｂ：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在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中起调节作用。当从业者采取回避型污

名应对策略时，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增强。
３． 被中介的调节作用。Ｇｒａｎｔ 和 Ｂｅｒｒｙ［３４］认为，被中介的调节模型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调节变量

影响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第二，调节变量直接作用于中介变量；第三，中介变量同样对自变量和因变

量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根据压力转换理论，在个体对压力源的影响进行初级评价后，将进入次级评价阶

１４　 第 １ 期　 王红丽，徐光毅，李振：主动抑或回避？ 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

131



段，即个体评估应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以消除或降低压力源的负面效应，个体支持资源将对这一评估过程产

生重要影响［３１］。上述的讨论表明，非体面工作感知可能会导致护工形成矛盾职业认同，而这一关系会受到

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多重支持资源如何通过污名

应对策略产生间接调节作用。这一间接调节作用包括：第一，多重支持资源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正相关，
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负相关；第二，污名应对策略调节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关系，
即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而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则

强化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结合前文的逻辑推导及假设，本文推断，主动型污

名应对策略和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中介了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调节效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５：主动型或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中介了组织支持（Ｈ５ａ）、老乡支持（Ｈ５ｂ）、家庭支持（Ｈ５ｃ）对非体

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如图１所示的研究模型。

图１　 研究模型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过程

本文以华南、华中及华北地区的在职医院护工为调查对象。被试选择的具体过程如下：首先通过社会

关系网络与护理公司领导、护工管理者建立联系，详细介绍研究目的，并承诺对调查数据进行完全保密。在
获得护理公司领导、护工管理者的支持和配合后，研究者相继获得了护工的联系方式，并与他们建立了联

系。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基础上，受访者向研究者提供了手机号、邮箱等联系方式，这些信息为后续调研的

具体实施与问卷配对做好准备。问卷发放尽量利用护理公司人力资源培训、线上或线下集体会议的契机，
由事先联系好的管理者向护工发放纸质问卷或电子问卷。得益于管理者的大力支持，护工对此次调研给予

了积极回应，每位受访者在填答完问卷后会获得２０元的“红包”奖励。调研的实施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由护工填写非体面工作感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及人口统计变量的调查问卷，共发放

７０２份问卷，回收６５４份问卷（回收率为９３． １６％ ）。两周后开始第二个阶段调查，研究者邀请上一阶段完成

问卷的护工继续参与调研，此阶段问卷调查的变量包括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矛盾

职业认同，回收５３９份问卷（回收率为８２． ４１％ ）。在剔除不满足配对要求或答案呈现明显规律的无效问卷

后，共获得来自华南、华中和华北地区８家医院的５３０份两阶段匹配的有效问卷。
从调查的样本的总体分布来看，性别方面，以女性护工为主，占９４． ９１％ ；年龄方面，护工年龄偏大，以

４０—６０岁为主，３０岁及以下占０． ３８％ 、３１—４０岁占１０． ９４％ 、４１—５０岁占４９． ２５％ 、５１—６０岁占３９． ４３％ 、６０岁
及以上占０． ３８％ ；学历方面，护工学历偏低，以中小学为主，小学及以下占２１． １３％ 、初中占７０． ００％ 、高中或

中专占８． ６８％ 、大专及以上占０． １９％ ；工作年限方面，护工总体上工作经验比较丰富，１年以下占６． ６０％ 、
１—５年占３８． ８７％ 、６—１０年占３１． ７０％ 、１１—１５年占１４． ３４％ 、１６年及以上占８． ４９％ ；收入水平方面，护工的

收入相对偏低，４０００元及以下占３７． ５５％ 、４００１—７０００元占５２． ０８％ 、７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占１０． １９％ 、１０００１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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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占０． １９％ 。

（二） 变量测量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包括非体面工作感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回避

型污名应对策略、矛盾职业认同。除控制变量外，所有量表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点量表。
１． 非体面工作感知。采用 Ｌａｉ 等［６２］开发的量表对非体面工作感知进行测量。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并得到相关研究的实证检验。原始量表涉及身体、社交和道德脏污三个维度，根据护工的工作实际，本
文主要保留身体脏污和社交脏污两个维度，每个维度为４个题项。示例条目包括“我的工作会接触一些脏

的东西”“我的工作需要我对病人或家属‘低三下四’”。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０． ９２５。
２． 组织支持。采用 Ｌｉｏｕ 等［４６］开发的量表对组织支持进行测量，该量表共包括４个题项，示例条目包括

“我们的工作环境很友好”。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０． ９０８。
３． 老乡支持与家庭支持。根据 Ｚｉｍｅｔ 等［６３］开发的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包括同事、朋友以及家庭三个

维度。由于本文调查的医院护工，大都是老乡“结伴”工作，周围同事大都是老乡。因此，本文老乡支持测量

主要根据同事支持量表改编，将其中涉及“同事”的关键词改为“老乡”。该量表共包括４个题项，示例条目

包括“工作上的事情，我可以找我的老乡帮忙”。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０． ８９９。家庭支持的量表也包括

４个题项，示例条目包括“工作中遇到难处，我的家人会帮我想办法解决”。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

０． ８４７。
４． 污名应对策略。采用周晔和黄旭［５３］开发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量表，由于原始量表研究对象为煤矿

矿工，研究者对原始量表进行了调整，以更好地运用于本文。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共包括１１个题项，示例条

目包括：“这个社会离不开我们这群护工” “我们的职业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低下’”。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０． ９２９。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包括７个题项，示例条目包括：“我自己命不好，所以只能从事

护工职业”“我喜欢和一些工作比我好的人打交道”。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０． ８９１。
５． 矛盾职业认同。研究者采用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等［１４］开发的量表对矛盾职业认同进行测量，该量表共包括３个

题项，示例条目包括“我对护工这个职业有很复杂的感情”。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为０． ８５３。
６． 控制变量。参照相关研究［１０，３８］，本文将受访者性别、婚姻、年龄、学历、工作年限、收入作为控制变

量。对控制变量的编码为：性别方面，０ ＝男，１ ＝女；婚姻方面，０ ＝未婚 ／离异 ／丧偶，１ ＝已婚；年龄方面，１ ＝
“３０岁及以下”，２ ＝ “３１—４０岁”，３ ＝ “４１—５０岁”，４ ＝ “５１—６０岁”，５ ＝ “６０岁及以上”；学历方面，１ ＝ 小学

及以下，２ ＝初中，３ ＝高中或中专，４ ＝大专及以上；工作年限方面，１ ＝ “１年以下”，２ ＝ “１—５年”，３ ＝ “６—
１０年”，４ ＝ “１１—１５年”，５ ＝ “１６年及以上”；收入水平方面，１ ＝ “４０００元及以下”，２ ＝ “４００１—７０００元”，３ ＝
“７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４ ＝ “１０００１元及以上”。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１对主要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除老乡支持与家庭支持相

关性较高外，其他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在合理范围之内，最大相关系数为 －０． ４４４，可以初步判断变量不存

在共线性的问题。由表１可知，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为显著正相关（ｒ ＝ ０． ４０８，ｐ ＜ ０． ０１）；组织支持

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显著正相关（ ｒ ＝ ０． ２８４，ｐ ＜ ０． ０１）、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显著负相关（ ｒ ＝－０． ４４４，
ｐ ＜ ０． ０１）；老乡支持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显著负相关（ ｒ ＝－ ０． ０９３，ｐ ＜ ０． ０５）；家庭支持与回避型污名应

对策略显著负相关（ ｒ ＝－ ０． ０８９，ｐ ＜ ０． ０５），上述结果为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二）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减少或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方法包括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虽然本文采用两阶段问卷获取数据，但自

变量、中介变量及调节变量量表均是由护工填写，可能存在同源方差问题。本文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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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检验，发现特征根大于１且第一因子累计百分比为３３． ２６％ ，小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临界值４０％ ，由
此可知本文数据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本文使用 Ｍｐｌｕｓ ８． ３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非体

面工作感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矛盾职业认同这

７个变量的区分效度。由表２可知，相较于其他６个模型，七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 χ２ ／ ｄｆ ＝ ２． ０４７，ＣＦＩ ＝
０． ９４７，ＴＬＩ ＝ ０． ９４２，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４４，ＳＲＭＲ ＝ ０． ０４１），这说明本文的７个变量具有良好区分效度。

表１　 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性别 ０． ９４９ ０． ２２０
２． 婚姻 ０． ９７０ ０． １７１ － ０． ０４１
３． 年龄 ３． ２７７ ０． ６６５ － ０． ０９７∗ ０． ０４０
４． 教育 １． ８７９ ０． ５４０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２ － ０． １４３∗∗

５． 工作年限 ２． ７９２ １． ０４６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９ ０． ２２７∗∗ － ０． １８８∗∗

６． 收入 １． ７３０ ０． ６４３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８ ０． １５８∗∗

７． 组织支持 ４． ４２１ ０． ５０３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５０ ０． ０９７∗ －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０２ － ０． １０７∗

８． 老乡支持 ４． ４６４ ０． ７６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４ － ０． １７５∗∗ － ０． ０１９ － ０． ２１２∗∗

９． 家庭支持 ４． ４８２ ０． ７４７ － ０． ０２３ ０． １４３∗∗ ０． ０５０ － ０． ２１４∗∗ － ０． ００６ － ０． ２３２∗∗

１０． 非体面工作感知 ３． ５２３ １． １６５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７ － ０． １３９∗∗ ０． １０１∗ ０． ０３８ ０． １０７∗

１１． 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 ４． ３６４ ０． ６８１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４９ －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３４
１２． 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 ３． ３２８ １． ０６１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５７ ０． １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９∗

１３． 矛盾职业认同 ３． ７０８ １． ２１５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３３ － ０． ２０７∗∗ ０． １３４∗∗ ０． １０５∗ ０． ２５１∗∗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７． 组织支持 ０． ９０８
８． 老乡支持 ０． ０６４ ０． ８９９
９． 家庭支持 ０． ０８２ ０． ７４６∗∗ ０． ８４７
１０． 非体面工作感知 － ０． ３８３∗∗ － ０． ０９５∗ － ０． ０７４ ０． ９２５
１１． 主动型应对策略 ０． ２８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１ ０． １９９∗∗ ０． ９２９
１２． 回避型应对策略 － ０． ４４４∗∗ － ０． ０９３∗ － ０． ０８９∗ ０． ３８８∗∗ － ０． １８５∗∗ ０． ８９１
１３． 矛盾职业认同 － ０． ３０９∗∗ － ０． ２１７∗∗ － ０． ２６７∗∗ ０． ４０８∗∗ ０． ３２５∗∗ ０． ３０２∗∗ ０． ８５３

　 　 注：Ｎ ＝ ５３０，∗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对角线数值为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表２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２ ／ 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七因子模型（Ａ、Ｂ、Ｃ、Ｄ、Ｅ、Ｆ、Ｇ） ２． ０４７ ０． ９４７ ０． ９４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１
六因子模型（Ａ、Ｂ、Ｃ ＋ Ｄ、Ｅ、Ｆ、Ｇ） ２． ２１７ ０． ９３８ ０． ９３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２
五因子模型（Ａ、Ｂ ＋ Ｃ ＋ Ｄ、Ｅ、Ｆ、Ｇ） ５． ３４５ ０． ７７６ ０． ７６０ ０． ０５８ ０． １１１
四因子模型（Ａ、Ｂ ＋ Ｃ ＋ Ｄ ＋ Ｅ、Ｆ、Ｇ） ７． ３５８ ０． ６７０ ０． ６４９ ０． １１０ ０． １５３
三因子模型（Ａ、Ｂ ＋ Ｃ ＋ Ｄ ＋ Ｅ ＋ Ｆ、Ｇ） ９． ８３５ ０． ５４０ ０． ５１３ ０． １２９ ０． １８７
二因子模型（Ａ ＋ Ｇ、Ｂ ＋ Ｃ ＋ Ｄ ＋ Ｅ ＋ Ｆ） １０． ６２７ ０． ４９７ ０． ４６９ ０． １９０ ０． １３５
单因子模型（Ａ ＋ Ｂ ＋ Ｃ ＋ Ｄ ＋ Ｅ ＋ Ｆ ＋ Ｇ） １４． ００７ ０． ３２０ ０． ２８２ ０． １５７ ０． ２０７
　 　 注：Ａ 表示非体面工作感知；Ｂ 表示组织支持；Ｃ 表示老乡支持；Ｄ 表示家庭支持；Ｅ 表示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Ｆ 表示回

避型污名应对策略；Ｇ 表示矛盾职业认同。

（三） 假设检验

根据 Ｇｒａｎｔ 和 Ｂｅｒｒｙ［３４］的检验假设程序。首先，以矛盾职业认同为因变量，考察非体面工作感知对矛盾

职业认同的直接效应。表３模型１的结果显示，非体面工作感知对矛盾职业认同呈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０． ３６７，ｐ ＜ ０． ００１）。因此，Ｈ１得到验证。随后，依据调节回归程序，考察非体面工作感知、多重支持资源（工
作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及其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表３模型２的结果显示，非体面工作感知

与组织支持的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呈显著的负向影响（β ＝ － ０． ４２６，ｐ ＜ ０． ００１）。为了更直观呈现组织支

持的调节效应，本文参照 Ａｉｋｅｎ 和 Ｗｅｓｔ［６４］的做法进行绘图。从图２可见，在护工感知较高组织支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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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呈不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护工感知较低组织支持的情况下，非体面工

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较强，Ｈ２ａ 得到进一步验证。表３模型３的结果显示，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老乡支持的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 ＝ － ０． １３１，ｐ ＜ ０． ０５）。从图３可见，在护工感知

较高老乡支持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较弱；在护工感知较低老乡支持的情

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较强，Ｈ２ｂ 得到进一步验证。表３模型４的结果显示，非体

面工作感知与家庭支持的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 ＝ － ０． １６１，ｐ ＜ ０． ０１）。从图４可
见，在护工感知较高家庭支持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较弱；在护工感知较

低家庭支持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较强，Ｈ２ｃ 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３　 多重支持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矛盾职业认同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性别
０． １０３

（０． ２１１）
０． １４１

（０． ２０３）
０． １６０

（０． ２０６）
０． ０９４

（０． ２０７）

婚姻
－ ０． １９２
（０． ２７０）

－ ０． １８８
（０． ２６０）

－ ０． ０６６
（０． ２６４）

０． ０１１
（０． １９２）

年龄
－ ０． ３０３∗∗∗

（０． ０７３）
－ ０． ２６６∗∗∗

（０． ０７０）
－ ０． ３０６∗∗∗

（０． ０７１）
－ ０． ３２３∗∗∗

（０． ０７２）

教育
０． ２０１∗

（０． ０８８）
０． １９４∗

（０． ０８５）
０． １００

（０． ０８８）
０． １４６

（０． ０８８）

工作年限
０． １３７∗∗

（０． ０４７）
０． １４０∗∗

（０． ０４５）
０． １４３∗∗

（０． ０４６）
０． １４２

（０． ０４６）

收入
０． ３５３∗∗∗

（０． ０７３）
０． ３２９∗∗∗

（０． ０７１）
０． ２７８∗∗∗

（０． ０７３）
０． ３０４∗∗

（０． ０７３）

非体面工作感知
０． ３６７∗∗∗

（０． ０４０）
０． ３１２∗∗∗

（０． ０４２）
０． ３６６∗∗∗

（０． ０３９）
０． ３６１∗∗∗

（０． ０４０）

组织支持
－ ０． ３７７∗∗∗

（０． ０９６）

老乡支持
－ ０． ３００∗∗∗

（０． ０６２）

家庭支持
－ ０． １９４∗∗

（０． ０６４）

非体面工作感知 × 组织支持
－ ０． ４２６∗∗∗

（０． ０８０）

非体面工作感知 × 老乡支持
－ ０． １３１∗

（０． ０５２）

非体面工作感知 × 家庭支持
－ ０． １６１∗∗

（０． ０５４）
Ｆ ２４． ９００ ２５． ８９３ ２３． ６８４ ２２． ３１８
Ｒ２ ０． ２５０ ０． ３０９ ０． ２９１ ０． ２７９

　 　 注：Ｎ ＝ ５３０，∗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括号数值为标准误。

其次，表４的模型１至模型３以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为因变量，模型４至模型６以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为

因变量，考察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对污名应对策略的直接效应。模型１和模型４结果显示，组织支

持对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０． ３９６，ｐ ＜ ０． ００１），对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具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β ＝ － ０． ９１３，ｐ ＜ ０． ００１）。由此可见，本文的 Ｈ３ａ 得到了验证。模型２和模型５结果显示，老乡支

持对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不显著（β ＝ ０． ０１８，ｐ ＝ ０． ６６２），对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也不显著（β ＝ －０． ０６９，
ｐ ＝０． ２７５），Ｈ３ｂ 没有得到验证。模型３和模型６结果显示，家庭支持对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不显著（β ＝ ０．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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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０． ７４０），对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也不显著（β ＝ － ０． ０９２，ｐ ＝ ０． １５３），Ｈ３ｃ 没有得到验证。

图２　 组织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３　 老乡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４　 家庭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４　 多重支持对污名应对策略直接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 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性别
－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０）

－ ０． ０９４
（０． １３６）

－ ０． ０９０
（０． １３６）

０． ０６９
（０． １８９）

－ ０． ０１５
（０． ２１０）

－ ０． ０３３
（０． ２０９）

婚姻
－ ０． １３５
（０． １６７）

－ ０． ２０２
（０． １７４）

－ ０． ２０５
（０． １７６）

０． ０６７
（０． ２４３）

－ ０． ２３１
（０． ２６９）

０． ２６６
（０． ２７１）

年龄
－ ０． １０６∗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７７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７７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６５）

－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１）

教育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５８）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７）

０． １５１
（０． ０７９）

０． １６７
（０． ０８９）

０． １６４
（０． ０８９）

工作年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６）

收入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８）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６）

０． １５２∗

（０． ０７４）
０． １４８∗

（０． ０７４）

组织支持
０． ３９６∗∗∗

（０． ０５７）
－ ０． ９１３∗∗∗

（０． ０８３）

老乡支持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４）

家庭支持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６４）

Ｆ ７． ６６５ ０． ７６３ ０． ７５１ １９． ４９０ ２． ０８３ ２． ２０９
Ｒ２ ０． ０９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２０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９

　 　 注：Ｎ ＝ ５３０，∗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括号数值为标准误。

最后，由表５的模型１和模型２可知，非体面工作感知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的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 ＝ － ０． ２０８，ｐ ＜ ０． ００１），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的交互项对矛盾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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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０． ２３３，ｐ ＜ ０． ００１），Ｈ４ａ 和 Ｈ４ｂ 得到数据的支持。图５显示，当主动型污名

应对策略更高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更弱；而当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更低

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更强，Ｈ４ａ 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图６显示，当回避型

污名应对策略更高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呈正向关系更强；而当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

更低的情况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正向关系不显著，Ｈ４ｂ 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前面的分析结果表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

的调节作用成立，由于 Ｈ３ｂ、３ｃ 没有得到验证，因而只需进一步验证 Ｈ５ａ 是否成立。由表５的模型３可知，非
体面工作感知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 ＝ － ０． ３０２，ｐ ＜ ０． ００１），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回避

型污名应对策略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β ＝ ０． １３３，ｐ ＜ ０． ００１），而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组织支持的交互项系

数不显著（β ＝ ０． ０１７，ｐ ＞ ０． ０５）。由此可见，组织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调节效应被主

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和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所中介，Ｈ５ａ 得到数据支持。

表５　 组织支持对矛盾职业认同间接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矛盾职业认同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性别
０． １５９

（０． １９９）
０． １３５

（０． ２００）
０． ２６８

（０． １７７）

婚姻
－ ０． ０７３
（０． ２５５）

－ ０． １５０
（０． ２５７）

－ ０． １４６
（０． １６３）

年龄
－ ０． ２７１∗∗∗

（０． ０６９）
－ ０． ３００∗∗∗

（０． ０６９）
－ ０． ２３１∗∗∗

（０． ０６１）

教育
０． ２２４∗∗

（０． ０８３）
０． １４５

（０． ０８４）
０． １８０∗

（０． ０７４）

工作年限
０． １２７∗∗

（０． ０４４）
０． １２９∗∗

（０． ０４４）
０． １２４∗∗

（０． ０３９）

收入
０． ３８９∗∗∗

（０． ０６９）
０． ３１７∗∗∗

（０． ０７０）
０． ３２９∗∗∗

（０． ０６２）

非体面工作感知
０． ３０３∗∗∗

（０． ０３９）
０． ３０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１

（０． ０４２）

组织支持
－ ０． ７５９∗∗∗

（０． １０２）

主动型应对策略
０． ２６４∗∗

（０． ０８３）
０． ４１７∗∗∗

（０． ０７８）

回避型应对策略
０． ２６２∗∗∗

（０． ０４７）
０． ２９５∗∗∗

（０． ０４５）

非体面工作感知 × 组织支持
０． ０１７

（０． ０９２）

非体面工作感知 × 主动型应对策略
－ ０． ２０８∗∗∗

（０． ０５２）
－ ０． ３０２∗∗∗

（０． ０５０）

非体面工作感知 × 回避型应对策略
０． ２３３∗∗∗

（０． ０３６）
０． １３３∗∗∗

（０． ０３７）
Ｆ ２９． ２１１ ２７． ７９８ ３６． ４５０
Ｒ２ ０． ３３６ ０． ３２５ ０． ４７９

　 　 注：Ｎ ＝ ５３０，∗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括号数值为标准误。

为进一步验证 Ｈ５ａ，本文遵循 Ｇｒａｎｔ 和 Ｂｅｒｒｙ［３４］的方法估计组织支持通过污名应对策略影响非体面工

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间接效应。本文采取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５０００次），计算出间接效应的估计值。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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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效应的９５％置信区间中不包括零时，被中介的调节效应假设得到的支持。分析结果如表６所示，组织支持

通过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影响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间接效应值为 － ０． ０６１，９５％的置信

区间为［－ ０． ０８８， － ０． ０３９］，不包含零。同样，组织支持通过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影响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

盾职业认同关系的间接效应值为 － ０． ０５８，９５％的置信区间为［－ ０． １０１， － ０． ０２５］，不包含零。Ｈ５ａ 得到进

一步验证。

图５　 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６　 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６　 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ＰＳＰ

０． ２９４
ＰＸＰ

－ ０． ２０７
ＰＸＳ

０． ０１８
ＰＳＰＰＸＰ

－ ０． ０６１
ＰＸＳ ＋ ＰＳＰＰＸＰ

－ ０． ０４３
ＰＳＡ

－ ０． ４３２
ＰＸＡ

０． １３４
ＰＸＳ

０． ０１８
ＰＳＡＰＸＡ

－ ０． ０５８
ＰＸＳ ＋ ＰＳＡＰＸＰ

－ ０． ０４０
　 　 注：直接效应是指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组织支持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回归系数，间接效应是指污名应对策略的间接

效应，ＰＳＰ是指组织支持对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的路径系数，ＰＳＡ是指组织支持对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的路径系数，ＰＸＰ是指

非体面工作感知与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回归系数，ＰＸＡ是指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回避型污名应对策

略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回归系数，ＰＸＳ是指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组织支持交互项对矛盾职业认同的回归系数。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基于压力转换理论，以医院护工为研究对象，本文旨在探索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

业认同的影响机制，尤其是考察主动型和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的中介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包括：首先，多重

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关系都具有调节作用，即当护工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

支持较高时，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负向关系更弱。换言之，多重支持资源不仅有助于护工应对

污名压力，而且能引导护工以更加积极的眼光看待自身职业，进而削弱矛盾职业认同。其次，组织支持正向

影响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负向影响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对护工污名应对策略选择

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可能与污名压力的来源有关。对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而言，非体面工作感知大

都源于社会偏见和职业歧视。从业者进入职业之前，也可能对自身职业持有偏见。一旦他们在工作过程拥

有丰富的工作资源（如高组织支持）时，容易使其重新审视自身的职业，并进一步影响其污名应对策略的

选择。然而，对于护工群体而言，他们大都以老乡圈子为纽带，且获得较高的家庭支持。老乡支持和家庭支

持这些关系、情感资源相对较为稳定，对他们污名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相对较小。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会

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则会强化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最后，主动型和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中介了组织支持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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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二） 理论贡献

首先，非体面工作感知对从业者身份认同的影响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身份认

同过程较为复杂，他们或多或少对自身职业持矛盾心理。然而，以往关于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

关系的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二者关系的边界条件。以往研究大都聚焦于探讨支

持性资源对从业者身份认同的影响及其机制［６，２０］，对于多重支持资源在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

中发挥的作用知之甚少。因而，多重支持资源引入非体面工作感知与职业认知的关系当中，是对当前研究

的一个有益补充。本文发现，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将削弱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

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这一结论从资源因素角度为以往非体面工作感知和职业身份认同关系研究

的不一致结论提供了独特的解释，也进一步拓展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影响边界研究。
其次，以往关于非体面工作的研究，大都探讨其对从业者身心健康、工作表现等方面影响［１０，６５］，部分

研究也探讨了污名压力情景下从业者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２１－２２，６６］，对于从业污名应对策略的影响因素却

鲜有研究［４５］。本文发现，组织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资源，对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有正向影响，对回避

型污名应对策略有负向影响，而主动型和回避型污名应对策略都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关系

具有调节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组织情景与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２３］，也进一步从污名应对策略的视

角更好地诠释了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并对作用边界加以识别。
最后，本文根据压力转换理论，假设并验证了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和矛盾职业认同关系的

调节作用是通过职业污名应对策略而实现的。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压力应对视角在非体面工作情景的适

用性，也进一步证实了污名应对策略是受个体资源影响这一理论推断［６，２３］，这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支持性

资源调节作用的产生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意义。更重要的是，本文将多重支持资源、污名应对策略、非
体面工作感知、矛盾职业认同等相关研究加以整合，系统探讨多重支持资源如何发挥积极的干预作用，研
究发现丰富了学界对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干预策略的认识。

（三） 实践启示

首先，组织应当努力为非体面工作从业者提供支持性的组织环境，致力于构建“强”的职业和工作群

体文化。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多重支持资源（组织支持、老乡支持、家庭支持）都会削弱从业者非体面工

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一般而言，非体面工作从业者通常难以获得社会外界的支持和理

解，当从业者具有充裕的支持资源时，即使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面临污名压力，仍然能找到排解压力的“缓
冲区”。来自组织、老乡或者家庭的支持，不仅可以提高从业者的压力应对能力，也可能重塑职业的价值，
从而降低对自身职业的矛盾认同心理，最终能更加舒心地投入日常工作之中。

其次，对于遭受污名歧视的员工而言，不应自暴自弃或针锋相对，而是应当正视问题并采取有效的应

对策略。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主动型污名应对策略可以缓解从业者的矛盾职业认同，而回避型污名应对

策略则会强化从业者的矛盾职业认同。鉴于此，一方面，员工应当准确判断“污名化”问题是否真实存在。
由于非体面工作感知源于个体主观感知，某些较为敏感的员工往往将他人不经意的行为归结为歧视，由此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另一方面，当确定职业污名确实存在时，应当分析污名产生的具体原因，并采取积

极应对策略。例如，当遭遇污名是由于自身行为不当时，员工应虚心改正；当“污名化”的根源无法解决时，
则应适时调整心态，做好本职工作。此外，组织应当承担积极角色，定期对员工进行沟通培训，引导员工以

更加辩证的视角看待自身职业。

（四）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本文样本局限在医院护工群体，这不可避免地对研究的外部效度造成影响。护工工作主要涉及

身体和社交两个方面的脏污属性，但从业者对不同脏污属性的非体面工作反应存在一定差异［４３］。未来研

究可进一步收集其他非体面工作群体的数据，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概化性。第二，本文采用横截面的研究设

计，难以准确反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尽管采取两阶段收集问卷，但本文采用护工自我报告方式收集

９４　 第 １ 期　 王红丽，徐光毅，李振：主动抑或回避？ 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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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同源偏差。未来可以从实验法或延长变量测量时间间隔，以期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和可信度。第三，本文借鉴相关研究［３２，５３］，将污名应对策略划分为主动应对和回避应对两种类型。虽然这

一分类方式与非体面工作的研究主题相契合，但没有一种分类能够完全反映应对的结构［３６］。未来的研究

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压力应对策略的作用，如问题聚焦和情绪聚焦的压力应对策略等。

参考文献：
［１］蒋昀洁，李璐，黄庆，等． 阳光下的阴影：职业污名的研究视角、成因及应对［Ｊ］．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２０２０（９）：２４－３７．
［２］张燕，李贵卿． “肮脏”工作：概念、测量以及对从业者的影响［Ｊ］． 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７（１０）：８６－１０１．
［３］张光磊，谢琦，陈丝璐，等． 基于链式中介的非体面工作感知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研究［ Ｊ］． 管理学报，２０２１（１２）：

１７９０－１７９７．
［４］刘盾，徐岩． 体面劳动的内涵结构与指标测量———基于质性访谈的量表开发与验证性因子分析［Ｊ］． 管理评论，２０２１（２）：

２２７－２３８．
［５］王春国，陈刚． 体面劳动、创新自我效能与员工创造力：中国情境下组织文化的调节作用［ Ｊ］． 管理评论，２０１８（３）：

１４０－１４９．
［６］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Ｂ Ｅ，ＫＲＥＩＮＥＲ Ｇ Ｅ，ＣＬＡＲＫ Ｍ Ａ，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 ｉｎ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ｅ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ａ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ｌｅｎｓ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ｆｉ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１７，３８（８）：１２６０－１２７９．
［７］ＲＯＩＴＥＮＢＥＲＧ Ｎ． 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ｔｙ⁃ｗｏｒｋ”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０，７６（５）：１－１２．
［８］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Ｂ Ｅ，ＫＲＥＩＮＥＲ Ｇ Ｅ． “Ｈｏｗ ｃａｎ ｙｏｕ ｄｏ ｉｔ？”︰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９，２４（３）：４１３－４３４．
［９］ＶＡＮ ＤＩＣＫ Ｒ，ＫＥＲＳＣＨＲＥＩＴＥＲ 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ｉｄｅａｓ ｏｎ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１０（３）：３６３－３８４．
［１０］ＬＡＩ Ｊ Ｙ Ｍ，ＣＨＡＮ Ｋ Ｗ，ＬＡＭ Ｌ Ｗ．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ｗｈｏ ｙｏｕ ａｒｅ ｎｏｔ︰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ｄｉｒｔ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ｃａｓｉｎｏ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６６（９）：１６５９－１６６６．
［１１］ＤＥＥＲＹ Ｓ，ＫＯＬＡＲ Ｄ，ＷＡＬＳＨ Ｊ． Ｃａｎ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 ｂｅ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Ａ 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ｏｉｎｇ ｄｉｒｔｙ ｊｏｂｓ［Ｊ］． Ｗｏｒｋ，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９，３３（４）：６３１－６４７．
［１２］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Ｂ Ｅ． Ｓｔｉｇｍａ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ｔｗｏ ｅｎｄｓ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 ａｌ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ｑｕｉｒｙ，２０１９，２８（１）：２２－３０．
［１３］ＫＲＥＩＮＥＲ Ｇ Ｅ，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Ｂ Ｅ，ＳＬＵＳＳ Ｄ Ｍ．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１７（５）：６１９－６３６．
［１４］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Ｂ Ｅ，ＪＯＳＨＩ Ｍ，ＡＮＡＮＤ Ｖ，ｅｔ ａｌ．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３（１２）：２４２６－２４４８．
［１５］ＴＡＬＬＢＥＲＧ Ｌ，ＪＯＲＤＡＮ Ｐ Ｊ．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ｓｏｆｔｌｙ”（！）︰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ａｒｅ⁃ｂａｓｅ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Ｊ］． Ｗｏｒｋ，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１，３６（５）：８５８－８７４．
［１６］王红丽，李振，徐光毅． “矛盾”视角下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矛盾职业认同形成机制［Ｊ］． 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２２（１１）：２４０５－

２４１３．
［１７］ＳＣＨＵＨ Ｓ Ｃ，ＶＡＮ ＱＵＡＱＵＥＢＥＫＥ Ｎ，ＧÖＲＩＴＺ Ａ Ｓ，ｅｔ ａｌ． Ｍｉｘｅｄ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ｍｉｘｅｄ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 Ｈｏｗ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Ｊ］．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６９ （１２）：２２２４ －
２２４９．

［１８］ＣＩＡＭＰＡ Ｖ，ＳＩＲＯＷＡＴＫＡ Ｍ，ＳＣＨＵＨ Ｓ Ｃ，ｅｔ ａｌ．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２１，１６９（１）：１１９－１３４．

［１９］ＣＩＡＭＰＡ Ｖ，ＳＴＥＦＦＥＮＳ Ｎ Ｋ，ＳＣＨＵＨ Ｓ Ｃ，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ｎ ａｔ ｗｏｒｋ［Ｊ］．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３３（４）：３５１－３６５．

［２０］ＰＥＴＲＩＧＬＩＥＲＩ Ｇ，ＡＳＨＦＯＲＤ Ｓ Ｊ，ＷＲＺＥＳＮＩＥＷＳＫＩ Ａ． Ａｇｏｎｙ ａｎｄ ｅｃｓｔａｓ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ｗｏｒｋ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Ｊ］．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９，６４（１）：１２４－１７０．

［２１］ ＢＯＳＭＡＮＳ Ｋ，ＭＯＵＳＡＩＤ Ｓ，ＤＥ ＣＵＹＰＥＲ Ｎ， ｅｔ ａｌ．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ｅｒ？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ｅ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１６，９２（１）：５４－６７．

０５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２４ 年

140



［２２］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Ｂ Ｅ，ＫＲＥＩＮＥＲ Ｇ Ｅ，ＣＬＡＲＫ Ｍ Ａ，ｅｔ 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ｉｎｇ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ｉｎｔ［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５０（１）：１４９－１７４．

［２３］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Ｅ Ｃ，ＡＧＥＥ Ｃ，ＣＨＲＯＮＯＰＯＵＬＯＳ Ｔ．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ｐｏｌ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２０，４６（５）：９６１－９７９．

［２４］ＴＲＡＣＹ Ｓ Ｊ，ＳＣＯＴＴ Ｃ．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ａｎｄ ｔａｉ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ｒｅ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ｇｅｔｔ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ａｎｄ ｄｉｒｔｙ ｗｉｔｈ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ｈｅｒｏ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 ｓｃｕｍ ｏｆ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 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３８．

［２５］周晔，黄旭． 高职业声望从业者职业污名感知和员工幸福感———基于认知失调视角［Ｊ］． 经济管理，２０１８（４）：８４－１０１．
［２６］汪华，孙中伟． 乡土性、现代性与群体互动：农民工老乡认同及其影响因素［Ｊ］． 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２）：２１－２７．
［２７］姜永志，张海钟，张鹏英． 中国老乡心理效应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Ｊ］． 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２（８）：１２３７－１２４２．
［２８］ＺＨＡＮＧ Ｘ Ａ，ＬＩＡＯ Ｈ，ＬＩ Ｎ，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ｉｔ ｓａｆｅ ｆｏｒ ｍｙ ｆａｍｉｌｙ︰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０，６３（６）：１９２３－１９５０．
［２９］陶厚永，韩玲玲，章娟． 何以达到工作旺盛？ 工作支持与家庭支持的增益作用［ Ｊ］．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２０１９（３）：

１１７－１３２．
［３０］ＮＡＮＤＫＥＯＬＹＡＲ Ａ Ｋ，ＳＨＡＦＦＥＲ Ｊ Ａ，ＬＩ Ａ，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ａｎ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９９（１）：１３８－１５０．
［３１］ＬＡＺＡＲＵＳ Ｒ Ｓ，ＦＯＬＫＭＡＮ 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１９８７，１（３）：１４１－１６９．
［３２］ＣＡＲＶＥＲ Ｃ Ｓ，ＣＯＮＮＯＲ⁃ＳＭＩＴＨ Ｊ．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６１（１）：６７９－７０４．
［３３］谢俊，严鸣． 积极应对还是逃避？ 主动性人格对职场排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Ｊ］． 心理学报，２０１６（１０）：１３１４－

１３２５．
［３４］ＧＲＡＮＴ Ａ Ｍ，ＢＥＲＲＹ Ｊ Ｗ．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ｏｆ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ｋｉｎｇ，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５４（１）：７３－９６．
［３５］ＬＥＰＩＮＥ Ｊ Ａ，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Ｎ Ｐ，ＬＥＰＩＮＥ Ｍ Ａ．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ｈｉｎｄｒａｎｃｅ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５，４８（５）：
７６４－７７５．

［３６］ＳＴＥＷＡＲＴ Ｇ Ｌ，ＮＡＮＤＫＥＯＬＹＡＲ Ａ Ｋ．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ｈｏｗ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９２（４）：１１４９－１１５８．

［３７］ＢＥＥＨＲ Ｔ Ａ，ＮＥＷＭＡＮ Ｊ Ｅ． Ｊｏｂ ｓｔｒｅｓ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 ｆａｃ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８，３１（４）：６６５－６９９．

［３８］ＳＣＨＡＵＢＲＯＥＣＫ Ｊ Ｍ，ＬＡＭ Ｌ Ｗ，ＬＡＩ Ｊ Ｙ Ｍ，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ｄｉｒｔｉｎｅｓｓ，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１０３（１０）：１０８６－１１００．

［３９］ＣＯＳＴＡＳ Ｊ，ＦＬＥＭＩＮＧ Ｐ．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ｅｌｆ⁃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９，６２（３）：３５３－３７８．

［４０］ ＢＥＮＴＥＩＮ Ｋ，ＧＡＲＣＩＡ Ａ，ＧＵＥＲＲＥＲＯ Ｓ， ｅｔ ａｌ．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Ｊ］．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７，４６（８）：１６２０－１６３４．

［４１］ＲＯＣＡ Ｅ．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ｅｄ ｗｏｒｋ ｇｒｏｕｐ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０，９６（１）：１３５－１４７．
［４２］ＨＯＢＦＯＬＬ Ｓ Ｅ，ＨＡＬＢＥＳＬＥＢＥＮ Ｊ，ＮＥＶＥＵ Ｊ Ｐ，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１８，５（１）：
１０３－１２８．

［４３］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Ｂ Ｅ，ＫＲＥＩＮＥＲ Ｇ Ｅ．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ｄｉｒｔｉｅｒ ｗｏｒ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ｓｔｉｇｍａ［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１０（１）：８１－１０８．

［４４］ 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Ｒ，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Ｒ，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 Ｓ，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６，７１（３）：５００－５０７．

［４５］ＢＥＮＴＥＩＮ Ｋ，ＧＵＥＲＲＥＲＯ Ｓ，ＪＯＵＲＤＡＩＮ Ｇ，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ｓ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３２（８）：５３０－５４６．

［４６］ＬＩＯＵ Ｄ Ｙ，ＴＵ Ｃ Ｃ，ＣＨＡＮＧ Ｓ Ｈ．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ｔ

１５　 第 １ 期　 王红丽，徐光毅，李振：主动抑或回避？ 多重支持资源对非体面工作感知与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

141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Ｊ］．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２０１４，２４ （６）：
６２７－６４０．

［４７］ＬＯＲＤ Ｒ Ｇ，ＢＲＯＷＮ Ｄ Ｊ，ＦＲＥＩＢＥＲＧ Ｓ Ｊ．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１９９９，７８（３）：１６７－２０３．

［４８］ＭＥＮＧＥＳ Ｊ Ｉ，ＴＵＳＳＩＮＧ Ｄ Ｖ，ＷＩＨＬＥＲ Ａ，ｅｔ ａｌ． Ｗｈｅｎ ｊｏｂ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ａｌ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ｈｏｗ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ｉｚｅｓ ｅｆｆ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７，６０（２）：６９５－７１９．

［４９］ＷＩＪＡＹＡ 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ｒａ︰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０８，７９（３）：３１１－３１７．

［５０］杨国枢．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７－１７０．
［５１］ＣＯＮＮＯＲ⁃ＳＭＩＴＨ Ｊ Ｋ，ＦＬＡＣＨＳＢＡＲＴ 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９３（６）：１０８０－１１０７．
［５２］ＳＫＩＮＮＥＲ Ｅ Ａ，ＥＤＧＥ Ｋ，ＡＬＴＭＡＮ Ｊ，ｅｔ 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ｐｉｎｇ︰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ｐｉｎｇ［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３，１２９（２）：２１６－２６９．
［５３］周晔，黄旭． “艰苦工作”从业者职业污名应对策略研究：量表开发及预测效应［ Ｊ］．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２０２０（９）：

３８－５６．
［５４］周晔，黄旭，欧阳侃． 主动抑或回避：职业污名、自我评价和任务绩效［Ｊ］． 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２０（８）：５０－６７．
［５５］ＳＨＡＲＭＡ Ｄ，ＧＨＯＳＨ Ｋ，ＭＩＳＨＲＡ Ｍ，ｅｔ ａｌ． Ｙｏｕ ｓｔａｙ ｈｏｍｅ，ｂｕｔ ｗｅ ｃａｎ'ｔ︰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 ａｓ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ａｍｉｄ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２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ｊｖｂ． ２０２１． １０３６６７．
［５６］ＳＡＮＤＥＲＳ Ｃ 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ｕｔ ｂａｃｋ︰ｔｈ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ａｎ ａｎｄ “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０，３９（３）：２４３－２７２．
［５７］ＡＬＩ Ａ Ａ，ＬＹＯＮＳ Ｂ Ｊ，ＲＹＡＮ Ａ Ｍ．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 ｐｅｒｉｌｏｕｓ ｓｔｉｇｍａ︰ｅｘ⁃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 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ｉｎ ｈｉ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１０２（９）：１２７１－１２８５．
［５８］ＧＡＬＡＺＫＡ Ａ Ｍ． Ｆｒｏｍ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ｕｎｄ ｃａｒｅ” ｔｏ “ｗｏｕｎｄｏｌｏｇｙ”︰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ｗｏｕ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Ｊ］．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 Ｉｌｌｎｅｓｓ，２０２１，４３（１）：９９－１１５．
［５９］ＨＯＢＦＯＬＬ Ｓ 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 ｎｅｗ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 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１９８９，４４（３）：

５１３－５２４．
［６０］ＪＯＳＴ Ｊ Ｔ，ＢＵＲＧＥＳＳ 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ｌｏｗ ｓｔａｔ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Ｊ］．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０，２６（３）：２９３－３０５．
［６１］李琼，刘力． 低地位群体的外群体偏好［Ｊ］． 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１（７）：１０６１－１０６８．
［６２］ＬＡＩ Ｙ Ｍ，ＬＡＭ Ｌ Ｗ，ＣＨＡＮ Ｋ Ｗ． Ｈｏｗ ｄｉｒｔｙ ｉｓ ｙｏｕｒ ｊｏｂ？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ｗｏｒｋ ｄｉｒｔｉ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Ｒ］．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ｃａｕ，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０１０．
［６３］ ＺＩＭＥＴ Ｇ Ｄ，ＤＡＨＬＥＭ Ｎ Ｗ，ＺＩＭＥＴ Ｓ 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１９８８，５２（１）：３０－４１．
［６４］ＡＩＫＥＮ Ｌ Ｓ，ＷＥＳＴ Ｓ 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Ｍ］．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Ｓａｇｅ，１９９１：３１－３４．
［６５］季浩，严进，国维潇．职业污名与离职倾向：牵连家人污名与家庭卷入的作用［Ｊ］． 心理学报，２０２２（２）：

１８２－１９１．
［６６］ ＭＥＪＩＡ Ｃ， ＰＩＴＴＭＡＮ Ｒ， ＢＥＬＴＲＡＭＯ Ｊ Ｍ Ｄ， ｅｔ ａｌ． Ｓｔｉｇｍａ ＆ ｄｉｒ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ｏｕｔ⁃ｇｒｏｕｐ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９３：１－１１．

（责任编辑　 束顺民）

２５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２４ 年

142



 

 

 

 

 

 

 

143



Reporting good news but not bad:
the dual effect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work–family interface

Mengke Wang
Corporate Management,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China

Chen Qian
Department of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taullah Kian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nd

School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and

Guangyi Xu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Purpose – Stewardship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spirit of employee ownership, which is
critical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companies, especi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how to motivate employees’ stewardship behavior,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stewardship behavior affects employees themselv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affects their work-family interface 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 theory.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 In this stud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conducted using
two-wave survey data from 323 employees through three internet companies in Southern China.
Findings – Results reveal that engaging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positive
emotion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Positive emotion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in turn, mediate the effec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work–home interface. Family motivation influences the strength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or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work–family interface, that is, high family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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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and work–family enrichment and weakens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managers should give employees more support and
care to ease the worries of engaging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Also, organizations should recruit employees
with high family motivation, which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work–-family
interface.
Originality/value – Based on an actor’s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bo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employees themselves, thereby increas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dual effect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In addition, this study further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s that moderat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individual family motivation on their engagement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within the
COR theory.

Keywords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Positive emotion, Emotional exhaustion, Work–family
enrichment, Work–family conflict, Family motivation

Paper type Research paper

1. Introduction
Stewardship behavior refers to individuals’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personal interests to
protect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a collective or an organization (Davis et al., 2010). Mos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how to motivate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Davis et al., 1997;
Hernandez, 2012; Choi et al., 2018) and concluded that supervisors’ stewardship behavior
positively affects employees and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stimulating individual creativity
(Domínguez-Escrig et al., 2019; Le Breton-Miller et al., 2011; Kuppelwieser, 2011), 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Kang et al., 2023; Miller and Le
Breton-Miller, 2006), and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organizations (Aßländer
et al., 2016; Francoeur et al., 2017). Moreover, employee stewardship is more prevalent in
China because the collectivist-oriented culture emphasizes values of harmony, reciprocation
and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Arun and Kahraman Gedik, 2022), which motivates
employees to implement altruistic behaviors and deeper ingroup involvement (Okun et al.,
2020; Qian et al., 2022).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employees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Qian et al.,
2022). With the shift toward remote work, the relevance of this gap in research grows.
Stewardship in remote work contexts is crucial for enhancing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monitoring costs, but it also risks blurring the lines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potentially impacting employees’ family lives negatively.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answer the research question: How and when does stewardship behavior affect employees
and their work–family interface in the context of remote work?

Scholars have called for more attention to both the dark and the bright side of pro-social
behaviors such as stewardship (Bolino et al., 2015; Bolino and Grant, 2016) to reveal the dual
impact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and improve its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Especially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issue of work–family balance with employees telecommuting and
working from home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an et al., 2022). Thus,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how stewardship behavior affects employees and their work–family interface.
Theoreticall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especially on employees and their work–family interface.
Practically,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ual effect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may help management identify and intervene in the undesirable implication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To reveal the impact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their work–family interfa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ual-path model 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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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foll, 1989; Halbesleben et al., 2014). COR theory proposes that people acquire, invest and
protect resources that they value to cope with stress. Resources are loosely defined as any
competencies, objec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energies or conditions that people value
(Hobfoll, 1989). Employees are motivated to preserve their resources and invest them to gain
additional resources. Importantly, COR theory posits that daily events, such as engaging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can induce both resource generation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paths
(Hobfoll et al., 2018). Through this resource perspective, we can achieve a coherent picture of
the effects of employees’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their work–family interface.

As an essential psychological resource, emo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mployees’
workplace well-being and their work–family interface (Bono et al., 2013; Shockley et al.,
2022). Based on theoretical relevance and suggestions from previous studies (Baer et al.,
2015; Bolino et al., 2015; Koopman et al., 2016), positive emotion was considered a resource-
generation mechanism, whereas emotional exhaustion was considered a resource-
consumption mechanism. On the one hand, employees actively engage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and are willing to work hard for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the organizations. They
will likely receive responses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at generate positive emotion
(Bono et al., 2013), which promotes work–family enrichment (Hammond et al., 2015;
Moazami-Goodarzi et al., 2015). On the other hand, when employees give too much time and
energy to their stewardship role at work, they may become emotionally exhausted (Lanaj
et al., 2016) and unable to fulfill their family role obligations, which may lead to work–family
conflict (Leroy et al., 2021). Therefore, we propose that employees’ stewardship behavior has
a dual effect on their work–family interface. If employees’ stewardship behavior has a dual
effect on their work–family interface, what situations can increase the positive impact and
decreas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To explore this critical issue, family
motivation is introduced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and their work–family interface. Family motivation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willingness to exert effor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family (Menges et al, 2017).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when employees’ family motivation is high, they have a
higher tendency to obtain resources from work to feed their families (Zhang et al., 2020). The
strong family value makes Chinese people not only work hard to provide for their families
but also selectively report good news to reduce family worries (Schwartz et al., 2012).
Therefore, family motivation may reinforc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ositive emotion while
weakening the adverse effects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on employees’ work–family
interfac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several ways. First,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how to motivate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ignoring the effect
of stewardship on employees themselv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ual effect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their own by taking the actor’s perspective, which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ftereffects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Second, existing works
on stewardship behavior have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workplace, whereas the family
spillover effec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have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According to COR
theory, we explore how stewardship behavior affects employees’ work–family interface and
reveal the dual effect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provid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n the family spillover effec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Third,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between the impact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work–family interface by reveal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motivation.
This finding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intrinsic work motivation (e.g. family motivation)
in promoting work–family balance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s, rather than merely relying
on external support and intervention.

Work–family
interface

146



2.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hypotheses
2.1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resource generation function
According to COR theory, stewardship behavior can boost employees’ positive emotion
through its resource generation function (Christofi et al., 2023). Positive emotion is a pleasant
feeling, such as happiness, satisfaction, pride, interest and appreciation (Watson et al., 1988).
Adequate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trigger for positive emotion, and engaging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can help employees develop work and interpersonal resources (Bono et al., 2013;
Lilius, 2012). Specifically, considering that stewardship is a voluntary activity, employees can
experience full autonomy in the process of engaging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which, in turn,
enriches their work resources (Weinstein and Ryan, 2010). Stewardship behavior also can
enhanc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which allows employees to experience a sense of
competence and positive emotion (Davis et al., 1997). In addition, stewardship behavior focuses
on enhancing and balancing the well-being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s, which makes it easy for employees to gain positive responses and trust from
other stakeholders and helps enhance their interpersonal resources (Hernandez, 2012).
Consequently, when employees actively engage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they are enriched
with work and interpersonal resources and further enhance their positive emo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 theory, positive emotion, as a foundational resource, can
help employees increase other types of resources, such as work–family enrichment (Kacmar
et al., 2020). The positive emotion employees gain through stewardship behavior can further
influence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Greenhaus and Powell, 2006). Positive emotion can
motivate individuals’ approach to their goals (Watson et al., 1999). When employees have
positive emotion, they are motivated to stay close to family members and establish friendly
interactions, resulting in work–family enrichment (Heskiau and McCarthy, 2021). Moreover,
positive emotion can expand individuals’ attention spans (Fredrickson and Branigan, 2005).
Therefore, employees with positive emotion are more likely to be aware of the need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to perform family-related roles consciously, resulting in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Heskiau and McCarthy, 2021). When employees
are aware of their family’s needs, they do not neglect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because of
focusing too much on work, thus reducing work–family conflict. In addition, COR theory
suggests that positive emotion can also enhance employees’ ability to cope with stress, as it
can buffer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source consumption (Hobfoll, 1989; Hobfoll et al., 2018).
Therefore, they do not bring the bad state at work into their family life, reducing the
likelihood of work–family conflict (Wang et al., 2022). In summary, engaging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can increase positive emotion and thus improve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We
propose:

H1. Stewardship behavior enhances employees’ positive emotion, thereby increasing
work–family enrichment (H1a) and reducing work–family conflict (H1b).

2.2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resource consumption function
The resource loss principle of COR theory suggests that the loss of resources has a more
detrimental effect on individuals’ psychology than the gain of resources, and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harm is emotional exhaustion (Halbesleben et al., 2014). Emotional
exhaustion refers to the feeling of being emotionally and physically depleted and exhausted
because of excessive use (Maslach and Leiter, 2008; Li et al., 2023). Stewardship behavior can
als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through resource consumption mechanisms (Qian
et al., 2022). Specifically, stewardship behavior may trigger resource depletion by
consuming limited resources such as individuals’ time and energy, thus leading to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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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austion (Baer et al., 2015; Qian et al., 2022). Namely, when individuals engage in activities
that require self-regulation (e.g. expending energy and voluntary sacrifice), they will deplete
their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Baer et al., 2015; Lanaj et al., 2016). Once employees are
expected to handle a large number of work tasks and substantial effort is required, they may
experience a high workload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Maslach and Leiter, 2016). They need
to devote physical and mental resources to other matters in addition to fulfill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ir jobs (Hernandez, 2012). Employees will consume considerable
resource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se kinds of complex and challenging decision-making
tasks, which further increases resource depletion (Lin et al., 2016).

According to COR theory, when individuals are threatened with a loss of resources, they
will tend to conserve their remaining resources rather than invest in other domains (Hobfoll,
1989; Lan et al., 2020). This study argues that employees who feel a loss of resources may
choose to conserve their resources and reduce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family domain, which
further leads to work–family conflict (Chen et al., 2020). When employees are emotionally
exhausted because of their stewardship behavior,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meet their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due to a lack of resources, which ultimately causes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reduces work–family enrichment (Greenhaus and Powell, 2006). Specifically, emotionally
exhausted individuals are unable to accompany their families owing to a lack of time and
energy, take much less care for their needs and provide adequate social-emotional support to
family members (Lin et al., 2016; Lan et al., 2020). At the same time, emotionally depleted
employees feel exhausted at work and have difficulty having a good work experience, which
further leads to negative work-related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family domain (Greenhaus and
Powell, 2006). Moreover, it is inevitable for employees to bring poor conditions into their
family domain when they suffer from emotional exhaustion at work, which is likely to raise
the risk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interpersonal harm to family members (Greenbaum
et al., 2014; Tang et al., 2016). In addition, bringing their good status to the family domain in
a situation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is difficult for employees, which reduces their
willingness and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in family activities and perform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Greenhaus and Powell, 2006; Lan et al., 2020), thus reducing work–family
enrichment. In summary, engaging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may cause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then negatively affect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We propose:

H2. Stewardship behavior increases employees’ emotional exhaustion, thereby reducing
work–family enrichment (H2a) and increasing work–family conflict (H2b).

2.3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motivation
Drawing on COR theory, resources are loosely defined as any competencies, objec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energies or conditions that individuals value (Hobfoll, 1989).
Family motivation, as a key resource replenishment mechanism (Menges et al., 2017), will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ewardship behavioral affective responses to work–family
interface. The famil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n individual’s self. Across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people acknowledge the significant importance of family (Schwartz
et al., 2012). Supporting the famil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otivations and spiritual pillars
for individuals’ work engagement (Menges et al., 2017). Particularly in Chinese culture that
emphasizes Confucianism and collectivism, family harmony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Establishing a family and achieving success” and “earning money to
support the family” are also the goals of Chinese employees. Menges et al. (2017) defined
family motivation as a willingness to work har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family. Contributing to
the family is often considered one of the basic reasons why employees work hard (Brief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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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a sense of meaningful work (Tariq and Ding, 2018).
Therefore, family motivation may affect the allocation of personal resources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domains. Especiall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work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enhancing the benefits and honor of the whole family, and working hard can demonstrate
the employees’ sense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Zhang et al., 2020). Thus, highly family-
motivated employees tend to report good news but not bad news to their families,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family spillover effec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amily motivation will moderate bo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and work–
family enrichment and betwee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work–family conflict.

Unlike job orientation, which views work as a means to achieve other goals, experiencing
strong family motivation does not imply that employees cannot enjoy their work and find
meaning in it. Instead, it can serve a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meaning and energy (Menges
et al., 2017). Factors such as caring for the family, feelings of pride in the family and the
desire to provide for the family can act as motivational forces in the workplace, enhancing
effort and performance and facilitating access to supportive resources (Zhang et al., 2020).
As a result, employees with high family motivation often possess more available mental or
material resources, allowing them to allocate these resources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domains, thereby improving the work–family relationship (Erdogan et al., 2022). In addition,
highly family-motivated employees tend to benefit their families and thus proactively
transmit positive emotions to family members (Grant, 2008), resulting in better work–family
enrichment. In contrast, employees with low family motivation are less likely to receive
supportive resources from work. They are easily trapped in a spiral of resource depletion
and become more sensitive to emotional exhaustion. More seriously, lowly family-motivated
employees have less willingness to benefit their families, and they may bring negative
emotions from work to their families (Alcover et al., 2023). They even see family as an outlet
for negative emotions,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work–family conflict. We propose:

H3. Family motivation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and work–family enrichment (H3a) and weaken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work–family conflict (H3b) (Figure 1).

3. Methodology
3.1 Sampling and data collection
We used convenience sampling (Etikan et al., 2016) to recruit corporate executives who were
attending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s in southern China. A total of eight
corporate executives voluntarily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final sampl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based on two factors: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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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companies had implemented telecommuting systems, with the majority of
employees working from home or using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2) the companies operated in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where employees
frequently worked overtime and faced significant work–family balance challenges.

Consequently, only three out of the eight companies met these strict sampling criteria.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in two waves from these three internet companies. All three companies
are software development companies that provide customers with digital, intelligent,
platform-based and ecological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products and solutions in fields such
as finance, human resources, supply chain, procurement,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average size of these companies is around 200 people, and
they all have well-established mobile office systems. Internet companies provide an ideal
sample for this study because of the prominent workload and work–life balance issues faced
by employees. Also, the survey period coincided with the epidemic blockade, during which,
employees of these three companies used remote office systems for working from home.
This situation further blurre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work and home. In this scenario,
employees with stewardship behavior could actively invest more resources into work
without real-timemonitoring, ensuring the smooth completion of tasks.

To minimize the effect of common method bias (CMB), this study specifically controlled
for the measurement procedure. We conducted a two-wave survey by administering the
same questionnaire to the same employees at two separate time points (twoweeks apart).
Also, we randomly arranged the measurement items in the questionnaire and ensured
anonymity for all employees to reduce employee speculation about the measurement items.
We first contacted the HR directors to confirm the employees who would participate in the
survey. The researchers then introduced the purpose, procedure, anonymity and
confidentiality of this study to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first wave, a total of 400 full-time
employee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our research. Participants completed measure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family motivation and reporte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We
received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from 356 participants, resulting in a response rate of
91.25%. In the second wave, 365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participants who had
completed the first survey. Measures of positive emotion, emotional exhaustion, work–
family enrichment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were administered, and 341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survey, yielding a response rate of 93.42%. After eliminating in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missed items and repeated answers, we retained a final sample of 323
participants. Among these employees, 56.97% were female and 49.23% had associate
college or above. The participants’ average age was 31.52 years (SD ¼ 9.46), and 56.97% of
themwere employed in a position for one to five years.

3.2 Measures
All of the variables, except for the demographic data, were evaluated using five-point Likert-
type scales. We made modest changes to make sure that all elements are appropriate for the
study contex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vice of two professors in the relevant research field.

A three-item scale from Davis et al. (2010) was used to measure stewardship behavior. “I
take a long-term attitude in my daily job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short-term interests,” was
an example item. The Cronbach’s alpha for this scale was 0.82.

A five-item scale developed by Watson et al. (1988) was used to measure positive
emotion. A sample item was: “I am happy recently.” The Cronbach’s alpha for this scale was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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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ve-item scale from Maslach and Leiter (2008) was used to measure emotional
exhaustion. A sample item was: “Work makes me feel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exhausted.”
The Cronbach’s alpha for this scale was 0.93.

A four-item scale fromWayne et al. (2004) was used to measure work–family enrichment.
A sample item was: “Working well during the day makes me better at home in my role as a
partner.”The Cronbach’s alpha for this scale was 0.82.

A five-item scale developed by Netemeyer et al. (1996) was used to measure work–family
conflict. A sample item was: “My work demands interfere with my family and home life.”
The Cronbach’s alpha for this scale was 0.90.

We measured family motivation with a five-item scale developed by Menges et al. (2017).
A sample item was: “It is important to me to bring benefits to my family through my work.”
The Cronbach’s alpha for this scale was 0.90.

We took into account the gender, age,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and job tenure of the
employees as well as other factors. Prior research revealed that these demographic factors
had an impact on how well employees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demands. Male was coded as
“1” and female was coded as “2.” Education level (1 ¼ middle school or below, 2 ¼ high
school, 3¼ associate degree, 4¼ bachelor’s degree and 5¼master’s degree or above); marital
status (1 ¼ married, 2 ¼ unmarried and 3 ¼ divorced); and job tenure (1 ¼ less than 1 year,
2¼ 1–5 years, 3¼ 6–10years, 4¼ 11–15years, and 5¼more than 16years) were also coded.

3.3 Analysis strategy
To test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we used a path analysis model. This method can test the
hypothesized model as a whole because it can include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s for
testing, thus allow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ultipl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multiple dependent variables to be addressed simultaneously. In addition, we tested the
mediating effects by estimating bias-corrected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the effect sizes at a
95% level using the parametric bootstrap procedure (with 20,000 Monte Carlo replications),
as recommended by Preacher et al. (2010).

4. Findings
4.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e used Mplus 8.3 to conduct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to evaluate the suitability
of our measurement model. The outcomes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six-factor model fitted
the data more accurately than any of the other models (x2 ¼ 559.94, df ¼ 309, x2/df ¼ 1.81,

Table 1.
Results of the CFA of
the measures of the
variables used in the
study

Models x2 df x2/df CFI TLI RMSEA SRMR

Six-factor model: SWB; PE; EE; WFC; WFE; FM 559.94 309 1.81 0.96 0.95 0.05 0.03
Five-factor model: SWBþPE; EE; WFC; WFE; FM 1005.64 314 3.20 0.89 0.87 0.08 0.08
Four-factor model: SWBþPEþWFE; EE; WFC; FM 1455.71 318 4.58 0.82 0.80 0.11 0.12
Three-factor model: SWBþPEþWFE; EEþWFC; FM 2292.70 321 7.14 0.68 0.65 0.14 0.15
Two-factor model: SWBþFMþPEþWFE; EEþWFC 3255.54 323 10.08 0.52 0.48 0.17 0.18
Single-factor model: SWBþFMþPEþWFEþEEþWFC 4608.93 324 14.23 0.30 0.24 0.20 0.22

Notes: N¼ 323; SWB ¼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PE ¼ positive emotion; EE ¼ emotional exhaustion;
WFC ¼ work–family conflict; WFE ¼ work–family enrichment; FM ¼ family motivation; CFI ¼ comparative
fit index; TLI ¼ Tucker–Lewis index; RMSEA ¼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SRMR ¼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ource: Table created by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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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 ¼ 0.96, RMSEA ¼ 0.05, SRMR ¼ 0.03) (see Table 1). These findings imply that these
factors can be empirically distinguished.

4.2 Test for common method bias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CMB, this study implemented controls both in terms of
measurement procedure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From a statistical standpoint, this study
used Harman’s single-factor test using SPSS version 26.0 to assess the presence of CMB. The
analysis revealed six factors with eigenvalues greater than one. By considering the
percentage of variance explained by the first unrotated principal component, we determined
that it accounted for 26.94% of the variance, which is below the threshold of 40% commonly
recommended as an indication of substantial common method variance. Therefore,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CMB is not a significant concern in the data collected for this study.

4.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are shown in Table 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emotion (r ¼ 0.32,
p < 0.01)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r ¼ 0.25, p < 0.01). Positive emotion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k–family conflict (r ¼ �0.27, p < 0.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k–family enrichment (r ¼ 0.28, p < 0.01). Emotional exhaus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k–family conflict (r ¼ 0.40, p < 0.01)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k–family
enrichment (r¼�0.33, p< 0.01). Our research hypotheses are preliminarily supported.

4.4 Hypothesis testing
As shown in Figure 2,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positively predicted positive emotion
(g ¼ 0.35, p < 0.001), whereas positive emotion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work–family
enrichment (g ¼ 0.28, p < 0.001) and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work–family conflict
(g¼�0.26, p< 0.001). The mediating effects were further examined by using the parametric
bootstrap procedure (with 20,000 Monte Carlo replications) as recommended by Preacher
et al. (201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direct effect value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Variabl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Age
2. Gender 0.04
3. Education �0.24** 0.06
4. Marital status �0.47** 0.01 0.19**
5. Tenure 0.83** 0.03 �0.23** �0.51**
6. ESB 0.05 0.05 �0.15** �0.18** 0.03 (0.82)
7. PE �0.04 0.03 �0.05 0.01 �0.08 0.32** (0.95)
8. EE 0.02 �0.07 0.03 0.00 �0.03 0.25** �0.09 (0.93)
9. WFC 0.03 �0.01 0.02 �0.02 0.04 �0.13* �0.27** 0.40** (0.82)
10. WFE 0.06 0.02 �0.19** �0.19** 0.05 0.40** 0.28** �0.33** �0.11 (0.90)
11. FM 0.02 0.03 �0.12* �0.00 �0.01 0.26** 0.16** �0.21** �0.30** 0.29** (0.90)
M 31.54 1.57 3.10 1.59 2.57 4.04 3.75 2.86 2.97 3.37 4.07
SD 9.45 0.50 0.96 0.55 1.29 0.78 0.87 1.10 1.00 0.82 0.88

Notes: N¼ 323; *p< 0.05 and **p< 0.01
Source: Table created by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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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ed work–family enrichment (estimate ¼ 0.10, 95%CI [0.04, 0.17])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estimate ¼ �0.09, 95%CI [�0.16, �0.04]) through positive emotion. In summary,
H1a andH1bwere supported.

As shown in Figure 2,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positively predicted emotional
exhaustion (g ¼ 0.27, p < 0.001), whereas emotional exhaustion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work–family enrichment (g ¼ �0.35, p < 0.001) and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work–family conflict (g ¼ 0.41, p < 0.001). The mediating effects were also examined by
using the parametric bootstrap procedure with 20,000Monte Carlo replications, revealing that
stewardship behavior had indirect effects on work–family enrichment (estimate ¼ �0.10,
95%CI [�0.145, �0.057])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estimate ¼ 0.11, 95%CI [0.06, 0.17])
through emotional exhaustion. In summary,H2a andH2bwere supported.

As shown in Figure 3, family motivation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and work–family enrichment (g ¼ 0.21, p< 0.01). The interaction
is shown in Figure 3,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and work–family
enrichment was stronger when family motivation was high (g ¼ 0.15, t ¼ 3.05, p < 0.01)
than when family motivation was low (g ¼ 0.03, t ¼ 0.97, ns). Therefore, H3a was
supported.

As shown in Figure 4, family motivation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g¼�0.17, p< 0.01). The interaction is shown
in Figure 4, indicating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was weaker when family motivation was high (g ¼ 0.06, t¼ 2.12, p< 0.05) compared

Figure 3.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motiv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andwork–
family 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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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efficient analysis of
the pat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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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when family motivation was low (g ¼ 0.16, t ¼ 3.51, p < 0.00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Dg ¼ �0.10, t ¼ �2.36, p < 0.05). Therefore, H3b was
supported.

5.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COR theory, we developed a dual-path model and found that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has a dual effect on their work–family interface. Through resource
generation (positive emotion) and resource depletion mechanisms (emotional exhaustion),
we explored how stewardship behavior affects employees’work–family interactions and the
moderating impact of family motivation on distinct mediating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ewardship behavior not only enhances employees’ positive emotion through
the resource generation function but also increases their emotional depletion through the
resource depletion function, which results in a dual effect on employees’ work–family
interface. In addition, family motivation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and work–family enrichment, as well as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These findings broad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mily spillover effects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and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s about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5.1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irst, we adopted an actor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employees themselves, which helps people understand the dual
effect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comprehensively and advances the study of the
consequences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supervisor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their subordinates from a receiver
perspective. For example, Kuppelwieser (2011) found that supervisor stewardship behavior
significantly promotes subordinates’ creativity. However, these studies have ignored the
effec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the actors themselves and the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Qian et al., 2022). Given the important value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for internet
companies’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t is
crucial to examine how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affects their own work experiences,
as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employees’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Therefore, we investigated both

Figure 4.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motiva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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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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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Stewardship behavior brings
both positive effects (positive emotion) and negative effects (emotional exhaustion) to
employees themselves. This finding not only support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dual
effect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proposed in this study but also responds to the
academic suggestion tha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ark side of pro-social behaviors
(e.g. stewardship behavior) is necessary (Bolino and Grant, 2016).

Second, based on COR theory, we proposed and demonstrated a dual-path model of how
stewardship behavior affects employees’ work–family interface through the function of
resource generation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advancing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stewardship behavior works. Although previous research has theorized that
stewardship behavior affects individuals’ work outcomes (Hernandez, 2012), few studies to
date have provided insight into why engaging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affects actors’work–
family interface. This study found that stewardship behavior not only positively affects
employees’ work–family interface through the resourc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positive
emotion, but also negatively affects their work–family interface through the resource-
depletion mechanism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Henssen and Koiranen (2021) showed that
engaging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can promote CEOs’ joy of working for the family firm.
However, this study did not examine the resource consumption mechanism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In addition, Lin et al. (2016) found that some positive leadership behaviors (e.g.
ethical leadership behavior) can deplete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and generate
resource consumption. We thus integrated the two processes of resource generation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by introducing COR theory and elucidating the dual effect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themselves. This approach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the resource change process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and adv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lack box between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and work–
family interface.

Finally, we further explored the boundary condition under which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produces gains or costs, that i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motivation. Most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xternal resources (Qian et al., 2022;
Hammer et al., 2013; Fan et al., 2022), and less on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individuals.
Based on COR theory,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 family motivation will
improve the facilitative effect of positive emotion on work–family enrichment. In contrast,
for individuals with low family motivatio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on
work–family conflict will be reinforced.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family motivation,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replenishment mechanism (Tariq and Ding, 2018),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In addition, given their strong family values,
Chinese people will not only work hard to provide for their families but also report good
news but not bad news to reduce family worries (Zhang et al., 2020). Therefore, family
motivation can enhance the benefi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and reduce its potential costs.

5.2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nternet enterprises to recover and thrive in the crisi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stewardship behavior – a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is of massive help. Previous
research has called for organizations to motivate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strongly.
Yet, this study found that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has a dual effect on themselves.
Specifically,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brings positive emotion to themselves while
also costing them in the form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Therefore, whenmanagers encourage
or foster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in management practice, they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prev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 negative issues that may result from steward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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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organizations should first create and execute policies that assist employees in
obtaining a work–life balance. For example, companies can give employees greater
autonomy at work and increase their sense of control over work hours (Williams et al., 2016),
which can further increase employees’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help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ngaging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Second, companies can implement training programs that clearly explain the personal
benefi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e.g. increased personal resources), which can motivate
employees to actively engage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Giv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ngaging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companies need to take steps to reduce the resource
depletion of such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For example, companies can help employees
gain additional resources from practicing stewardship behavior by including it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and offering financial rewards. More importantly, companies can
provide psychological rewards to workers, such as praise and acknowledgment for proper
behavior, which can swiftly replenish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These measures will reduce
or avoid resource depletion and mitigate the disadvantages that stewardship behavior
brings to employees.

Finally, this study found that family motivation, as a key resource replenishment
mechanism, would strengthen the beneficial influence of positive emotion on work–family
enrichment and weak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on work–family
conflict. Organizations thus can select employees who are highly motivated by their families
during the recruitment process. In addition, by implementing family-supportive
management practices, managers can support employees in creating harmonious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alleviate their concerns about engaging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This can
promote work–family balance and lead to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growth of organizations
and employees.

5.3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is study has several limitations that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research. First, the
research sample was exclusively drawn from three internet companies in Southern China.
This specific sampling framework might limit the breadth of our findings’ applicability,
considering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work patterns prevalent in these
companies may not accurately summarize the broader spectrum of industrial contexts. In
addition, the uniqu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particularly the lockdown phase
during which this research was undertaken, could have distinctively influenced employees’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Moreover, the specific
sociocultur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Southern China, characterized by unique work
ethics and organizational norms, might have influenced the manifest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in ways that are not fully representative of varied contexts.
Recognizing these constraint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im to include a wider variety of
industries, companie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Using random
sampling techniques could also enhance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sample. Moreover,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s in different work environments, particularly
comparing remote work postpandemic to traditional office settings, w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our findings.

Second, the research data in this paper was collected through self-reporting, and
participants’ subjectivity is inevitable. Future studies can use a multidata source approach,
such as inviting employees’ spouses to provide additional data (e.g. work–family interface), to
improve the robustness of the findings. Although a time-lagged approach can reduce CMB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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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extent,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ables cannot be effectively inferred. Therefore, a
longitudinal study design could be used to enhance causal inference in the future.

Third, we considered stewardship behavior as an interindividual variance variable and
used an interindividual research design to examine its effects on employees’ work–family
interface. However, stewardship behavior and employee emotions may exhibit intraindividual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fluctuate daily (Koopman et al., 2016; Lanaj et al., 2016; Qin
et al., 2018). More importantly, these daily fluctuating chang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mployees’ work–family interface.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could use th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to examine the role of changes in employees’ resourc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stewardship behavior and daily work–family interface. This method would not
only advance the study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at the intraindividual level, but also exp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properties of COR theory.

Fourth, although contributing to the welfare of others can be a valuable cause,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not all causes result in benefits for others (Hernandez, 2012).
Stewardship behavior often originates from organizations’ pursuit of a meaningful cause,
but it also involves economic and socioemotional components.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at stewardship behavior is not a fixed characteristic but rather a situational choice
influenced by various goals and contexts. Moreover, stewardship behavior driven by
different motivations can have different impact on subsequent attitudes and behavior. For
instance, if employees engaged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for the sake of pursuing valuable
causes realize that their sacrifices do not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others, they may choose
to reduce their stewardship behavior or prioritize family connections over the organization
and leave the firm.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can benefit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s
that enable longitudinal tracking and interviewing of employees who engage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This approach would facilitate the analysis of the diversity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expressions driven by various motivations in different situational contexts.

Finally, we focused on the effect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employees’ work–family
interf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resources. However, whether employees actively
engage in stewardship behavior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ir leaders and colleagues
(Le Breton-Miller and Miller, 2015), so future research can examine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from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Moreover, this study onl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work–family interface,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reverse impact of family on work. In fact, th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engage
in active stewardship behavior is closely related to family support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Future research could adopt a bidirectional framework to analyze how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affects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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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the perspective of sensemaking,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employees’ supportive intention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perception of meaning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ir workplace well-
being. Data were collected in two waves from a sample of 213 knowledge-
based employees of a high-technology company located in souther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enhanced
employees’ workplace well-being through motiv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of how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positively affects employees’ work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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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percep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was found to influence their supportive
inten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Employees who perceived the meaning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haped their work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d a potentially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Employees’ supportive intention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ir work engagement had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
being.

Digital technology is often used in companies to reduce operating costs and maintain sustainable growth (Wilson &
Daugherty, 2018). Digital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has emerged as a crucial strategic option for companies to keep up
their market competitiveness (Van Zeebroeck et al., 2021). Despite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across companies, these endeavors are rarely successful (Graebner et al., 2017). The likely
reason is that those implementing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underestimate the essential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process (Cetindamar et al., 2021). In f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volves changes in all aspect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requires organizational members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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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actively (Cetindamar et al., 2021). Therefore, to imple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moothly, it is crucial that
employees’ positive perception of such transformations should be increased.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ost research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centered on examining how
transformation events influence employees’ emotional state and job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uncertainty caused by
transformation events can increase employees’ job insecurity, which is detrimental to their well-being (Petrou et al.,
2018). However, researchers have paid less attention to employee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ransformation events, which has resulted in an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
events and employees’ work outcomes (Rafferty & Jimmieson, 2017). In f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that employees use to assess the
benefits and drawbacks of adopting the transformation (Iyanna et al., 2022).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is conducive to triggering employees’ inclination to embrace the transformation, which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ir
performance and well-being (Ahmad et al., 2023). Applying the perspective of sensemaking,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d
the potential positive effe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mployees’ workplace well-being.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Lau & Woodman, 1995), employees’ perception of the meaning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fer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are aware of the purpose and importa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an intrinsic motivator, work meaningfulnes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mployees’ attitude and
behavior, including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Vogel et al., 2020).
Employees who perceive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meaningful for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mselves are likely to
embrace the strategy actively and engage in the process, which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ir well-being (Van Der Schaft et
al., 2022). Consequently,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is a critical microlevel element for the successful
execu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Iyanna et al., 2022).

We adopted sensemaking theory (Weick & Roberts, 1993) to explain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employe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Sensemaking theory was originally proposed as a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to solve organizational crises (Weick & Roberts, 1993). Gioia and Thomas (1996) then applied
this theory to the transformational situation to explore how individuals interpret the situations they are in, their previous
experiences, and the situations they may face in the future, that is,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employees’ work outcomes. According to sensemaking theory, employees who perceive
the meaning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will reshape their habits and mode generated in the workplace and
will transform their attitude towar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eading to variation in workplace behaviors. Therefore,
we expected that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would increase employees’ intention to support the
transformation. Furthermore, work engagement is defined as “the harnessing of organization members’ selves to their
work roles; in engagement, people employ and express themselves physically, cognitively, and emotionally during role
performances” (Kahn, 1990, p. 694). It has been shown that perceiv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s a key work
resource, increases employees’ work engagement (Orhan et al., 2021). Highly involved (vs. less involved) employees are
likely to devote more resources to their job and achieve greater workplace well-being (Saks, 2006). Thus, we expected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to motivate employees’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which would then
enhance their work engagement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There are many definition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xtant literature (Vial, 2021; Warner & Wäger, 2019). We
adopted the definition of Gurbaxani and Dunkle (2019):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reinvention of the company—its
vision and strateg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rocesses, capabilities, and culture—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rapidly
changing digital environment. The decision-making role and authority of leaders will be diminished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Verhoef et al., 2021), as digital technologies enable individuals to execute activities more rapidly
(Zaoui & Souissi, 2020), such as estimating client demands using big data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products and needs
are al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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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place well-being refers to individuals’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ir workplace life quality based on their own
personal standards (Zheng et al., 2015). A sens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fulfillment, job satisfaction, goal
attainment, and happiness are considered to be indicators of workplace well-being (Acton & Glasgow, 2015). Despite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having been reported regarding wheth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enefits employees (Rodriguez-
Lluesma et al., 2021),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d that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woul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workplace well-being. We reasoned that this would be so owing to the following previous
research findings: Lau and Woodman (1995) noted that employees’ cognition of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cludes
their perception of its meaning. Employees will create explanations and expectations about the transforming
consequences when an organization undergoes change. There are two independent cognitive processes about change
events: sensemaking and cognitive bias. Employees develop cognitive biases and resistance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 if
they perceive additional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However, a sensemaking process will occur if
employees hav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hange and appreciate its usefulnes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mselves and the organization, which can boost employees’ positive state in work (Gover & Duxbury, 2018).
Accordingly, on the basis of the sensemaking path, we predicted that once employees perceived the meaning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y would start to have expectation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may increase their power, improve the
tools in the workplace, and make tasks more convenient, as well as leading to the organization experiencing long-term
development (Verhoef et al., 2021; Vial, 2021; Zaoui & Souissi, 2020). According to earlier research (Raziq &
Maulabakhsh, 2015), all of these factors can increase workers’ job satisfaction and help them embrace more positive
feelings, which enhances their workplace well-being. Additionally, when employees perce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meaningful, their level of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ompany also rises, which can further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ir
workplace well-being (Treviño et al., 2020). Thus, w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Hypothesis 1: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will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employees’ workplace well-being.

Mediating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ccording to sensemaking theory (Weick & Roberts, 1993), when employees capture the transformation in an
organization by virtue of language framing, behavior demonstration, and interactive feedback, they will assign mean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Gioia & Thomas, 1996). Subsequently their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modes in the
workplace will be reshaped. Accordingly, there may be a paradigm shift in employees’ cognitive modes as they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mselves. It is of high
relevance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to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at lead to employees’
supportive intention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immieson et al., 2008). Such knowledge can help researchers to
identify potential factors influencing employe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 and how to manag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activel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psychological states are defined as positive attitudes and
evaluations, and the willingness or intention to suppor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atmann et al., 2018), and these states
have been reflected in previous research by constructs such as readiness to change (Armenakis et al., 1993) and
intention to support change (Jimmieson et al., 2008). Therefore, we believed that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would influence employees’ workplace well-being through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 strong intention to suppor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ll result from positive expectations for the change (Heim &
Sardar-Drenda, 2021). When employees realize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increase their autonomy and power at
work, as well as improve work tools and skills, they will embrace positive expecta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Javed et
al., 2013), such as achieving better performance and obtaining greate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ees
individually. Additionall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 when employees
recognize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of benefit for them, they will show more intention to support it. Therefore,
employees’ perception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meaningful will enhance their supportive inten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urther, employees who are skilled at connecting with others and achieving win–win situa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 a
good mood than are those employees who do not have this skill and who do not achieve in this way (Wang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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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suppor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a win–win strategy for the organization may enable employees to
experience more pleasant emotions at work, which is a component of workplace well-being (Zou & Dahling, 2017). In
addi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can motivate employees to reshape their work and improve their
work performance (Parker et al., 2010), and the bolstering of this intrinsic motivation can enhance employees’
satisfaction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Fishbach & Woolley, 2022). Therefore, employe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will enhance their workplace well-being. As such, we proposed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Hypothesis 2: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will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Mediating Role of Work Engagement

According to sensemaking theory, external environment clues can reshape individuals’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regard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will affect their cognition and behavior mode (Maitlis, 2005). We anticipated that
employees would react to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by increasing their work engagement, and their
workplace well-being would then be enhanced. Therefore, we proposed that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could enhance employees’ workplace well-being through increasing their work engagement.
 
On the one hand, employees may think that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 and advancement of work instruments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ll make their work tasks easier and enable them to achieve greater autonomy
in the workplace (Vial, 2021; Warner & Wäger, 2019). According to Santisi et al. (2018), these are features of the work
environment that lower employees’ use of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at work and increase their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ll of which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ntecedents
of workplace well-being (Anglim et al., 2020).
 
On the other hand, researchers have established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work engagement on workplace well-being
(Hammedi et al., 2021). In particular,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colleagues, those employees who are more engaged at
work experience higher job satisfaction and have good feelings as well as a reduction in anxiety brought on by stressors
(Meng & Berger, 2019), all of which are favorable indicators of workplace well-being. Additionally, strong work
engagement predicts improved job performance and greater self-efficacy, both of which are crucial for boosting
employees’ workplace well-being (Basit, 2019). In light of the foregoing, we posited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Hypothesis 3: Work engagement will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Multiple Mediating Rol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According to sensemaking theory (Weick & Roberts, 1993), constructing meaning at all levels of the organization will
reshape employees’ attitude and behavior and is important for the success of change. 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s
employees depends largely on how they perceive the strategy to bring it about (Gioia & Thomas, 1996). Specifically,
when employees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is beneficial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organization, they will construct new
cognitions ab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will modify their previous cognitive mode, thus generating a more
supportive intention regar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urthermore, this cognitive shift toward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suppor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improve employees’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in the workplace, that is, it can
boost their work engagement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Therefore, we proposed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Hypothesis 4: Employe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will play a continuous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ir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The hypothesized model is shown in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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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ypothesized Model

Method

Procedure

We tested our hypotheses by conducting a survey with a sample of 213 knowledge-based employees of a high-
technology company located in southern China. We used acquaintance social networks to recruit participants through
snowball sampling. Potential participants were contacted through groups in the popular Chinese messaging application
WeChat. After explaining the research purpose and assuring potential participants tha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their
responses would be protected, we sent each of them a link to our online survey, which was generated by survey
company Wenjuanxing.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common method bias we conducted a two-wave survey with a
1-month interval between the waves. At Time 1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eir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nd provide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i.e., gender, age, education, and
tenure). At Time 2, which was 1 month later,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eir work engagement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In the first wave of the survey (Time 1), we sent forms to 300 employe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company’s human
resource department. We received completed forms from 255 participants, yielding an 85% response rate. One month
later (Time 2), we distributed forms to the 255 participants who had completed the survey in the first phase and 213
(83.53%) of them returned completed surveys.

Participants

Th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for the participants was as follows: 86 (40.38%) were women and 127 (59.62%) were
men. As regards age, 22 (10.33%) were aged 25 years or below, 125 (59.69%) were aged between 26 and 30 years, 49
(23.00%) were aged between 31 and 35 years, 10 (4.69%) were aged between 36 and 40 years, and seven (3.29%) were
aged 41 years or over. As regards educational level, three (1.41%) had an associate degree, 24 (11.27%) had a
bachelor’s degree, 184 (86.38%) had a master’s degree, and two (0.94%) had a doctorate. In terms of tenure, 137
(64.32%) had worked at the company for less than 3 years, 52 (24.41%) for between 4 and 6 years, 11 (5.16%) for
between 7 and 9 years, and 13 (6.10%) for more than 10 years.

Measures

All the measures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scales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items were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by two psychology experts and then translated back into English by two English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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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ith inconsistencies discussed repeatedly until consensus was reached. To ensure that all the items were
suitable and applicable to the research context, some minor modifications were made following suggestions made by
three professors in relevant research. All measures were scored using a 7-point Likert scale (1 = strongly disagree to 7 =
strongly agree).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was assessed using a three-item scale developed by Lau and Woodman
(1995). A sample item is “I thin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meaningful and necessary for the company.” Cronbach’s
alpha in our study was .93.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was measured using a four-item scale developed by Straatmann et al. (2018).
A sample item is “I am willing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ronbach’s alpha in our study was .92.

Work Engagement
Work engagement was measured using the nine-item scale developed by Schaufeli et al. (2006), which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vigor, dedication, and absorption. Sample items are “At my work, I feel bursting with energy” (vigor), “I
find the work that I do full of meaning and purpose” (dedication), and “I feel happy when I am working intensely”
(absorption). Cronbach’s alpha in our study was .93.

Workplace Well-Being
Workplace well-being was measured using the six-item scale developed by Zheng et al. (2015). A sample item is “I find
real enjoyment in my work.” Cronbach’s alpha in our study was .93.

Control Variables
We controlled for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gender (1 = male, 2 = female), age (1 = 25 years or under, 2 = 26–30 years, 3
= 31–35 years, 4 = 36–40 years, 5 = 41 years or over), educational level (1 = associate degree, 2 = bachelor’s degree, 3
= master’s degree, 4 = doctorate), and tenure (1 = 1–3 years, 2 = 4–6 years, 3 = 7–9 years, 4 = 10 years or more).

Result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test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study variables: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work engagement,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The
baseline four-factor model yielded a good fit to the data, chi-square/degrees of freedom ratio (χ2/df) = 2.17,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94, incremental fit (IFI) = .94,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 = .08, an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7. The fit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either the three-factor model, χ2/df =
4.68, CFI = .81, IFI = .81, RMR = .22, RMSEA = .13; the two-factor model, χ2/df = 6.45, CFI = .71, IFI = .71, RMR =
.25, RMSEA = .16; or the single-factor model, χ2/df = 8.57, CFI = .59, IFI = .59, RMR = .19, RMSEA = .19.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s of the study variables can be seen in Table 1. Workplace well-being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Both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work engagement, and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was also positively related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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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of Study Variables

Note. Cronbach’s alpha values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on the diagonal.
* p < .05 (two tailed). ** p < .01 (two tailed).

Hypothesis Testing

In Hypothesis 1 we predicted that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would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workplace
well-being. Th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was significant (see Model 2, Table 2). Thus, Hypothesis 1 was
supported.

We predicted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would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Hypothesis 2).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see Model 2 of Table 2)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see Model 3 of Table 2)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workplace well-being. After ad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into Model 2 of Table 2,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showed a decline (see Model 5 of Table 2), indicating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partially mediat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which supported Hypothesis 2.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for Workplace Well-Being

Note. PDTM =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 p < .05 (two tailed). ** p < .01 (two tailed). *** p < .001 (two tailed).

In Hypothesis 3 we proposed that work engagement would also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There was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 engagement (see Model 4 of Table 3), and work engagement also ha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workplace well-being (see Model 4 of Table 3). After adding work engagement into Model 2 of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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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declined (Model
6 of Table 3), which implies that work engagement partially mediat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which supported Hypothesis 3.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for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 Engagement

Note. DTSI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 p < .05 (two tailed). ** p < .01 (two tailed). *** p < .001 (two tailed).

Hypothesis 4 pertains to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ad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into Model 2 of Table
3,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declined (see
Model 7 of Table 3). Therefore, Hypothesis 4 was supported.

Discussion
 

Drawing upon sensemaking theory, in this study we focused on employee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sed a two-wave research design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on employees’ workplace well-be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rcep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positively affect workplace well-being through bot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pportive inten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have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link
betwee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In other words, employees’ percep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ight boost their intention to support it, which will then further improve
their work engagement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There are several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First, we con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ee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Previous studies have mostly concentrated on the effe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mployees as a whole (Weber et al., 2022), and have ignored the distinctive roles that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erform. According to earlier research, change events may threaten employee well-
being because of increased uncertainty (Gonzalez et al., 2022). The results in our study indicate that employees’ desire
to embra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y grow when they believe it to be meaningful for themselves, which will improve
their work engagement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This finding also responds to the call by Loretto et al. (2010) for
research attention to be paid to employee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Second, we explore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mployee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mean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situation. The environmental instability and changing job content that occur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ke it likely that
employees will experience unpleasant feelings (Modliński et al., 2023).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nse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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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added to the body of research on employee well-being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at employees’ percep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may be leveraged as a key work resource to enhance their workplace well-being.

Third, applying sensemaking theory, we constructed a chain mediating model to assess how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ffects employees’ workplace well-being. Employees’ percep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s a key work resource will motivat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n enhance their work
engagement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In this research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even if there may be a variety of
uncertainties brought on b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loyees’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w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s to them may be turned into valuable work resources that, in turn, benefit the employees (Van Der Schaft et al.,
2022).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 main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employees benefit from
perceiving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meaningful. This offers managers helpful insights to drive employees’ initiative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hen employees are fully informed ab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nderstand its
significance they will be more open to accepting the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their resistance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ll reduce even though large-scale transformation may make them feel uneasy.

Second, we explored 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ositively affects employe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nsemaking.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is a crucial work resource that can increase employees’ motivation to support
the change, which will then improve their work engagement and workplace well-being. Therefore,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mployees’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changes, and send positive signals du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is study has several limitations. First, the research data were collected by self-reporting and participants’ subjectivity
is inevitable. Although our data were collected at two time points, the findings on causality of the observed relationships
need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Second, we focused only on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and examined
how this affected employees’ workplace well-being. In forming perceptions of a change event, employees also take into
account other factors, such as change impact, change intensity, change outcomes, and personal control. Therefore,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uture researchers c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effects of
other cognitive dimension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inally, we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ning on employees’ workplace well-being and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is relationship,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assisting managers in successfully
implemen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can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in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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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研究普遍认为矛盾职业认同是一种反常的认同状态 , 对从业者身心健康与绩效

表现存在普遍的负面影响。本研究挑战既往研究关于矛盾职业认同负面效应的预设 , 认为非

体面工作者矛盾认同兼具消极和积极的复杂影响后效。本研究通过 530 份医院护工的数据发

现 , 当护工在工作过程中获得他尊 , 矛盾职业认同会转向过度职业认同 , 进而降低职业转换

意愿 ; 当护工在工作过程中遭遇职业歧视 , 矛盾职业认同则会转向过度职业不认同 , 进而提

高职业转换意愿。本研究证实矛盾职业认同如何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转换意愿主要取决于矛盾

状态的转化 , 这对组织完善底层工作群体管理提供了启发。

关键词  非体面工作 ; 矛盾职业认同 ; 他尊获得 ; 过度职业认同 ; 职业歧视 ; 过度职业不认同 ; 
职业转换意愿

1  引言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 存在一些苦、累、脏

及地位不高的工作 , 这些工作因有悖于社会关于

“洁净”的标准而被认为是非体面的（张光磊等 , 
2021）。非体面工作（又称“肮脏”工作） 是指那些

具有一定危险性、社会公众所贬低或令人感到不悦

等特征的工作总称（Ashforth & Kreiner, 1999）。例

如 , 照料病人的医院护工、捍卫生命最后尊严的入

殓师等。现实中 , 非体面工作的特性对相关职位的

招聘、留用等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造成较大困难 , 普
遍存在“用工难”和高流动率问题。非体面工作在

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 , 存在严重的劳动

力供给不足（季浩等 , 2022; 于晓彤等 , 2019; 张燕 , 
李贵卿 , 2017）。以医院护工这一典型的非体面工

作为例 ,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发布

的有关数据显示 , 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

4,000 万 , 但现有养老护理专业从业人员仅 30 万 , 存
在巨大的供给缺口。护理工作脏污的工作环境和职

业的污名压力 , 是导致从业者转行、求职者抗拒的

重要原因（Roitenberg, 2020）。然而 , 非体面工作是

社会正常的功能运转所必需的 , 对社会具有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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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社会价值（王红丽等 , 2022）。因此 , 如何维持

非体面工作群体的稳定性并降低其职业转换率 , 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职业是个体积极身份认同和存在价值的重要来

源（van Dick & Kerschreiter, 2016）, 非体面工作者

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非体面工

作者时常会面对一个共同的来自主流社会价值观

的质疑 , 即“你怎么能从事这种工作”（Ashforth & 
Kreiner, 1999）。外部观察者眼中的“污损形象” 使
他们面临严重的身份认同威胁。然而 , 大部分从业

者受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和外部有限的工作机会而

选择长期从业（王红丽等 , 2022）。他们不得不认同

自身职业 , 因为不认同和远离工作中的自我容易产

生认知失调（Costas & Fleming, 2009）。因此 , 非体

面工作者很难处于有意识的认同或不认同选择的两

端 , 对自身职业或多或少持有矛盾心理（Ashforth 
& Kreiner, 1999; Kreiner et al., 2006; Shepherd et al., 
2022）。矛盾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自身职业同时保持

高认同和高不认同 , 反映了从业者对自身职业的复

杂心理（Mixed Feelings, Ashforth et al., 2013）。值得

注意的是 , 矛盾职业认同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 外部

情景因素容易使矛盾职业认同转向过度认同抑或过

度不认同（Vadera & Pratt, 2013）。过度职业认同是

指个体对自身职业保持高认同和低不认同 , 而过度

职业不认同则指个体对自身职业保持低认同和高不

认同（Dukerich et al., 1998）。换言之 , 矛盾职业认

同、过度职业认同、过度职业不认同反映了从业者

不同职业认同状态的组合。以往研究普遍认为 , 矛
盾职业认同会对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 
如提高职业转换意愿、职业倦怠等（Ashforth et al., 
2013, 2014; Ciampa et al., 2018, 2021）。然而 , 非体面

工作者身份认同过程及其心理反应较为复杂 , 会受

到环境、组织、个体等多重因素的影响（Petriglieri 
et al., 2019）。因此 , 探讨非体面工作者矛盾职业认同

的转化机制及其对职业转换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

意义。理论上 , 挑战了既往研究将矛盾职业认同影

响后效简单等同于职业不认同的预设 ; 实践上 , 为如

何激发矛盾职业认同积极作用并规避其负面影响提

供了启发。

矛盾职业认同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矛盾思维 , 
悖论理论恰恰提供了解释矛盾思维存在的根本性原

因和动态变化过程（刘智强等 , 2021）。悖论起源于

相互依赖要素间的持续矛盾 , 并存在于作用方向相

反要素间形成的张力关系中（Smith & Lewis, 2011）。
张力反映了个体所面对的无法相容诉求的程度 , 而
外部因素促使张力的状态发生变化。此外 , 矛盾放

大理论（Ambivalence-Amplification Theory） 认为 , 
个体矛盾心理可以通过形成过度积极或过度消极

的态度来解决 , 而外部情境刺激会决定矛盾心理转

变的方向（史烽等 , 2021; Ali et al., 2017; Durand & 
Vergne, 2015; Katz & Glass, 1979）。一般而言 , 个体

之间对于自身职业的认同和不认同程度存在较大差

异 , 有时甚至达到功能失调的程度。本研究推断 , 在
外部情景因素的刺激下 , 非体面工作者的矛盾职业

认同状态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 , 从业者在工作过

程中经历积极事件 , 矛盾职业认同可能会转向过度

职业认同 ; 反之 , 从业者在工作过程中遭遇消极事

件 , 从业者的矛盾职业认同则会转向过度职业不认

同。此外 , 不同职业认同状态将对从业者职业转换

意愿将产生差异化影响（Ashforth et al., 2013; Lai et 
al., 2013; Schaubroeck et al., 2018）。 如 Ashforth 等

（2013）证实职业认同会显著降低从业者职业转换意

愿 ; 而 Schaubroeck 等（2018）则发现非体面工作感

知会诱发从业者职业不认同 , 进而提高其职业转换

意愿。

综上所述 , 本研究重点探讨非体面工作者矛盾职

业认同的转化机制及其对职业转换意愿的影响。首

先 , 受不同情景因素的影响 , 持有矛盾心理的个体将

放大自身的认知和情感反应 , 进而产生不同的行为倾

向 ; 其次 , 考察矛盾职业认同影响从业者职业转换意

王红丽等 : 非体面工作者矛盾职业认同的转化机制及其对职业转换意愿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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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作用机制 , 指出过度职业认同抑或过度职业不

认同是矛盾职业认同产生差异化影响后效的重要路

径 ; 最后 , 探讨非体面工作者矛盾职业认同何时发挥

积极或消极影响 , 指明矛盾职业认同发挥作用的边界

条件。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矛盾职业认同和他尊获得的交互作用与过度职

业认同

当非体面工作者对自身职业持有矛盾认同的

态度时 , 他们要么选择离开现属职业要么努力寻

求工作意义 , 以减缓自身的认知失调（van Dick & 
Kerschreiter, 2016）。换言之 , 非体面工作者矛盾职业

认同可能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矛盾放大理论认为 , 
处于矛盾状态的个体在外部情景的刺激下 , 会转变为

过度积极或过度消极的态度 , 进而影响其行为倾向。

就医院护工而言 , 他们时常处于职业污名与职业价值

之间摇摆 , 对职业自身职业持有一种矛盾的心理（王

红丽等 , 2022）。然而 , 外部情景因素的刺激可能使

从业者对自身职业的认同状态发生改变。具体而言 , 
当医院护工在过程获得积极的情景刺激（如获得病

人或家属的尊重）, 会激发从业者重新看待这份“有

损身份的职业”, 积极寻求工作的意义（Hennekam 
et al., 2020）, 此时会强化从业者职业认同的因素 , 导
致其自我与职业融合的认知倾向。他尊获得意指个

体在工作过程中对他人尊重的总体感知（Ng, 2016）。
他尊获得作为工作过程中的积极事件 , 是一种重要的

资源补充机制 , 有助于提升员工的职业自豪感（李月

调 , 谢朝武 , 2019）。本研究认为 , 如果护工获得病人

或家属的认可和尊重 , 有助于让护工意识到自身工作

对于他人和社会的意义 , 以更加积极的眼光看待自身

的职业。因此 , 当医院护工经历他尊获得这类积极情

景事件 , 矛盾职业认同可能会转向过度职业认同。基

于此 ,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 

假设 1: 矛盾职业认同和他尊获得的交互作用对

过度职业认同有正向影响。

2.2  过度职业认同与职业转换意愿

离职倾向是指个体在一定时期内变换其工作

或职业的可能性（Kalemci Tuzun & Arzu Kalemci, 
2012）。在非体面工作情景中 , 从业者主要想通过

离职改变自身职业身份。与以往相关研究保持一致

（Lai et al., 2013; Schaubroeck et al., 2018）, 本研究重

点聚焦于探讨医院护工是否有离开自身职业而非所

属组织的倾向。个体通常受雇于组织而从事某个职

业 , 而职业身份界定职业成员如何被定义 , 包括他们

的工作任务、职业话术、价值观、目标、知识以及

技能等（Ashforth et al., 2008; Meisenbach, 2008）。职

业认同是指个体将职业身份内化为有效自我定义的

程度 , 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社会分类 , 而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感觉 , 即反映出“我是谁”（Ashforth et 
al., 2013）。Ashforth 等（2013）认为 , 对于高职业认

同的个体 , 他们更可能将遵守职业规范视为自身身

份的表达。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表明 , 不管是组织认

同还是职业认同 , 都会降低员工的离职倾向（Edwards 
& Peccei, 2010; Reiche, 2009; van Knippenberg & van 
Schie, 2000）。此外 , 也有学者认为职业污名反而

会刺激从业者塑造有意义的职业意识形态 , 并提高

群体凝聚力（张光磊等 , 2020; Ashforth & Kreiner, 
1999, 2014; Ashforth et al., 2007）。这有助于非体面

工作者建构积极的自我概念 , 藉此形成职业认同的

基础。职业认同作为一种积极的自我定义 , 有助降

低从业者的职业转换意愿。综上 , 本研究提出以下

研究假设 : 
假设 2: 过度职业认同在矛盾职业认同与他尊获

得交互作用和职业转换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矛盾职业认同和职业歧视的交互作用与过度职

业不认同

根据矛盾放大理论 , 外部情境刺激会决定哪一种

认知倾向的出现 , 而外部消极因素是促使矛盾职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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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过度职业不认同转变的重要催化因素（Vadera 
& Pratt, 2013）。对于非体面工作者而言 , 当他们在工

作过程中遭致消极的情景刺激（如遭遇他人职业歧

视）, 会加剧他们对自身职业的污名感知 , 并诱发高

工作压力（张燕 , 李贵卿 , 2017; Ashforth & Kreiner, 
2014; Terskova & Agadullina, 2019）。有关“污名化”

的研究也发现 , 那些认为自己遭遇污名压力的个体 , 
会以一种更具防御性的方式应对污名化线索（Major 
& O'Brien, 2005）。当从业者经历职业歧视时 , 他们

通常会采取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 , 从而强化对自身工

作角色的负面评价（王玉梅等 , 2022; Bosmans et al., 
2016）。此外 , 职业歧视主要源于社会公众对职业身

份有悖于主流价值判断形成的特定偏见（蒋昀洁等 , 
2020）, 遭遇职业歧视往往使其减少社会交往 , 进一

步导致社会资源的丧失（Barclay & Markel, 2007）。
因此 , 如果护工在工作过程经常遭遇职业歧视这类消

极事件 , 会加剧他们对自身职业的负面认知 , 致使矛

盾职业认同转向过度职业不认同。基于此 , 本研究提

出以下研究假设 : 
假设 3: 矛盾职业认同和职业歧视的交互作用对

过度职业不认同有正向影响。

2.4  过度职业不认同与职业转换意愿

尽管非体面工作者可以选择不认同自身职

业 , 以缓解职业污名的负面影响 , 但不认同往往需

要付出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努力（Elsbach & 
Bhattacharya, 2001）。对于非体面工作者而言 , 职业

污名会促使从业者在认知、情感方面与自身职业保

持距离 , 但他们又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自身工

作之中 , 这种态度和行为的失衡会造成严重的心理

张力。因此 , 职业不认同的状态可能难以长期维持

（Lai et al., 2013）。职业不认同导致态度和行为间的

失衡 , 容易使非体面工作者产生认知失调。此时 , 个
体有动力改变其态度或行为 , 以恢复平衡和减少认知

失调。当个体面对外部威胁时 , 个体流动（Individual 
Mobility）是一个重要的应对策略（Tajfel & Turner, 
1986）。因此 , 当从业者不认同自身职业时 , 往往会

选择离开现属职业（Schaubroeck et al., 2018）。此外 , 
Swann Jr 等（2009）的研究综述发现 , 当个体心理上

极度不认同自身职业时 , 会导致低情感承诺和低工作

幸福感 , 进而提高职业转换意愿。综上 , 本研究提出

以下研究假设 : 
假设 4: 过度职业不认同在矛盾职业认同与职业

歧视交互作用和职业转换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 ,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华南、华中及华北地区的在职医院护

工为调查对象。作者首先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与护理

公司领导、医院护工管理者建立联系 , 详细介绍研究

目的 , 并承诺对调查数据进行完全保密。在获得护理

公司领导、医院护工管理者的支持和配合后 , 研究者

相继获得了护工的联系方式 , 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

矛盾职业认同

他尊获得

职业歧视

过度职业认同

过度职业不认同

职业转换意愿

图 1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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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作者对多名医院护工进行访谈。发现部分护工

认为自己的工作不是很体面 , 社会大众会低看她们。

然而大部分护工对自身工作持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态

度 , 尽管她们并未完全认同自身工作 , 但也认为护工

工作有其意义和价值 , 为了生活也愿意长期从业。因

此 , 本文基于非体面工作情景 , 聚焦于从业者“矛盾

职业认同”这一核心议题。其次 , 问卷发放尽量利用

护理公司人力资源培训、线上或线下集体会议的契

机 , 由事先联系好的管理者向护工发放纸质问卷或电

子问卷 , 得益于管理者的大力支持 , 护工对此次调研

给予了积极回应 , 每位受访者在填答完问卷后会获

得 20 元的“红包”奖励。调研的实施过程分为 2 个

阶段 , 第一个阶段由护工填写矛盾职业认同、他尊获

得、职业歧视及人口统计变量的调查问卷。两周后

开始第二阶段调查 , 研究者邀请上一阶段完成问卷的

护工继续参与调研 , 此阶段问卷调查的变量包括过度

职业认同、过度职业不认同、职业转换意愿。在剔

除不满足配对要求或答案呈现明显规律的无效问卷

后 , 共获得来自华南、华中和华北地区 8 家医院的

530 份匹配有效问卷。

从调查的样本的总体分布来看 , 女性护工占

94.9%; 婚姻方面 , 以已婚为主 , 已婚占 97.0%; 年龄

方面 , 护工年龄偏大 , 40 岁以上占 88.7%; 学历方面 , 
护工学历普遍偏低 , 高中以下占 91.1%; 工作年限方

面 , 护工总体上从业经验比较丰富 , 从业 10 年以上

占 54.5%; 收入水平方面 , 护工的收入一般 , 7000 元

以下占 89.6%。

3.2  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量表均来自国外主流期刊

已发表的文献 , 并且大多已在中国情境下得到较好的

验证。除控制变量外 , 其余量表均采用五点量表。

矛盾职业认同 : 采用 Ashforth 等（2013）开发

的量表对矛盾职业认同进行测量 , 该量表共包括 3 个

题项 , 示例条目包括“我对护工这个职业有很复杂的

感情”。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53。

他尊获得 : 采用 Ng（2016）开发的量表对他尊

获得进行测量 , 该量表评估了护工在工作过程中获得

病人或家属尊重程度的总体看法。共包括 5 个题项 , 
示例条目包括 “大多数病人或家属是尊重我们的”。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68。
过度职业认同 : 根据 Ashforth 等（2013）开发

的职业认同量表进行改编。相较于职业认同 , 过度职

业认同的情感更为强烈 , 该量表共包括 3 个题项 , 示
例条目包括 “我很感兴趣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职业”。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779。
职业歧视 : 采用 Schaubroeck 等（2018）开发的

量表对职业歧视进行测量 , 该量表共包括 5 个题项 , 
示例条目包括“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常常被别人低看

一等”。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83。
过度职业不认同 : 根据 Ashforth 等（2013）开

发的职业不认同量表进行改编。相较于职业不认同 , 
过度职业不认同的情感更为强烈 , 该量表共包括 4 个

题项 , 示例条目包括“在外人面前 , 我不说自己是从

事护工职业的”。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15。
职业转换意愿 : 采用 Schaubroeck 等（2018）开

发的量表对职业转换意愿进行测量 , 该量表共包括 4
个题项 , 示例条目包括“未来一年我可能会从事新的

职业”。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10。
控 制 变 量 : 参 照 相 关 研 究（Lai et al., 2013; 

Schaubroeck et al., 2018）, 本研究将受访者性别、婚

姻、年龄、学历、工作年限、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对控制变量的编码为 : 性别为 1 = 男 , 2 = 女 ; 婚姻方

面 , 0 = 未婚 / 离异 / 丧偶 , 1 = 已婚 ; 年龄方面 , 1 = 
“30 岁及以下”, 2 = “31~40 岁”, 3 = “41~50 岁”, 4 

= “51~60 岁”, 5 = “60 岁及以上”; 学历方面 , 1 = 小
学及以下 , 2 = 初中 , 3 = 高中或中专 , 4 = 大专及以

上 ; 工作年限方面 , 1 = “1 年以下”, 2 = “1~5 年”, 3 
= “6~10 年”, 4 = “11~15 年”, 5 = “16 年及以上”; 
收水水平方面 , 1 = “4000 元及以下”, 2 = “4000~7000
元”, 3 = “7000~10000 元”, 4 = “10000 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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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

4.1  区分效度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考察矛盾职业认同、他尊获得、过度职业

认同、职业歧视、过度职业不认同、职业转换意愿

这 6 个变量的区分效度 , 我们对测量数据进行验证

性因子分析。由表 1 可知 , 相较于其他 6 个模型 , 六
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χ2/df = 2.240, CFI = 0.947, 
TLI = 0.939, RMSEA = 0.048, SRMR = 0.035）, 这说

明本研究的 6 个变量（矛盾职业认同、他尊获得、

过度职业认同、职业歧视、过度职业不认同、职业

转换意愿）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矛盾职业认同与过度职业认同（r = 0.396, p < 0.001）、
过度职业不认同（r = 0.345, p < 0.001）为显著正相

关 ; 过度职业认同与职业转换意愿为显著负相关（r 
= -0.408, p < 0.001）; 过度职业不认同与职业转换意

愿为显著正相关（r = 0.354, p < 0.001）。上述结果为

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 1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Δχ2（Δdf） CFI TLI RMSEA SRMR

六因子模型（A, B, C, D, E, F） 597.570 237 2.521 - 0.943 0.934 0.054 0.034

五因子模型（A, B + C, D, E, F） 1369.054 242 5.657 771.484（5）*** 0.822 0.797 0.094 0.094

四因子模型（A, B + C, D + E, F） 2101.805 246 8.544 1504.235（9）*** 0.707 0.671 0.119 0.122

二因子模型（B + C, A + D + E + F） 3191.301 251 12.714 2593.731（14）*** 0.535 0.489 0.149 0.146

单因子模型（A + B + C + D + E + F） 4374.480 252 17.359 3776.910（15）*** 0.348 0.286 0.176 0.178

注 : N = 540, ***p < 0.001。A, B, C, D, E, F 分别矛盾职业认同、他尊获得、过度职业认同、职业歧视、过度职业不认同、职业转换意愿 ; “ +” 代
表两个因子为合并状态。

表 2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2. 婚姻 -0.041

3. 年龄 -0.097* 0.040

4. 教育 -0.020 0.022 -0.143**

5. 工作年限 -0.005 0.049 0.227*** -0.188***

6. 收入 -0.017 0.023 -0.019 0.048 0.158***

7. 矛盾职业认同 0.027 -0.033 -0.207*** 0.134** 0.105* 0.251*** 0.853

8. 他尊获得 0.011 -0.039 0.004 0.054 -0.020 0.084 0.145** 0.868

9. 过度职业认同 -0.026 -0.033 -0.072 0.059 0.000 0.095* 0.396*** 0.300*** 0.779

10. 职业歧视 -0.064 0.056 -0.061 0.115** 0.045 0.136** 0.472*** 0.102* 0.363*** 0.883

11. 过度职业不认同 0.018 -0.024 -0.154*** 0.068 0.081 0.085 0.345*** -0.064 -0.178*** 0.277*** 0.815

12. 职业转换意愿 0.024 -0.064 -0.103* 0.054 0.066 0.064 0.230*** -0.123** -0.408*** 0.251*** 0.354*** 0.810

均值 1.949 0.970 3.277 1.879 2.792 1.730 3.708 4.218 3.631 3.758 3.189 2.627

标准差 0.220 0.171 0.665 0.540 1.046 0.643 1.215 0.543 1.176 1.057 1.150 0.870

注 : N = 530,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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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假设的检验

本研究模型属于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 自变量和调

节变量的交互作用影响中介变量 , 中介变量进而对结

果变量产生影响（Edwards & Lambert, 2007）。借鉴

Qin 等（2020）方法 , 首先采用 OLS 回归分析的方

法检验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交互作用对中介变量的影

响 , 即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3; 其次检验自变量和调节

变量交互作用是否通过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产生影

响 , 即检验假设 2 和假设 4。
本研究首先采用 OLS 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矛盾

职业认同与他尊获得交互作用对过度职业认同的影

响。如表 3 的模型 3 所示 , 矛盾职业认同与他尊获得

交互项对过度职业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 0.524, 
p < 0.001）。为更直观呈现他尊获得的调节效应 , 简
单斜率检验显示（见图 2）, 当他尊获得更高的情况

下 , 矛盾职业认同与过度职业认同呈显著的正向关系

（b = 0.671, t = 11.879, p < 0.001）; 当他尊获得更低的

情况下 , 矛盾职业认同与过度职业认同的关系不显著

（b = 0.083, t = 1.507, p = 0.132）。因此 , 假设 1 得到

支持。

表 4 呈现了结果变量的回归结果。由表 4 模型 1
可知 , 矛盾职业认同与他尊获得的交互项对职业转换

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 = -0.310, p < 0.001）; 表
4 模型 2 显示 , 过度职业认同对职业转换意愿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b = -0.416, p < 0.001）。当他尊获得更

表 3  矛盾职业认同与他尊获得交互作用对过度职业认同的回归结果

变量
过度职业认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性别 -0.170（0.233） -0.210（0.208） -0.116（0.198）

婚姻 -0.217（0.299） -0.080（0.267） -0.052（0.254）

年龄 -0.120（0.080） 0.012（0.073） 0.021（0.069）

教育 0.103（0.097） -0.021（0.087） -0.005（0.083）

工作年限 0.013（0.052） -0.039（0.047） -0.029（0.044）

收入 0.162*（0.081） -0.025（0.074） -0.048（0.070）

矛盾职业认同 0.358***（0.041） 0.366***（0.039）

他尊获得 0.537***（0.085） 0.450***（0.082）

矛盾职业认同 × 他尊获得 0.524***（0.070）
F 1.594 18.385*** 24.367***
R2 0.018 0.220 0.297

∆R2 0.202*** 0.279***

注 : N = 530,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中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 括号数值为标准误。

图 2  他尊获得对矛盾职业认同 
与过度职业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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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情况下 , 矛盾职业认同通过过度职业认同对职

业转换意愿的间接效应显著（估计值 = -0.252, 95%
置信区间 [-0.313, -0.198]）; 当他尊获得更低的情况

下 , 矛盾职业认同通过过度职业认同对职业转换意

愿的间接效应不显著（估计值 = -0.031, 95% 置信区

间 [-0.073, 0.012]）。这两组间接效应差值显著（Δb = 
-0.221, 95% 置信区间 [-0.296, -0.153]）。因此 , 假设 2
得到支持。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OLS 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矛

盾职业认同与职业歧视交互作用对过度职业不认同

的影响。如表 5 的模型 3 所示 , 矛盾职业认同与职业

歧视交互项对过度职业不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 0.148, p < 0.001）。为更直观呈现职业歧视的调节

效应 , 简单斜率检验显示（见图 3）, 当职业歧视更

高的情况下 , 矛盾职业认同与过度职业不认同呈显著

的正向关系（b = 0.461, t = 6.458, p < 0.001）; 当职业

歧视更低的情况下 , 矛盾职业认同与过度职业不认同

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弱（b = 0.134, t = 3.483, p < 0.050）。
因此 , 假设 3 得到支持。

表 4  他尊获得通过过度职业认同为中介对 
矛盾职业认同与职业转换意愿的调节作用

变量
职业转换意愿

模型 1 模型 2

性别 0.012（0.162） -0.036（0.140）

婚姻 0.316（0.208） 0.295（0.179）

年龄 -0.088（0.057） -0.079（0.049）

教育 0.040（0.068） 0.038（0.059）

工作年限 0.039（0.036） 0.027（0.031）

收入 0.028（0.058） 0.008（0.050）

矛盾职业认同 0.159***（0.032） 0.311***（0.030）

他尊获得 -0.197**（0.067） -0.010（0.059）

矛盾职业认同 ×
他尊获得

-0.310***（0.057） -0.092（0.052）

过度职业认同 -0.416***（0.031）

F 9.191*** 29.154***

R2 0.137 0.360

ΔR2 0.223***

注 : N = 530,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中系数为标准化系
数 , 括号数值为标准误。

表 5  矛盾职业认同与职业歧视交互作用对过度职业不认同的回归结果

变量
过度职业不认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性别 0.016（0.225） 0.053（0.213） -0.002（0.210）

婚姻 -0.154（0.288） -0.163（0.273） -0.143（0.269）

年龄 -0.294***（0.077） -0.187*（0.074） -0.163*（0.073）

教育 0.138（0.094） 0.040（0.089） -0.011（0.089）

工作年限 0.136*（0.050） 0.088（0.048） 0.101*（0.047）

收入 0.105（0.078） -0.022（0.076） -0.078（0.075）

矛盾职业认同 0.227***（0.046） 0.282***（0.047）

职业歧视 0.167**（0.050） 0.225***（0.051）

矛盾职业认同 × 职业歧视 0.148***（0.035）
F 4.213*** 11.472*** 12.535***
R2 0.046 0.150 0.178
ΔR2 0.104** 0.132**

注 : N = 530,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中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 括号数值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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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呈现了结果变量的回归结果。由表 6 模型

1 可知 , 矛盾职业认同与职业歧视的交互项对职业转

换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 0.074, p < 0.050）; 表
6 模型 2 显示 , 过度职业不认同对职业转换意愿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b = 0.207, p < 0.001）。当职业歧视更

高的情况下 , 矛盾职业认同通过过度职业不认同对

职业转换意愿的间接效应显著（估计值 = 0.120, 95%
置信区间 [0.075, 0.178]）; 当职业歧视更低的情况

下 , 矛盾职业认同通过过度职业不认同对职业转换意

愿的间接效应不显著（估计值 = 0.035, 95% 置信区

间 [-0.073, 0.012]）。这两组间接效应差值显著（Δb 
= 0.085, 95% 置信区间 [0.043, 0.139]）。因此 , 假设 4
得到支持。

图 3  职业歧视对矛盾职业认同与 
过度职业不认同关系的调节效应

5  结论与讨论

以往研究大都将矛盾职业认同视为一种反常的

认同状态 , 认为其对从业者存在普遍的负面效应。本

研究证实了在非体面工作情景中 , 从业者的身份认同

过程较为复杂 , 矛盾职业认同的影响后效主要取决于

外部情景因素。通过对 530 名医院护工的调研发现 , 
矛盾职业认同与他尊获得的交互作用对过度职业认

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而过度职业认同会进一步降低

职业转换意愿 ; 矛盾职业认同与职业歧视的交互作用

对过度职业不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而过度职业不

认同则会提高职业转换意愿。本研究证实矛盾职业

认同如何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转换意愿主要取决于矛

盾状态的转化 , 这对组织完善底层工作群体管理提供

了启发。

5.1  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包括以下方面 : 首先 , 本研究

考察矛盾职业认同对从业者职业转换意愿的“双刃

剑”影响后效 , 拓展了矛盾职业认同的相关研究。以

往研究大都将矛盾职业认同视为一种反常的认同状

态 , 对从业者身心健康和绩效表现存在普遍的负面

影响（Ashforth et al., 2013; Kreiner & Ashforth, 2004; 
Pratt, 2000）。本研究对矛盾职业认同绝对消极的结

论提出质疑 , 认为矛盾职业认同影响后效是复杂多变

的 , 既可能对从业者产生消极的影响 , 也可能产生潜

在的积极影响（如引致过度职业认同）。通过探讨矛

表 6  职业歧视通过过度职业不认同为中介 
对矛盾职业认同与职业转换意愿的调节作用

变量
职业转换意愿

模型 1 模型 2

性别 0.083（0.166） 0.084（0.160）

婚姻 0.306（0.212） 0.336（0.205）

年龄 -0.090（0.058） -0.057（0.056）

教育 0.001（0.070） 0.004（0.068）

工作年限 0.059（0.037） 0.038（0.036）

收入 -0.030（0.060） -0.014（0.058）

矛盾职业认同 0.113*（0.037） 0.054（0.037）

职业歧视 0.180***（0.040） 0.133**（0.040）

矛盾职业认同 ×
职业歧视

0.074*（0.028） 0.044（0.027）

过度职业不认同 0.207***（0.033）
F 6.672*** 10.282***
R2 0.104 0.165
ΔR2 0.061*

注 : N = 530,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中系数为标准化系
数 , 括号数值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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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职业认同潜在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 需更加辩证地看

待矛盾职业认同。在非体面工作情景中 , 矛盾职业认

同可能是从业者遭遇身份认同困境时的一种自我调

和策略（Tyler, 2011）。
其次 , 本研究探讨非体面工作者矛盾认同何时发

挥积极或消极影响 , 厘清了矛盾职业认同影响后效的

边界条件。矛盾放大理论认为矛盾识别使个体放大

自己的认知和情感反应 , 形成过度积极或过度消极的

态度（Vadera & Pratt, 2013）, 而矛盾心理转向积极

抑或消极方向主要取决于外部刺激物的性质（Katz 
& Glass, 1979）。本研究发现 , 非体面工作者在工作

过程中经历的情景事件 , 致使矛盾职业认同诱发不同

的认知倾向和行为结果 , 揭示矛盾职业认同差异化的

路径机制（如过度职业认同与过度职业不认同）。具

体而言 , 矛盾职业认同与他尊获得的交互作用对过度

职业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即从业者在工作过程经

历的积极事件（如获得他人尊重）, 矛盾职业认同会

转向过度职业认同 ; 而矛盾职业认同与职业歧视的交

互作用对过度职业不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即从业

者在工作过程经历的消极事件（如遭遇职业歧视）, 
矛盾职业认同会转向过度职业不认同。

最后 , 本研究将过度职业认同和过度职业不认同

两个对立性的作用机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 , 考察矛盾

职业认同对非体面工作者职业转换意愿的差异化影

响。研究发现 , 在积极的情景条件下（如他尊获得）, 
矛盾职业认同也可能会降低其职业转换意愿 ; 而在消

极的情景条件下（如职业歧视）, 矛盾职业认同则会

提高其职业转换意愿。以往研究大多认为矛盾职业

认同一种撕裂的状态 , 对从业者存在普遍的负面影响

（Ashforth et al., 2013; Pratt, 2000）。本研究以情景事

件为边界条件 , 厘清非体面工作者矛盾职业认同的复

杂影响后效及其隐性作用机理。

5.2  实践启示

在非体面工作情景中 , 从业者常常对他们的工作

保持一种模棱两可的认同状态（Ashforth & Kreiner, 

1999; Kreiner et al., 2006）, 矛盾职业认同对于从业者

的工作态度、绩效表现 , 甚至身心福祉都有着重要影

响。以往研究大都基于个体或群体视角 , 探讨如何降

低非体面工作以及矛盾职业认同对从业者的负面影

响。然而 , 非体面工作者的身份认同过程较为复杂 , 
矛盾职业认同潜在的积极效应亦应得到管理者关注。

本研究发现 , 外部积极因素（如他尊获得）使得护工

的矛盾职业认同转向过度职业认同 , 进而降低其职业

转换意愿 ; 反之外部消极因素（如职业歧视）使得护

工的矛盾职业认同转向过度职业不认同 , 进而提高其

职业转换意愿。因此 , 为了更好地激发矛盾职业认同

的积极影响 , 管理者应采取有效的措施 , 充分发挥外

部积极因素的功效 , 规避可能的消极因素。例如 , 管
理者不仅要对从业者进行工作技能方面的培训 , 还可

以对其进行人际关系技能方面的培训 , 打造护工与雇

主（病人 / 家属）的良好关系 , 提高雇主对护工的信

任和尊重。激发护工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 , 以提高其

工作表现及工作幸福感。此外 , 还应加强职业平等宣

传 , 树立“工作不分贵贱”的价值观念 , 从根本上削

弱职业歧视与职业污名的消极影响。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的研究局限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 首先 , 
尽管本研究采取时间滞后的方式收集数据 , 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 但相关变量测量采

用被试自陈的方式 , 仍无法有效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

关系。未来研究应进一步的完善研究设计 , 采用多来

源多阶段的设计以避免同源偏差的影响 ; 其次 , 本研

究仅聚焦于医院护工 , 迫于有限的工作机会与家庭生

计的压力 , 大部分护工不得不忍受脏污的工作环境与

职业的污名压力 , 选择继续从事护理病人的这份非

体面工作。这为本研究探讨“非体面从业者矛盾职

业认同”这一科学问题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样本。但

从业者对不同类型的非体面工作反应存在较大差异

（Ashforth & Kreiner, 2014）,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补

充其他非体面工作者的数据样本 , 以验证本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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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景中的适用性 ; 最后 , 本研究基于矛盾放大

理论 , 探讨了过度职业认同和过度职业不认同两条差

异化的作用路径。将矛盾职业认同、过度职业认同

及过度职业不认同纳入同一模型 , 可能存在一定的测

量误差 ,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矛盾职业认同影响

后效的其他作用机制 , 例如工作意义寻求、职业冷漠

等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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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Non-Decent Workers' Ambivalent 
Identific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Intention to Change Occupation

Hongli WANG1; Guangyi XU2; Zhen LI1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has generally considered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as a perverse identity 
state, which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employe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work performance. This study 
challenges the preconceptions of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argues that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ong non-decent workers has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complex effects. Using data from 530 hospital caregiver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ong will shift to occupational over-identification when caregivers gain respect in the workplace, 
thereby decreasing their intention to change occupation. Meanwhile,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will shift 
to occupational over-disidentification when caregivers experience occupation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thereby increasing their intention to change occupation. This study theorizes and tests how the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affects employees' intention to change occupation depending mainly on transformation 
of ambivalent states, which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organization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bottom-level work 
groups.
Key Words: Non-Decent Work; Ambivalent Occupational Identification; Gained Respect; Occupational Over-
identification; Occupational Discrimination; Occupational Over-disidentification; Intention to Change Occu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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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教〔2024〕52号 

关于公布华南农业大学 2024年度校级本科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校级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经项目负责人申报、所在单位推

荐和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公示等程序，决定立项“基于大湾区新

能源汽车人才需求的智能网联技术课程改革”等 121 个项目为

2024年度校级本科教学改革项目；立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验

班”等 36个项目为 2024年度校级本科质量工程项目；根据学校

年度人才培养工作重点及本年度申报项目质量，立项“‘长基计

划’下新文科历史学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等 11个项目为 2024

年度“长基计划”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专项项目（经费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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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计划”专业专项资金资助）。具体名单见附件。 

请各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建设任务及要求，及时开展各项工

作，加快推进学校人才培养改革，并力争取得高水平的教学成果。

各单位要切实履行项目建设主体责任，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督促、

指导，以确保项目能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特此通知。 

附件：1. 华南农业大学 2024年度校级本科教学改革立项名单 

2. 华南农业大学 2024年度校级本科质量工程立项名单

3. 华南农业大学 2024年度校级“长基计划”教学质

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专项立项名单

 华南农业大学 

 2024年 8月 15日 

（联系人：孙齐胜；电  话：85288020）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年 8月 20日印发  

198



序
号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类
别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负
责

人

1
JG
20
24
00

1
重
点
项
目

工
程
学

院
基

于
大

湾
区

新
能

源
汽

车
人

才
需

求
的

智
能
网
联
技
术
课
程
改
革

吴
伟
斌

2
JG
20
24
00

2
重
点
项
目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基

于
实

践
创

新
能

力
培

养
的

《
养

猪
学
》
课
程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洪
林
君

3
JG
20
24
00

3
重
点
项
目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数
智

驱
动

：
A
I赋

能
的

林
木

育
种

学
课

程
教

学
模

式
创
新
研
究

周
玮

4
JG
20
24
00

4
重
点
项
目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融

合
人

工
智

能
的

土
地

资
源

管
理

“
新

文
科
”
课
程
教
学
改
革
与
实
践

刘
轶
伦

5
JG
20
24
00

5
重
点
项
目

党
委
学
生
工
作

部
（

党
委
研
究
生
工
作

部
）

基
于

新
时

代
就

业
形

势
的

生
涯

教
育

课
程
本
土
化
探
索
与
改
革

卢
小
圣

6
JG
20
24
00

6
重
点
项
目

农
学
院

农
学

类
专

业
课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教

学
模

式
探
索

与
实
践
—
—
以
耕
作
学
课
程
为
例

王
小
龙

7
JG
20
24
00

7
重
点
项
目

工
程
学

院
基

于
OB
E理

念
的

工
程

伦
理

教
学

体
系
研
究
与
实
践

张
亚
莉

8
JG
20
24
00

8
重
点
项
目

食
品
学

院
新

农
科

背
景

下
《

研
究

方
法

与
论

文
写

作
》
的
实
践
教
学
改
革
与
探
索

苗
建
银

9
JG
20
24
00

9
重
点
项
目

材
料
与
能
源

学
院

新
农

科
背

景
下

一
流

农
林

院
校

《
材

料
物

理
》
课
程
教
学
改
革
与
实
践

张
学
杰

10
JG
20
24
01

0
重
点
项
目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基

于
社

会
情

绪
和

创
新

能
力

提
升

的
课

程
教
学
改
革
—
—
组
织
行
为
学
为
例

徐
峰

11
JG
20
24
01

1
重
点
项
目

图
书
馆

新
媒

体
环

境
下

知
识

产
权

素
养

微
课

程
教
育
模
式
探
索
与
实
践

程
燕
锋

12
JG
20
24
01

2
重
点
项
目

食
品
学

院
面

向
行

业
应

用
及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的
《

酿
造
工
艺
学
实
验
》
改
革
研
究

蹇
华
丽

13
JG
20
24
01

3
重
点
项
目

植
物
保
护
学

院
“

双
一

流
”

背
景

下
本

科
生

拔
尖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创
新
研
究
—
—
以
植
物
保
护

专
业

为
例

崔
紫
宁

14
JG
20
24
01

4
重
点
项
目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

动
物

营
养

学
》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与
教
学
模
式
改
革

谭
成
全

15
JG
20
24
01

5
重
点
项
目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整
体

性
比

较
视

角
下

高
校

“
四

史
”

教
育

之
党
史
课
程
内
容
体
系
构
建
研
究

王
景
奇

附
件

1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2
0
2
4
年

度
校

级
教

学
改

革
项

目
立

项
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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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类
别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负
责

人

16
JG
20
24
01

6
重
点
项
目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基

于
虚

拟
仿

真
技

术
的

环
境

工
程

专
业

“
新

工
科
沉
浸
式
实
践
教
学
”
模
式
探
索

梁
瑜
海

17
JG
20
24
01

7
重
点
项
目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新
工

科
背

景
下

风
景

园
林

设
计

表
达
课
程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刘
京
一

18
JG
20
24
01

8
重
点
项
目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产

教
融

合
背

景
下

多
元

协
同

培
育

创
新

型
人

才
模

式
探
索
与
实
践
—
—
以
管
理
科
学

类
专

业
为

例
韦
婷
婷

19
JG
20
24
01

9
重
点
项
目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
人
工
智
能
学

院
）

基
于

知
识

图
谱

的
《

数
字

电
子

技
术

》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与
实
践

赵
文
锋

20
JG
20
24
02

0
重
点
项
目

基
础
实
验
与

实
践

训
练

中
心

基
于

“
互

联
网

+”
的

新
工

科
工

程
训
练
云
平
台
构
建
研
究

温
威

21
JG
20
24
02

1
重
点
项
目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新
农

科
引

领
下

林
学

一
流

专
业

改
造

提
升
路
径
探
索
与
实
践

刘
效
东

22
JG
20
24
02

2
重
点
项
目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新

农
科

建
设

背
景

下
课

程
思

政
教

学
模

式
 探

索
与
革
新
—
—
以
《
土
壤
学
》
为
例

李
博

23
JG
20
24
02

3
重
点
项
目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课

程
思

政
视

域
下

的
《

高
等

代
数

》
课
程
建
设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陈
羽

24
JG
20
24
02

4
重
点
项
目

信
息
网
络
中

心
以

新
质

人
才

培
养

为
导

向
的

高
校

“
AI
+智

慧
教
学
”
创
新
模
式
构
建
研
究
与
实
践

江
晓
庆

25
JG
20
24
02

5
重
点
项
目

水
利
与
土
木

工
程

学
院

《
工

程
力

学
》

课
程

思
政
的

建
设
与
实
践

卢
玉
华

26
JG
20
24
02

6
重
点
项
目

农
学
院

国
际

化
背

景
下

基
于

“
双

一
流

”
建

设
的

作
物
学

本
科
生
全
英
课
程
教
学
模
式
研
究

—
以

《
生

物
信

息
学

》
为
例

张
慧

27
JG
20
24
02

7
重
点
项
目

水
利
与
土
木

工
程

学
院

基
于

项
目

式
教

学
的

《
建

筑
物

理
》
教
学
改
革

金
玲

28
JG
20
24
02

8
重
点
项
目

海
洋
学

院
基

于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水

产
养

殖
学

专
业
实

践
教
学
体
系
构
建
与
实
践

孙
际
佳

29
JG
20
24
02

9
重
点
项
目

园
艺
学

院
基

于
创

新
能

力
培

养
的

教
学

模
式

探
索

--
以

新
农

科
课
程
“
干
花
创
意
设
计
”
为
例

陈
国
菊

30
JG
20
24
03

0
重
点
项
目

生
物
质
工
程

研
究

院
“

双
碳

”
背

景
下

的
《

生
物

质
复

合
材

料
加
工

方
法
》
课
程
教
学
改
革
与
实
践

郝
笑
龙

31
JG
20
24
03

1
重
点
项
目

植
物
保
护
学

院
《

农
业

植
物

病
理

学
教

学
实

习
》
思
政
设
计
与
实
践

纪
春
艳

32
JG
20
24
03

2
重
点
项
目

生
物
质
工
程

研
究

院
“

双
一

流
”

背
景

下
农

科
《

有
机
化
学
》

教
学

模
式

的
改

革
研

究
与
实
践

李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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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类
别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负
责

人

33
JG
20
24
03

3
重
点
项
目

材
料
与
能
源

学
院

新
农

科
建

设
背

景
下

《
无

机
及

分
析

化
学

》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与
实
践

刘
威

34
JG
20
24
03

4
重
点
项
目

艺
术
学

院
数

字
人

文
视

域
下

思
政

元
素

融
入

农
林

院
校

美
育
课
程
的
创
新
实
践
研
究

李
春
阳

35
JG
20
24
03

5
重
点
项
目

材
料
与
能
源

学
院

思
政

教
育

提
高

《
物

理
化

学
》

课
程
教
学
质
量
研
究

杨
思
源

36
JG
20
24
03

6
重
点
项
目

外
国
语
学

院
英

语
专

业
产

教
融

合
新

路
径

探
索

：
基

于
社

会
认
知
理
论
的
“
英
语
+
行
业
”
虚
拟

教
研

室
建

设
杨
敏

37
JG
20
24
03

7
重
点
项
目

艺
术
学

院
“

立
德
树
人

”视
域
下
涉
农
高
校
音
乐

专
业
课
程
思
政
实
现
路
径
研
究

石
娟
娟

38
JG
20
24
03

8
重
点
项
目

党
政
办
公
室

（
研

究
室
）

“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

的
高

效
课

堂
评
教
指
标
体
系
建
构
研
究

郭
燕
锋

39
JG
20
24
03

9
一
般
项
目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导

学
讲

评
式

教
学

在
《

公
共

行
政

学
》

课
程
中

的
运
用
研
究
—
基
于
典
型
案
例

曾
小
龙

40
JG
20
24
04

0
一
般
项
目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以

大
学

生
计

算
机

设
计

大
赛

促
进

学
生
创
新
能
力
培
养
研
究

张
连
宽

41
JG
20
24
04

1
一
般
项
目

材
料
与
能
源

学
院

AI
GC
技

术
在

家
具

设
计

与
工

程
专

业
课
教
学
中
的
应
用
研
究

宋
杰

42
JG
20
24
04

2
一
般
项
目

外
国
语
学

院
数

智
时

代
大

学
英

语
课
程
思
政

多
模

态
教

育
路

径
研
究

赵
勇

43
JG
20
24
04

3
一
般
项
目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元
认

知
导

向
的

数
据

结
构

教
学
设
计
研
究
与
实
践

司
国
东

44
JG
20
24
04

4
一
般
项
目

人
文
与
法
学

学
院

立
体

性
与

多
元

化
—

—
基

于
融

媒
介

视
野

下
的
《

红
楼
梦
》
传
统
课
程
教
学
的
变
革

与
创

新
梁
颖
稚

45
JG
20
24
04

5
一
般
项
目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问

题
链

+小
组

研
学

”
模

式
在

思
政

课
教

学
中

的
运
用
研
究
—
—
以
《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
为
例

汤
丽
莉

46
JG
20
24
04

6
一
般
项
目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新
工

科
背

景
下

基
于

OB
E
的
风
景
园
林

专
业

美
育

教
学

研
究

常
博
文

47
JG
20
24
04

7
一
般
项
目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学

科
竞

赛
驱

动
下

的
GI
S实

践
与

创
新

型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研
究

吴
小
芳

48
JG
20
24
04

8
一
般
项
目

园
艺
学

院
神

秘
的

一
片

树
叶

—
凤

凰
单
丛

加
工
仿
真
实
验

刘
少
群

49
JG
20
24
04

9
一
般
项
目

水
利
与
土
木

工
程

学
院

与
乡

村
建

设
实

践
相

结
合

的
《

建
筑

设
计

I
I》

课
程
教
学
内
容
体
系
改
革
与
建
设

许
媛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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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类
别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负
责

人

50
JG
20
24
05

0
一
般
项
目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
人
工
智
能
学

院
）

《
光

纤
传

感
技

术
》

课
程

知
识
图
谱
的
建
设

曾
应
新

51
JG
20
24
05

1
一
般
项
目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思
政

背
景

下
的

“
环

境
保

护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教
学

探
索
与
实
践

李
青
粉

52
JG
20
24
05

2
一
般
项
目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TB
L教

学
模

式
在

“
小

组
工

作
”
课
程
中
的
应
用

曾
永
辉

53
JG
20
24
05

3
一
般
项
目

基
础
实
验
与

实
践

训
练

中
心

遗
传

学
实

验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模
式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李
亚
娟

54
JG
20
24
05

4
一
般
项
目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基

于
角

色
互

换
的

《
肥

料
工

艺
与

肥
料
资

源
利
用
》
教
学
优
化
研
究

孙
少
龙

55
JG
20
24
05

5
一
般
项
目

兽
医
学

院
结

合
大

湾
区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的
《

兽
医

寄
生
虫
学
》
教
学
改
革
与
实
践

元
冬
娟

56
JG
20
24
05

6
一
般
项
目

园
艺
学

院
《

茶
树

育
种

学
》

“
四

位
一

体
”

混
合
式

教
学
体
系
的
构
建
与
实
践

晏
嫦
妤

57
JG
20
24
05

7
一
般
项
目

图
书
馆

面
向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能

力
培

养
的
图
书
馆
服
务
研
究

史
艳
丽

58
JG
20
24
05

8
一
般
项
目

外
国
语
学

院
“

双
一

流
”

背
景

下
农

业
高

校
大

学
公

共
英

语
教
学
资
源
建
设
与
教
学
模
式
研
究

夏
妙
月

59
JG
20
24
05

9
一
般
项
目

兽
医
学

院
强

化
生

物
安

全
理

念
的

《
兽

医
传

染
病

学
实
验
》
课
程
实
践
探
索

沈
雪
娟

60
JG
20
24
06

0
一
般
项
目

农
学
院

“
知

农
爱

农
”

核
心

素
养

导
向

的
《

主
要

农
作
物
识
别
》
课
程
设
计
与
实
践

程
雄

61
JG
20
24
06

1
一
般
项
目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
森

林
经

理
学

》
课

程
体

系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与
实
践

林
娜

62
JG
20
24
06

2
一
般
项
目

农
学
院

教
育

数
字

化
背

景
下

AI
赋

能
新

农
科

专
业

教
学

模
式
探
索
与
实
践
—
—
以
《
试
验
统

计
学

实
验

》
课

程
为
例

布
素
红

63
JG
20
24
06

3
一
般
项
目

园
艺
学

院
《

茶
叶

生
物

化
学

》
课

程
教

学
评
价

改
革
的
研
究
与
实
践

张
灵
枝

64
JG
20
24
06

4
一
般
项
目

艺
术
学

院
新

媒
体

类
课

程
融

入
思

政
元
素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梁
松
清

65
JG
20
24
06

5
一
般
项
目

图
书
馆

新
时

代
高

校
图

书
馆

阅
读

推
广

服
务
育
人
机
制
研
究

刘
丽
葵

66
JG
20
24
06

6
一
般
项
目

体
育
教
学
研

究
部

大
学

体
育

课
程

思
政

“
微

实
践

”
体

验
式

课
例
实
践
研
究
 
—
—
以
跆
拳
道
为
例

黄
海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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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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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责

人

67
JG
20
24
06

7
一
般
项
目

基
础
实
验
与

实
践

训
练

中
心

AI
交

互
化

学
实

验
智

能
平
台
建
设
研
究

葛
春
玉

68
JG
20
24
06

8
一
般
项
目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新

文
科

背
景

下
会

计
专

业
改

造
与
提
升
的
研
究
与
实
践

于
健
南

69
JG
20
24
06

9
青
年
项
目

工
程
学

院
基

于
理

论
前

沿
与

实
践

应
用

相
融

合
的

混
合

式
案

例
教
学
模
式
探
索
与
实
践
—
—
以

《
智

能
控

制
》

课
程
为
例

施
琳
琳

70
JG
20
24
07

0
青
年
项
目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
习

近
平

用
典

”
融

入
高

校
思

政
课

教
学

的
路

径
探
究
—
—
以
《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概
论
》
课
为
例

韩
谦

71
JG
20
24
07

1
青
年
项
目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农
业

院
校

"计
算

机
网

络
"课

程
教

学
创
新
与
实
践
探
索

邱
少
健

72
JG
20
24
07

2
青
年
项
目

人
文
与
法
学

学
院

“
双

一
流

”
背

景
下

农
林

院
校

“
农

文
化

+
文
学
”
教
育
模
式
新
探
索

张
吕
坤

73
JG
20
24
07

3
青
年
项
目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数

字
化

时
代

背
景

下
《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
教
学
内
容
与
教
学
模
式
改
革

徐
光
毅

74
JG
20
24
07

4
青
年
项
目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田
野

调
查

在
思

政
育

人
中

的
创
新
与
运
用

张
慧
慧

75
JG
20
24
07

5
青
年
项
目

食
品
学

院
新

工
科

背
景

下
基

于
O
B
E
理
念
的

“
畜

产
品

加
工

学
”

混
合

式
教
学
模
式
探
究

郭
宗
林

76
JG
20
24
07

6
青
年
项
目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问
题

链
教

学
法

在
“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
课
程
教
学
的
创
新
与
运
用

林
逸
云

77
JG
20
24
07

7
青
年
项
目

水
利
与
土
木

工
程

学
院

中
华

水
文

化
融

入
高

校
课

程
思
政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陈
文
杰

78
JG
20
24
07

8
青
年
项
目

国
际
教
育
学
院

（
广

州
都
柏
林
国
际
生

命
科

学
与
技
术
学

院
）

农
业

院
校

基
于

产
出

导
向

法
的
英
语

口
语

课
程

思
政

教
学

实
践
研
究

邱
倩

79
JG
20
24
07

9
青
年
项
目

兽
医
学

院
“

兽
医

寄
生

虫
学

实
验

”
课
程

思
政
改
革
研
究

许
瑞

80
JG
20
24
08

0
青
年
项
目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高
校

思
政

课
阐

释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视
域
研
究

孙
晓
晖

81
JG
20
24
08

1
青
年
项
目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时
间

视
域

下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实
效

性
提

升
研
究
—
—
以
 
《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纲
要

》
课

程
为

例
孙
飞
争

82
JG
20
24
08

2
青
年
项
目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
人
工
智
能
学

院
）

基
于

OB
E和

云
边

端
协

同
的

DS
P技

术
与

应
用
混
合
式
教
学
实
践
研
究

高
鹏

83
JG
20
24
08

3
青
年
项
目

园
艺
学

院
《

园
艺

植
物

生
物

技
术

》
课

程
教
学
的
改
革
与
探
索

彭
泽

203



序
号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类
别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负
责

人

84
JG
20
24
08

4
青
年
项
目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新

农
科

背
景

下
高

质
量

动
物

科
学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探
索
与
实
践

何
小
敏

85
JG
20
24
08

5
青
年
项
目

海
洋
学

院
基

于
 O
BE
 理

念
的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课
程
设
计
与
实
践
研
究

苏
婉

86
JG
20
24
08

6
自
筹
项
目

工
程
学

院
多

维
视

角
下

的
《

工
程

热
力

学
与

传
热

学
》

教
学
：
思
政
教
育
与
工
程
知
识
的
融
合

李
成
杰

87
JG
20
24
08

7
自
筹
项
目

食
品
学

院
“

新
工

科
”

视
角

下
基

于
OB
E教

学
理

念
的

《
食
品
有
害
物
质
检
测
分
析
》
多
模
式

教
学

探
索

与
实

践
王
群

88
JG
20
24
08

8
自
筹
项
目

基
础
实
验
与

实
践

训
练

中
心

《
生

物
化

学
实

验
》

教
学

内
容

的
优

化
和

数
字
资
源
的
构
建
与
实
践

许
可

89
JG
20
24
08

9
自
筹
项
目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新

文
科

“
专

创
融

合
”

课
程

的
教

学
改

革
与

实
践
—
—
以
《
新
文
科
创
新
创
业
思
维

与
就

业
力

提
升

》
课

程
为
例

周
毅

90
JG
20
24
09

0
自
筹
项
目

外
国
语
学

院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
视

域
下

跨
文

化
能

力
教

学
改

革
与
实
践
—
—
以
《
中
外
文
化
比

较
》

课
程

为
例

侯
丽
娴

91
JG
20
24
09

1
自
筹
项
目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三
全

育
人

”
背

景
下

《
编

译
原

理
》
课
程
思
政
改
革
与
实
践

王
海
燕

92
JG
20
24
09

2
自
筹
项
目

工
程
学

院
课

程
思

政
在

《
燃

烧
学

》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教
学
中
的
实
践

胡
志
锋

93
JG
20
24
09

3
自
筹
项
目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
人
工
智
能
学

院
）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的
《

传
感

器
与

检
测

技
术
》

课
程
整
体
优
化
研
究
与
实
践

赵
懿
琨

94
JG
20
24
09

4
自
筹
项
目

外
国
语
学

院
基

于
课

程
思

政
理

念
的

《
英

语
影

视
视

听
说
》
课
程
混
合
式
教
学
模
式
探
索

李
姝
惠

95
JG
20
24
09

5
自
筹
项
目

材
料
与
能
源

学
院

基
于

OB
E理

念
的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研
究

戴
金
玲

96
JG
20
24
09

6
自
筹
项
目

食
品
学

院
“

新
工

科
”

背
景

下
的

《
生

物
分

离
工

程
与
酶
工
程
实
验
》
教
学
改
革
探
索

刘
韵
乐

97
JG
20
24
09

7
自
筹
项
目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

畜
禽

健
康

养
殖

与
安

全
生

产
》
课
程
优
化
与
创
新

郭
勇
庆

98
JG
20
24
09

8
自
筹
项
目

工
程
学

院
基

于
项

目
驱

动
的

《
电

力
电

子
技

术
》

理
论
-
实
践
课
程
融
合
教
学
方
法
研
究

胡
仁
俊

99
JG
20
24
09

9
自
筹
项
目

材
料
与
能
源

学
院

课
程

思
政

背
景

下
“

有
机

合
成

”
课
程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徐
莉

10
0

JG
20
24
10

0
自
筹
项
目

人
文
与
法
学

学
院

基
于

三
情

分
析

的
就

业
指

导
课

程
思

政
实

践
路

径
研
究
—
—
以
法
学
专
业
为
例

陈
琦

204



序
号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类
别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负
责

人

10
1

JG
20
24
10

1
自
筹
项
目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
互

联
网

+”
背

景
下

《
高

尔
夫

球
场

管
理
》
课
程
思
政
实
践
研
究

钟
天
秀

10
2

JG
20
24
10

2
自
筹
项
目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基
于

思
政

视
域

和
应

用
场

景
的

产
教

融
合

式
《

测
树
学
》
课
程
教
学
体
系
探
索
研
究

邓
成

10
3

JG
20
24
10

3
自
筹
项
目

艺
术
学

院
新

型
音

乐
剧

教
学

模
式

：
AI
赋
能
实
践
探
索

李
乐

10
4

JG
20
24
10

4
自
筹
项
目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数

字
化

转
型

下
的

新
文

科
经

管
类

虚
拟
实
验
室
建
设
改
革
探
索

李
巧
璇

10
5

JG
20
24
10

5
自
筹
项
目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就
业

创
业

课
程

教
学

内
容

优
化
与
实
践

—
—

基
于

大
学

生
劳

动
法

律
风

险
应

对
能
力
提
升
的
研
究

张
佳
午

10
6

JG
20
24
10

6
自
筹
项
目

生
命
科
学
学

院
“

慢
就

业
”

背
景

下
基

于
 O
BE
 理

念
的

大
学

生
“
就
业
+
心
理
”
课
程
体
系
改

革
研

究
梁
辰

10
7

JG
20
24
10

7
自
筹
项
目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新

文
科

背
景

下
公

共
管

理
专

业
大

数
据

课
程
建
设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刘
志
明

10
8

JG
20
24
10

8
自
筹
项
目

文
博
馆

高
校

农
博

馆
传

承
农

耕
文

化
的

路
径
探
讨
—
—

以
华

南
农

业
博

物
馆
为
例

刘
崚
嵘

10
9

JG
20
24
10

9
自
筹
项
目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
人
工
智
能
学

院
）

基
于

数
字

化
评

价
的

模
电

实
验
教
学
改
革

殷
惠
莉

11
0

JG
20
24
11

0
自
筹
项
目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基

于
OB
E教

育
理

念
的

动
物

遗
传

学
课
程
教
学
改
革
与
实
践

蔡
柏
林

11
1

JG
20
24
11

1
自
筹
项
目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人
工

智
能

赋
能

《
数

理
统

计
》

课
程

混
合
教
学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朱
玲
湘

11
2

JG
20
24
11

2
自
筹
项
目

体
育
教
学
研

究
部

混
合

教
学

中
线

上
线

下
教
学

一
体
化
设
计

—
—

以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

空
手
道

思
政
课
程
》
为
例

黄
飞

11
3

JG
20
24
11

3
自
筹
项
目

生
命
科
学
学

院
新

农
科

背
景

下
《

大
学

生
职

业
生

涯
发

展
与

就
业
力
提
升
》
课
程
思
政
设
计
与
实
践

郭
雪
倩

11
4

JG
20
24
11

4
自
筹
项
目

人
文
与
法
学

学
院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融

入
法

学
实
践
教
学
研
究

—
—

以
模

庭
课

程
为
例

王
琳

11
5

JG
20
24
11

5
自
筹
项
目

图
书
馆

高
校

虚
拟

教
研

室
建

设
与

图
书

馆
嵌
入
式
服
务
研
究

周
立
军

11
6

JG
20
24
11

6
自
筹
项
目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高
校

学
生

会
组

织
功

能
型

团
支

部
建
设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喻
凯

11
7

JG
20
24
11

7
自
筹
项
目

生
物
质
工
程

研
究

院
能

源
化

学
课

程
与

教
学

内
容

改
革
与
建
设

钟
家
伟

205



序
号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类
别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负
责

人

11
8

JG
20
24
11

8
自
筹
项
目

文
博
馆

本
科

教
学

评
估

视
域

下
高

校
试

卷
档

案
信
息
化
管
理
新
模
式
研
究

叶
小
泮

11
9

JG
20
24
11

9
自
筹
项
目

植
物
保
护
学

院
激

发
科

研
意

识
的

思
政

教
学

在
本

科
分

子
生
物
学
课
程
教
学
中
的
应
用

阮
小
蕾

12
0

JG
20
24
12

0
自
筹
项
目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优

化
实

践
平

台
提

高
桑

树
学

教
学
质
量
的
改
革
探
索

刘
伟
强

12
1

JG
20
24
12

1
自
筹
项
目

艺
术
学

院
农

业
院

校
影

视
动

画
专

业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实
践
探
索

刘
瑞

206



 

其 
他 
业 
绩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教改课题立项证明
	
	教学改革项目


	区域联合项目立项证明
	2023A1515110342
	img-418172056
	img-418172100

	
	Reporting good news but not bad: the dual effect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on work–family interface
	Introduction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hypothes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resource generation functi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resource consumption func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motivation

	Methodology
	Sampling and data collection
	Measures
	Analysis strategy

	Finding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est for common method bi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Hypothesis testing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References


	
	Barriers to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recycling in a circular economy: An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1 Introduction
	2 Literature review
	2.1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recycling related studies
	2.2 Application of ISM methodology
	2.3 Research gaps

	3 Methodology and results
	3.1 Identifying barriers to EVBR
	3.1.1 Lack of regulatory pressure from government and society (B1)
	3.1.2 Lack of pressure from the market and demand (B2)
	3.1.3 Lack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B3)
	3.1.4 Safety issues during storage and disassembly of batteries (B4)
	3.1.5 Lack of efficient collection channels for waste batteries (B5)
	3.1.6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technology (B6)
	3.1.7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standards (B7)
	3.1.8 Lack of transparent price mechanism for waste battery recycling (B8)
	3.1.9 Lack of mature battery recycling business model (B9)
	3.1.10 Lack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capability (B10)
	3.1.11 Lack of more appropriate incentive policies (B11)
	3.1.12 Lack of synergy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keholders (B12)
	3.1.13 Lack of harmonized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the battery production industry (B13)
	3.1.14 Lack of cluster benefits (B14)
	3.1.15 Insufficient number of formal battery recyclers (B15)
	3.1.16 Inconvenient dismantling of batteries (B16)
	3.1.17 Lack of effective battery recycling management experience (B17)
	3.1.18 Lack of support from top management (B18)
	3.1.19 Costs and benefits (B19)
	3.1.20 Lack of widespread publicity on battery recycling (B20)

	3.2 Study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3.3 Calculation process of the ISM method
	3.3.1 Structured self-interaction matrix
	3.3.2 Reachability matrix
	3.3.3 Level partitions of barriers
	3.3.4 Hierarchical directed graph

	3.4 Classification of barriers by using MICMAC method

	4 Discussion
	4.1 Description of results
	4.2 Comparison with other methods
	4.3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4.4 Measures to overcome the barriers
	4.5 Manageri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5 Conclusions
	CRediT authorship contribution statement
	Declaration of competing interest
	Data availability
	Acknowledgments
	References


	Within-group differences.pdf
	Within-group differences: Differentiated Chinese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1 Introduction
	2 Literature review
	2.1 The dynamic nature of expatriate adjustment
	2.2 Expatriate–HCN interactions
	2.3 Expatriate adjustment in Chinese MNEs

	3 Methodology
	3.1 Research context
	3.2 Data collection
	3.3 Data analysis
	3.4 Credibility and trustworthiness
	3.5 Ethical considerations

	4 Findings
	4.1 Differentia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expatriates and HCNs
	4.2 Organizational HRM practices and their role in the interactions process
	4.3 The outcomes of the interplay

	5 Conclusions and discussions
	5.1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5.2 Practical implications
	5.3 Limita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s

	Declaration of Competing Interest
	Acknowledgements
	Appendix I Interview questions
	Data availability
	References





